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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度下的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研究 

摘 要 

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方法，通過對昆明 Y 醫院精神科的 11 名青少年抑鬱症

患者的深入訪談，發現了分析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內涵的三個維度：情感維

度、權力維度和人際溝通維度。指出了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發展變化的特徵：

（1）權力維度的變化最大，孩子年齡越大，與父母的權力鬥爭越激烈，親子衝

突越多；（2）情感維度的變化最小，基本上一直處於低溫暖、情感冷漠狀態；（3）

人際關係的維度上，溝通始終較少。到了青春期，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總體呈

現出“權＂大於“情＂，衝突多，孩子感受不到父母的愛，缺乏溝通的特點，催

生了抑鬱青少年“父母不親、父母不愛我＂的主觀感受。本文從抑鬱青少年的視

角，從青少年個體成長、青少年的人際關係和社會轉型等多個維度，剖析了影響

青少年親子關係形成的各種內外部因素，初步闡述了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冷

漠化＂的嬗變過程。 

本文認為，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是抑鬱青少年個體發展中的人格缺點、不良

人際關係（親子、師生和同伴關係）以及社會轉型過程遭遇的各種壓力綜合作用

的結果，並提出了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過程中的“多重失去＂的核心概念。 

認為青少年抑鬱症的本質是個體成長過程中愛的失去；人際交往過程中自我的失

去；社會變遷過程中生命意義和價值的失去；生理上活力的失去等“多重失去＂。 

本研究還發現，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與抑鬱症之間存在雙向作用。一方面

不良親子關係是導致抑鬱症形成的因素之一；另外一方面抑鬱症的產生也促使親

子關係朝著積極的方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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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依據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與抑鬱症形成的研究成果，提出了從

社會工作角度預防青少年抑鬱症和促進抑鬱青少年康復的對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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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1 teenagers who wer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in psychiatric units of a Y hospital in Kunming , this 

study found three dimensions in the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motion, power and interpersonal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rocess: (1) the 

power dimension had changed considerably. As the child growing up 

there’re more struggles for power with their parents, conflicts will 

increase between the child and parents; (2) the emotion dimension had 

changed very litt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had become still 

cool and closed; (3) the interpersonal dimension hardly changed. They 

always rarely communicated with others. When the child reached 

adolescence,  depressed teenagers felt “non-intimate” with their parents, 

because of the obvious apartness of emotion, the loss of communication, 

and drastic struggles for self-determination.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aimed to discus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act on the youth perspective.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the growth 

of adolescent individuals, the formation of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econdly it has also analyzed the main caus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cluding individual imperfection of one’s character,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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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s, and the student and 

teachers, and among the compan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ence, the key concept of “accumulated-loss” is proposed by this 

research which means the loss of love in growth, the self-esteem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values of life in social reform, and energy in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etc.  

It was also argu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is research showed not only bad 

relationships cause the disease but also the depression may als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s as well. Finally, the research offered some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de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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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論 

本章將在介紹本研究背景的基礎上，闡述本研究的目的、意義並對研究中的

幾個主要概念進行界定。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青少年日益成為抑鬱症的高風險群體 

人類進入 21 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發展速度的不斷加快，人類在面臨外部的

環境、能源、資源危機的同時也面臨著自身的精神危機。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專家認為，社會環境的綜合作用導致人類已經進入“精神疾病＂時代，並預

言：到 21 世紀中期，沒有任何一種災難將像心理危機那樣給人們帶來持續而深

刻的痛苦。WHO 有關全球疾病總負擔的統計顯示，1990 年抑鬱症的疾病負擔排

在第 5 位；預計到 2020 年，抑鬱症的疾病負擔將上升到第 2 位，列在冠心病之

後,成為非正常死亡和殘疾的第二大原因（陳威威，2007）。為了提升人們對精神

疾病的認識，每年的 10 月 10 日被定為世界精神衛生日，提醒人們重視精神健

康＂。 

據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提供的資料，2009 年我國各類精神疾病

患者人數在一億以上，但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知曉率不足五成，就診率就更低。另

外的研究資料顯示，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已排名首位，約占中國疾病總

負擔的 20%，預計到 2020 年，這個比率將上升至 1/4。然而，目前衛生預算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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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5.5%，其中對精神衛生服務的投入更是僅占衛生預算的

2.35%。全國至少有 5600 萬各類精神障礙患者尚未接受過任何有關的醫療服務，

即使是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每 4 人中也僅有 1 人接受過正規的精神科醫療服務

1。以本研究田野點所在的昆明市為例，2009 年統計全市常住人口 628 萬，外來

常住人口和流動人口已經超過常住人口的 20%。昆明市城鄉居民精神障礙的終身

患病率高達 15.19%，其中重性精神病精神疾病的患病率為 3.40%，精神障礙已

經成為昆明市居民死亡原因的第十位疾病2。 

抑鬱症是一種以持續情緒低落為主要特徵的綜合症，是一種發病率高、危害

公眾健康、引起嚴重的功能損害以及巨大的社會負擔的精神疾病。抑鬱症目前已

居於心理問題的首位，並因其分佈的廣泛性和多發性而被稱為“心靈的感冒＂。

在美國及一些歐州國家，抑鬱是最普遍的心理失調之一，並被看做是一種主要的

公共健康問題。抑鬱症包括：重性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和抑鬱綜

合症（dysthymic disorder），該疾病可見於任何年齡階段。近年來青少年抑鬱症

患者越來越多，美國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青少年抑鬱症發病率為 8.3% (Brent 

D.A,2002)，青少年、尤其是女性青少年的抑鬱症發病率顯著上升（Ronald, T.B.,  

2008）。在我國，抑鬱症這一嚴重影響人類身心健康的“無形殺手＂也日益引起

人們的關注。近幾年來我國中學生抑鬱的檢出率一直較高，安徽合肥的中學生中

出現抑鬱症狀的比例為 23.5%；北京市和河北省的抽樣調查中中學生出現抑鬱症

狀的比例為 32.9%；重慶和四川省的抽樣調查中這一比例為 42.3%（蘆炎、張月

娟，2008）。 

國內一項流行病學調查顯示，近 10 年來，兒童期重性抑鬱症的發病率是

                                                              
1  引用自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提供的資料.http://news.qq.com/a/20090105/000091.htm 
2昆明市衛生局編“昆明市居民健康狀況評價簡介（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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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青春期上升到 4%~8%，抑鬱症患者的人數逐年上升，且呈低齡化趨勢，

抑鬱症成為當今青少年最普遍的心理疾病之一，抑鬱症導致的青少年自殺率也越

來越高，自殺是 15~19 歲青少年的第二大死亡原因（龔銀清，2005）。抑鬱症對

青少年的影響不僅限於青春期，可能對其一生都有影響，它不但干擾了青少年正

常的社交與學習生活，並且影響青少年的心理發展、人格形成以及未來的人生發

展。 

人們常說：“少年不知愁滋味＂。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學業的壓力、家庭和

人際關係的衝突以及對社會現實的不滿，使得一些青少年過早地背上了沉重的精

神包袱，由於不能有效應對這些壓力，各種各樣的精神疾病也就走了出來，抑鬱

症便是青少年中最常見的精神疾病之一。國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三分之一的青少

年曾經有過情緒低落的經驗，在這些人中，大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可能被診斷

為重型抑鬱症（Joseph A.Micucci 著，唐子俊譯，2004）。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社

會、家庭和個人對青少年抑鬱症的知曉率仍然很低。國內有的研究表明，患者本

人對抑鬱症的識別率幾乎為零，學校、家庭、社會對本病的識別率平均不足 1%。

一些綜合醫院的識別率僅為 15%左右（魏繼珍，2008：47）。青少年抑鬱症識別

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早期症狀不明顯，基本症狀比較複雜。由於青少年的抑鬱

症常常表現為發脾氣和某些行為，如易激惹、不愛學習、曠課、孤僻、情緒不穩

定，並伴有軀體不適等（陳換春，2005），但由於人們常常把這些症狀和青春期

的逆反或反叛等同起來，使得青少年抑鬱症常常被忽視。 

青少年時期是人生發展的高峰時期，在他們身上交織著許多矛盾，化解矛盾

的過程正是他們由單純、幼稚走向成熟完善的過程。這些矛盾既體現了青少年與

學校、家庭和社會等客觀環境之間的衝突與不適應，也體現了青少年自身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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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身體與心理發展之間的不協調。在兒童向青少年的過渡過程中，抑鬱症的

發病率會明顯增加（Pelkonen, et al,2003)。作為一個在身心方面都經歷著巨大變

化的群體，青少年已經成為抑鬱症的高危群體。近年來，青少年精神健康問題日

益成為社會、家庭和個人關注的熱點問題。2004 年世界精神衛生日的主題是“關

注兒童、青少年的心理衛生健康＂。說明青少年的精神健康問題正日益受到全社

會的高度重視。《中國精神衛生規劃 2002-2010 年》中明確了兒童青少年衛生工

作的具體工作指標，要求遏制兒童青少年心理行為問題和精神疾病患病率上升趨

勢，到 2010 年兒童青少年心理行為問題和精神疾病患病率降到 12%。 

因此，開展對青少年抑鬱症的研究，瞭解抑鬱症產生的誘發因素及其產生的

機理，對於積極有效地預防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促進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康復

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與親子關係有密切的聯繫 

   青少年時期是人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許多心理學家常常把它稱之為“心

理斷乳期＂、“危險期＂。因為這個階段的生理和心理的迅速發展使得他們的成

長遇到很多困難，從而表現出一些特殊的行為。親子關係是青少年三大社會關係

---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中最基礎的社會關係，是影響青少年心理發展

的主要因素。家庭作為青少年成長中最直接和重要的成長環境之一，對其成長有

著重要的撫育、支持和影響作用，家庭因素是抑鬱症形成中的一個重要的心理社

會因素。 

   以佛洛伊德為代表的心理動力學派從上世紀40年代就開始注意到精神問題的

產生與患者的早期經驗中的親子關係有密切的聯繫。他認為早期經驗對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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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指出“兒童期內的經驗乃是神經病不可或缺的條件＂

（佛洛德著；高覚敷譯，1984）。依戀理論的創立者鮑爾比（John Bowlby）提

出了孩子與父母的親密關係對其精神疾病的產生有重要的影響。他提出，人類有

一種內在的本能驅力，想和他人形成人際關係，這種驅力來自於人的生物性，這

種能形成親密關係的能力和驅力對於人類的生存極為重要，人類只有在依戀的需

求被滿足之後才能發揮最好的功能，而在其依戀的需求未被滿足時，則會發生問

題，這些問題常常以精神症狀的方式出現。鮑爾比認為，個體的依戀關係能否建

立主要來自幼年的經歷，對於孩子來說，最重要的親密關係是與父母建立安全的

依戀關係，這個關係模型的經驗會引發所有的關係運作模式的發展。家庭治療理

論則強調了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是由於家庭成員之間的功能關係(如距離、親密

或支持)所致,在家庭中的不適應過程就會導致障礙。 

    近年來國內外的研究也表明，親子關係在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國外學者的研究發現，兒童早期生活的穩定性對兒童身體和心理健康具有

深刻的影響,不穩定的親子關係、父母死亡、母愛剝奪、虐待和忽視兒童都是抑

鬱症的危險因素。這些早期生活的不利因素可導致兒童發展成特有的認知模式，

嚴重干擾了兒童的社會化過程和心理發育過程（引自陳寶林、徐勇，2010）。國

內王高華等研究發現，有抑鬱障礙的青少年其父母對子女均缺乏溫暖理解，過多

嚴厲懲罰、拒絕否認手段（王高華等，2006）。抑鬱症青少年的家庭有較高的父

母攻擊、懲罰、婚姻衝突和拒絕現象而缺乏支持與幫助（張豔傑等，2010）。 

因此，在青少年抑鬱症的治療和預防工作中，深入探討以親子關係為核心

的家庭因素在抑鬱症的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理論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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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年抑鬱症的治療和康復服務中急需引入社會工作  

筆者從2002年開始接觸到青少年精神疾病患者。當時，筆者在某省級醫院的

精神科（以下簡稱Y醫院，本研究的田野點）開展社會工作碩士課程的實習，看

到很多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在家長的陪同下前來就醫，主要是希望得到心理上的疏

導。可是，目前國內開展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的主要機構是醫院，服務方式以藥

物治療為主，很少開展心理治療和其他相關服務。一些精神科的醫生也常常對筆

者說，這些青少年應該由你們社工來提供服務。我當時不敢貿然答應什麼，只能

把這些期望當作自己未來努力的方向。2004年以後，Y醫院的精神科成為筆者所

就職的大學的社會工作專業教學的實習基地，我每年帶學生去實習時都會看到很

多青少年精神疾病患者。2002年，筆者在Y醫院精神科住院部分部所看到的住院

患者中，青少年患者大約占到四分之一。可是，到2009年6月，這裏的青少年患

者幾乎占了住院病人的一半。筆者對當時住院病人做了一個初步的統計，發現截

至2009年6月12日，精神科共有20名患者。從來源地來看，80%來自於雲南省的

市、縣、州、村，其他來自廣東、重慶、江蘇等地。從疾病分類來看，以精神分

裂症（占40%）和抑鬱焦慮障礙（占35%）的比例較高。從性別分佈來看，男女

比例差不多。從年齡分佈看，兒童（12歲以下）占10%，青少年（22歲以下） 

占50% ，中年（35-60左右）占30%。 

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國內對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治療和康復的過程中面臨很

多問題： 

一是服務供給和服務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使得一些青少年抑鬱症患者

得不到及時和準確的治療，誤診的情況時常發生。中國兒童精神健康問題的檢出

率高達 7.03－14.89％，與國外的報導類似。以我國目前有 4-5 億青少年計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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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述患病率統計，我國有 3-6 千萬兒童有精神健康問題，需要專業人員的照顧。

兒童青少年精神衛生服務的資源尤為缺乏。目前能開展精神衛生服務的醫療機構

均設在大中城市，農村的兒童青少年患者基本不可能得到任何的就近服務。同

時，專業人員嚴重不足。在較發達國家兒童精神科醫生與患兒之比是 1：4000

左右；而我國為 1：1 百萬，差距實在太大（李雪榮，2002）。本研究中的受訪問

對象 F 家住農村，患病後在當地的幾家醫院都沒有得到及時和準確的治療，花了

不少冤枉錢，一年後被轉診到 Y 醫院才被確診為抑鬱症。 

二是許多抑鬱症青少年的父母對抑鬱症缺乏必要的瞭解和科學態度，使青少

年抑鬱症患者得不到及時的治療。一些父母不能接受孩子患抑鬱症的事實，帶著

已經確診為抑鬱症的孩子四處求醫，反復確診，使孩子的病情越來越重，錯過了

治療的最佳時期。有些父母對青少年的抑鬱症不重視，認為抑鬱症是青少年學習

壓力大、胡思亂想的結果。他們不遵醫囑，強行將孩子從醫院帶回家休養，認為

只要給孩子換個輕鬆的環境，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三是問題取向的生物和心理治療得不到青少年的接納和認同。在中國目前的

精神健康服務領域中，生物醫學模式占主導地位，精神科醫生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是絕對的權威。而大部分醫生接受的訓練是生物醫學訓練，關心的是對病人

的診斷，消除病症，而不關心病人的需要。儘管少數醫院為了能被評為三等甲級

而開展了一些心理治療服務，但這是從醫院的管理出發，而不是從病人的需求出

發。我國心理治療和心理諮詢工作雖在上世紀 40 年代已經有零星開展，但由於

在 50、60、70 年代心理學被認為是唯心主義的學科，這項工作未能得到普及。

90 年代後期社會上出現心理學熱，各醫學院校紛紛開設了醫學心理學的課，各

地也開辦了一些心理治療的培訓班，授課教師主要是心理學教師、精神科醫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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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量的外國專家。我國現有的心理治療和心理諮詢師大多接受的是問題取向的傳

統心理治療模式訓練，在實踐中多採用精神分析、認知行為治療和家庭治療。根

據艾裏克森的人格發展理論，青少年階段的主要發展任務是建立自我同一性，發

展理想自我。青少年最需要得到的是尊重、接納和肯定。而問題取向的治療模式

關注的是人的缺點，強調行為訓練和人的自我反省，這和青少年時期的心理發展

需要有很大差距。另外，由於中國人對心理健康知識的知曉率比較低，不少人把

心理問題等同於精神疾病，對精神病人的歧視比較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讓青

少年接受心理諮詢和治療，無疑認同於讓他們接納“我有毛病，有問題，是精神

病人＂這樣一個汙名，這對追求理想自我的青少年來說是難於接受的，因此，心

理諮詢和心理治療服務常常得不到青少年的認同，並被拒之門外。透過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中國目前現有的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非常薄弱，無法滿足青少年抑鬱

症患者康復服務的需求。 

從閱讀相關文獻中發現，抑鬱症的形成與個體的生物、心理和社會因素都有

關係，具體包括：遺傳、個性、認知、家庭關係、同伴關係、學業和壓力事件等。

目前，國內針對青少年抑鬱症的研究比較缺乏，對這個群體的診斷和治療多採用

成人標準，但青少年不是中型的大人，他們是發育中的個體，處於急劇的個體變

化和社會變化之中，在對青少年抑鬱症的治療中，心理社會環境的調整常常更起

關鍵作用。因此，僅僅從生物醫學的角度對青少年抑鬱症患者進行藥物治療是不

夠的，需要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才能幫助其早日康復。社會工作要介入青少

年抑鬱症的治療和康復服務，干預其心理和社會環境因素，這就需要以相關領域

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家庭是青少年社會化的主要場所，親子關係是青少年最主要

的家庭關係，在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和治療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要預防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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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的產生和促進青少年患者的康復，需要對其親子關係及其與抑鬱症之間關

係做出深入的研究。 

 

四、研究動機的產生過程 

筆者為什麼關注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親子關係呢？研究的興趣主要來自于

研究者在研究田野點Y醫院3和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及其父母接觸中的初步經驗，最

突出地表現有以下幾點： 

（一）、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案例1  反抗父母的“隱形＂病人 

2004年7月，一個中年女性（簡稱L）得知我們要在Y醫院為青少年精神疾病

患者開一個情緒管理小組的消息後主動來找我，目的是替她的女兒報名。L說，

她的女兒18歲，讀高二時發病被診斷為抑鬱症。孩子患病後，L心急如焚，帶著

孩子四處求醫，看過國內很多著名的精神科專家，但是女兒不配合專家的治療，

拒絕吃藥，也拒絕接受心理治療，病情越來越重，最終只能休學在家。L經人介

紹，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帶著女兒從深圳來到昆明Y醫院尋求幫助。在和L的交談

中，我感到L很希望女兒能出來參加活動，可是女兒除了定期見自己的主管醫生

和一位主任醫生之外，拒絕見任何人。L的女兒雖然是這裏的住院病人，卻很少

出現在病房，除了每週見一次醫生外，其餘時間都呆在昆明的家中（L一家臨時

租住的房屋），整天癡迷於網絡。L希望我能去她家見見她的女兒，我表態說只

要她的女兒願意見我，我一定會去。最終，我沒有見到L的女兒，卻多次在Y醫

                                                              
3  Y医院的介绍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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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精神科社會工作者4為患者和家屬開展的大組治療中見到L。其實，在精神科

像L這樣替子女來看病的父母並不少見。為什麼會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為

什麼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可以把父母擱在一邊，不理不睬，他們和父母之間是一種

怎樣的關係呢？ 

 

案例2  各執一端的父子 

小明，17歲，男，獨生子女，高三年級學生。上初二時，其父母離異，他由

父親監護，2005年因患抑鬱症被Y醫院精神科收治入院。小明的父親是政府公務

員，母親在一家公司做職員。小明認為是家庭因素導致自己生病。他說：“我的

父母親過多干涉我的個人生活，我沒有私人空間，像被某個東西緊緊包住似的，

我從小就學會了父親身上缺點（如愛發火）。我父親常常帶我出去應酬，但我很

不願意去；我討厭父親的那些朋友和同事；討厭出席父親的朋友和同事聚會。我

對父親說我不想去，我討厭你的朋友。但他不同意我的說法，認為我看問題太偏

激了。＂而父親則認為孩子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學習壓力大，如面臨高考，想上名

牌大學，目標太高；其次是談戀愛受挫，被女友拋棄，心情煩悶；再加上和小明

最親近的爺爺去世等因素使孩子患上了抑鬱症。父親和孩子對疾病產生原因有較

大的分歧，各執一端。這對父子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 

 

案例3  替父母操心的“小大人＂ 

小玉，15 歲，女，獨生子女，初三學生，2007 年被診斷為抑鬱症住院接受

治療。父母都具有大專學歷，父親是商人，母親是某單位職員。小玉認為，自己

                                                              
4  Y 醫院精神科分部自 2004 年開始在體制外聘用 1‐2 位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專業本科畢業生）每天下午

為患者提供團體工作服務，被稱為大組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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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抑鬱症的原因一是學校的原因，主要是老師和學生的關係不好，老師常常用很

刻薄的語言罵學生，甚至是侮辱學生；此外，學生之間的關係也不好，勾心鬥角，

甚至相互陷害。二是家庭原因，主要是家庭成員常常吵架。如：父母之間吵架，

奶奶和媽媽吵架，爸爸和叔叔吵架，爸爸和奶奶吵架。她說：“家裏人常常吵架，

但是我個人能力有限，我確實什麼都做不了，有的時候我就會很無奈，無能為力，

也很心痛他們。我擔心家庭中那些吵架者讓人家罵，但我又沒有能力改變什麼。

我又替他們擔心，只要我知道他們誰有什麼麻煩，我就會替他們擔心。又加上學

校裏發生的事情（老師罵學生）、學習的壓力、家庭成員的關係，身邊朋友之間

的關係，我背負的擔子太重了。＂從小玉的談話中發現，她非常看中生活中的各

種關係，尤其是家庭關係，她像一個小大人一樣關心周圍的每個人，不堪重負而

成為病人，她與父母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 

與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及其父母的初步接觸，使我看到青少年抑鬱症的产生与

其親子關係和家庭關係密切相關，也看到了青少年抑鬱症患者親子關係的一些明

顯的表徵，如親子關係衝突。除了這些特徵之外，其親子關係還有什麼特徵？ 

這些表徵後面的親子關係的本質如何呢？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親子關係的形成

機制是怎樣的？親子關係對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有哪些影響，其作用的機制是怎

樣的？筆者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研究找到相關答案。 

（二）、抑鬱症的形成對親子關係有顯著的影響 

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生病後親子關係較之前有了一些明顯的變化，親子關係與

抑鬱症之間究竟有何關係？ 

在和抑鬱症青少年和其父母的接觸中，透過一些個案，筆者看到了一些家庭

在孩子生病後，開始反思家庭中存在的問題，改變對子女的教育方式和溝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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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親子關係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小雲是一個 14 歲的初二女生，父母認為她在

中學交上了兩個不愛學習的女同學，受其影響成績下降。小雲的父母擅自替女兒

做主把她轉到另外一所中學。小雲到新學校後情緒十分低落，在入學軍訓時突發

急性闌尾炎住院治療，出院回校後情緒依然十分低落，並出現用刀片劃傷自己身

體的自殘行為。父母帶小雲到醫院治療，被診斷為伴有抑鬱情緒的適應障礙

（adjustment disorder with depressed mood）。小雲的父母都是國家機關的公務人

員，並擔任著一定的領導職務，對孩子要求很嚴格。夫妻倆平時各自忙於自己的

工作，並常常發生婚姻衝突，對小雲的照顧也較少，親子關係比較疏離。小雲生

病後，其父母很焦急並多方求助。小雲媽媽主動帶孩子一同參加心理素質訓練，

父親特意休假陪女兒接受治療。住院之前，父親曾認為孩子沒有問題，反對其母

親帶孩子來醫院看病。小雲的母親還自學了很多心理學方面的知識，開始反思自

己的婚姻對孩子的影響，主動要求進行夫妻關係治療，期望改善家庭關係。從這

個案例中可以看出，孩子患病似乎成為親子關係改變和調試的契機，促使親子關

係改變的動力是什麼？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與其親子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是什

麼？  

在筆者博士研究前期的預訪談中，很多受訪者都曾經說道，在他們的生活中

和其情況類似的青少年很多，所以自己也不覺得是一種病，直到產生嚴重的軀體

症狀和情緒症狀，甚至產生自殘、自殺意念和行為時，才會引起家長的重視，並

到醫療機構救助。筆者接觸到的青少年只是眾多青少年抑鬱患者中的一小個部

分，可謂冰山一角，希望通過研究加深對該群體的瞭解，並為社會工作服務介入

該領域提供理論支持。 

 



 

  13

五、研究目的、意義 

（一）、研究目的 

本文將以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為研究对象，從青少年的角度討論以下幾個問

題： 

1、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對親子關係的理解是怎樣的？親子關係是如何形成和

變化的？ 

2、在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看來，親子關係在其抑鬱症的形成中起到了怎樣的

作用？ 

3、親子關係作為最早形成的社會關係，對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師生和同伴

關係起著怎樣的作用？ 

4、社會工作者應該如何幫助開展青少年抑鬱症的治療和康復服務？ 

（二）、研究的意義 

1、從理論上看，本研究將突破對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研究中的單一視角，形

成社會工作視角下的從研究对象角度出發，多維度理解青少年抑鬱症及其親子關

係的理論 

從文獻上看，現有的對青少年親子關係和精神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正常

青少年群體親子關係的研究，以青少年心理健康問題比較嚴重的青少年抑鬱症患

病群體為对象的親子關係研究並不多見。研究重點集中在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現

狀、影響因素和親子關係對心理健康的影響。現有的研究視角比較單一，絕大部

分的研究是從心理學的視角來研究親子關係，也有一些研究從教育學和社會學的

角度來分析親子關係。本研究希望整合不同的研究視角，從青少年個體成長、人

際關係變化和當代社會轉型等多維度來分析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通過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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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心理社會因素進行一個有效的整合，從一個更全面的角度來理

解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形成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同時，現有的研究也比較靜態，主

要是對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現狀進行一些描述性分析，缺乏把親子關係放在青少年

成長的微觀、中觀和宏觀的社會環境中，多維度、動態地理解和分析青少年親子

關係，更缺乏从青少年的視角來研究和理解其親子關係的研究。 

本研究理論創新點在於：首先，從人與環境互動的社會工作的視角出發，採

用一個多維度的分析和研究問題的框架理解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親子關係、抑鬱

症的形成過程。即不是從一個靜態直線因果的角度來理解親子關係與青少年抑鬱

症二者之間的關係，而是從一個社會變遷、青少年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組成的三

維視角來理解和詮釋青少年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本質及其發展變化過程。上述研

究視角有別於目前較為主流的心理學和教育學取向的對青少年抑鬱症和親子關

係的研究。在對研究問題和研究發現的分析過程中，整合了心理學、社會學和社

會工作的相關理論，從而對研究問題和發現有一個全面和深入的理解。其次，本

研究採用青少年的視角，即青少年的“自我視角＂、“自我界定＂：他們如何理

解抑鬱症，他們受到了哪些困擾，如何看待自己與父母的關係，自己與周圍其他

人的關係，發生了什麼衝突，自己是如何解決的等等。青少年視角在中國大陸對

抑鬱症患者的研究中是一項空白，青少年在知識創造領域中的價值和貢獻幾乎是

一個空白點。因此，本研究希望從青少年的主觀經驗來分析和理解抑鬱症，從青

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視角來研究其親子關係和抑鬱症，將他們看做是能動的個體，

而不僅僅是對他們的問題進行“客觀的＂分析研究。 

總之，本研究的理論創新點是從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視角出發，整合不同的

研究理論，從生理、心理、社會等多維度來對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親子關係和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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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進行一個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認識。 

2、從實踐上看，本研究將突破現有服務中的問題取向的醫學、心理學視角， 

提出社會工作視角下的促進青少年精神健康的社會工作對策和建議，從而建立一

個以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為本的，多學科參與的，多維度介入的青少年抑鬱症的預

防和介入的服務體系 

國內目前青少年抑鬱症的預防和康復服務處於起步階段，服務的主體以醫學

為主，心理學為輔，服務過程中主要採用問題視角，介入手法也局限在微觀層面，

局限性較大。本研究的實踐意義在於從社會工作的視角出發，從服務对象的角度

來理解抑鬱症，以期建立一個以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為本的，多學科參與的，多維

度介入的青少年抑鬱症的預防和介入的服務體系，以整合個人、家庭、學校、社

會和國家政策等多層面的資源來做好青少年抑鬱症的預防和康復服務。總之，本

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將研究成果運用於社會工作實踐，促進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康復

和預防青少年精神疾病的產生。這既符合青少年個體健康成長的需要，也符合社

會發展的需要。 

 

 

第二節    主要概念界定 

 

一、青少年的界定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青少年這個詞頻頻出現，但對青少年這個概念的理解並

沒有達成共識，可謂“仁者見仁，智者見智＂。從中文來講，青少年一詞是近代

才出現的名詞。中國古代把“少年＂和“青年＂分開來使用。而青少年一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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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于“青年期＂，指成丁至成熟期，約指男性在14-25歲，女性在12-21歲之間

（黃德祥，2005：3）。英文的青少年（adolescence）一詞由拉丁文“adolescere＂

一詞衍化而來，ad的本意是“朝向＂（toward），alesere的本意是“生長＂（to 

grow），因此adolescence包含兩個意義：（一）成長（to grow up）；（二）即

將發育成熟（to grow to maturity）。Adolescence後來被用來代表即將成熟（to be 

mature）的年輕人。另一方面，adolescence也意味著“即將要進入成人期＂（to 

grow into adulthood），準備承擔成人的角色與義務。在西方，一般認為，青春

期開始於12歲，終於23歲。在北歐，一般認為14—28歲為青春期（黃京堯，1987）。 

從以上有關“青少年＂的界定中可以確認，青少年指的是從兒童到成人的過

渡時期，其開始年齡約為12歲，終止年齡約為25歲。但是，用年齡變化來描述青

少年是不夠確切的，因為它往往以“性＂的成熟作為兒童到成人過渡的標誌。實

際上，雖然人和動物發育的目的都在於種族的延續，但人與動物成熟和對生活準

備的概念，畢竟本質上有根本不同的內容。從童年到成年的過渡，並不僅僅是以

身體的成熟為標誌，而同時也意味著擁有一定的技能，掌握一定的知識、規範和

經驗。個性的成熟是以社會化為先決條件的，不能超越現實和社會。不同社會的

不同政治經濟生活等條件，導致了兒童向成人轉變的內容、期限和標準不同。但

這並不意味著無標準可循，它還是有一定規律的。從生理的角度，把青少年看作

是生殖力成熟的階段；從發展的角度，把青少年看作是精神向上發展的階段；從

人口的角度，把青少年首先看作是一個年齡過渡階段；從個性形成的角度，把青

少年看作是一個個性形成的階段；從教育的角度，把青少年首先看作是一個學習

或受教育的階段；從社會化的角度，把青少年看作是社會化的一定階段。從文化

的角度，把青少年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黃志堅，1997）。從這些不同的視角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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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青春期都是一個過渡時期，其目標是為兒童能夠承擔成人的角色做準備。相

比把青少年界定為某一個具體的年齡階段的人，把青少年看成由一系列過渡構成

的階段更為合適，這些過渡包括生理的、心理的、社會的和經濟的過渡，個體由

此從不成熟走向成熟（勞倫斯·斯騰伯格著，2005；戴俊毅譯，2007）。 

在本文的研究中，筆者把青少年的年齡範圍界定在13-23歲，涵盖了青少年

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处于該年齡段的中国青少年中，大多數生理上開始進入青

春期；心理上處於從不成熟到成熟的過渡期；教育上處於接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

育階段，是一個為未來社會生活做準備的階段；從文化上來說，他們有自己的青

少年文化，看問題的角度和方式和成人有所不同。具體來說，青少年是指在校的

中學生和大學生，因為他們正處在為承擔社會責任的準備階段，經濟上還沒有獨

立，也沒有正式的社會角色。 

此外，把青少年的年齡階段界定為13-23歲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處於這個年齡

段的人如果他們讀書，其共同特徵是他们都是在校青少年，由於他們還處在求學

階段，經濟上未獨立，对家庭的依赖比較大，與父母的關係對其發展十分重要。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教育事業得到了很大的發展，青少年受教育的年限延長，

特別是最近幾年來，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一個大眾化時代，大部分青少年都能接受

高等教育，13-23歲正是一個人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階段。因此，本研究在取

樣的過程中沒有選取那些已經脫離學校，在家待業或參加工作的同齡群體中的抑

鬱症患者。 

 

二、青少年抑鬱症的概念 

隨著對青少年抑鬱研究的增加，逐漸衍生出一些研究取向。根據心理病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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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假定及研究目的可將青少年抑鬱的研究分為三個傾向：抑鬱情緒(depressive 

mood)、抑鬱綜合症或抑鬱症候群(depressive syndromes)、抑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 （Petersen,et al,1993）。 

（一）、抑鬱情緒 

每個人在其生命的不同時間點都會經歷到悲傷或不快樂的情緒。這種抑鬱情

緒通常可能發生在對許多情景的一種反應，像是失去一段重要的關係或者在一項

重要任務中的失敗。這些情緒可能會持續一段很短或一段較長的時間。通常會伴

隨其他一些負面情緒的出現，如恐懼、罪惡感、憤怒、羞愧、焦慮和社會退縮。

抑鬱情緒的檢測和評估主要是通過青少年的自我報告或是透過一些心理量表來

進行。 

（二）、抑鬱綜合症或抑鬱症候群 

著重研究有關抑鬱的各種症狀，包括：寂寞、哭泣、害怕失敗、希望完美、

自覺孤立、無用、緊張、恐懼、罪惡感、多疑、悲傷、擔心等。這些症狀通常與

退縮行為、抱怨身上的病痛、社交問題、注意力問題、懈怠行為、自我毀滅和攻

擊性行為有極大的關係。這些症狀具有經常發生的特點，該層次的抑鬱患者具有

初期的精神異常特點。 

（三）、抑鬱症 

該層次的抑鬱被視為一種病態行為，一般由精神科醫生根據國際疾病診斷標

準（ICD-10）進行診斷，根據ICD-10，抑鬱症不包括發生於雙向情感障礙中的

抑鬱狀態，只包括首次發作的抑鬱症或復發的抑鬱症。本研究中的抑鬱症患者由

Y醫院精神科主任或副主任醫師根據ICD-10中抑鬱症的相關標準判定，其標準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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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標準有3條： 

①抑鬱發作持續至少2 ②周； 在病人既往生活中，不存在足以符合輕躁狂或

躁狂標準的輕躁狂或躁狂發作；③需除外的最常見情況：此種發作不是由於精神

活性物質使用或任何器質性精神障礙所致。 

2、抑鬱症的症狀分為核心症狀和附加症狀兩大類： 

（1）核心症狀3 ①條： 抑鬱心境，對個體來講肯定異常，存在於一天中大多

數時間裏，且幾乎每天如此，基本不受環境影響，持續至少2周；②對平日感興

趣的活動喪失興趣或愉快感；③精力不足或過度疲勞。 

（2）附加症狀 

抑鬱發作的附加症狀有7條：①自信心喪失和自卑；②無理由的自責或過分

和不適當的罪惡感；③ ④反復出現死或自殺想法，或任何一種自殺行為； 主訴或

有證據表明存在思維或注意能力降低，例如猶豫不決或躊躇 ⑤； 精神運動性活動

⑥ ⑦改變，表現為激動或遲滯； 任何類型的睡眠障礙； 食欲改變（減少或增加），

伴有相應的體重變化。 

3、抑鬱發作分為3類 

（1）輕度發作：具有核心症狀中的至少兩條，核心與附加症狀共計至少四

條。 

（2）中度發作：具有核心症狀中的至少兩條，核心與附加症狀共計至少六

條。 

（3）重度抑鬱發作分為不伴精神病性症狀（F32.2）和伴有精神病性症狀

（F32.3）兩類。其抑鬱表現需具有全部三條核心症狀，核心與附加症狀共計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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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omps,et al(1993)指出，抑鬱情感、抑鬱症候群和抑鬱症三者之間具

有階段性和延續性的模型假定。他們認為，患抑鬱症的青少年能夠代表大多數經

歷抑鬱情緒和抑鬱症候群的青少年。抑鬱情緒是一種比較廣泛的情緒，如果把它

細分，可歸類出抑鬱症候群；再將抑鬱症候群細分，可以歸類出抑鬱症。這種層

層細分，便是抑鬱症發展的階段性假設。也就是說抑鬱的發展是一個連續的過

程，個體所經歷過的抑鬱會按照這個過程發展。首先是抑鬱情緒，之後發展成抑

鬱症候群，抑鬱症候群再轉變為臨床上的抑鬱症。而生物遺傳、壓力和應對過程

則是抑鬱情緒轉變為抑鬱症候群和抑鬱情緒的中介因素。 

本研究把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界定為：被省級醫院精神科專科醫生（主治醫生

及以上）根據ICD-10診斷為抑鬱症的青少年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青少年抑鬱症

有“共病＂的特點。在同一時間內患超過一種以上的精神疾病，稱為共病。共病

在抑鬱兒童和青少年之間比較普遍（Pine, et al, 1998）。兒童青少年抑鬱可能居

先、伴隨或後發於其他疾病。已經發現的、經常與青少年抑鬱症共病的疾病包括：

注意力缺陷多動症（ADHD）、焦慮障礙（anxiety  disorders）、行為和品行障礙

（behavior  and  conduct disorders）、 飲食障礙（eating disorder）（Lauar Mufson

等著，蘇逸人等譯，2008）。 

（四）、青少年抑鬱症患者與抑鬱青少年 

由於本研究的一個特色是以青少年為視角，即不是從研究者的視角、父母的

視角和老師的視角來認識和理解青少年抑鬱症患者，而是從青少年視角，即“自

我視角＂、“自我界定＂：他們如何理解抑鬱症，他們受到了哪些困擾，如何看

待自己與父母的關係，發生了什麼衝突，自己是如何解決的等等。 

在訪談中發現青少年抑鬱症患者對自己疾病的理解與醫生不同，他們一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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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抑鬱症不是病，只是一種抑鬱情緒狀態，是可以改變的，從內心來講他們對“抑

鬱症＂的診斷標籤並不認同，也比較反感。當筆者問訪談對象：“當你被診斷為

抑鬱症時，你對這個診斷有什麼看法？＂大部分訪談对象的回答是，他們承認自

己的心理有問題，情緒有問題，但這只是一種情緒狀態罷了，是可以改變的，不

希望自己被貼上一個抑鬱症的精神病標籤。此外，在中國文化下，抑鬱症是一個

帶有歧視性的標籤，一些學者對中國香港的抑鬱症患者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抑鬱

症患者的主要症狀是軀體化症狀，如睡眠障礙（31%），疲倦、萎靡（29%），

頭痛20%，頭暈20%，停經方面的症狀（女性中占20%）；腹痛（14%），虛弱

13%，心悸（13%），恐懼（11%），腹上部疼痛（10%）。排在首位的是中樞

神經系統症狀，其次是胃腸不適、婦科症狀、心血管症狀、呼吸問題、泌尿障礙。

研究者們由此推論出，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可能並沒有把悲傷作為一個顯著的症

狀，他們可能由於害怕中國文化對精神疾病的強勢汙名化傾向而壓制和掩飾自己

的抑鬱感受（凱博文著，1988；郭金華譯，2008） 

基於上述理由和本研究的視角（青少年視角），本研究決定用青少年抑鬱症

患者比較認可的“抑鬱情緒＂這個本土概念來替代“抑鬱症＂這個醫學專業術

語，用“抑鬱情緒青少年＂（簡稱抑鬱青少年）這個概念來替代“青少年抑鬱症

患者＂，在下文中將不再使用青少年抑鬱症患者這一概念。 

（五）多維度 

本文是社會工作視角下的社會心理研究，多維度指：“人在情景中”的視角，強

調影響青少年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多方面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

用。多維度主要包括：1、社會情景：指抑鬱青少年成長的社會背景；2、人際關

係：指青少年社會化過程中的主要人際關係，包括家庭中的人際關係，學校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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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際關係（師生、同伴關係等）；3、個人成長：指抑鬱青少年的生命歷程。 

      

 

三 、親子關係 

（一）、親子關係的定義 

親子關係(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原是遺傳學用語，指親代和子代之間的生

物血緣關係。狹義的親子關係指以血緣和共同生活為基礎，家庭中父母與子女互

動所構成的人際關係。廣義的親子關係還包括孩子與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叔

伯阿姨、保姆等長輩的關係(蔡春美，2006)。它是人生中最早經驗到的關係，也

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 

本文對親子關係的界定，採用廣義和狹義相結合的親子關係概念，因為中國

人的親子關係和西方文化中的親子關係有很大不同。曾仕強、劉君政（2005）認

為，西方家庭好比有限公司，中國的家庭好比無限公司。西方社會是個人主義的，

強調自由、獨立和契約行為。父母對子女只付有限的責任，如同有限公司，不必

負擔無限的責任，父母對子女的教養和影響，實際上是有限的，親子關係比較淡

漠。而中國家庭好比無限公司，父母對子女和子女的子女負起無限公司的責任，

強調一家人血濃於水，能夠長久地互相依賴。風笑天（1997）認為，儘管目前中

國城市家庭的主要類型是獨生子女家庭，也就是人們常說的“三口之家＂。表面

上看，這種小型的、與祖輩分離開居住的家庭形式，使得獨生子女家庭，較少受

到老一輩人的生活方式影響，因而具有較大的獨立性和自主性，家庭生活方式也

較少受到傳統因素的影響。實際上，這種祖輩分開的居住，並不意味著廣大獨生

子女與祖輩完全分開，相反，獨生子女家庭與祖輩間的互動，超過非獨生子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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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出現與祖輩“分而不離，親而不近＂的狀態。由於獨生子女家庭人口數目和

家庭規模減少到了極點，家庭內社會互動的內容和对象又比較單一，心理需求和

人際交往需要常常難以得到滿足，因而更多地同雙方的祖輩進行社會互動，保持

密切的聯繫。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擴大家庭是獨生子女家庭遇到困難時求助的

主要對象，很多祖輩、親戚在獨生子女家庭遇到困難時都會幫忙。尤其是在獨生

子女處於嬰幼兒階段，祖父母甚至成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獨生子女家庭並沒有

與擴大家庭斷絕聯繫，相反，因為溝通方式的改進和居住上的便利（如住在附

近），接觸的機會增加了。楊善華（2005）對北京空巢家庭的研究也證明，表面

上空巢家庭表現出來的兩代人分開居住，但代際之間的聯繫是緊密的，是一種分

而不離的狀態，雖然其子女經濟上獨立，也有獨立的住房，但老人擔當照顧孫代

主要責任的情況相當普遍。 

因此，筆者認為研究中國家庭的親子關係，應該採用廣義的親子關係和狹義

的親子關係相結合的觀點。特別是在孩子成長的幼兒階段，親子關係不僅指父母

和孩子之間的關係，也包括孩子與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其他主要家庭成員的關

係。從本研究來看，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在幼兒期是被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單獨或

參與撫養長大的；到了小學或中學階段，祖輩逐漸淡出孫輩的生活，親子關係又

回歸到子女與其父母的關係狀態中。 

（二）、東西方親子關係的差異：孝與友愛 

由 於 文 化 傳 統 不 同 ， 東 西 方 對 親 子 關 係 的 內 涵 的 理 解 是 不 同 的 。

Hamilton(1990)認為：“西方以愛規範家族成員相互的情感聯繫，中國人規範情

感在於敬＂。臺灣學者楊國樞（1992）認為，家人關係視責任原則為引導家人互

動的行為依據，不在乎對方的行為是否令人喜愛。國內學者則把東西方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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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差異概括為孝與友愛（肖群忠，2001；付曉雪，2009），認為在中國人的

親子關係中，孝佔有重要的成分。孝是中國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主要特色。從

“孝＂的一般人倫意義上講，中國的“孝＂講求“無違＂，從親子的角度來看，

就是孩子無違于父母的意志；而西方親子之間講求自由平等，親子之間的關係更

多注重友愛。友愛是一種純粹的情感關係，趨向於雙方的平等交流。在西方人的

親子關係中，友愛是一種父輩與子輩的平等的交互作用，如果父母沒有盡到自己

的責任，則子女的感恩責任也就自然相應地改變了。而在中國的親子關係中，孝

是核心，孝包含著愛，但這種愛是下對上的敬愛和上對下的垂愛。儘管中國的

“孝＂講求“對應德行：父慈子孝＂。但在歷史的長河中，“慈＂被淡化而“孝＂

則被過度強調。因此，在研究中國人的親子關係時，由“孝＂演變出來的“父母

權威＂是一個重要的維度。有學者通過對中學生的親子關係與孝道態度的關係實

證研究表明，儘管社會在不斷發生變化，人們的價值觀念日益受到西方思潮的影

響，但是傳統的孝道仍然對青少年期的親子關係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張坤，2006：

39）。中國文化中的“孝＂有三層涵義：第一層是延續父母與祖先的生物性生命，

這個層次的實踐就是結婚生子；第二層是延續祖先的高級生命，即社會、文化、

道德方面的生命。這個層次的實踐是培養和教育子女，使他們的生命具有社會、

文化和道德等部分的成就，一旦子女有成就就算是延續了父母祖先的高級生命。

第三層次就是完成父母和祖先在一生中不能實現的某些特殊願望，或補充他們某

些重大而特殊的遺憾（楊懋春，1972）。 

因此，本研究將重視中國文化對親子關係的影響，突出親子關係的本土特

點，重視親子互動過程中的父母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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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視角、內容和論文結構 

一、研究視角： 社會工作的多維度視角 

社會工作研究的基本視角是“人在情境中＂，認為理解和研究社會問題和社

會現象，不能脫離具體社會情境。在“人在環境中”這一理念的產生階段，弗洛倫

斯.赫利斯（Florence Hollis，1964）出版了《個案工作：一種心理社會療法》一

書，明確指出了“人在環境中”是社會工作的核心這一理念，它包含了三層含義：

人、環境以及兩者的互動。生物學家路德維格.範.貝塔朗菲創立的一般系統理論，

為人在環境中的理念奠定了理論基礎。它在社會工作領域不斷興盛，使得人在環

境中的理論不斷成熟系統。社會工作領域採用的生態系統理論又稱之為社會生態

系統論(Social Ecosystems Theory ),它把人類成長其中的環境（如家庭、機構、群

體、社區等）看做一種社會性的生態系統，強調生態環境（即人類的生存系統）

對於分析和理解人類行為的重要性，注重人與環境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這種相

互作用對人類行為的影響。它注重把人放在環境中加以考察，注意描述人的生態

系統如何同人相互作用及這種相互作用對於人類行為的重大影響。生態系統理論

認為個人的生存環境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由一系列相互聯繫的因素構成的一

種功能性整體，它包括家庭系統、朋友系統、工作職業系統、社會服務系統、政

府系統、宗教系統等。人是在環境中與各種生態系統持續而主動的主體，他既受

到各種不同社會系統的影響，也持續而主動地與其他系統進行互動（汪新建，

2008）。 

“人在環境中＂這個理念從最初的起源到發展為成熟的理論經歷了一個漫長

的過程。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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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源階段 

社會工作是在一個各種社會問題湧現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所以社會工作實

務的早期非常關注社會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早期的社會工作的代表人物——宣

導貧民住宅運動的簡.亞當斯（Jane Addams）和社會個案工作的瑪麗.瑞奇蒙德

（Mary Richman）都注重社會因素對個人的影響。瑞奇蒙德在 1917 年出版的《社

會診斷》一書，指出個人所遭遇的問題，是由於個體不能適應社會環境制度，或

環境不良所導致的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失調。住宅、失業、醫療衛生等環境因素可

能是造成案主問題的根源。她在 1922 年出版的《社會個案工作是什麼》中第一

次正式提出應注重人與環境的關係以促進社會工作實踐。然而，隨著佛洛德精神

分析理論的盛行和一戰後退伍士兵及子女心理問題的湧現，社會工作的實踐取向

偏向了對於案主心理動力的探析和分析上。直到二戰前，這種強調個人心理因素

的模式一直主導著美國的社會工作實踐。 

但是，在這個時期人們並沒有完全忽略社會環境因素在案主問題形成和解決

中的作用。戈登.漢密爾頓在吸收精神分析思想的同時，重新肯定了社會工作注

重社會環境的傳統，認為社會工作不應當專注於人格結構及動力解釋，也應當重

新發現環境或社會療法。也是她第一個使用了“人與情景＂（person and situation）

這一詞語. 

（2）人在環境中視角的產生 

20 世紀 60 年代，美國社會中，民權運動、反貧困運動等社會改革計劃大力

推行，社會工作者批評心理治療方法忽略了心理問題背後的社會問題。個人的社

會環境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弗洛倫斯.赫利斯（Florence Hollis）出版了《個

案工作：一種心理社會療法》一書，明確指出了“人在環境中＂是社會工作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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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這一理念，它包含了三層含義：人、環境以及兩者的互動，“人在環境中＂概

念產生。同時，心理動力模式不再是社會工作的主體思潮，這一時期人們認識到

理解和解決人類問題時，決不能把個人與環境分開。1980 年經過社會工作者對

於社會工作實踐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人在環境中＂這一基本思想在社會工作領

域得到了基本承認。1980 年廣義的臨床社會工作的定義終於確認了人在情境中

的視角，同時重視社會和個人環境，確定了生物——心理——社會的視角。 

（3）“人在環境中＂視角的確立 

20 世紀 80 年代，社會工作的理論發展發生了全面的變化，後現代思潮、女

性主義理論、建構主義等新興觀點理論不斷衝擊人們的傳統思想。這一時期，系

統論登場，這一理論的誕生最終奠定了“人在環境中＂的理論基礎。 

受“人在情景中”的社會工作視角啟發，筆者希望能用一個多維度的視角理解

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經過對抑鬱症理論的學習，筆者注意到目前對於抑

鬱症產生的原因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認識，大部分的研究者趨向于從生物-心理-社

會等方面對抑鬱症的成因進行綜合的解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抑鬱症的

生物學理論，強調遺傳和生物化學因素對抑鬱症產生的作用。二是抑鬱的心理學

理論，強調個體的家庭動力、個體的認知風格、行為方式中的某一個因素在抑鬱

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抑鬱的人際關係理論，強調了抑鬱、社交功能損傷和

人際關係不佳三者彼此交互的影響。四是有關抑鬱症產生原因的社會學思考，強

調了社會環境因素如壓力、社會階層競爭性失敗和文化因素對抑鬱症形成的影

響。社會階層競爭性失敗是指社會性剝奪（周愛保，2008），如沒有考上大學，

沒有得到一份非常需要的工作，遭到戀人或配偶的拒絕都是競爭性失敗。社會競

爭性失敗直接影響個體的自我認知從而導致抑鬱。可見，導致抑鬱症的因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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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 

    總之，本研究希望運用社會工作的多元視角來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及

其抑鬱症的形成。希望在分析原始資料的基礎上，分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

選取了對青少年親子關係、青少年抑鬱症影響最為顯著的若干因素（維度）作為

分析問題的視角。在本研究中，多維度的具體內涵是： 

維度之一：社會轉型。從宏觀上來說本研究中的抑鬱青少年成長於中國社會

轉型時期，而親子關係作為一種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必然受到社會諸多因素的影

響，尤其目前中國社會正處於劇烈的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社會轉型是一種整體

的、全面的結構過渡，而不僅僅是某些單項指標的實現。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是

結構轉化、機制轉軌、利益調整和觀念的變化。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行為方

式、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李培林，2005）。因此，社會轉

型也必然會對父母與子女之間的互動方式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中的抑鬱青少

年平均年齡為16.7歲，他們出生於上世紀80年代末、90年代初，成長於中國社會

改革開放的年代。鄧小平在1993年發表了著名的南巡講話後，中國社會的改革和

發展進入一個快速期，社會的大變革對家庭和個人都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

這個時期的家庭關係不能脫離社會的變革，中國社會轉型將成為研究抑鬱青少年

親子關係的第一個維度。 

維度之二：人際關係。從中觀層面上看，親子關係是一種最基本的人際關

係。它並非孤立地存在，它和青少年主要的人際關係（如師生和同伴關係）的形

成和發展有著密切的關係，中國社會又是一個極其重視人際關係的社會。當我們

在理解親子關係時，一定要把它看作是複雜的人際關係網中的一個部分，才能對

它有一個清晰、全面的把握。因此，要瞭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必須把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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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青少年人際關係的視野下，人際關係維度將成為研究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第

二個維度。 

維度之三：青少年個體成長。從微觀上看，親子關係是子女與父母之間的關

係，是孩子與父母的互動的結果。每個個體在其成長的不同年齡階段，與父母互

動的方式呈現出不同的特點。因此，抑鬱青少年的個體成長的維度將成為研究親

子關係的第三個重要維度，即本文按照個體發展的年齡階段來理解和分析個體與

父母的互動方式以及親子關係的特徵，以抑鬱青少年在學前期、小學期和中學階

段的個體成長歷程為線索，可以更加全面、系統、深入地瞭解抑鬱青少年親子關

係的形成和變化過程。 

總之，本研究希望從社會工作的視角出發，從宏觀、中觀和微觀等多維度視

角來研究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及其影響因素。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多維度

視角中的具體維度的產生並不是完全來自研究之前的研究設計，而是經過對訪談

資料的深入分析和歸納得出的。對於不同的研究主題和內容來說，多維度的內涵

也不完全相同。如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內涵的多維度是：情感維度、權力維度

和人際溝通；影響親子關係形成的多維度是：社會結構轉型、個人成長和人際關

係（家庭關係、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分析理解青少年抑鬱症的多維度是：個

人發展、人際關係、社會轉型和生物因素。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特徵及其形成過程 

親子關係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並非單向的父母影響孩子的關係，它包含

著兩種、甚至更多的同時發生的雙向影響。也就是說兒童成為社會人的過程中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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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受到父母的影響，而兒童甚至還在母體中時就不容忽視地改變著父母（任朝

霞，2002）。本研究希望透過多維的視角來研究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及其形成

過程。第一個維度是中國社會變遷的社會歷史脈絡。本文把改革開放 20 年以來

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作為分析問題的脈絡和背景，重點討論社會結構的轉型對家

庭功能和親子互動方式的影響。第二個維度是青少年個人成長的生命歷程。重點

分析在個體成長的不同年齡階段，親子互動的性質和特點。第三個維度是青少年

人際關係。重點討論親子關係與抑鬱青少年的師生與同伴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

以上幾個維度整合了宏觀（社會變遷）、中觀（人際關係）和微觀（個體發展）

三個層面，可以幫助我們對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有一個全

面、動態和深刻的理解。總之，本研究將重點研究幼兒階段、童年期和青少年時

期（包括患病前後）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主要特徵及影響青少年親子關係形

成的主要因素。 

（二）、親子關係與青少年抑鬱症之間的相互作用 

即研究親子關係對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有什麼影響，以及青少年被診斷為抑

鬱症這樣一個生活事件又會對原有的親子關係有怎樣的影響。家庭是一個開放的

系統，它會受外在因素（如社會環境變遷等）或內在因素（如子女成長等）的刺

激而改變，使均衡狀態產生動盪，家庭於是便做出相應的轉變和調試，重新找到

新的均衡點；在轉變和調節的過程中，家庭便逐漸成長和發展。由於家庭是一個

自我約束系統，處於動盪期時，家庭自有其獨特的方法及內在潛質，對轉變作正

面的回應和重新適應。有時，家庭所面臨的轉變是超乎其所能應付的範圍，或者

家庭不願意改變，會以負面回應，或者使家庭內某些成員放棄改變，而這類回應

会引起家庭停滯不前，處於“淤塞＂（get stuck）狀態，久而久之，便產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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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ey（1980）指出，在青少年精神病患者家庭，父母拒絕接受子女成長，害怕

孩子離開家庭，便對孩子的改變做出負面回應。由於父母的錯誤態度和其錯誤的

處理方法，令孩子難以適應，處於一個兩難境地。為了解決此問題，孩子便產生

問題（變壞或生病），而後者則提供足夠的理由，容許子女留在家中。由此角度

看，個人問題是家庭系統功能失調的病兆，認定病人擁有病兆和自我犧牲，以維

持家庭穩定。故此，病兆有其正面功能，我們應視病兆為朋友，嘗試挖掘出病兆

的功能，用一個正面的視角重整，使之成為改變的動力。 

本研究試圖透過親子關係這個維度瞭解當孩子被診斷為抑鬱症之後，家庭如

何做出相應的改變和調試，以便重新找到新的均衡點，家庭中的親子關係發生什

麼變化？在筆者所做的預訪談中，青少年患者都談到當自己被診斷為抑鬱症到醫

院接受治療的過程中，父母對自己的關心和理解增加了，親子關係也在發生積極

的改變。孩子的精神疾病似乎成為家庭關係改變和調試的契機。除了上述積極改

變之外，還有哪些消極的改變或不變？不同的家庭是否有不同的反應？這也是本

研究希望進一步瞭解的。 

（三）、抑鬱症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師生關係三者之間的關係如

何？ 

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人際交往是個體生存、發展的首要條件。對於青少年

而言，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是其最主要的社會關係。從對青少年社會

關係的研究來看，20 世紀 40-50 年代，親子關係是研究的重點；60-70 年代，同

伴關係受到越來越多的關注，80 年代末，特別是進入 90 年代以來，師生關係的

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在對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進行研究的同時，研究

者越來越重視這三種關係之間的相互影響並取得了一定的研究結果。目前對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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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關係的認識主要有三種觀點：即主從式、獨立式和整合式（葉子、龐麗娟，

1999）。 

1、主從式觀點。認為不同關係在兒童的人際關係網絡中是有等級、主次差

別的，一種關係對於其他關係更重要，並在很大程度上決定其他關係，它居於最

高的決定性地位，其他關係受主要關係的影響，居於從屬地位，從而構成了人際

關係的主從模式。主從觀點又分為三派：一派認為親子關係最為重要，等級最高，

並對同伴和師生關係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派認為同伴關係最重要，居於決定

性地位。還有一派認為師生關係在兒童關係中的重要性最高。 

2、獨立式觀點。認為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這三者之間不存在主

從差別或彼此影響的關係，而是相對獨立的，構成其人際關係網的獨立模式。獨

立有三層含義。一是彼此之間沒有必然聯繫，如親子關係不良的兒童同樣會有較

好的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師生關係不良的兒童也會形成較好的同伴關係。二是

不同關係對兒童發展的影響的面向不同，某些關係對兒童發展的某些方面影響更

大些。如親子關係對兒童安全感，對外部世界的探究影響更大些；師生關係對兒

童學校適應性的影響更大些；同伴關係對兒童的社交行為和侵犯性的影響更大

些。三是各種關係影響的作用是相對獨立的，每一種關係對兒童發展影響力的大

小，與關係本身沒有關係，而是與關係在兒童發展中的參與度有關，哪種關係參

與得越多，哪種關係的影響就越大。 

3、整合式觀點。認為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之間並不必然存在相

互決定的因果關係，但也不是彼此獨立的，而是相互影響的。三種關係在兒童人

際關係網中均有相對重要的位置，又相互影響，彼此作用，組成一個有機的系統。

應該用整合的模式來分析和研究兒童的人際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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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目標希望瞭解從抑鬱青少年的角度來看，親子關係、

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是怎樣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本研究的視角是從青少年的角度，瞭解抑鬱青少年對親

子、師生和同伴關係的主觀經驗，因此，本研究主要關注抑鬱青少年對同伴和師

生關係的主觀認識和感受，資料來源是對青少年本人的訪談，而沒有從其同伴和

老師那裏求證。這樣做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國內地對抑鬱症的社會認

知程度比較低，很多人把抑鬱症等同于精神病（瘋子），研究对象不希望自己患

抑鬱症的事實被學校的老師和同學知曉，出於對研究对象的尊重和保護，本研究

未對其老師和同學進行訪談。但本研究將把研究結果同一些相關文獻進行比較和

對話，來彌補這個不足。 

（四）、探討社會工作預防青少年抑鬱症產生和促進抑鬱青少年康復的對策建議 

精神康復被定義為克服、修正或者補償障礙和阻礙。它是一種通過學習程式

和環境支持，支持和鼓勵每一個患者發揮最大能力的一種照顧精神疾病個體的治

療方法。對社會工作者而言，開展精神疾病患者的康復服務意味著要在可能的範

圍內，與服務对象及其周圍的社區資源合作，促進服務对象的生理、心理和社會

功能。對於精神疾病患者而言，由家庭、朋友、鄰里等人士組成的原生支持是他

們抵禦壓力，防止疾病復發的第一道防線。然而，家庭成員等原生支持可能難以

承受支持病人的需要，家庭需要獲得支持。葉錦成（2004）指出服務对象的潛能

和良好的環境支持都是精神疾病康復的主要原因。對青少年來說，家庭是其最主

要的環境，改善青少年與其父母的互動方式，增強家庭的功能，為處於困境中的

患者家庭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服務，對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康復無疑是十分重要

的。此外，社會工作的任務不僅僅是幫助有抑鬱症的青少年康復，還應該從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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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年的成長經驗中得到有益的啟示，積極開展預防青少年抑鬱症服務，為青

少年的健康成長營造一個良好的社會環境。 

 

三、論文結構 

本研究分為三個部分共八章。第一、二、三章為論文的第一部分，包括導論、

文獻綜述和研究方法，這部分為整個研究的基礎部分。 

第一章導論，共分三節。第一節主要介紹研究的背景、研究動機產生過程、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第一節從青少年身處的社會背景出發，提出了青少年作為精

神疾病的高風險人群，精神健康問題十分突出，急需開展相關研究。同時，針對

現有的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的醫療化和單一化的特點，提出需要開展以青少年為

本的由醫學、心理學和社會工作組成的多元化專業服務。為保證社會工作服務的

科學性和有效性，需要從社會工作的視角來進行有關青少年抑鬱症的相關研究。

並從對研究田野的觀察中提出了開展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研究的動機的產生過

程以及對親子關係進行研究的目的、意義。第二節對研究中的幾個主要概念進行

了界定。第三節提出了本研究的理論框架、具體的研究內容和論文寫作結構。 

第二章分別對研究中涉及的兩個主要核心概念：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國內外

研究現狀進行回顧，指出了研究中的不足，並在此基礎上確定了本研究的理論視

角。 

第三章主要闡述了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包括：為什麼採用質

性研究取向；本研究是如何在質性研究的理論和方法指引下進行抽樣、深度訪

談、資料分析的過程並對研究的信度問題進行了交代；本研究的田野點和研究对

象的基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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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的第二部分是研究發現，由第四章、第五章、第六章、第七章組成。第

四章是從青少年的个人成长來理解青少年抑鬱症。本章從青少年的視角，以青少

年的個人成長（年齡階段）為主線來理解青少年抑鬱症。第一節介紹了抑鬱青少

年幼儿期、儿童期和青少年时期中的生活事件及其主觀感受。第二節介紹抑鬱青

少年對抑鬱症的理解和應對策略。第三節從多維度來理解青少年抑鬱症形成的机

制。 

第五章主要從個人成長維度看對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本章主要關注抑鬱

青少年親子關係的變化過程，不同年齡階段的親子關係有什麼特徵；抑鬱青少年

親子關係的特點有哪些？ 

第六章主要從人際關係的維度看抑鬱青少年的師生、同伴關係，並闡述這三

種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原理。 

第七章主要從社會轉型的維度來理解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個人成長，瞭解社

會轉型對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個人發展產生了什麼影響，個體、家庭、社會因素

如何交互作用並導致抑鬱症的出現，青少年抑鬱症的本質是什麼？ 

論文的第三部分即第八章是研究結論和社會工作如何預防青少年抑鬱症和

促進患者康復的對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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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親子關係與生俱來，至死無終。但在 18 世紀以前，親子關係除了偶爾被當

作政治倫理研究的附屬之外，長期被研究者所遺忘而成為學術研究的盲點。直到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隨著“兒童的發現＂和對兒童研究的深入，人們在驚訝於

早期經驗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影響的同時，才逐漸認識到親子關係的重要性。對

其研究也從早期的父母對子女影響的單項研究，擴展為親子互動的研究。研究領

域也從心理學延伸到教育學、社會學、倫理學等。以下將對有關親子關係和抑鬱

症的文獻做一個簡要的回顧。 

 

第一節    影響青少年抑鬱症和親子關係的個人及家庭因素 

一、影響青少年抑鬱症形成的個體生物因素 

青少年抑鬱症的病因得到了廣泛的研究，但至今仍然無法確定它的生物學方

面的病因。大量的研究表明，與青少年抑鬱症有關的生物因素主要是家族遺傳因

素和神經生物化學因素。 

（一）、抑鬱症具有明顯的家族遺傳傾向 

家庭的精神病史，父母特別是母親患抑鬱症與孩子患抑鬱症的風險相關

（Park & Roy ，2001）。Goodmann（1999）等人提出了抑鬱症在母親和孩子之

間傳遞的四種可能機制：1 基因；2 神經調節的困難影響了情感調節；3 暴露在

母親的負性情感和行為中；4 孩子生活中的環境和應激因素。對兒童和青少年的

行為遺傳研究發現，抑鬱症在一定程度上是可以遺傳的，雙生子的研究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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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於青少年期（11 歲以後）的抑鬱症狀可以是由遺傳所致，而在童年期（11

歲以前）的抑鬱症則與家庭相關，而非遺傳因素。此外，有些抑鬱症的病因學上

的危險因素是可以遺傳的（吳豔茹、肖澤萍，2006）。範娟（2007）等人的研究

發現 32.1%青少年患者具有精神障礙家族遺傳史，以抑鬱症最多見，精神分裂症

次之。 

（二）、抑鬱症是生物化學因素改變所導致的腦神經活動紊亂 

儘管抑鬱症是一種腦的疾病，但現有的研究並沒有發現抑鬱症患者的腦部

有器質性的改變，而是一種腦高級神經活動的紊亂。而導致其紊亂的生物化

學因素主要有： 

1 性激素 

現有的研究表明，男性和女性性激素的改變與抑鬱症的發病有關。女性抑鬱

症的發病率明顯高於男性，這可能與雌激素的水準有關。有研究表明，婦女在生

育期間抑鬱症的發病率增加，在性激素水準變化的時期抑鬱症狀加重，許多研究

都發現抑鬱症與雌激素水準下降有明顯的相關性。而對更年期婦女的治療中也發

現雌激素具有明顯的改善抑鬱症症狀的作用。這些現象都提示我們：抑鬱症的發

病與性激素水準的改變有關（引自：肖愛嬌，2007）。一些美國學者的研究發現，

男性抑鬱症的發病則與睾酮水準的下降有關，給抑鬱症患者中血漿雄激素水準下

降者補充睾酮治療取得了一定的療效（Peter,et al,2002）。 

最近的腦科學研究發現，青少年比較容易產生情緒障礙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個年

齡段大腦中的神經元的突觸過量，以及由此導致的過多的神經枝節，儘管這些枝

節是臨時的，但它們的存在提高了青少年患抑鬱症的風險。此外，這個時期荷爾

蒙的釋放和青少年大腦的變化增加了青少年的憤怒、煩惱的強度，這些都是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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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抑鬱症的複雜因素中的一部分（Christine，2010）。 

2 神經遞質的傳導 

神經遞質是神經細胞軸突末梢所分泌的化學物質。當神經衝動傳到軸突末梢

時，突觸前膜即釋放化學物質到突觸間隙中，然後抵達突觸後膜，再作用於效應

器，以激發或抑制突觸後神經細胞的衝動或效應器的反應。一般認為抑鬱是由於

調節腦部神經細胞活動的各種生化物質之間失去微妙的平衡所造成的。大腦中的

神經遞質有數百種，而目前認為與抑鬱有關的神經遞質主要有三種：五羥色胺、

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這三種神經遞質之間的平衡和相互作用，影響著我們的

思考、情緒和一些重要的生理功能（如睡眠、胃口和性欲等）。大量的研究表明

抑鬱症患者中樞神經和外周神經五羥色胺功能活性降低與抑鬱心境有關。大腦中

去甲腎上腺素合成不足和釋放減少也會引起抑鬱症。而多巴胺系統功能低下一直

在抑鬱症的病因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如果這三種遞質之間的活動和平衡出現問

題，則會導致人的情緒低落、思維緩慢、失眠、胃口欠佳和性欲下降（蕭宏展，

2000）。 

二、影響青少年抑鬱症和親子關係的個體心理因素 

（一）、佛洛伊德強調兒童與其父母或重要他人互動的早期負面經驗是抑鬱症產

生的主要因素 

在精神分析理論中，兒童發展的基礎是佛洛伊德的人格發展學說和對於成年

精神病人治療過程中的自由聯想的解釋。佛洛伊德提出“人格結構＂說，認為人

格由三個部分構成，即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id）是人

格中與生俱來的最原始的無意識結構部分，是人格形成的基礎。本我由先天的本

能、基本欲望所組成，如，饑、渴、性等，其中以性本能為主。在對成年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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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治療中，佛洛伊德發現，這些成年病人都會不可避免地回憶起童年發生的一

些事情。這使得他確信，個體童年的生活經驗對其人格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905 年，佛洛伊德在《對性理論的三大貢獻》一書中提出了其關於兒童動

機發展的觀點，認為成年人格的特點取決於生命的頭 5 年，也就是說，個體童年

期經驗在其人格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其“性心理發展階段＂論中，他根

據兒童發展過程中哪些身體器官為其提供“力比多＂的滿足，來劃分人格發展階

段，認為兒童發展經歷 5 個階段：口唇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和生殖早期。

在每一個階段中，兒童都面臨一個滿足自身需要和服從社會需要之間的衝突。當

社會（主要是父母）允許適當的身體滿足時，這種衝突便會獲得滿意的解決。但

是，如果需要得不到適當滿足或滿足過度時，個體就會在成年的生活中反映出這

種遺留行為。例如，一個小孩如果在口唇期（0-1 歲）斷奶過早，長大後則會出

現固執和堅決的性格特點；在肛門期，如果父母過分重視大小便訓練，兒童成年

後會有固執和特別愛整潔的特點。因此，他認為，兒童和父母早期的互動經驗，

對於兒童的性格形成具有決定作用。 

佛洛伊德也從生物學角度對青少年期的親子關係的變化做出了獨特的解

釋。他認為青春期青少年與父母的逐漸“疏離＂的過程是青少年在青春期生理變

化和性衝動變化下引起的。衝突的發生是青少年重構親子關係並降低焦慮的正常

途徑，而和諧的親子關係則被視為是青少年發展存在的障礙和心理不成熟的表

現。當青少年尋找到新的愛的对象時，衝突就會逐漸下降。 

佛洛伊德（Freud，1917，轉引自趙居蓮，1995）在“悲傷與憂傷＂（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對抑鬱的解釋是，當兒童時期有被所愛的人拒絕（通常是

父母親）的經驗時，個體因為罪惡感而無法表達憤怒，便認同或將拒絕的人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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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世界，接著產生對自己的憤怒，而個體後來生活中任何的損失或拒絕都會

重新啟動對自己的憤怒，並引起抑鬱症的反應。精神分析學派認為，抑鬱是一種

悲傷的情緒，常常伴隨著失去重要關係而產生，抑鬱的出現是一種失落的反應。

不論發生何種性質的失落，如愛、地位、朋友的精神支持，個體會喚醒對童年期

失落所發生的恐懼（得不到父母之愛）而反應劇烈。也就是說，個體失落了客體，

將這種憤怒的感覺轉向自我，產生了對失落的脆弱性。抑鬱症的低自尊和無價值

感，源於小孩一般的對雙親肯定和同意的需求。在兒童時期，個人的自尊和價值

感主要來源於雙親的肯定，長大成人後，則來自於個人能力和成就。而抑鬱症患

者的自尊則仍然依賴於外界因素，如他人的同意和支持。當這些支持失敗，個人

便陷入抑鬱狀態。 

總之，佛洛伊德對抑鬱的解釋，主要集中于個體與父母或重要他人互動的早

期經驗所遭遇的失落或拒絕經驗所造成的脆弱性。精神分析理論強調，抑鬱症的

產生不是源于孩子與父母的衝突，而是源于與父母互動中被拒絕或遭遇失落的經

驗。精神分析理論對抑鬱症的解釋為後來抑鬱研究中對父母教養方式和親子關係

的重視提供了重要的理論基礎。其觀點的局限在於沒有解釋兒童在認知層面上如

何理解和解釋這些不良的早期經驗，從而導致兒童產生抑鬱、悲觀和憤怒情緒，

以及兒童的早期互動經驗對其成長後期的人際關係發展有什麼影響。 

（二）、新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親子關係和人格因素，對青少年

抑鬱症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以霍妮（Homey）、榮格（Jung）、埃裏克森、（Erikson）、沙利文（Sullivan）、

科胡特（Kohut）、溫妮卡（Winnicott）等人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學派，在研究人

格的形成與發展時，雖然保留了佛洛伊德的許多概念，但不再強調性本能和性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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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衝突在人的精神活動和行為中的特殊重要性，轉而重視社會、文化、人際關係

等在人格發展和形成方面的重要性，他們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學派。新精神分析學

派中對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主要觀點有： 

1、霍妮的觀點 

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病人》一書中，指出童年期的基本焦慮是後來發展

出神經症的動力根源。而兒童的焦慮來自於製造焦慮的家庭環境，特別是不正常

的親子關係。如果親子關係是積極的、溫暖的、是建立在真愛的基礎上的，那兒

童就會得到正常的發展，如果父母對兒童的反應是冷漠的、表面的和攻擊的，不

能給兒童真正的愛，就會造成兒童的不安全感，這對兒童的成長極为不利。在她

看來，有基本焦慮的兒童是朝著神經症的成人發展的兒童。 

2、榮格的觀點 

榮格在研究人格發展過程中，也注意到了家庭和父母對兒童的影響。他

從心理治療中發現，兒童身上所表現出來的各種心理問題，都和父母有關。

在他看來，正常的人際關係是心理健康的基礎，而成年期人際關係的基礎依

賴於童年，首先依賴于兒童與其養育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心理問題的程度

與兒童需要滿足的程度相關，即與親子關係的品質有關。 

3、科胡特（Kohut）的自我心理學理論 

Kohut認為自我客體包括三個部分：自我、自我客體以及自我和自我客體之

間的關係。按照自我心理學的觀點，抑鬱症是一種自戀型的人格障礙，是因為客

體自我關係出現問題而表現的自我失調。抑鬱症患者的自我失調分為以下幾個階

段（Yip, 2005）：第一階段，自我客體關係發展中出現問題，就是與他人的關係

出現問題，認為他人不值得信任；第二階段，理想化自我客體的失落。與理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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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分離，無法和理想的自我客體共生或合作；第三階段，自戀的發展，面對自

我客體的失敗產生無助的感覺，感到羞愧並逐漸發展成強烈的自戀。Kohut認為，

客體自我的失落使個體發展出對自我和客體自我的瘋狂自戀。第四階段，憤怒和

罪惡的惡性循環；第五階段，無意義和失敗感增強；第六階段，感到徹底失敗和

自殺。 

4、鮑爾貝（Bowlby）的依戀理論 

依戀是指個體對某一特定的個體（通常是主要照顧者）的長久的持續的情感

聯繫。依戀的客體对象通常是能形成對主體情感呼應並與之建立強烈情感聯繫的

個體（張文新，1999）。根據鮑爾貝（1980）的觀點，抑鬱症是兒童和青少年時

期的依戀關係中沒有和其重要他人建立起一種安全的、固定的關係導致的疾病，

是一種對長期分離和失落的反應。被依戀的客體对象無意識地拒絕也會誘發抑

鬱。兒童和青少年時期依戀對象的缺失很可能導致抑鬱症的產生。他認為抑鬱症

的產生過程分三種狀態：悲傷（sadness）、抑鬱和抑鬱障礙。悲傷是一種對不幸

事件的正常反應；抑鬱是個體生活和應對機制的瓦解以及個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

的缺乏；抑鬱症是一種嚴重的抑鬱，它已經影響了個體的日常生活、社會功能和

情緒控制。鮑爾貝把抑鬱症描述為一種嚴重的無助、無望和難以建立情感連接關

係。按照他的理論，兒童與父母之間不安全的依戀是抑鬱症產生的原因。 

5、溫妮卡（ Winnicott ）的成熟過程和促進環境理論 

Winnicott認為個體在成熟的過程中支持性的（holding）的環境非常重要，他

認為這種支持主要是父母對嬰兒的愛，這種成長的照顧非常重要，決定嬰兒未來

一生的心理健康。他從環境的角度來看精神疾病，認為精神疾病的產生是因為人

和環境的互動出現了問題。支持性的環境對嬰兒的成長提供了保護，使嬰兒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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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和心理上的安全，在發展的過程中感到滿足和輕鬆。支持性環境的一部分是

促進性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促進性環境有三個功能：綜合功能

（integration），指個體產生一種對社會環境的歸屬感並與之進行有效的互動；個

體化（personalization），指個體感到成為一個獨立的個體；客體關係（object 

relating），指嬰兒學會和他的重要他人建立聯繫的過程。個體在促進性的環境中

能逐漸成熟並在心理上獨立。 

溫妮卡認為個體的精神健康是順利成熟的結果，精神疾病則是在成熟的過程

出現了問題。他認為個體在和支持性的社會心理環境的自主、有效互動的過程中

逐漸走向成熟。不同于病理取向，他認為精神問題不是一種疾病，是個體和社會

環境互動出現問題（Winnicott, 1965），是個體對社會環境中的衝突問題的一種妥

協，是一種環境匱乏而導致的情緒發展出現問題。他對三種類型的抑鬱症做出了

區分：神經精神病性的抑鬱、反應性抑鬱和精神病性抑鬱。神經精神病性抑鬱是

一種內源性抑鬱，它是由於失去好的客體（good object）而導致的，也就是促進

性環境出現問題而導致的；反應性抑鬱是對個體所愛的人死亡的一種反應；精神

病性抑鬱是精神分裂症的伴隨特徵。他認為個體失去促進性的環境則對自己和他

人產生憤怒，長期抑鬱壓制了憤怒情緒並轉化為內疚和矛盾情緒。最後，抑鬱症

患者變成一個被“假獨立與真依賴＂內在衝突所控制的個體。 

與佛洛伊德的傳統精神分析觀點相比，新精神分析學派強調了兒童成長過程

中與微觀環境中重要他人的互動（如父母）對兒童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

響，不良人格是青少年抑鬱症形成的內在根源。新精神分析學派既看到了環境因

素，也看到了個體內在人格和自我因素在抑鬱症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並提

出了人與環境的不良互動是導致精神病產生的原因。新精神分析學派的觀點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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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認識抑鬱症的成因時視野較為開闊，看到了個體和微觀環境的兩个維度。但

該學派忽略了對人與環境不良互動的深層的宏觀社會背景的關注。 

（三）、人本主義理論強調了親子互動中父母對孩子無條件的接納和愛是青少年

自我實現和抵制精神疾病的重要條件 

    當佛洛伊德強調不良親子關係對青少年精神健康的負面影響時，人本主義心

理學家則關注到了積極、健康的親子關係是預防青少年產生精神疾病的重要的必

要條件。 

人本主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馬斯洛（Maslow）、羅傑斯（Carl Rogers）

等。人本主義者重視主觀性及實現傾向，把實現傾向與心理健康相提並論。他們

反對研究病態人格，主張研究人的價值和潛能的發展。因為他們相信，人的本質

是善良的，人有自我實現的需要和巨大的心理潛能，只要有適當的環境和教育，

人們就會完善自己、發揮創造潛能，達到某些積極的社會目的。馬斯洛基於他對

人類基本需要的理解而提出了動機理論，這些基本需要是：生理、安全、歸屬和

愛、尊重、認知、審美和自我實現，這些動機得到滿足才能達到心理健康。馬斯

洛的動機理論是建立在樂觀主義的假設上的，即人的內在天性是善良的。內在天

性有成長與實現的動力，但比較微弱，容易遭受挫折、否認、壓抑而引發疾病與

神經症。馬斯洛認為自我否認是心理疾病及困擾的主要原因。馬斯洛在其需要層

次論中，將自我實現的需要作為一個較高層次的需要。認為自我實現的傾向是一

種建設性的、指導性的力量，驅動個體不斷擴展自我以及做出積極的行為。有時，

自我實現的驅力會與獲得自己和他人認可的需要發生衝突，尤其是在個體覺得必

須服從於某些約束或先決條件才能得到認可時。因此羅傑斯認為父母對子女無條

件的積極關注在兒童的成長中十分重要。通過無條件的積極關注，兒童會感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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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可能有錯誤和過失，總是處於被愛和認可的氛圍中，這種愛和認可發自自

然，不是他們必須努力才能得到的。因此，羅傑斯建議，當兒童行為失當的時候，

其父母應該強調他們不認可的是這種行為，而非孩子本身。 

可見，人本主義強調從積極的角度去理解精神健康，強調父母照顧兒童過程

中對孩子的無條件的接納和尊重，如果孩子行為出現問題，父母要把對兒童行為

的不認可和對兒童本身的接納分開，也就是說，在教育兒童的過程中，不接納的

是問題行為，而不是孩子本身。當孩子的自我成長需要在父母的照顧下得到滿

足，自我得以健康成長時，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就不會產生。儘管人本主義理論沒

有直接說明青少年抑鬱症產生的原理，但是卻從一個積極的視角幫助我們理解如

何從親子互動的角度去預防抑鬱症的發生，對開展青少年抑鬱症的家庭預防工作

具有重要的參考作用。 

（四）、社會學習理論強調了兒童在人際交往和應激條件下，正強化的缺失所導

致的習得性無助和低自我效能感是抑鬱症產生的主要因素 

班圖拉（Bandurn, 1963）在其《社會學習與人格發展》中用學習理論的術語

分析了人格和社會性發展的問題。班圖拉認為，個體行為起源於以偶然強化為仲

介的直接學習和模仿。兒童的社會行為，如對他人的信任、對自己的攻擊衝動的

抑制、道德行為和性別行為不是性本能發展的產物，而是直接學習、模仿和強化

的結果。直接學習是兒童行為產生的最基本的途徑，兒童通過觀察自己行為的後

果，逐漸形成“何種行為在何種情況下是適宜的＂假設，這些假設指導著兒童的

行為。 例如，兒童偷竊得到父母的默許甚至是鼓勵，偷竊行為就會繼續並增加；

如果盜竊行為得到父母的懲罰，兒童就會停止這種行為。模仿學習是兒童行為習

得中一種更重要的途徑或機制。因為人類的一些行為是無法直接學習的，必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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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如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要學習既堅持自己的主張，又服從社會要求。

這些行為無法直接學習，只能通過對現實的和象徵性榜樣行為的模仿而獲得。父

母是兒童社會性行為形成過程中，最常模仿和直接學習的对象。強化是兒童獲得

行為的重要機制。它分為直接強化和替代強化。直接強化是兒童對自己行為所產

生的結果對該行為以後重複發生的可能性影響。在直接學習中，兒童行為的後果

構成了對該行為的直接強化。替代性強化是榜樣行為的結果對學習者的學習所起

的強化作用。 

行為主義認為抑鬱是在應激條件下的錯誤學習，是一種習得性無助的結

果。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在應激狀態下缺乏正強化，導致其不能充分

利用其資源去解決問題。關於應激性生活事件在抑鬱障礙發作過程中的作用，已

經進行了多年研究，學術界普遍認為抑鬱障礙的發作與生活事件有密切關聯，尤

其是首發抑鬱症，發病前重大生活事件的發生率比復發抑鬱更多。Leskela,et al 

（2004）的研究提示，抑鬱障礙患者病前幾乎有91%的人發生過生活事件， 在

病前1年中平均發生4.1 件。Mayer,et al（2006）對青少年的研究表明，患抑鬱障

礙的風險與經歷的應激性生活事件次數平行。 

20 世 紀 70 年 代 末 以 後 ， 班 圖 拉 的 研 究 興 趣 轉 移 到 自 我 效 能 感

（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是指個人對影響其生活的事件能夠施加影響的信

念。自我效能感與人的行為和動機之間有密切的關係，因為人對自己的判斷影響

著其將來對自己行為的期望。因此，自我效能感決定著人試圖去做什麼以及在做

的過程中要付出多大的努力的預期而對個體的行為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個體的

自我效能感來自兩個方面：一是他迄今在某一領域所取得的成就。父母過分保護

會損害兒童的自我效能感，因為父母的這些行為剝奪了兒童成功的機會，也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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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兒童體驗成功的機會。二是對他人（父母）活動效能的觀察。兒童通過對父母、

同伴的觀察，可以為自我評價提供參考。一些研究表明，低自我效能感（如過分

重視失敗，負性認知和情感、低學習效能）是引起焦慮、抑鬱、沮喪等心理健康

問題的原因之一(陳秀麗，2003)。自我效能感包括學習效能感、社交效能和應對

效能。有研究認為低學習效能直接或通過其對兒童青少年學業成績、親社會行為

以及問題行為等的影響造成其目前及今後的抑鬱。低社交效能感的兒童青少年往

往對自己的社交能力缺乏信心，傾向於採取回避的社交行為，遠離同伴，導致其

在困難時，得不到同伴的支持和幫助，難以很快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來，容易陷

入抑鬱。自我效能感低的兒童青少年常常懷疑自己不能控制環境中的潛在威脅，

對環境事件充滿擔心，常處於強烈的應激和焦慮喚起狀態，使自己深陷抑鬱情緒

（胡赤怡，2004）。 

社會學習理論強調了兒童在應激條件下，社會性行為產生過程中的正強化的

缺失所導致的習得性無助和低自我效能感是抑鬱症產生的主要因素，說明青少年

在碰到應激事件時如果得不到及時的肯定和幫助，就會導致自我效能感的降低，

這種由外部因素引發的行為改變及其所導致的青少年對自我信念的改變是引發

抑鬱症的主要原因。該理論從一個微觀層面的內外因兩個角度來解釋抑鬱症的形

成原理，強調了壓力事件和個人社交技能的缺乏在抑鬱症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

色。但該理論沒有從較為宏觀的社會變遷角度去理解青少年壓力的形成、社交技

能缺乏以及低自我效能感之間的關係。 

（五）、認知發展理論強調了個體的認知因素對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形成具有決

定性作用 

1、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強調了兒童在親子關係形成過程中主體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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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對親子關係研究的貢獻在於它改變了人們對於兒童

的看法（雷永生，1987）。行為主義認為人是環境的消極適應者，兒童的發展完

全由環境決定。精神分析理論把兒童發展看作是性本能的生物成熟過程。皮亞傑

對上述觀點持反對態度，認為兒童一出生就是其自身發展的積極的動因，他積極

從環境中尋找、選擇自己適宜的刺激，積極主動地與環境發生交互作用。兒童在

這個過程中不斷建構自己的經驗系統（認知結構），形成和改變著自己的知識體

系。兒童對於客觀世界的知識既不是來源於主體，也不是來源於客體，而是來源

於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通過這種作用，環境事件與個體自發的成長在知

識的發生中整合為一體。皮亞傑的理論對我們理解兒童社會性發展的實質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根據他的觀點，父母對兒童的撫養不是一個類似於用模具對孩子

進行塑造的過程，而頗似一個與有自己的觀點的夥伴“談判＂的過程。 

他認為，兒童對環境的適應方式發生週期性的改變，相繼產生新的適應方

式。兒童的認知發展分為 4 個階段：感知運算階段（0-2 歲）；前運算階段（2-7）；

具體運算階段（7-11）；形式運算階段。到了形式運算階段，兒童脫離具體經驗

而推導結果的能力得以發展。皮亞傑的認知發展理論對我們理解親子關係中，子

女主體發展的獨特性有積極意義。 

2、貝克的抑鬱理論認為青少年負性認知是抑鬱的根源，一些研究表明這種

負性認知與對父母的模仿和批評性的互動有關 

貝克（Beck, 1977）根據其臨床觀察提出了抑鬱的認知理論，該理論包括三

個主要概念：認知三元素（cognitive trail）、認知圖式（negative schemas）、認知

錯誤（cognitive  errors）。 

（1）、認知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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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認為抑鬱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個體有不適當的認知圖式，在面對負性事

件時，引發負向的認知模式而產生對事件的扭曲的思考，這種扭曲的思考導致了

抑鬱認知三元素，也就是對自己、世界和未來都持有負面的想法。元素一是對自

己的看法和思考，抑鬱患者對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比較負面，認為自己無能、不適

當、有病、沒有人要，他們認為自己有很多缺點，所以不受歡迎，沒有價值，也

相信自己缺乏享受幸福的基本條件。元素二是患者習慣把自己目前的經驗向負性

的方面解釋，認為命運對他們要求過高，他們總是把自己和環境的互動看作是失

敗的，自己是失敗者，認為很多事情都是遙不可及的。元素三是抑鬱患者對事件

的後果或未來持負性悲觀的看法，預期未來時總感到是悲觀的、絕望的，他們傾

向于沉溺於過去失敗的經驗中，看不到未來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抑鬱患者在情

感、動機和行為上，都會產生抑鬱的現象。 

（2）、負向的認識圖式 

認知圖式是指個體根據過往的經驗所形成的比較穩定和持久的認知方式或

認知結構。貝克認為抑鬱患者的認知圖式是負向的，在其輸送和選擇資訊的時

候，總是傾向於負面的、不好的或對自己不利的資訊。 

（3）、認知偏差 

貝克認為，抑鬱患者之所以形成負向的認知圖式，是錯誤的資訊處理方式所

導致的。其中包括6種基本的認知錯誤： 

A. 武斷推論（arbitrary inference）:常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任意下特定的結

論。 

B.斷章取義（selective abstraction）：常根據片段的部分資料就對整個事件下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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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過度概括（overgeneralization）：常根據一小部分獨立的資訊就下全面性、

廣泛性的結論。 

D.誇大和貶低 （magnification and minimization）：常把一件不重要的事情解

釋為非常重要，而相反的把一件重要的事情解釋為毫不重要。 

E.個人化（personalization）：常認為所有的事情都跟自己有關，所以自己對

所有的事情都該負責。 

F.極端兩極化的思考（absolutistic  dichotomous  thinking）對於事物的看法

總是極端的二分法或絕對主義，不是好就是壞（Beck, Rush, Shaw and Emery, 

1979）。 

由於抑鬱患者具有上述的認知模式，他們會習慣性的、以不合理的負向觀點

來評估自己、環境和未來，因而產生了悲傷的心情、討厭自己、哭泣、失落、無

助、絕望等情緒反應。 

貝克認為抑鬱青少年傾向於：對自己有負性思考；用負向的方式解讀自己的

經驗；對未來有悲觀的看法。認知圖式的形成是個體由過去的經驗所做的推論而

形成的一種持久的思考形態或認知結構。對於青少年來說，大部分的認知經驗都

是從與父母或家人的互動中獲得。因此，青少年的負向的認知圖式很可能來自和

父母互動的經驗。因此，Peter et al（2001），指出負向認知模式在青少年抑鬱症

的形成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而這些負向的認知模式是模仿重要他人，受到父母

家人的批評、拒絕、或是體驗到不可控制的壓力事件所形成的。Sanford, Szatmari, 

et al（1995）也認為青少年抑鬱認知模式的形成是由模仿雙親而來，與父母批評

性的互動與青少年負性認知的形成有關。 

（六）青少年對親子關係的主觀感受與抑鬱症的產生有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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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et al（2011）的研究表明，兒童對父母情感忽視和控制的感受與精

神病的產生之間有密切的關係。兒童感受到父母的情感忽視會導致其在兒童期和

成年患上各種不同類型的精神病。儘管研究表明父母對11歲的兒童的父母情感忽

視和控制明顯預示其孩子在15歲時會患上精神病，但是，只有被兒童感受到的情

感忽視與其長大後期患精神病有關。因此，我們不應該忽視孩子對父母撫養行為

的主觀感受，如果一個孩子抱怨父母不關愛他，不理解不支持他，這可能成為一

個其長大後患精神疾病的有力證據。 

（七）青少年的依戀類型與親子關係 

Scott,et al（2011）的研究發現，青少年的依戀不等同於親子關係，但與親

子關係的品質有密切的關係。具有安全型的依戀的青少年，其親子關係的主要特

徵是：父母的教導，負性情感的表達、能觀察到的父母的情感溫暖與生氣。此外，

依戀類型與青少年的社會心理適應行為如父母認定的反叛行為，教師認定的情緒

和行為問題有關。回歸分析發現，安全型的依戀預示著青少年的行為的適應性和

獨立良好，親子關係的變化性好。 

 

三、影響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及抑鬱症的家庭因素 

  （一）、家庭治療理論認為家庭中的不良人際互動是青少年精神疾病產生的根

源 

上世紀 60 年代家庭治療的出現拓展了人們對自身行為的理解，為我們更全面

地理解人類行為提供了新的視角，也為我們認識抑鬱症等精神疾病提供了新的視

角。家庭治療理論從家庭環境的人際互動中去尋找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產生的原

因，認為家庭是個體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人際活動場所，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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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社會系統，家庭會形成一組規則，體現對家庭成員角色的分配和要求；家庭

有一個組織化的權力結構，形成外顯和內隱的溝通模式，並尋找到協商和解決問

題的複雜方法，有效執行各種任務。家庭成員在家庭系統層面上生成的各種關係

是深刻而多層次的，並對每個家庭成員的成長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儘管家庭

治療的各個流派對症狀產生的原因闡述不一，但對症狀的功能以及從家庭環境的

人際背景中尋找心理行為障礙的原因這一點，它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即從家庭

生命週期的發展中尋找個體行為障礙的原因（趙芳，2008）。家庭治療假定青少

年抑鬱症的產生是由於家庭成員之間的功能關係(如距離、親密或支持)所致,在家

庭中的不適應過程就會導致障礙，治療目的就是要通過選擇適當的互動和交往模

式,來重新建立一種更加適當的功能。 

根據家庭系統理論,抑鬱症的家庭危險因素可以分為五個層次：個體亞系統,

關注與每一個獨立的個體家庭成員(父親、母親、孩子)有關的特徵；親子亞系統：

包括親子關係的每一個方面, 例如依戀、養育方式、支援和衝突;婚姻亞系統：

包括配偶關係的每一個方面, 如婚姻衝突；整個家庭系統：包括三人關係, 例如

母親、父親和孩子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各個亞系統與其他亞系統及整個家庭環

境的關係；家庭外層次：包括家庭之外影響整個家庭及每位家庭成員的各個因素,

例如社會經濟因素和應激。疏離的家庭模式(家庭成員間缺乏溫暖、親情、眼神

交流或情感反應),以及纏結的家庭模式(父母之一與孩子過度的親密,或者父母缺

乏權威)是兒童患抑鬱症的一個危險因素。男孩和女孩對這種家庭模式的反應不

同:在纏結的家庭模式中的女孩比男孩更容易發展出抑鬱症狀，2歲時的家庭的纏

結或疏離預示著7歲時的抑鬱症狀。有一個抑鬱症成員的家庭中的相互作用模式

是迴圈因果的過程,包括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的相互作用會促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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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抑鬱症狀的發展(王繼堃、趙旭東，2011）。 

1、米紐秦（ Minuchin）的結構家庭治療對精神疾病和親子關係的看法 

     結構家庭治療認為家庭是一群彼此在行為、情緒上相互依賴的人居住在一

個共同的空間內，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發展出彼此熟悉的、已經定型的互動模

式以及許多與此相關的規則的聚合體。家庭成員根據家庭規則互動，引發和檢查

自己的行為並對其他人的行為產生期待，再根據檢查的結果對自己的行為作出調

整。這些互動模式形成一張用來互相補充需要的網，並產生出各種家庭情景。 

一個健康的家庭系統是：結構是開放的、不斷變化的、具有彈性的；發展朝向一

定的可以重新建構的方向；必須隨著社會環境和家庭生命週期的變化不斷作出調

整，以滿足家庭成員不斷變化的需求。結構家庭治療認為青少年出現病症與病態

的家庭結構或家庭結構功能失調有很大的關係，一是功能失調的權力層級和界

限；二是對於改變的適應不良。不良的家庭結構會孕育病症，最常見的不良家庭

結構表現為糾結、疏離、聯合對抗、三角纏和倒三角。如孩子在糾結的親子次系

統中長大就容易出現精神疾病。糾纏和疏離是指各個次系統之間沒有清楚的邊

界，該封閉的不封閉，該開放的不開放，從而導致家庭角色混亂，家庭成員出現

問題和病症。糾結和疏離常常導致家庭某些成員之間聯盟，疏離其他成員並導致

聯合對抗的現象。三角纏就是指家庭成員在溝通的過程中通過第三方來實現雙方

的互動。倒三角是指未成年子女支配父母，或子女與父母爭權的現象。 

家庭是一個由多個次系統構成的生物系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功能且彼此

相互影響。家庭中的主要子系統有親子次系統、夫妻次系統和手足次系統。當家

庭中的第一個孩子出現時，親子次系統開始出現並與夫妻次系統並存。如果孩子

受到外在環境的強烈的壓力，不只會影響到他們與父母的關係，同時會影響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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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次系統的內在互動；同樣，如果父母受到外界環境的強烈壓力，不只會影響夫

妻之間的關係，也會影響他們與孩子的關係。結構家庭治療理論強調在處理親子

系統的問題時，首先要找出該次系統的成員；其次要強調親子兩代間權力階層上

的差異，父母要有權威，有足夠的權力執行親職功能；再次，由於親子次系統的

任務和功能是在不斷變化的，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要不斷調整養育方式，

以滿足他們不斷變化的需求。 

     結構式家庭治療強調家庭結構和功能，從理念的角度上講，它比較符合中

國儒家思想主張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傳統思想，認為在家庭內各人

有不同的分工和本位，而權力也沿著本位、資歷、職務、輩分等清楚劃分及由上

至下地排列。只要家中各人緊守崗位，克盡本分，不做非分之想或出界的打算，

家庭便能運轉正常。在家庭裏，父親要盡父職，母親要盡母職；父親不能允許孩

子取代自己的位置而成為母親的親密戰友或知己。（梁呂少秋，1997）但是，該

理論的缺點在於過分強調了父權和男權，把傳統的男女性別角色期待神聖化，強

調父親的工具性角色和母親的表達性角色。其觀點與現代價值觀主張的家庭關係

中的親子平等有衝突。 

2、鮑恩的家庭系統理論對親子關係和精神疾病的觀點 

     家庭系統理論的創始人鮑恩等人從對精神分裂患者的家庭研究中發現，家

庭中的人際關係受到個體化（individuality）和歸屬（togetherness）兩種反作用

力的影響。個體既需要獨立，也需要別人的關心和陪伴，人能否成功地協調這兩

種極端，取決於他們是否知道怎樣控制自己的情緒，也就是其“自我分化＂的程

度。自我分化既是個人內部又是人際間的概念，類似於自我的力量，它具有思考

和反應的能力，是一種即使面對焦慮，也能富有彈性和聰明行事的能力。自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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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鮑恩理論的核心，它用於理解家庭的親密度，其核心是個人與父母的關係。

一個心理健康的人能不斷地與父母進行情緒上的分離。鮑恩用“未解決的情緒依

戀＂（unresolved emotional  attachment）來形容親子之間的緊密、完全共生的、

無法分離的低分化的依戀狀態，如果孩子不能自我分化，他們的生活會被周圍的

人驅使，情緒和精神問題就很容易產生。 

       兩個自我分化程度較低的人結婚，就容易出現混亂，還會把壓力投射給

孩子，這就是家庭投射過程。焦慮水準還會從一代傳到一代，與家庭融合程度越

高的孩子，接受到的壓力就越大，當個體接受太多壓力時，他們就企圖和家庭分

離，這就是情感隔離。年紀小的孩子出現情感隔離，就會在情緒上和家庭分離，

他們與父母的接觸只是表面化的；如果青少年出現情感隔離，他們會作出離開家

庭的舉動，如離家上學或工作，甚至離家出走。一般來說，焦慮水準越高，情緒

依賴就越強，兒童就越容易產生情感隔離。 

   鮑恩的家庭系統理論關注父母在原生家庭中的交往方式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認為不良的交往模式可以代代傳遞，關注一個人如何把自己的情緒投射到特定的

家庭成員身上，以及各個家庭成員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反應。家庭治療的重點就是

幫助父母思考與孩子的關係，建立新的親子交往方式，從而減少家庭中的破壞性

情緒。 

3、薩提亞（Satir）的經驗性家庭治療理論對親子關係和精神疾病的觀點 

    薩提亞把有關對自己的感覺和想法，稱為自我價值。個體良好的自我價值是

心理健康的基礎。該模式認為，一個人的自我價值不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學來的，

特別是在童年學來的，家庭在個體自我價值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決定性

①的影響。孩子的自我價值在四個方面受到父母表現的影響： 父母是否滿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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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生理上的需要？ 父母和孩子是否維持穩定的關係？ 父母對孩子的反應是否

④有可預測性？ 父母對孩子的評價是好是壞？因此父母如果能滿足孩子的需

要，維持溫暖的關係，給予預期的反應和好的正面評價，孩子就會建立正面的自

我價值觀，否則，孩子就會建立負面的自我價值觀。通常孩子在童年期建立的價

值觀相當頑固，除非他將來有機會重新認識自己，否則很難改變其自我形象。 

    薩提亞模式還強調了親子之間的溝通模式在兒童自我價值觀形成中的重要

作用。認為父母與孩子溝通時傳達的言語、表情、聲調、行為，隨時隨地都在向

孩子傳達著“他（她）是否有價值＂的訊息。良好的溝通要顧及到自我、對方和

情景三個方面，良好的溝通是一致性的溝通，在這種溝通中，溝通者的言語、表

情和聲調都保持一致，溝通雙方都覺得舒服、自由、誠實，極少威脅彼此的自尊。

不良的溝通常見的有 4 ①種： 討好型：溝通者總是用一種討好或迎合的方式，取

悅他人，從不會說“不同意＂，他們忽略了自我，好像自己沒有一絲價值，其行

為好像在說“我是不很重要的。＂，他欠缺安全感，心裏焦慮的是對方是否喜歡

②他。 責備型：責備型的溝通者總是在說“不同意＂，把自己的價值建立在別人

的服從上，忽視對方的情感。他的內心也是缺乏安全感，用攻擊的姿態來防衛。

③超理智型：溝通者說的話都是道理與分析，總是顯示自己“非常有道理＂，但

像機器人一樣沒有感情，忽略了對方也忽略了自我的感情需要，他也是沒有安全

④感的，他用表現自己的理性能力來進行防衛。 打岔型：打岔型的溝通者說的話

不切題，反應不到位，溝通者把自我、對方和情景都忽視了。打岔型的人是欠缺

安全感的，打岔是他的防衛方式。因此，薩提亞認為影響溝通的最主要的因素是

自尊，與技巧無關，家庭成員間的溝通模式會相互影響。如果父母採用表裏不一

的不良的溝通方式，孩子也會採用不良的溝通方式。家庭中的不良溝通方式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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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孩子自我價值感的低落，而很多父母卻沒有意識到他們不良溝通方式對孩子自

我價值感的打擊。 

總之，薩提亞認為青少年心理健康的基礎是自我價值，而親子溝通的模式是

影響青少年自我價值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其他家庭因素的作用 

父母的教養方式不當或親子關係不良在青少年抑鬱症發病中起重要作用。父

母對孩子不良的教養方式影響青少年的自我態度，導致孩子低自尊和人際關係敏

感，使孩子成為抑鬱症的易感人群。父母的教養態度是教養觀念、教養行為和對

孩子情感表達的一種穩定組合方式，它反映了親子關係的實質。一些研究表明抑

鬱症青少年患者的父母在教養方式上具有低情感與理解、高拒絕、否認與高懲

罰、嚴厲的特徵（卓東炳等，2002；程文紅，2006）。即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投入

不足，缺乏對孩子的理解、關懷、支持和鼓勵，使孩子長期得不到關心和溫暖，

形成孤獨、缺乏安全感、內傾的人格特徵。父母對孩子較為嚴厲，有時對孩子的

合理要求也盲目回絕，使孩子感到被貶低和否認，傷害了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使孩子產生自卑感、無價值感和無能感。臺灣學者Liu（2003）的研究發現

青少年抑鬱風險的提高與父母缺乏對孩子的關心、父母對孩子的態度冷淡、父母

給予孩子負性資訊等有關，進一步分析發現，只有關心―冷淡這個維度和孩子的

抑鬱相關，而自治和過度保護則沒有明顯的預測效應。缺乏父母的關心是抑鬱的

最為主要的影響因素，而批評或干涉性的控制則排在第二，但卻不是那麼重要的

因素。他認為，中國人是關係取向的，家庭成員強調愛的維持和情感的聯繫，而

來自父母的過度干涉不太可能導致抑鬱，但孩子和父母的過度距離感則會導致抑

鬱。國內學者李旭和錢銘怡（2002）的研究也支持了上述觀點，認為父母對孩子



 

  58

的過分保護和干涉對孩子的歸因和抑鬱沒有直接的負性影響。 

也有研究認為，父母的教養態度影響孩子的認知方式，從而導致孩子對抑鬱

具有易感性。父母採用批評性的、過度期待、缺乏關注和過度保護的教養態度，

會導致孩子產生不合理的信念（研究中為非適應性的完美主義信念），進而導致

孩子對抑鬱的易感性（Enns, 2002）。還有研究認為，父母的教養態度影響孩子的

歸因方式和自我觀念的形成，從而增加抑鬱的易感性。孩子從父母那裏得到關於

他人和自己的資訊，如果孩子從父母那裏得到的回饋資訊一直都是負面的，那

麼，負性的自我概念就會形成，從而提高對抑鬱的易感性（Parker, 1997）；孩子

常常從父母那裏聽到批評性的言語，就會在負性事件時做出負性的自我歸因

（Jaenicke, 1987）。國內學者李旭（2002）、岳東梅（1997）等的研究發現，父親

的懲罰、嚴厲對青少年的歸因和抑鬱有不利的影響，而西方父母的懲罰行為未作

為一個抑鬱的危險因素。這與中國的文化有關，在中國文化下，對子女嚴格管教

甚至是懲罰是傳統的管教子女的方式，從社會心理來看，有其存在的合理性，這

可能使得孩子更多地進行自我譴責、內化並從認知上去適應，而不是從行為上去

排泄、外化，從而形成認知的歪曲，導致抑鬱。 一些研究認為，青少年與父母

的關係不良，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缺乏，在應對生活事件和壓力時容易引起適應

困難和無能感而導致抑鬱（程文紅，2006）。 

綜合以上文獻的觀點後，筆者用圖表2-1對家庭教養方式（含家庭關係）影

響青少年抑鬱症形成的論述做一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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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親子關係對青少年抑鬱症形成的影響 

2、不良親子溝通與青少年抑鬱形成有關 

從上世紀七十年代開始的父母與青少年親子溝通的研究結果比較一致，即父

母與青少年的親子溝通與青少年的社會適應相聯繫，良好的親子溝通與青少年的

自尊、心理健康呈正相關，而與青少年的孤獨、抑鬱呈負相關（轉引自：繞燕婷，

2004）。 

3、父母的婚姻衝突直接或間接影響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對女性青少年的影響

大於男性 

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婚姻衝突直接或間接影響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且對女

性青少年的影響大於男性。經典的精神分析理論認為父母的婚姻衝突有可能引起

兒童的自戀受損以及自我譴責或懲罰，從而導致抑鬱。大量的研究表明，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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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障礙與父母的婚姻衝突存在肯定的關係。兒童的適應障礙表現在內隱問題和

外隱問題兩個方面，而抑鬱和焦慮是兒童最常見的內隱問題（轉引自胡赤怡，

2004）。也有研究認為，父母的婚姻衝突並不直接導致青少年抑鬱，而是通過親

子關係障礙來間接影響青少年抑鬱（Cole , 1993）。也就是說，父母婚姻不和，

導致親子關係衝突，誘發青少年抑鬱。國內李一雲（2005）等人對城市抑鬱症青

少年的研究也表明，抑鬱症患者中父母離異、夫妻關係不和等家庭問題突出。 

有的研究認為，父母婚姻衝突對孩子的影響與衝突的內容有關，衝突的內容

如果直接針對孩子的教育，則會將孩子捲入父母的婚姻衝突中，使孩子產生無

助、負性自我評價、羞恥、自責與內疚，導致認知功能失調，同時，孩子也會從

父母衝突中習得不良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造成社交技能和解決問題的能力不足，

導致缺乏外界正性回饋而抑鬱（程文紅，2006）。也有研究表明，父母婚姻衝突

對青少年的影響存在性別差異，女孩受父母婚姻衝突的影響較大，離婚增加了女

性子女患抑鬱症的風險，有的認為是女孩和母親的關係較為密切，容易受媽媽的

影響；有的認為自卑可能是女孩在經歷父母離異出現抑鬱的重要因素（Simons, 

1999）。 

4、父母離婚與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有明顯的關係 

大量的研究表明，青少年的抑鬱與父母的婚姻關係破裂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關

係，但對這二者關係形成的機理的觀點不同。一種較為綜合的觀點是：父母離婚

之所以導致青少年抑鬱，主要的機理是父母缺失、經濟困境和家庭衝突三個因素

共同作用的結果（Amato ﹠ Bruce, 1991）。也有研究不同意上述觀點，認為原

本的家庭衝突對單親家庭孩子的抑鬱沒有影響，因為這些孩子已經對家庭衝突有

免疫能力了。父母離婚通過兩種方式影響青少年：一是父母離婚引起了大量的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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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題或應激；其二是父母離婚改變了青少年對這些應激的反應性，在某些境況

下可以惡化，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又可能緩和出現的抑鬱。而離婚後出現的經濟困

難，對上述兩種方式都有影響。 

也有觀點認為，父母離婚與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之間的關係是多元的，父母

離婚只是導致青少年抑鬱的因素之一，需要有關父母的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才

能導致青少年抑鬱。父母離異、母親身體狀況不良、母親的抑鬱心境、母子關係

不良這4個因素中的任意3個，在青少年時期同時或累加出現，都可能導致青少年

以及成年早期的抑鬱。 

5、父母抑鬱，尤其是母親抑鬱對青少年抑鬱症形成有顯著的影響 

許多研究發現，父母的心理問題和孩子的心理行為問題有一定的關係。一些

研究表明，母親的抑鬱和孩子抑鬱之間有顯著的關係，母親有抑鬱情緒則孩子出

現抑鬱症的風險很高，因為母親更容易表達出敵意的情感和行為。因此，母親的

抑鬱比父親的抑鬱對孩子的影響更大。也有的研究表明，母親的抑鬱情緒並不直

接作用于孩子，而是以間接的方式作用于孩子（轉引自易春麗，2006）。 

6、父母對青少年情緒行為的反應與抑鬱症的產生有密切的聯繫 

 

父母對青少年情緒行為的反應與抑鬱症的產生有密切的聯繫，其機制有兩

種，即誘發機制和抑制機制。誘發機制認為青少年的消極行為會誘發父母的消極

反應，父母的消極反應又導致更多的孩子的消極行為，這種惡性循環的結果是孩

子對憂傷情緒管理能力下降，不良情緒導致的不良社會心理行為（包括抑鬱症）

的風險增加。相反，抑制機制認為青少年的抑鬱行為會抑制父母的消極行為反

應，尤其是憤怒，從而在無意中增加了孩子的抑鬱行為以及患抑鬱症的風險。這

兩種機制都得到了很多研究的支持（Schwartz et al，2011）。Schwartz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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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進一步對母親對青少年消極行為的反應與抑鬱症產生之間關係的研究發

現，如果女性青少年憤怒或攻擊行為引發了母親的憤怒或攻擊性反應；如果青少

年的煩躁情緒引發了母親的煩躁情緒；如果青少年的煩躁情緒抑制了母親的憤怒

和煩躁情緒，這三種情況都可能導致青少年將來患抑鬱症。這個研究結果也說明

了，女性青少年比男性青少年更容易受到家庭環境影響，尤其是母親的影響。 

 

四、積極心理學對家庭關係的觀點 

     積極心理學強調從增進家庭幸福感的角度來研究家庭，側重於研究各種家

庭關係在增進各個家庭成員幸福感體驗方面的作用，由於現代家庭中核心家庭居

多，積極心理學的研究主要物件是家庭親密關係（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 

1、夫妻關係。積極心理學認為，夫妻關係對於家庭成員的幸福感體驗具有極其

重要的作用，夫妻間穩定的親密關係對孩子的發展也有較大的影響，生活在良好

婚姻狀態中的家庭的孩子其心理或者情緒障礙的發生率只是其他孩子的四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影響家庭親密關係的主要因素包括夫妻之間的瞭解和被瞭解，對

家庭行為的歸因，夫妻雙方的彼此接納和尊重，夫妻之間的互惠，親密關係的長

期性或連續性。（任俊，2006） 

2、家庭親子關係。積極心理學認為，隨著心理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深入，早期研

究者關於母親是孩子成長中最重要的角色，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越來越少這

樣的一些觀念正在改變，儘管從父親與孩子接觸的時間上看總量少於母親，但是

父親（有時甚至是祖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許多時候父親的

影響並不比母親低.同時，由於家務勞動的社會化程度提高和人們的工作時間比

過去縮短，以及家庭孩子數量的減少，這樣，人們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自然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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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了。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父母雙方的分歧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幾乎每個家

庭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只要雙方的分歧不大，這種分歧並不會對孩子產生很大

的不利影響。東方文化中嚴父慈母型的養育模式只是在教育方式要要求程度上的

差異，其在教育目標上是一致的，父親的嚴厲教育和母親的情切安慰，在某種程

度上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平衡（任俊,2006）。 

 

第二節   影響青少年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人際因素 

 

    隨著對青少年抑鬱症成因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發現青少年成長過程中的環

境因素（如各種壓力事件）是引發抑鬱症的重要條件，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青少

年是否能從人際交往中獲得充分的資源去解決問題是導致抑鬱症產生的重要因

素，人際關係和社會支持等中觀因素在抑鬱症產生過程中的作用得到了重視。主

要觀點有： 

一、抑鬱的人際關係理論 

（一）、沙利文的觀點 

沙利文於1953年提出了其著名的精神病學的人際關係理論，他把精神病學概

述為人際關係的科學，強調人的社會本質，認為人格、精神疾病、診斷和治療都

可以從人際關係的角度來理解和治療。他的理論標誌著精神分析理論由對個體行

為動力的（力比多）關注轉到對個體和其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互動的轉變。他的人

際理論把人類衝突的根源看作是源于早期母親和嬰兒的互動和個體情緒安全的

需要（Sulivan, 1953）。個體的自我系統不斷與社會系統以各種動力形式發生作

用。他認為抑鬱症患者的個體經驗體現了與人際不安全或人際失落相對應的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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怒、憎恨和內疚。這種強烈的情緒達到一定的程度就會威脅到個體的自我系統，

導致抑鬱症的形成。抑鬱症患者常用“糟糕的我＂（Bad me）描述對自我的否定

（Bacal, 1990）。 

（二）、人際互動理論 

Coyne（1977）認為：當個體開始表現出情緒低落的症狀時，或已經表現出

抑鬱的症狀時，周圍的人開始可能表示關心，並試圖鼓舞他的情緒。他人的行為

和意願可能因為有分心的作用，而暫時減緩當事人的負面情緒。但是，當個體的

抑鬱行為持續出現的時候，其他人可能因無法理解為什麼會持續出現這些症狀，

而產生出憤怒或敵意的負面情緒。而在大部分的文化中都提倡不要去攻擊或批評

一個已經在受苦的人，周圍的人會抑制而不表現出他們的負面情緒。他們在口語

上可能繼續表現出支持和鼓勵，但同時卻流露出很多非語言的負面情緒，這種口

語和情感內容的差距導致一種不一致的混合資訊，使抑鬱患者難以確認他人的支

持是否真誠可靠。由於抑鬱個體不敢批評或放棄和他人的關係，他的抑鬱程度將

繼續升高。這時，他人可能離開或躲避抑鬱患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才能持續下去，

演變成一種“相互操縱＂（mutual  manipulation）的僵局（黃光國，2000）。 

（三）、抑鬱的人際關係理論 

抑鬱的人際關係理論是最近幾年從認知行為模式、心理分析模式和社會學習

理論中衍生和發展出來的新模式。主要由人際互動的觀點來解釋抑鬱的產生，包

括2個主要的觀念模式。一是的抑鬱行為理論，認為抑鬱的某些症狀之所以產生，

是因為反應-隨機正強化的比例減少所導致，也就是說抑鬱的形成是由於個體缺

乏社交技能及他人的正向反應而減低了外在環境的增強。二是強調了抑鬱、社交

功能損傷和人際關係不佳三者彼此交互的影響。此外，患抑鬱症的人和具有抑鬱



 

  65

傾向特質的人可能因為不適當的行為風格而造成人際關係功能失調，進一步導致

抑鬱情感的增加。 

從人際互動的觀點來看，許多學者把抑鬱與社交功能受損視為一個硬幣的兩

面，抑鬱個體一方面反映和呈現人際交往困難；而另一個方面抑鬱的行為也可能

導致令人討厭的人際互動以及拒絕行為，從而保留或增加抑鬱的情緒。一般來

說，抑鬱患者常常有偏差和負面的想法，因此，他們高估別人反應的負面性，並

經常覺得自己不被他人接受和喜歡；由於情緒的困擾以及負面的自我形象，抑鬱

症患者常常需要他人的肯定，但由於缺乏足夠的社會技巧來獲得別人的認可和肯

定，反而製造出緊張的情景與事件。結果不但引起了別人的困擾，也增加了自己

的情緒挫折（陳昌蘭，2001）。 

一些研究還指出了家庭的人際互動影響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Compas et 

al(1987)的研究指出，青少年抑鬱的高風險是由於持續地暴露於不良家庭互動環

境的結果，如缺乏支持與鼓勵性的互動、較多的衝突、批評與憤怒的互動。Keitner 

(1990)的研究也指出在抑鬱症的最初形成過程中，有問題的家庭互動容易誘發抑

鬱症的產生，而抑鬱症也會導致患者人際交往上的困難，繼而影響家庭功能的發

揮。此外，一些研究還指出家庭互動關係和同輩互動關係都可以預測抑鬱的發

生，而家庭關係似乎比同輩關係更能有效地預測青少年抑鬱症的發生(Barrera et 

al,1992）。 

 

二、社會支持與青少年抑鬱症 

社會支持是一個人通過來自家庭成員、親友、同事、組織和社區的物質和精

神上的幫助，個體從這個層面獲得的幫助能夠減輕心理應激、緩解精神緊張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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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高社會適應能力。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缺乏社會支持（如缺少朋友、

社會退縮、孤獨感以及在學校缺乏快樂感）被列為引發青少年抑鬱的第三大因

素。對抑鬱與社會支持的相關性研究表明，感受到高水準的主觀支持與5年內的

低抑鬱傾向相關，社會支持還是5年後低抑鬱傾向的預報因素，這提示社會支持

是抑鬱障礙的長期保護因素（楊豔傑等，2010）。當個體受到壓力時，社會支持

作為應對壓力的一個重要資源，其可利用度與個體在特定情境下的抑鬱等負性情

緒有著重要的聯繫，這提示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社會支持在青少年抑鬱中所起

的作用,以更深入地揭示個體負性情緒的產生機制,理解社會支持的多方面的作

用。 

對青少年而言，其社會支持構成分為兩大類，一類是縱向來源，如父母、老

師；另一類是橫向來源，如同學、朋友。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社會支持感受與

大學生的壓力感顯著負相關,即使壓力感較高,如果社會支持良好,則大學生抑

鬱、焦慮也相對較少（李偉、陶沙，2003）。抑鬱傾向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結構在

朋友、大學同學及中小學同學支持上的提名百分數比非抑鬱傾向組顯著較低, 對

大學同學支持的滿意程度也顯著較低, 表明抑鬱傾向大學生群體在周圍環境發

生變化、需要重建人際關係的過程中,未能在新環境中發展起積極有效的同伴橫

向聯繫,這給其環境適應增加了不利因素（淘沙等，2003）。 

 

第三節    影響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社會因素 

一、國家政策與親子關係、青少年抑鬱症 

（一）、獨生子女政策對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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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70 年代末以來，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發生了兩件具有重

大影響的歷史事件，一是改革開放；二是人口控制，即獨生子女政策實施。這兩

件事對中國的家庭和家庭關係產生了很大的影響。獨生子女政策的實施，減緩了

中國的人口增長速度，使中國城市家庭規模急劇減小。但中國是一個傳統文化根

深蒂固的國家，在現代化和傳統文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家庭結構和代際關係

呈現出一些自己的特點，主要體現為： 

1 核心家庭是我國城市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家庭模式，核心家庭對親屬關係的依

賴較大，核心家庭之間存在關係緊密的“核心家庭之網＂。 

  核心家庭這個概念由美國社會學家默多克（Murdock）首先提出，是指已婚

男女和未婚子女所組成的家庭。大量的研究表明，核心家庭是我國城市家庭的主

要形式。國內學者潘允康（1992）提出“核心家庭之網＂的概念，“核心家庭之

網＂指有親屬關係之間的家庭組成的社會網絡，就多數情況而言，它是由可能組

成聯合家庭的幾個獨立核心家庭組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具有特殊的結構和

功能，突出了中國核心家庭與西方核心家庭的不同。西方的核心家庭對親屬網絡

之間的依賴比較小，獨立性大，受其控制也較小；我國的核心家庭對親屬網絡之

間的依賴性比較大，獨立性比較小，形成了核心家庭之網。“核心家庭之網＂源

於密切的親子二代關係。在西方，親子關係是單向接力模式，A→B→C…，親代

只對子代負責，子代無需對親代負責，親子關係比較淡漠；而中國的親子關係是

雙向反哺式的，即 A 代撫養 B 代，B 代贍養和孝敬 A 代，親子關係比較濃厚。

核心家庭之網一般由親子兩代家庭組成，即母家庭和子家庭。母家庭是指由父母

組成的家庭，子家庭指由已婚子女組成的家庭。母家庭是家庭網络的中心。 核

心家庭之網的主要功能是經濟交流、生活交流和情感交流。經濟交流是指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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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家庭的資助和子家庭對母家庭的贍養，生活交流是指實際生活中的相互幫

助、照顧、輔助和援助等，情感交流是指母家庭和子家庭之間情感上的往來，而

這種往來是透過經濟和生活交流實現和表達的。同時，母子家庭之間的溝通和交

流常常是通過第三代（孫子女）來實現的。孫子女是母子家庭生活，尤其是情感

溝通的橋樑。可見，中國的核心家庭對親屬網络的依賴和聯繫較多，網络家庭之

間平時的交往密切，遇到特殊事情和變化時，也能竭誠相助。 

2、城市中部分家庭是在核心家庭和主幹家庭（直系家庭）之間不停轉變 

儘管核心家庭、主幹家庭是中國社會最普遍和最主要的家庭類型，但在家庭

生命週期的某一階段，一些核心家庭，特別是獨生子女家庭由於贍老撫幼、互相

照顧的需要而組成直系家庭的情況比較普遍（潘允康，1990）。但是現在的直系

家庭和傳統意義上的三代同堂已經有了很大的不同，“一家二主，有分有合、分

而不離＂是現代家庭的新特徵。“一家二主＂指縱向的親子關係主軸已經讓位於

橫向的老少夫妻並行的雙軸，即使與父母同住，也在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權力模

式上保持相對的獨立性；“有分有合，分而不離＂指經濟獨立、伙食自理。核心

家庭“分而不遠＂和直系家庭“疏而不離＂彌補了西方家庭過於疏離和中國傳

統直系家庭過於依賴的缺陷（徐安琦，2001）。一些對獨生子女家庭的研究表明，

儘管城市中的“三口之家＂是城市核心家庭的普遍形式，但這種與祖輩分開居住

的生活方式，並不意味著獨生子女家庭與祖輩間的完全分離。獨生子女家庭與祖

輩間的接觸和交往高於非獨生子女家庭，無論是日常生活中的同祖輩之間的日常

往來，還是在小家庭遇到麻煩時向祖輩求助的比例，獨生子女家庭都高於非獨生

子女家庭。這種分開居住，頻繁往來，同地而處，分而不離的居住形式既保持了

獨生子女家庭及其祖輩在生活上的各自獨立性，避免了某些代際衝突，又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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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上兼顧了不同代際的家庭成員的心理需要和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援助的需要

（陳功，2002）。 

3、代際關係民主化和代際關係衝突顯性化 

家庭中的代際關係主要是親子、婆媳或翁婿間的互動關係。儘管中國家庭

的核心化趨勢增加，但中國式的家庭網络與西方不同，分開居住後依然保持著較

為頻繁的直面交談、面對面的心理溝通和互動。同時，代際互動方式更趨於民主

化。尤其是“反向社會化＂的出現，提高了未成年子女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決策

權，同時使中年父母提高了對迅速變化的社會的適應能力，親子之間的“代溝＂

也減少了，增加了理解、寬容和取長補短的融合（周曉虹，1997）。兩代人在文

化、經濟、思想、生活方式和政治態度上的差距，使得代際關係出現隔閡、疏離

和矛盾的局面。代際關係衝突使青少年成長面臨嚴重的困擾，他們面對的是一個

沒有楷模先例可言的世界（劉桂莉，2005）。 

4、獨生子女家庭中，家長角色內涵發生變化，父母和祖父母扮演著“教師＂

和“同齡夥伴＂的角色 

風笑天（2003）認為，由於獨生子女父母比過去的父母們有較高的文化，和

對子女教育有較高的期待，親子交往中容易出現“過度關注＂和“過度互動＂。

家長除了對孩子進行生活照料、情感安撫、規範薰陶和能力培養之外，越來越多

地參與到孩子的學習活動中。從孩子上小學一年级起，父母就被納入到孩子的學

習過程中去，充當“家庭中的教學輔助人員＂，父母角色中增加了“教師＂的角

色內涵。同時，獨生子女無兄弟姐妹的客觀處境，又使父母不得不承擔其“兄弟

姐妹＂“同齡夥伴＂的角色。“教師角色＂以及“同齡夥伴＂角色的增加，使得

孩子與父母的互動更加頻繁、親子之間的角色距離更為接近，促進了親子之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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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朝著更加密切、更加平等的方向發展。也有少量的獨生子女在這樣的家庭關係

中形成心理和行為上的問題。同時，由於獨生子女家庭大多與祖輩分而不離，除

了父母之外，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更多地參與了獨生子女的教育和夥伴角色。但

是，獨生子女的父母和上一輩人之間的認識和經驗不同，經常造成了在孩子身上

出現不同的意見和態度，增加了“代溝＂，成為代際關係矛盾和緊張的一個主要

根源。 

（二） 獨生子女政策的實施改變著親子互動方式，父母教育孩子中存在一些偏

差 

劉晶波（1999）認為，獨生子女政策的實施，改變了親子的互動方式，父母

和孩子有由分散式的互動（即父母與孩子的互動為交叉、分散狀態，互動可以是

個體之間，也可以是群體之間）變為聚焦式互動（單個孩子成為家庭成員中的核

心人物，成為親子互動行為的焦點）。聚焦式的互動一方面把孩子推向家庭人際

網络的中心，另一方面也使父母意識到孩子是其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圍著孩

子轉＂成為不同地域、不同階層家庭的共同主題。李春梅（1996）認為，現代意

識與傳統倫理、家庭觀念的鬥爭影響著獨身子女父母的教養態度，處於傳統與現

代文明衝擊下的獨身子女父母，一方面希望孩子獨立發展，具備現代人獨立自信

的人格特徵，另外一方面又習慣地把孩子當做自己生命、理想、人格的延續。導

致在教養態度上存在一些偏差，如溺愛和體罰並施，對子女期望過高，早期教育

盲目偏面（重視智力），封建家長作風依然存在。 

（三）社會轉型中的代際關係變化 

社會學傾向於從代際關係的角度來看親子關係，認為代際關係是家庭諸種

關係中最重要的關係形式，也是社會關係的基礎，其核心是親子關係。從一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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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講,代際之間親情關係最深厚，親代對年幼子代寄予希望,關懷備至;子代感念

親代養育之情,有回報之心，從這一點上看,親子關係是諸種社會關係中最為緊密

的。代際關係主要並非靠血親力量維繫（儘管它具有作用），而是依賴社會力量，

即家庭外在公共力量，特別是代際義務、責任、權利的履行和享有，不同代際成

員的地位、日常行為方式等，均在社會力量的制約之下。社會力量規定了代際關

係的原則，約束親子代的行為，引導代際關係發展方向。維繫代際關係的公共力

量主要是法律、政策、道德、家規家訓、風俗與貫習。這五種力量在代際關係義

務、責任、權力、親情和交換等內容的維繫方面都發揮著各有側重的作用，即代

際關係的不同內容均需借助相應的外在力量來維繫，這是一種多元的、立體的維

繫系統。因此，親情關係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當代際之間義務和責任較強時，

親情關係單獨體現的形式較少,主要附著於義務、責任的履行過程中；而當義務

和責任有所降低時，獨立的親情關係就顯得重要了。解放前，代際親情關係受傳

統道德影響較大,親情關係中親情與嚴厲並存，親子之間平等溝通不夠，它並非

最理想的狀態。解放後城市計劃經濟時代親子關係有所改善，由於贍養和照料義

務減少，矛盾緩解，親代對子代的親情關照較多，而子代對親代的親情回饋則並

不很強，總體定義為較強。城市計劃經濟時期，親代義務和責任處於強和較強狀

態，子代贍養功能因社會保障制度建立而削弱，照料義務仍然保持，但親情和交

換關係受到重視，整體關係為雙較強關係。市場經濟時代, 城市親代義務、責任

進一步增強，子代義務則因雇傭性照料服務出現進一步削弱。親代為子代付出成

為主導，子代不僅付出較少，還可享受對親代不斷增大的財產繼承權利。由於子

女減少,親情溝通被重視，整體關係為強與較弱關係（王躍生，2011a）。代際

關係中的親情交流主要靠道德力量來維繫，有道德的代際關係相對比較和諧，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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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更為濃厚。當代中國代際關係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子代教育高期望、高投

入與務實性短期行為並存，親代主導或“包辦＂特徵突出，功利色彩濃厚（王躍

生，2011b） 

二、傳統文化與親子關係、抑鬱症 

大多數學者和醫生都認為，除了生理因素和心理因素之外，社會文化因素對

青少年的精神健康有很大的影響。文化是一個比較難定義的概念，通常來說，文

化指個體在其社會生活過程中所學習和積累，被社會大多數成員所認同的知識、

信念、價值觀、風俗和習慣等等。文化有兩種狀態：首先是可以觀察得到的現象，

即某個社區裏面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其次是意識領域，即有組織的知識和信念系

統，它指導人們去組織經驗和進行選擇（Tsang, 1995）。儘管我們很難給什麼是

中國文化下一個確切的定義，因為中國文化很複雜，包含的內容也很豐富。但中

國文化有一些關於個人和家庭的主要特徵，如重視父母權威、家庭和集體責任、

父母和子女的結合、人際關係中的技巧、個體人際網络的重要性、情緒控制、道

德的培養、教育和成就的價值等等（Tsang, 1995）。在家庭氣氛上，強調“以和

為貴＂，“家和萬事興＂。 

（一）、父母權威與親子關係  

權威在英文字典裏面是“決定、命令、或者解決、處理問題的權力（power）；

許可權（jurisdiction）；是控制、命令或者決定的權力。也就是說，權威是行使權

力的權利（Raviv et al, 1991）。父母所擁有的控制兒童行為的權力就是父母權

威。＂ 

父母權威關係作為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一種核心社會關係，日益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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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傑認為，個體心理社會化主要受兩種人際關係的交互影響，一種是以協作和

合作為特徵的同級平等關係（如同伴關係），一種是以尊重和單項服從為特徵的

權威約束關係（主要是兒童與成人之間）。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權威關係對青

少年的發展更有意義。在親子關係中，通常由父母掌握著權力和限制，兒童的合

作就意味著對父母權威的順從和尊重。父母指導著孩子，孩子在碰到困難時，也

會尋求父母的指導，有時也反抗父母的指導，但更多的是遵從父母的教導，從而

自然地形成了親子關係中父母佔有權威的地位（周宗奎，1997）。 

近幾年來，一些研究者開始重視從跨文化的角度探討青少年時期親子關係的

特點、青少年個人自主與父母權威信念的特點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青少年所處的

文化與環境特點不僅決定著親子衝突的內容，同時，也影響著衝突表達方式和解

決方式。在那些尊重父母權威、強調家庭責任重于個體自主的家庭、社會或文化

中，個體期望獲得或被賦予自主的年齡一般較晚，而在崇尚個體自主與獨立，主

張個人實現的社會環境中，個體與家庭的聯繫較弱，對父母權威的尊重也顯得不

那麼重要。關於父母權威的合理性和個人自主的不同信念模式會影響親子關係的

性質。一般來說，贊同父母權威、不公開反對父母、對個體自主性較低的要求常

常伴隨著較少的親子衝突與疏離（張文新，2006）。 

中國文化強調個人對集體的歸屬、合作和群體的和諧。在家庭關係中，集體

主義的價值觀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依賴，強調集體和家庭的需要先於個人的需

要。在個人利益和家庭利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個體成員首先要考慮家庭的利益而

放棄或抑制個人的利益，否則被看成是自私的行為。同時，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社

會化過程還注重培養兒童遵從權威和各種社會規則，承擔社會義務（Chen &Yang,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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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隨著社會變遷，傳統的父權思想是否還對中國家庭的親子關係產生影

響呢？一些香港學者的觀點是傳統的“嚴父慈母＂觀念在香港的中國家庭中已

經淡化（Shek，1995），母親更多地扮演著孩子學習和生活中的嚮導的角色，民

主型的教養方式不斷增加，而專制型的教養方式在逐步減少（BGCA，1994）。 

臺灣學者（楊中芳等，1992）的研究認為,當代社會中父母對孩子的控制和影響

力仍然很大，臺灣的子一代（childs）一方面對孝和順從的認識已經和上一代不

同，不再無條件地服從和滿足父母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60%的受訪者說，

當與父母衝突的時候自己仍然會服從父母以免自己感覺到內疚和不安。國內學者

張文新（2006）中國傳統文化目前在我國城市和農村仍有相當的影響力。對中國

青少年父母權威與青少年自主期望的研究表明，中國城鄉青少年對父母權威的認

同度不存在顯著差異，城鄉青少年都比較尊重父母權威。青少年自主的要求和尊

重父母權威不是兩種完全對立的心理結構，渴望獲得自主和獨立，並不意味著對

父母權威的否定。 

（二）、孝道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古人雲：“百行孝為先＂，對孝道的重視和推崇，可以說是中國傳統文化最

為顯著的特徵之一。孝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中國傳統社會親子倫

理關係和相互義務關係的精確反映。“孝道＂舊稱奉養父母的準則，作為儒家倫

理道德之首的孝道,它不僅僅是指服從和尊敬父母,而是由文化界定的處理人際關

係的樣本與準則。中國人的許多行為都與個體對孝道的信仰程度有關。中國文化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孝的文化,而孝道可以說是中國家庭文化的核心。 

①傳統孝道主要內容包括： 養親尊親：不僅是要奉養年老的父母，還包括對

②父母的態度要恭敬，要為父母分憂解愁，儘量讓他們高興。 傳宗接代：“不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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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無後為大＂，在儒家看來，家庭的建立就是為了維繫男性宗系，完不成這

③個任務，就是最大的不孝。 善續善述：不僅指在物質上贍養父母，要用恭敬的

④態度贍養父母，而且子女在內在精神上與父母保持一致。 光宗耀祖：不僅要求

子女對父母盡義務，而且還要立德、立言、立功，揚名於後世，這是孝道在家庭

⑤倫理中的最高要求。 移孝作忠：在家做孝子，在外作忠臣。移孝作忠把孝道由

家庭移向社會，這是封建社會由孝道轉入孝治的關鍵（範鵬，1994）。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是否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親子關係產生

影響呢？一些學者認為，傳統的孝道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處於嬗變之中,這

些嬗變也啟迪了對傳統孝道的現代轉向以及新孝道的構建的思考。臺灣學者黃堅

厚（1989）等人的研究表明，研究对象認為重要的孝行不因年齡、受教育水準而

存在差異。青年們所列的重要孝行,仍然保留傳統孝道的精髓---尊親、悅親及養

親,只有絕對順從、傳宗接代及隨侍在側等傳統孝行則因不符合現代生活而逐漸

不被接受。大陸學者馮輝（2010）對不同年齡群體（老年、中年、青少年、青年）

對傳統孝道的態度的研究表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孝道的核心：尊親、悅

親、養親仍然沒有變化，但孝道出現一些新的時代特徵：傳統的生育思想弱化，

養親敬親更注重精神化，家庭關係平等化，代際關係民主化。現階段的孝不僅局

限于子女對父母的“孝＂，而且強調父母對子女的“慈＂，更重視基於親子之間

平等的孝，不再強調權威與服從。如果說傳統孝道是一種集體主義孝道的話,那

麼,新孝道的構建應該可以納入更多的個體主義元素。新孝道仍以子女對父母的

深厚感情為基礎,追求溫馨愉悅的家庭氛圍,但它更強調自主自發的多元實踐。新

孝道的精神從傳統忠孝觀轉向科學與民主意識、親子人倫規範從片面義務的價值

取向轉向親子人格平等的雙重價值取向。這些轉變體現在親子互動中,從父母的



 

  76

角度看,意味著對子女個別差異和分化過程的尊重和接受;而從子女的角度看,則

是重視自己內在獨立同時也正確看待和維繫對父母的感情依戀。因此,這種個體

主義孝道可以促進親子關係的健康發展。在強調關係親密的同時,也重視子女的

內在獨立。協助子女成長為在內在獨立和關係親密之間的維繫平衡與和諧的成熟

個體（黃華，2008）。張文新、張坤（2004）的對青少年的研究發現,青少年認

為傳統孝道在當今社會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特別是傳統孝道的核心內容(尊親、

悅親、養親)至今仍然保持不變,青少年對這些方面的贊同程度依然很高。對隨侍

奉養、敬愛祭念、抑己順親、榮親留後四個方面,青少年的贊同程度依次降低,這

種變化趨勢也正反映出隨著社會的變革,青少年自主與獨立意識增強,孝道觀念由

他律到自律的轉變。就整個傳統孝道來說,青少年的贊同程度不存在顯著的性別

差異,然而,男青少年對榮親留後、敬愛祭念的贊同程度極其顯著地高於女青少年,

女青少年對抑己順親的贊同程度極其顯著地高於男青少年。非獨生青少年對抑己

順親、隨侍奉養的贊同程度顯著高於獨生青少年。張坤（2006）的進一步研究發

現，青少年對孝道的態度對親子互動有顯著的影響，青少年對孝道的態度與親子

親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與親子衝突呈顯著的負相關。青少年對敬愛祭念、抑己

順親、隨伺奉養的態度對親子親合有顯著的預測作用；青少年對抑己順親的態度

對親子衝突的強度有顯著的預測作用；青少年對敬愛祭念的態度與親子衝突的次

數有明顯的預測作用。 

（三）、親子關係影響青少年的孝道觀念形成和人際適應 

楊國樞認為孝道並不是天生的，是在早期的親子互動中學習到的，即只

有體驗到積極的親子關係，孩子才會接受並內化孝道概念。孝道來源於孩子對父

母的同理心和認識。這種同理心和認識從親子間親密互動和情感聯繫中獲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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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邏輯上我們可以推論親子依戀狀況影響孝道信念的形成。為了更好地研究孝道

與心理特徵之間的關係，葉光輝提出了互惠型孝道和權威型孝道兩個類型。互惠

型孝道反映了孝順是為了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也是人際互動中親密情感的自然

結果；權威型孝道反映了子女應該壓抑自己的欲望，犧牲自己的利益來滿足父母

的要求。金燦燦等（2011）對2327個城市中學生孝道信念的維度和類型特點進行

了分析，發現男生權威型孝道（子女應該壓抑自己的欲望，犧牲自己的利益來滿

足父母的要求）得分顯著高於女生。孝道類型結果也顯示，權威型男生的比重較

大，互惠型女生的比重較多，這表明雖然現代社會光耀門楣、延續家族發展的責

任和要求已淡化，但權威型孝道這一典型的社會規範仍發揮著對家族和社會的支

撐作用，男性需要在家族傳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仍然留存在人們的觀念之

中，使得他們較女性更為認同權威型孝道。金燦燦等人的進一步研究發現，親子

依戀與孝道觀念和人際適應三者之間存在密切關係。互惠性孝道與親社會傾向呈

顯著正相關，與人際疏離呈顯著負相關，權威性孝道與人際適應兩維度的相關不

顯著;互惠性孝道在父子和母子依戀品質對於親社會傾向和人際疏離的預測中起

部分仲介的作用。具有較好父子和母子依戀品質的青少年，親子互動良好而順

暢，更有可能基於親情和回報，父母養育之恩產生互惠性孝道信念，使得他們會

認為人與人的交往是基於感情和回饋的互動原則，從而願意付出和給予他人幫

助，擁有良好的家庭外的人際關係和適應狀況。 

（四）、中國文化與精神健康 

Tsang，（1995）認為，對中國人的精神健康有影響的文化思想主要包括： 

1、人與自然和諧的態度。對中國人來說，自然不僅僅是指自然環境，也包

括人類的制度、權威，還包括自然本身、超自然的天（heaven）。這個觀點不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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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學術研究中，也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俗語中，如“人算不如天算＂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2、對理想的健康狀態持一種平衡和穩定的態度。中醫的觀點，特別是傳統

中醫中的陰陽五行說以及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統一的觀點影響人們對身體和心

理健康的看法以及如何保持健康。按照這樣的理論，一個人保持陰陽平衡，並到

達五行（金、木、水、火、土）的某種適度狀態是非常重要的。 

3、重視家庭，視家庭為提供支持的基本資源。大多數學者都認為，儘管家

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很重要，但中國人更加重視家庭，不僅因為家是社會的基本

單位，是個體解決問題時最主要的資源，還因為家庭作為應對壓力和問題時的潛

在資源，具有很高的價值。 

4、人文關懷和人際關係取向。 中國人生活中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重視人際

關係，獨立和敵對則會面臨壓力，與個體的社會角色地位一致的行為被肯定，行

為的特徵受人際關係的緊密程度所制約。受傳統影響民間的輔導工作，在幫助個

人解決問題時鼓勵人文主義的關係取向，反對與他人公開的衝突。學者們建議如

果有選擇的話，在解決社會問題時走中間道路是明智的選擇，謀略者主張以柔克

剛。在這樣的一種文化環境中，中國人已經學會如何去靈活、實際、動態地適應

物質和精神生活。 

從深層次上說，傳統與現代的文化衝突對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有一定的影

響。目前中國正處於新舊體制交替的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念從一元到多元，人

際關係從緊密到疏離。社會競爭的加劇使青少年的孤獨感增加，自我價值感和安

全感不足，原有的社會支持系統不斷被削弱使他們產生困惑和負性情感，致使各

種心理應激因素急劇增加。而這些內心衝突的產生與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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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的社會化過程有密切的關係。中國兒童社會化呈現出以下特點：對依賴性

的培養；順從一致性的培養；培養謙遜的品德；進行自我克制的訓練；接受羞恥

感與處罰；以父母為中心（Bond., 1990，）。這是一種培養集體取向、他人取向、

關係取向、權威取向、服從和自我抑制取向心理特點的社會化方式。而在邁向現

代化的過程中，青少年心理發展的方向是個人取向、自我取向、競爭取向、平等

取向和自主表達。可見，青少年的觀念和傳統文化之間發生了明顯的衝突，一方

面，青少年有自我滿足與需求的願望，另外一方面又受到以父母和社會規範為代

表的傳統文化的制約。青少年早期接受的依賴、求同、自我抑制的人格培養和塑

造，在成長過程中容易導致獨立性差、社會適應不足，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容

易出現緊張、焦慮和抑鬱等負性情緒。同時，由於青少年學會了抑制那些被主流

文化價值體系排斥的情感欲望和異端的思想行為，抑制了個性的發展和個體本能

欲望的表達，從而引起焦慮不安和抑鬱情緒，這與抑鬱症的形成有直接的關係。 

（五）、社會性別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社會文化通過影響家庭中的角色分工，進一步影響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男

主外，女主內＂、“嚴父慈母＂就是中國文化對父母性別角色要求的典型寫照。

儘管一些研究表明，隨著社會發展，傳統的“嚴父慈母＂觀念在香港的中國家庭

中已經淡化（Shek,1995），母親更多地扮演著孩子學習和生活中的嚮導的角色，

民主型的教養方式不斷增加，而專制型的教養方式在逐步減少（BGCA，1994）。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發現，青少年的親子關係中依然存在性別差異，主要體現在

以下幾個方面： 

1、親子衝突的頻率和強度方面有性別差異 

一些研究表明，在青少年與父母的衝突總體水準較低的情況下，母子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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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和強度顯著高於父子衝突的頻率和強度（方曉義等，2003）。這其中的主要

原因是因為生孩子是女人的事情,養孩子乃至教育孩子也往往被認為是母親的天

職。因為社會文化所提出的這種性別角色規範要求,親子關係往往被替換為母子

關係,在孩子年幼時尤其如此。父親養育功能的弱化從現實層面上導致了親子衝

突中父子衝突不如母子衝突明顯，如果由父親來承擔這一育兒職能,父子衝突也

會急劇加大（鄭丹丹，2007）。也有文獻研究（Tsang，1997）認為，儘管女性

青少年常常報告出與父親的衝突比母親的衝突較多於男性青少年，但這可能並非

是事實，是由於男女兩性情緒表達上的差異所造成的，女性更願意表達和說出自

己的問題和困惑。 

2、青少年對父母衝突的感受上沒有性別差異，但父母對與孩子衝突的感受上有

差異，父親的感受更強一些 

從青少年與父母衝突感受上看，青少年與父母衝突的強度並無顯著差異,即雖

然母親與青少年的衝突多於父親,但母子衝突引起的消極情感反應並不大於父子

衝突。其原因就在於母子之間的親合程度較高,當衝突發生時,它起著一種保護帶

或緩衝帶的作用,而父子之間缺乏這樣一種保護機制（張文新等，2006）。在父

母對親子衝突的感知上，也存在顯著的性別差異，即父親對親子衝突嚴重性的差

異顯著強于母親，可能的原因是父親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較母親少，偶然發生一

次衝突，父親的印象會比較深刻；也可能是衝突使父親的權威性和家庭地位受到

挑戰比較敏感，從而對衝突的選擇性記憶比較強（刁靜、桑標，2009）。 

3、親子親和方面有性別差異，青少年與母親的心理距離更近一些 

Ho et al（1987）對文獻研究發現，中國人對母親的情感表達強于父親，而與

父親的心理距離大於與母親的心理距離。張文新（2006）等對國內青少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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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女青少年比男青少年與母親有著更為融洽和和諧的關係，在與父親的關係

上沒有性別差異，男女青少年均感覺與母親的關係更為親密和諧，這表明了青少

年，尤其是女青少年與母親有更多的互動和更強的情感聯結。Tsang（1997）對

香港青少年的研究發現，青少年認為與母親的關係好于與父親關係，主要是因為

在與母親衝突中他們能應用衝突管理的方法，而在與父親衝突中他們常採用回避

的方式來處理問題，影響父子關係品質的最主要的因素不是親子衝突，而是父子

雙方價值觀的差異、青少年對這種關係的重要性的認識和雙方解決衝突的策略的

應用。 

 

三、移民與精神健康 

 國外的一些研究發現，移民，特別是在那些被迫離開家庭的移民，他們的精

神健康問題比較突出。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移民在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時面臨更

多的壓力，同時，移民的過程也是個體和自己過去和家庭的分離過程。移民到城

市的人比移民到農村的人精神疾病的發病率更高。移民的方式對精神疾病的產生

也有一定的影響，那些被迫移民的人比主動移民的人更容易患上精神疾病

（Bernarch ,2002）。 

移民有兩種類型，一種是跨境移民；一種是內部移民，即在同一個國家中從

一個地方流動到另外一個地方，這兩種移民都會導致精神疾病的產生。影響移民

產生精神疾病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一是居住在所移民到的國家的時間。與

文化震撼的觀點相一致，移民時間短的人更容易患上精神疾病（Charles  et al., 

2000）。二是年齡因素：年紀大的移民比年齡小的移民更容易患精神疾病。有研

究發現，移民最容易患上的精神疾病之一是抑鬱症（Harris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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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壓力理論常常用來解釋移民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關係。精神病的社會壓力

理論從個體的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壓力來理解行為異常，對心理學只關注個體因素

對異常行為的影響是一種有益的補充。該理論認為移民產生精神病的主要原因是

新環境的適應障礙。移民在面對著社會流動誘惑的同時，也面對著取得成功中必

須克服的障礙，他們被期望去奮鬥而不是獲得成功。事實上，如果他們期望通過

移民來獲得社會地位的提升，首先必須面對流動過程中社會地位的下降，而社會

地位的下降在精神疾病的產生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Bernarch,2002）。當然，

移民是否成為一個壓力事件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間的文化差

異；二是移民的原因和理由；三是移入地居民對移民的態度。當移民成為一個壓

力事件時就會對精神健康產生影響。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親子關係、抑鬱症的影響 

    經濟因素是整個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在不同程度上影響著任何一種

社會關係，親子關係也不可避免地受到其影響。在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

經濟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首先，市場經濟的

發展對父母的教育觀念和教育意識產生了一些影響，家庭普遍重視對孩子的智力

開發，加大了對子女智力開發的投入，對孩子學習成績的期望值上升。其次，市

場經濟追求的平等、民主、機會均等原則對親子關係也產生了積極的影響，青少

年要求民主平等、獨立的意識日益增強，要求建立民主平等的親子關係。第三，

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度上影響了親子溝通交流的頻率。（孟育群，1998）。尤

其在城市雙職工家庭中，父母與孩子溝通的頻率日益減少，常常導致青少年與電

視、電腦為伴，容易產生情感疏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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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多維度思考 

一、文獻回顧簡評 

（一）、從相關文獻研究中發現，對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涉及到生理、心理

和社會多方面的因素，具體包括如個體的生理因素、個體的成長經驗、認知風格、

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和社會因素等，但如何把這些因素整合起來，對青少年抑鬱

症有一個多元的理解，是青少年抑鬱症研究中的空白點。 

對青少年抑鬱症的研究最初主要關注青少年自身的因素，如生理因素、早期

經驗、認知風格。然後開始關注家庭因素對青少年抑鬱的影響，如父母的教養方

式、親子溝通、父母婚姻關係、父母抑鬱。之後，相關研究從家庭取向發展到人

際取向，重視環境因素和個人因素二者的相互作用。同時，對文化因素的重視也

成為一個研究青少年抑鬱的重要議題。但這些因素之間本身也是相互聯繫和互相

影響的。如父母的教養方式受父母所處的社會時代因素、社會文化的影響；青少

年個體成長的早期經驗、認知風格的形成與社會環境有著密切的關係；人際關係

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和社會變遷也密切聯繫著。以上這些因素分別屬於微觀層面、

中觀和宏觀層面，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過分注重某一個層面的因素對青少年抑鬱

症的影響，而缺乏一個整合的多元視角。 

（二）、早期對親子關係的研究比較注重父母的作用，近年來開始關注兒童

青少年對父母的影響，從單一取向到互動取向，但很少有研究把親子關係看作是

一種受個體、家庭、人際和社會等因素影響的多元的社會關係來進行研究。 

早期對親子關係的研究比較關注父母的教養方式、教養行為對兒童心理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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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比較少關注兒童對父母的影響。符號互動論的產生，使我們從父母與孩子互

動的角度來理解親子關係。之後，有關親子互動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主要考察親

子交往的特點與父母、兒童某一方面特點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對親子關係的研究

依然還是局限在微觀層面，很少有人把親子關係放在一個較為開放的家庭內外的

各種關係網中去研究。特別是在中國文化處境下，親子關係並非孤立的，它與家

庭內的其他關係，如夫妻關係、祖父母（外祖父母）關係、婆媳關係和翁婿關係

有密切關係；同時，它也和青少年家庭之外的最主要的社會環境即學校中的人際

關係有著密切的影響，親子關係與青少年家庭外的社會關係，如同伴關係、師生

關係等都有密切關係。同時，親子關係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它發生在一定的社會

情境之中，和其所處的社會時代有著密切的關係。但是，現有的對親子關係的研

究大部分把它視為一種微觀的人際關係，缺乏將其視為一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從

個體、人際和社會相結合的多元的維度來進行研究。 

（三）、雖然現有大量研究強調了不良親子關係是造成青少年抑鬱的主要因

素之一，但對親子關係如何影響青少年抑鬱症形成的機制（過程）以及青少年抑

鬱症的產生以後又對其親子關係又有什麼影響似乎關注不多。 

目前很多對抑鬱症的研究從關注個人到關注其家庭系統，如 Peter et al,(2001)

指出負向的雙親教養態度與孩子的抑鬱症狀之間有密切的關係，如果親子之間的

負性互動越多，孩子的抑鬱症狀就越多。Kaslow, Deering ＆ Racusin(1994)發現，

不良的雙親教養態度與孩子的抑鬱症狀之間有密切的關係，親子之間負性互動對

青少年抑鬱和抑鬱症候群的產生有重要的影響。Compas(1987)也指出，青少年抑

鬱的高風險來自於不良的家庭關係。但是，現有的研究中對親子關係如何影響青

少年抑鬱症形成的機制（過程）的研究還很少見。此外，青少年得了抑鬱症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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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生活事件對整個家庭，特別是家庭中的親子關係又有怎樣的影響在現有

的研究中也很少被提及。 

（四）、重視對正常青少年群體的親子關係的研究，缺乏對邊緣特殊群體的

親子關係的研究。 

現有的國內外關於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校的普通大、中、小

學在校學生和學前兒童為主，缺乏對各種不同年齡階段和不同類型的人群的親子

關係的研究。如青年人的親子關係、中年人的親子關係、老年人的親子關係；殘

疾人的親子關係、精神疾病患者的親子關係、吸毒人員的親子關係等特殊邊緣人

群的親子關係研究。 

（五）、以量的研究為主，研究方法比較單一 

主要表現為：大量研究採用以被研究对象的自我報告為主的問卷調查研究，

注重親子關係的靜態特徵及其對兒童心理健康的影響，比較少採用質性研究取

向，從青少年的視角來理解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形成過程及其與抑鬱症之間的

關係，在研究過程中常常忽略了青少年的主觀經驗。 

二、本研究的基本視角 

以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不足，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了一個新的空間，即從

青少年抑鬱症患者這個特殊的群體的角度，從社會工作“人在情景中＂的視角出

發，運用系統生態理論的框架，找出生態系統中微觀、中觀和宏觀各個子系統中

對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形成影響最大的因素，並採用一個系統的、

多元的視角將這些因素整合起來研究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形成機

制就成為了本研究的特色。經過對訪談資料的初步分析發現，在本研究中對抑鬱

青少年影響最為顯著的宏觀因素是社會轉型對個體成長的影響，即以教育為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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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流動；而對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形成影響最明顯的中觀因素

是青少年的人際關係，主要是指發生在學校這個教育場景中的師生關係和同伴關

係；對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影響最為顯著的微觀因素是青少年個體成長的經驗，

即青少年在不同年齡階段與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互動方式以及其面對的

其他主要的家庭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以多元視角來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

和抑鬱症的形成過程，維度之一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維度之二是：青少年的

人際關係；維度之三是：青少年的個人成長歷程，具體見圖 2.2。 

 

 

 

 

 

 

 

                      

 

 

圖2.2 本研究的基本視角 

本研究中的抑鬱青少年出生於上世紀80年代末、90年代初，他們伴隨著中國

改革開放而成長。上世紀90年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社會的改革和發展

進入一個快速期。這種社會的大變革對家庭和個人都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

這個時期的家庭關係，不能脫離社會的變革和家庭、個人的社會流動。 

中國人的親子關係受文化的影響比較大，它不是一種獨立的核心家庭關係。

中國人的家庭與其原生家庭有著千絲萬縷的聯繫。同時，中國社會又是一個極其

宏观：社会转型 

中观：人际关系 

 

 

 

 

 

微观：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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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人際關係的社會。當我們在理解親子關係時，一定要把它看作是複雜的家庭

和社會關係網中的一個部分。 

青少年是成長中的個體，在其發展的不同階段有其自身的需要和特點，處於

不同年齡階段的青少年與父母交往和互動的方式也會不同，因此，需要以青少年

的個人成長經歷為主要線索來理解青少年的親子關係。 

總之，本研究將以社會工作中“人在情景中＂的視角出發，以系統生態理論

為指導，整合青少年社會化過程中對其影響最突出的三個維度，即青少年的個人

成長、人際關係和社會轉型，用多維度的視角來開展對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及其

對抑鬱症形成的影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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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討論本研究採用的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過程、研究倫理、研

究的信度問題以及質性研究方法的限制等問題。 

 

第一節    質性研究 

親子關係是個體發展中最早建立的社會關係，對個體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

義。親子關係對青少年的心理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目前國內外對青少年親子關

係和青少年的抑鬱症的研究多採用定量研究，從研究者的角度闡述親子關係與青

少年抑鬱症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大部分是研究者對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客觀的觀

察、測量和統計結果分析和研究者對其的理解。這些客觀定量的研究，很難充分

表達青少年本人對其親子關係的主觀感受和理解，也難以從“人在情景中＂的社

會工作的視角來全面、深入地理解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與抑鬱症以及其

他社會因素之間的複雜的關係。因此，本文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運用深度訪談來

研究探討這個議題，具有理論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一、對研究範式的認識 

社會科學研究是人們瞭解、分析、理解社會現象、社會行為和社會過程的一

種活動。研究者所持有的基本信念和價值觀對社會科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正

如庫恩指出：科學對於事實的觀察和說明總要通過現存的“範式＂（Paradigm）

或理解的框架而展開，“範式對於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如同觀察與實驗＂（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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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1985）。 

對社會科學範式分類的方法，研究者的觀點也很不相同。比較常見的是把社

會科學的範式分為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批判理論和建構主義四種，這四種範

式的差別主要體現在本體論、認識論和方法論三個方面，它們對一些社會科學研

究中的重要問題有不同的看法。本體論主要是回答社會科學研究对象的“真實

性＂問題，涉及“現實的形式和本質是什麼？事物到底是什麼樣子？它們是如何

運作的？＂。認識論是回答“知者和被知者之間的關係＂即知者是如何認知被知

者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受到本體論的制約。某個研究者如果相信“問題是獨立

存在的＂，那麼他/她必定採用知者和被知者之間的二元對立關係或價值的相對

獨立，以便能發現“這個問題是什麼？它是如何運作的？＂。方法論需要解決的

問題是“研究者是通過什麼方法發現那些他們認為的可以被發現的事物的？對

這個問題的回答又受到本體論和認識論的制約，因為不同的研究範式的差異會導

致對方法的不同看法和不同的處理方法（李曉鳳，2006：14）。 

本體論關注的是世界的本質問題。即世界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以哪種方式

存在？實證主義者認為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是真實存在的，並等著人們來

發現它。後實證主義則認為真實的現實是存在的，但只能被部分認識。建構主義

認為社會情境是流動的，透過人們的互動而創造性地被建構。現實具有地方性的

特點，是具體地被建構出來的。批判理論則認為真實的現實由社會、政治、文化、

經濟、種族和性別等價值觀念塑造而成，是在時間中結晶化而成，由潛藏在後面

的社會結構所主導。 

認識論關注的是研究者最終能否認識到現象。實證主義認為研究結果是真實

的；後實證主義認為研究結果可能是真實的；而批判理論認為研究結果受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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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的過濾；建構主義也持類似的觀點，認為研究結果是創造出來的。 

方法論上實證主義主要採用量化的研究方法，認為真實只有一個，反對多

元，為了得到真實的現實要採用實驗或操縱的方法，對研究假設進行證實，定量

研究是實證主義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後實證主義認為如果採用嚴謹的方法，可

以對真實進行局部的瞭解，它採用實驗或操縱的方法，對假設進行證偽，也可以

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進行研究。批判理論在方法上採用對話或辯證的方法，通過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交流和對話，逐步去除研究者的“虛假意識＂，以達到意

識上的真實。建構主義通過詮釋或辯證的方法，把研究過程看作是一個研究者和

被研究者不斷辯證對話而溝通建構研究結果的過程。 

質性研究的主要理論基礎是後實證主義、批判理論和建構主義。本研究主要

採用建構主義理論指導下的質性研究取向，以青少年成長的社會環境為背景，從

青少年與其父母、家人、同伴和老師互動的角度去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

形成和發展過程，及其與青少年的師生、同伴關係的相互作用，把親子關係放在

一個青少年的社會關係系統中去理解和研究，進而討論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與所

處的社會環境的關係，以及抑鬱症的產生對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影響。 

質性研究中有著許多不同的研究範式，這些不同的範式的哲學基礎不同， 

簡單地告訴讀者該研究是否為質性研究沒有太多的意義。所以，研究中有必要清

晰地闡明研究的哲學基礎，因為在不同的哲學基礎上的質性研究要求採取不同的

資料收集、資料分析和資料解釋的方法（石丹理等，2005）。本研究的主要哲學

立場是建構主義，但在分析資料的過程中採用了紮根理論的方法，並通過使用建

構主義範式中的對主觀性的承認、對可信度、真實性、三角測量、研究者的反思

及深度理解的程度等標準來檢查研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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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范式融合了胡塞爾的現象學理論、海德格爾與加德梅的詮釋學以及

符號互動論等哲學觀點。建構主義研究範式認為：建構是嘗試對生活經驗加以詮

釋或理解；建構的本質是建構者本身所獲得的資訊；建構是一種廣泛分析，並達

到共識的經驗；建構必須有意義，但這些意義可能是簡單的，且不完整的；建構

內涵的適當性無法與其他範式加以衡量；建構常常面臨挑戰與修正，當建構者覺

察到新資訊與舊資訊有明顯的衝突時，建構者就會修正原來的建構框架（潘淑

滿，2003）。建構主義範式的本體論、知識論和方法論有以下特點： 

1、 本體論 

建構主義主張相對實在論，認為所謂“事實＂是多元的，因歷史、地域情景

和個人經驗等元素的不同而有所不同。因此，用這種方式建構起來的事實，不存

在真實與否，只存在“合適與否＂。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是一種互為主體的關

係，研究結果是由不同的主體經過互動而達成的。研究是一個交往各方辯證對話

共同建構研究結果的過程。研究不是為了控制和預測客觀現實，也不是為了改造

現實，而是為了在人我之間、個體與世界之間，過去與現在之間構建起理解的橋

樑（李曉鳳、佘雙好，2006）。在本研究中，筆者的關注點讓抑鬱青少年呈現自

己生命歷程中不同階段的主觀經驗，理解青少年親子關係與抑鬱症的形成是一系

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家庭變遷和個體自身成長等一系列因素造成的，

目的：一是讓青少年抑鬱症治療和康復服務中的服務提供者意識到只從一個“客

觀＂立場去診斷、治療疾病症狀消除是“不合適＂和“不恰當的＂，要積極探索

以服務物件為本的，從抑鬱青少年主觀經驗出發去治療和預防抑鬱症的途徑和方

法；二是讓抑鬱青少年意識到醫生對精神疾病的判定不是永恆的“事實＂，啟發

抑鬱青少年從自身的角度出發去建構疾病的意義和對疾病的不同理解，喚醒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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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康復過程中的主體意識和主觀能動性。 

2、 知識論 

建構主義認為社會事實和社會現象的本質相對存在於不同的情景和脈絡

中，研究者的任務不是去建構一個獨立于個人價值信念系統之外的客觀世界，而

是應用對話與辯證的方式，與被研究物件的行動主體產生對話關係，最後透過歸

納、比較與對照過程獲得一致性，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與研究物件保持密

切的互動關係，直到經驗與價值信念融入，所以這是一種主觀經驗的再現（潘淑

滿，2003）。在本研究中，筆者盡力去理解被研究物件的主觀生活經驗世界，去

聆聽、理解被研究者在其生活世界中的認知、感受和行動，並透過這個互動過程，

建構出抑鬱青少年對疾病的獨特理解，得出抑鬱症是研究物件應對過高的生活壓

力和不良親子、同伴及師生關係的一種獨特方式的結論。這種知識（主觀經驗）

的再現，有助於研究物件擺脫有關抑鬱症的“科學知識＂的壓迫和控制，看到自

身的能力。 

3、 方法論 

建構主義研究范式重視研究者對日常生活經驗的研究，必須建立在日常經

驗的脈絡中，才能完全捕捉行動背後所隱藏的意義，研究方法的選擇必須考量研

究方法與策略本身是否重視對現象的詮釋。在本研究中，筆者不是孤立地理解抑

鬱青少年親子關係，而是把它放到中國社會轉型這樣一個豐富、複雜的社會環境

中來研究；不是孤立地看影響親子關係形成的各種因素，而是把親子關係作為一

種青少年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際關係，把它放在和青少年其他的重要的社會關

係（同伴關係、師生關係）相互作用的角度來理解，即從關係中的關係這樣一個

角度來研究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形成過程。本研究主要採用深度訪談，通過對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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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青少年生命歷程為主線的半結構訪談，進入研究物件的生活經驗的脈絡中去瞭

解其與父母和家人互動的方式及其行動本身的意義和結果。在訪談過程中特別注

意挖掘研究物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研究物件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感受。在

這樣一些事件中，青少年一方面會呈現自己的認知和行動中的主觀意圖，另外一

方面，這些事件背後又有社會變遷和家庭變遷的脈絡，從而能使研究者捕捉行動

背後隱藏的意義。從本研究來看，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形成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有

密切的關係，特別是與其主要的社會關係系統有著密切的聯繫，抑鬱青少年與其

家長、老師和同學之間的互動有著密切的關係，每個主體或環境的變化都會對青

少年的親子關係產生影響。 

 

二、為什麼選用質性研究？ 

第一，本研究是社會工作（實踐）取向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為了後續的行

動和干預，即探討如何從社會工作的角度來理解和干預青少年的家庭和社會環

境，促進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康復，比較適合採用質性研究。因為“定性研究範

式在理念上比較傾向於社會工作的內在邏輯，比較貼近社會工作的理念，並且比

較與社會工作的實踐相關聯。在社會工作實踐的適用性方面，定性研究在｀語

言＇上也更接近社會工作實踐的真實環境，而這是由定性研究本身的特點與性質

決定的＂。“定性研究主要是一種有關對主體（被研究者/資訊提供者/研究參與

者）進行詮釋的、自然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強調在自然真實的環境場合中

進行研究活動，研究者自己作為工具、深入現場獲取資料，包括觀察、參與觀察、

深入訪談等＂，“注重｀理解＇及對｀日常生活＇與｀意義＇的探索。質性研究

重在探索被研究者的想法和觀念，從被研究者自己的參考架構去理解他們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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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及社會現實對他們的意義＂（馬鳳芝，2002：181）。從這個意義來說質性研

究是協同探究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實踐取向。 

第二，本研究希望從抑鬱青少年的視角來研究親子關係，透過其主觀經驗去

理解和解釋其與父母互動的經驗及其與抑鬱症的關係。本研究從青少年的視角理

解其親子關係的形成機制和變化過程，比較適宜採用質性研究。人們對某個研究

对象的研究,不僅取決於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客觀性),而且還取決於我們如何

對待研究对象的態度(主觀性),也就是研究者的研究視角（perspective)。研究視角

決定著研究者對研究对象屬性的界定。即人們總是從特定的視角去研究對象的某

個方面。研究对象的屬性是多元的,研究的視角也是多元的。因此,對任何一個对

象的研究,都可以是多元的。相應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元的。本研究的对象的

是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親子關係，重點瞭解青少年與父母交往中的主觀經驗。對

於青少年期親子關係的一般特徵的考察可以用問卷法為主要手段，但要想瞭解和

挖掘青少年與父母互動中的主觀經驗及其變化過程，瞭解親子關係變化背後的原

因，更適宜採用自然觀察、深度訪談等更具有生態效度的質的方法。不瞭解青少

年的解釋方式和邏輯，就無法瞭解其親子關係的建構過程。 

第三，質的研究更為關注處於“邊緣化＂狀態的人群。從質性研究的歷史和

現狀來看,質性研究的对象更為關注處於邊緣化狀態中的人群。文化人類學對土

著部落的研究,社會學中的芝加哥學派對城市底層人群的研究,無不體現出這一特

徵（餘東升，2010）。而青少年抑鬱症患者，正是當代社會中不斷被標籤化和邊

緣化的人群。由於國內目前精神衛生知識社會普及程度很低，大多數人對精神疾

病認識不足，對患者缺乏應有的理解和同情，偏見與歧視現象較嚴重，青少年抑

鬱症患者也常常因為到醫療機構就診的經歷而被周圍的人認為是“瘋子＂，被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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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被邊緣化。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給予抑鬱青少年尊重和關懷在本研究中顯得

十分重要。本研究希望通過收集資料的過程，提供處於精神疾病困擾中的青少年

一些必要的理解、尊重和關懷，通過研究者去聆聽他們的生命故事，給予研究对

象理解、支持和鼓勵，體現社會工作追求社會關懷的價值理念，並為研究結束之

後的干預服務奠定基礎。 

第四，現有對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研究主要以定量研究為主，較少從青少年視

角、從人與環境互動的角度來研究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目前對親子關係的研究主

要採用定量研究，特別是用研究对象自我報告法者居多，大多採用問卷調查的方

法。常常是把一個源於西方的測量工具略作修改，甚至不做修改就放在不同对象

的身上使用，不考慮其年齡、民族、社會文化和個人特點，研究的目的更多地是

驗證西方人研究的理論，較少關注在中國文化處境下的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特質，

忽略了對精神疾病困擾中的特殊青少年群體親子關係的關注。質性研究比較重視

從被研究对象的視角看問題，有助於從抑鬱青少年的視角來理解親子互動的過程

以及在此過程中青少年對自己行為意義的建構。 

 

三、什麼是質性研究？ 

質性研究來自于不同的範式，後實證主義、批判理論和建構主義是質性研究

的主要理論基礎。關於什麼是質性研究方法，並沒有一個合適的定義能夠涵蓋所

有的質性研究。因為質性研究起源於很多不同的學科，受到不同的思潮、理論和

方法的影響，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有時甚至是反學科的研究領域。陳向明

（2000）認為：儘管社會科學界對什麼是質性研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大部

分研究者已經對質的研究的主要特點達成了一定的共識，質性研究具有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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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點： 

（一）、遵循自然主義的研究傳統，在自然情景下進行研究，注重社會現象

的整體性和關聯性 

質的研究必然在自然情景下，對個人的“生活世界＂和社會組織的日常運作

進行研究。要瞭解個人和組織，必須把他們放到豐富、複雜和流動的自然情景中

進行考察。對一個事件進行考察時，不僅要瞭解事件本身，還要瞭解事件發生和

變化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該事件和其他事件的關係。對部分的理解必須依賴於

對整體的把握，而對整體的把握又必然依賴於對部分的理解。在本研究中，筆者

不是孤立地理解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而是把它放到中國社會轉型這樣一個豐

富、複雜的社會環境中來研究；不是孤立地看影響親子關係形成的各種因素，而

是把親子關係作為一種青少年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際關係，把它放在和青少年

其他的重要的社會關係（同伴關係、師生關係）相互作用的角度來理解，即從關

係中的關係這樣一個角度來研究親子關係。對於親子關係與抑鬱症形成之間的關

係的理解，也不是簡單地從因果關係的角度來理解，而是從“人在情景中＂的社

會工作視角出發，把二者之間的關係放在青少年的整個生活世界中，綜合地分析

和理解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師生關係與青少年的社會流動、壓力形成

等因素之間的關係。 

（二）、研究的目的是對研究对象的個人經歷和意義建構做解釋性的理解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 

研究者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對研究对象的生活故事和意義建構做出解釋。

除了從研究對象的角度出發，瞭解他們的思想、情感、價值觀念和知覺規則，研

究者還要瞭解自己是如何獲得對對方意義的解釋、自己與對方的互動對理解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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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有什麼作用、自己對對方行為的解釋是否確切。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筆

者儘量放下自己對研究對象的“前設＂或傾向，比較開放式地去傾聽研究对象對

個人成長中不同年齡階段的親子關係特點的闡釋。這個過程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共同去建構的，在此之前，大部分受訪对象並沒有思考過這樣的問題，透過訪談

的過程，研究对象在研究者的提問和啟發下，逐漸清晰地描述出個人成長過程中

的各個階段親子關係的特點，以及它對同伴關係、師生關係的影響，也看到了個

體所處的社會結構對親子關係、抑鬱症的影響。透過這個過程，研究者瞭解到了

受訪者對親子關係的理解、感受和價值判斷的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出抑鬱青

少年親子關係特點和形成機制；親子關係與同伴關係、師生關係的相關作用的機

制；親子關係與抑鬱症形成的關係作用原理等。 

（三）、研究是一個演化發展的過程 

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都可能會

變，收集和分析資料的方法也會變，建構研究結果和理論的方式也會變。研究不

可能是一次訂終身。 

在本研究的過程中，筆者不是按照事先的預定形成的研究假設和訪談提綱來

收集和分析資料，而是按照研究对象對個人成長經歷的介紹，逐漸發現在其成長

的不同階段，親子關係呈現出不同的特點，這些特點的出現與青少年的個人成長

的內在需要（如獨立、建立理想自我、建立友誼和親密關係等）與外在環境之間

的變化，如家庭生命歷程、個人成長的重要事件（讀書、升學壓力、父母外出賺

錢、新的學校適應等）有著密切複雜的關係。並把某一時空發生的事情拼湊成了

一幅以社會轉型中的家庭變化和個人的社會流動為背景，從抑鬱青少年個人成長

來看其親子關係，以及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等多種人際關係互動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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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親子關係與抑鬱症之間關係；親子關係與社會

結構的豐富的多維圖畫。這樣的描述和理解更加接近於青少年的生活世界，而不

是把親子關係從青少年複雜豐富的生活世界中抽離出來孤立地理解，這樣研究出

來的結果更具有可信度。 

（四）、通過歸納的方法形成理論和概念 

質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資料的時候採用自下而上的歸納的路線，分析資料

和收集資料同時進行，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呈現資料，透過細節來表

現研究对象的文化傳統、價值觀念、行為規範、興趣、利益和動機。理論的建構

也採用歸納的路線，從資料中產生理論假設，並不斷通過相關核對和不斷比較逐

步得到充實和系統化，通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資料建構理論。 

在本研究中，筆者首先反復閱讀資料，發展出“比較＂的框架和“分類＂系

統，參考原先的研究理論框架，回應原來的研究問題、內容，將大量的訪談資料

進行裁剪、分類、拼裝，輔之以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料，來呈現複雜的概念、分

類和內容，最後得出研究結論。比如對於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研究的資料分析

中，最先呈現的是一些比較具體的概念，如“怕＂、“不親＂、“溝通不來＂、

“壓抑＂“被打罵＂、“恐懼＂等，這些概念後面可以再抽象出三個親子關係的

類屬即權力、情感和人際溝通。這樣，就形成了本研究中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

三個本質特徵：權力關係、情感關係和人際關係。此外，受訪者在談到其親子關

係時，他們會說“分階段＂，“小的時候＂、“小學階段＂、“中學階段＂、“上

大學以後＂，這些概念的後面呈現的是青少年個人成長的脈絡；受訪者在說到和

父母的關係時，常常出現“經商＂、“父親不在家＂、“住校＂、“買學＂、“借

讀＂等概念，而這些概念的出現呈現出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的脈絡；受



 

  99

訪者在談到和父母的關係時，常常會帶出一些把他們在學校的經歷如“老師罵得

很凶＂、“怕老師＂、“得不到老師的肯定＂，在仔細閱讀這些材料的過程中，

親子關係和其他人際關係交織在一起的脈絡也就呈現出來了。這樣，本研究中抑

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三個維度或脈絡（context）：社會轉型、青少年的個人成長

和人際關係就自然形成了。這三個脈絡和筆者最初希望從社會工作“人在情景＂

的理論視角就自然對應起來了，宏觀的視角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觀的視角是

人際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微觀的視角是青少年的個人成長。筆者再按照這三個視

角把研究中出現的概念進行分類、歸納和總結，就形成了本研究的理論（具體見

最後一章）。 

（五）、重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關係 

研究者一方面要和研究对象建立良好的關係，公正地對待研究对象和研究成

果，恰當處理敏感信息；另一方面要對自己的角色、個人身份、思想傾向，自己

與研究对象的關係以及這一切對研究結果所產生的影響進行反省。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建立了良好的信任關係。研究者通過 Y 醫

院的醫生、心理治療師和社工的介紹首先以實習指導老師的身份和研究对象接

觸，和他們一起參加 Y 醫院的精神科社會工作服務；在得到研究对象接納的情

況下向其認真地介紹研究的目的、內容和意義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權利和義

務。這些做法都得到了研究对象的積極回應，如他們會主動地把自己寫的一些隨

筆和日誌給筆者閱讀，關心筆者研究的進度，一些訪談对象至今仍和筆者保持著

聯繫。 

訪談過程中注意營造一個寬鬆、信任的氣氛。為了營造一個輕鬆和諧的訪談

氣氛，每次訪談時筆者都先請受訪對象說說自己的興趣愛好，有時和他們一起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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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聊天，然後才進入正式的訪談議題。訪談的地點除了在醫院之外，還會選擇在

大學的校園。由於抑鬱青少年在醫院的住院時間比較短，一般在 3 個星期。筆者

的初次訪談大部分是選擇在病人出院之前，此時病人病情穩定，意識比較清醒。

第二次訪談時，有的病人已經出院或將要出院，在醫生的同意下可以外出，訪談

的地點會選擇在大學校園。此外，對於部分門診病人的訪談也是在筆者就職的大

學辦公室、書吧或茶室中進行。在訪談結束時，筆者也會主動地說：“剛才我問

了你很多問題，你有什麼問題要問我嗎？＂此時，受訪对象常常會問我一些他們

關心的話題和今後和我聯繫的方式。如：“你們學校什麼專業比較好啊＂“你覺

得我上哪所大學好一些？＂；“我今後有問題的時候是否可以和你打電話或寫電

郵？＂；“你的 QQ 號碼和電話號碼是多少？＂ 

儘量從受訪对象的角度去理解抑鬱青少年對事件的認識、感受和意義的建

構。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比較多地使用同感的技術，儘量站在被研究者的立場

上去瞭解他們對事件的認識、感受和意義的理解；同時，注重採用澄清的技術去

傾聽和回應受訪对象的敍述。如，“你的意思是……＂；“我是否可以這樣理解

你剛才說的話？＂；“你此時的感受是？＂…… 

技巧地處理一些敏感性話題。對青少年的訪談中不可避免地碰到一些“性＂

的內容，如果直接地問受訪者，可能會遭到拒絕或敷衍。此時，我常常用一種開

放式的態度和青少年去談論。如：“我不明白現在男生和女生的關係到什麼程度

了，你們如何看待早戀？＂從中去理解到中學生談戀愛這種特殊的同伴關係與其

親子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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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深度訪談法的運用 

 

一、對深度訪談法的認識 

（一）、什麼是對深度訪談？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訪談法是一個普遍應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種最古老、最

普遍的收集資料的方法，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調查方法之一。訪問的過

程實際上是訪問者與被訪者之間雙方面對面的社會互動過程，訪問資料正是這種

社會互動過程的產物。按照對訪問過程的控制程度，將訪問分為結構式（封閉型）

訪問、無結構式（開放式）訪問、半結構式（半開放式）訪問。結構式訪談主要

用於定量研究中，以便收集統一的資料，對其進行分析。而質的研究在初期往往

採用無結構型訪問的形式，瞭解被訪問者關心的問題和思考的方式；然後，隨著

研究的深入，逐步轉向半結構式訪談，重點就前面訪談中出現的重要問題以及尚

存的疑問進行追問。目前學界所指的深度訪談，就是指半結構式訪談（轉引楊善

華，2005）。根據 Minichiello et al (1995)的意見，深度訪談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

者之間的會談，這種會談把焦點放在後者自我的感知上，用他或她自己的語言，

講述其生活和經驗。通過這個過程，研究者就能進入，並隨後理解被研究者對社

會現實的自我詮釋。 

1、主要特徵 

湯姆.文革拉夫（Wengraf，2001）認為深度訪談有二個主要特徵。 

（1）訪談的問題是事先準備的（半結構的），在訪談過程中要對大部分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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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進行修改，最終作為整體的訪談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的產物。也就是

說，研究者訪談的問題要有開放性。研究者無法預先確定每一個具體的問題，只

能有一個主要問題的框架。研究者要注意聽取研究对象的敍說，並在此過程中不

斷改進問題，以澄清和擴展問題。同時，為研究對象提供足夠的空間以便讓他自

己來把握訪談的進程。 

（2）要深入事實內部。這是深度訪談最主要的目的。何謂深度？如何才能

深入事實內部？文革拉夫認為“深度＂指的是瞭解某些事實的更多的細節知

識；表面事實後面有一個深度的事實，表面事實容易誤導人們對深度事實的認

識。按照格爾茨的看法，研究者在面對複雜而又含混的文化結構時，先掌握他們，

然後再轉譯。也就是說，研究者先進入被訪問者的日常系統去，瞭解被訪問对象

用來解說他們生活事實的習慣語句，然後再將所得信息轉譯為社會研究語言，並

對此消息的意義做出解釋。所謂深度事實，首先要考慮它對於被訪者的意義，然

後才能考慮研究者的意義情境（楊善華等，2005）。 

從操作層面來講，訪談中是否“深＂可以從三個方面來衡量：一是對研究情

景的把握。也就是說訪談者和被訪談者雙方要能夠打開心扉、坦誠相見，實現心

與心的交流，才能進入心的深處，對深處進行訪談才是訪談的真正使命（陳向明，

2000）。二是內容的把握。重要的是從受訪者那裏獲得能夠表達他們所思所想，

所作所為的真實資料，從他們的角度理解和建構其言行的意義。三是需要有充分

的資料，事件的發生過程和情景的深描，分析與情景之間的有機結合，身臨其境

的感覺等，從而對是否為深度訪談做出自己的判斷（方敏，2002）。 

在如何才能獲得“深度＂的事實上，阿科塞與奈特提出了與半結構深度訪談

相應的“漸進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這種方法從一般化的興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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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逐漸發現被訪者的興趣點，然後再集中展開。目的是為了從人們的話語中瞭

解人們在情景中的問題領域，並試著用他們自己的術語來瞭解事情（楊善華，

2005：53-54）。可見，在深度訪談中我們真正重視的是人們對生活事件的理解和

解釋，受訪者被看作是研究主題的資訊提供者，而不是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尊重

的態度試圖從受訪者身上得到正確而深入的資料。 

2、既是收集資料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 

質性研究中訪談的最主要目的，是深入事實的內部，注重的是對訪談資料的

解釋性理解．強調“事實＂本身必須通過研究者的主觀詮釋才可能揭示其意義。

從意義學的角度講，首先要強調它對被訪問者的意義，然後才能考慮研究者的意

義。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從意義學的角度來看，深度訪談的實質，是對被訪問者

在訪談時賦予自己的話語的意義以及被訪問者賦予訪問場景的意義探究。一旦研

究者明確了這一點，便可以以一種積極的能動的態度和立場去實現這樣的探究；

而這種態度和立場的標誌就是在訪談當時就開始這樣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深

度訪談既是資料收集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楊善華等，2003）。 

深度訪談不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即資料收集完畢，訪談也就結束了。

深度訪談是對事件或現象的發生、情景、過程和受訪者內在體驗的挖掘，這個挖

掘的過程是在雙方、主體間互動的過程中完成的，是雙方共同建構的結果。因此，

訪談者不僅要在訪談的過程中及時整理資料、分析資料，以發現新的問題或補

遺，做進一步的訪談，更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分析資料、建構理論的過程中，隨著

分析問題的深入，可能也應該產生新的問題，需要與受訪者再交流、溝通，需要

再去訪問。當研究報告完成後，在條件許可的前提下，應請受訪者過目，如雙方

有不同的意見，要尊重受訪者的意見，進行修改。因此，在質性研究中，訪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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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中的一個階段或環節，而是從一開始就貫穿至整個研究過程結束時的循環

往復的研究工作（方敏，2002）。 

 

二、深度訪談法的運用 

（一）、抽樣 

本研究採用“目的性抽樣＂，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

大信息量的研究对象（Patton，1990：169，轉引自陳向明，2000）。深度訪談在

抽樣時常常採用目的性抽樣，關心的是所選擇的樣本是否具有完成研究任務的特

性和功能。本研究採用目的性抽樣，研究田野點為昆明 Y 醫院，对象為接受治

療的門診和住院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由於我的研究田野是一家醫院，研究必須遵

守 Y 醫院的管理制度，如，訪談只能在醫院進行（門診病人除外），訪談必須得

到主管醫生的同意等。因此，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抽取過程如下：1、向醫生、

社工和心理治療師介紹我的研究目的、對研究对象的要求（年齡、性別、患病類

型等），請他們推薦合適的訪談对象，先後被推薦進入本研究的個案共有 16 個。

2、筆者與被推薦的對象進行初步接觸，評估其是否可以成為正式訪談對象。結

果發現其中有一些個案不符合我的研究條件，如年齡太大、病情嚴重、住院後病

情診斷發生改變、本人不願意等。經過初步接觸，笔者排除了 5 個被推薦的访谈

对象，這 5 個人的基本情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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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年齡 身份 刪除原因 備註 

E 女 25 大二學生 超齡 高 中 休 學 了

2 年，她工作

了 3 年才考

上大學 
I 男 16 初中肄業、無

業 
病 情 診 斷 改

變，入院初為

抑鬱症，後診

斷為適應障礙 

 

N 女 19 高三學生 家人願意、本

人不願意參加

研究 

 

O 女 21 大二學生 該年齡段被訪

問對象太多 
 

P 男 16 初三學生 剛入院病情較

重 
 

3、確定訪談對象並初步見面。經過篩查，最終確定了 11 個正式訪談對象並向他

們介紹本研究的目的、意義、方法、保密原則等，徵求對方是否願意參加研究。

4、對願意參加本研究的人員進行初步訪談，評估其是否可以作為研究对象，確

定正式的訪談对象。与符合訪談條件的对象簽訂協定，對方即成為正式的研究对

象；對不符合訪談條件的，向其家屬或本人作出解釋。有些受訪對象通過初步接

觸發現其病情較重，就把其排除在外，並向其本人和家長說明原因。比如有一位

抑鬱青少年的家長很願意孩子參加研究並簽下了知情同意書，但經過我的初步接

觸，感覺該青少年病情較重，不適合做深度訪談，於是我就放棄了這位受访对象

並向其家長作出解釋和說明。5、抽樣中注意兼顧性別和年齡因素。鑒於很多相

關研究發現親子關係具有一定的性別差異，本研究在抽樣時注意考慮性別因素，

儘量做到男女各半，最終訪談对象中有 6 個女性、5 個男性。此外，由於青少年

這個年齡段的跨度比較大，筆者在抽樣時也儘量考慮了研究对象的年齡層，最終

確定的 11 個訪談對象的年齡介於 15-21 歲之間，覆蓋了青少年早期、中期和晚

期，受訪對象的平均年齡為 16.6 歲，以中學生為主（中學生 7 人，大學生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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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樣中注意兼顧病情的輕重程度。上述 11 個訪談對象中包括病情為重度、中

度和輕度的抑鬱症患者。輕度的抑鬱症患者共 3 人，主要為門診病人；中度的抑

鬱症患者 4 人；重度患者 4 人，其中 3 人在我第一階段訪談結束後又第二次入院

接受治療。 

為什麼只選 11 個受訪对象？一方面，質的研究方法的主旨是理解性地解釋

受訪者的言行及其意義建構，注重對研究对象內在經驗的把握。質性研究重視的

不是樣本的規模，而是樣本資訊的豐富程度，質性研究的目的不是從樣本研究的

結論推斷總體，而是從研究对象提供的資訊中去找到其對於研究对象的獨特性意

義。McCracken 指出，因為絕大多數質性研究的目的，是要發現，而不是去驗證

種種文化和分析性範疇，所以，在用深度訪談方法所做的質性研究中，“少即多＂

（less is more）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它指導我們在面臨“多少樣本才算是足夠

的＂問題時做出正確的決定。他建議，重要的事情是與較少的幾個訪談对象工作

得更長點，更用心點，而不是和更多的人做點草率的表面工作。對 Mccracken(1988)

和其他的質性研究者來說，8 個訪談对象對很多質性研究來說就足夠了。這個數

字是建立在經驗基礎之上的，這種經驗發現，在訪談了 8 個对象之後，文化範疇

一般就“飽和了＂（saturated），不會再出現新的範疇。這一小小的对象群體並

不是一個更大世界的某個部分的“代表＂，而只是“為研究者提供了一個機會，

讓研究者對文化的特徵、組織和邏輯窺見一斑＂(Mccracken, 1988)。有的學者如

Morse（1994）認為，現象學研究中訪談对象的數量為 5-25 個，紮根理論中為

20-30 個。她說“資料飽和是保證質性研究品質的關鍵，但並沒有一個公認的達

到資料飽和的標準的樣本數量。＂另外一個方面，質的研究中效度檢驗中要求原

始資料的豐富性。這不僅要求資料的深度，還要求有足夠的個案覆蓋一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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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並試圖通過資料的豐富性檢驗結論與資料間的一致性以表明研究結論的可靠

性。其實，質性研究中是否有效度和效度概念本身是有爭議的，一些激進者甚至

認為效度概念本身不適合質的研究。尽管如此，多數質的研究者仍然沿用了“效

度＂這個術語來談論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提出，“為保證

結論與資料間的一致性，每一個結論起碼應有三個以上的例證作為支持（轉引自

方敏，2002）。 

根據上述抽樣原則，開始進行訪談之前筆者並沒有刻意去確定訪談对象的數

量。但有一個原則性的標準，即“資料達到飽和，再收集時已經出現了重複，此

时，研究者可以退出現場。＂（轉引自方敏，2002）。資料飽和是研究者中止研

究分析的基本要求。但對飽和的看法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研究者認為只

要研究資料分析中沒有出現新的概念即是研究的飽和；有的認為與其說是研究飽

和，還不如說有充分的資料支持概念（Guest et al, 2006）。筆者從進入田野開始

初步訪談並對資料進行初步分析的時間大約是一年半，期間筆者一邊進行訪談，

一邊進行資料的初步分析，當訪談和分析到第 9 個時，資訊開始出現重複了，為

了進一步檢驗資訊是否真的飽和，筆者又繼續訪談了 2 個对象，再收集時已經出

現資訊重複，證實沒有出現新的主題資訊，此時，筆者退出現場。 

因此，本研究的最終受訪对象為 11 人，這 11 個訪談对象的年齡分別屬於青

少年早期、中期和末期，即初中、高中、和大學階段的青少年學生，男女比例基

本平衡（5 男，6 女），包括了來自大城市、中小城鎮和農村的青少年，其家庭所

在地除了雲南本省之外，還有鄰近的重慶市和貴州省，具体情况见文末附件 1

和表 3.1。按照人類學家 M·米德的觀點：“人類學的抽樣邏輯中，研究結果的效

度不在於樣本數量的多少，而在於樣本的限定是否合適，該樣本能否作為一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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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能夠代表本文化完整經驗的個案進行準確的研究。＂即“該樣本是否可以

比較完整地、相對準確地回答研究者的研究問題＂ （陳向明，2002：104）。可

见，本研究的個案具有典型性，且數量能夠滿足研究的需要。 

在撰寫和修改論文的過程中，我又開始對訪談对象進行回訪或進一步的訪

談。一些家住外地或外省的訪談对象，因聯繫不上而無法進行回訪，對家住本地

的訪談對象，我都通過面談、電話訪問或短信的方式進行了一次回訪，從回訪的

情況看，沒有發現病情診斷錯誤的非抑鬱症患者，回訪過程中獲得的一些新資訊

又補充到研究資料中，直到沒有新的主題出現。 

 

（二）、進入現場的方式 

進入現場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自然進入，即研究者一開始就自我介紹，

告訴研究对象研究議題的一般性質、研究的動機、研究者準備如何做、對資料的

保密和匿名等。這是一種比較理想的進入方式，但常常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實

現。二是逐步暴露式。在研究開始時，研究者簡單地向被研究者介紹自己的研究

計劃，然後隨著被研究者對自己的信任增加而初步展開。採用逐步暴露式進入現

場的理由是：質性研究中，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都會隨著研究過程的進行而不斷

變化，研究者事先的設定不一定會如期實現。一開始就向被研究者和盤端出一個

複雜的研究計划不但沒有必要，而且也不可能會符合今後發生的“客觀實際＂。

被研究者也可能會對這個“堂而皇之＂的研究計划感到不知所措，不知道能否與

研究者很好合作而拒絕參加研究（陳向明：2000）。三是隱蔽式進入。研究者預

料自己的研究肯定會受到“被研究者＂拒絕時，一般採用隱蔽式進入。在本研究

中，筆者將採用自然進入與逐步暴露式相結合的方式進入研究田野，並以自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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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為主，逐步暴露為輔。 

自然進入時，我首先向 Y 醫院的科室領導介紹自己的身份和研究目的，在

得到許可的情況下開始進行抽樣準備。筆者向精神科的醫生、心理治療師和社工

介紹了本研究的目的和內容，請他們向患者和其家屬做宣傳並請願意參加研究的

青少年向其報名。醫生、社工和心理治療師把自願報名的受訪者轉介給筆者後，

筆者先對其進行初步的面談和篩選，然後與符合研究條件的受訪者簽訂研究協

定。如果受訪者的年齡在 18 歲以下，則需要與其父母中的一方簽下知情同意書

後，筆者才開始進行訪談。 

筆者採用的另外的一種進入現場的方式是逐步暴露研究者的身份。筆者首先

通過和醫生的交談，瞭解住院患者符合研究條件的受访者，鎖定未來的受訪者。

在受訪者參加 Y 醫院精神科每天下午的社會工作服務活動時，我以一個社會工

作教育者（实习督导老师）的身份出現，和預先選定的受訪者一起參加活動，並

在活動過程中和活動結束後和他們進行短暫的交流。之後，請醫院社工或社工實

習學生5替我約見受訪者，此時，我的身份是大學老師。由於這裏的患者和社工

及社工實習學生有很好的關係，他們一般不會拒絕和我見面。見面後，根據我們

面談的效果再逐步公開我的研究者身份和研究目的，並邀請其參加本研究。 

（三）、研究關係的建立 

深度訪談中受訪者被看作是研究主題的信息提供者，而不是研究对象。因

此，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和被訪者的關係顯得十分重要。Johnson 認為我們可以把

深度訪談視為一種社交形式，如同朋友之間的互動關係，雙方有親和的關係之

後，才會有更多的自我揭露，一旦彼此建立關係，研究对象才會很自在的進一步

                                                              
5  Y 醫院精神科是我所在大學的社會工作實習基地，筆者從 2005 年開始每年 7‐8 月份在該醫院指導學生實

習，已經持續了 5 年，我指導的實習學生畢業後有 3 位學生先後在這裏做社工（正式編制之外），學生實習

中筆者常常到現場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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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談（Johnson，2002）。要使研究对象配合你共同研究，積極提供研究資訊，不

僅要感情溝通，而且要使對方感到你的研究對其沒有傷害，而且有幫助，同時研

究者與研究对象相處時要真誠可信，要讓對方瞭解你的研究及你本人的情況（王

玉華，2001：37）。 

筆者與研究对象關係的建立過程如下：首先：向醫生和心理治療師介紹本研

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選擇要求，請他們推薦合適的住院和門診患者作為訪談对象

並向他們瞭解該研究对象的基本情況、病情、心理狀況和家庭情況等。第二步，

在醫生、社工或心理治療師的引薦下接觸研究对象。對於住院或病癒出院的青少

年抑鬱症患者，筆者採用先以志願者身份參加大組治療6，初步接觸抑鬱症青少

年。在大組治療結束後，筆者直接約見擬訪談的对象並公開自己作為大學老師和

研究者的身份，向他們講解研究目的、內容和方法及相關保密原則，徵求其是否

願意參加研究。第三步，以願意參加研究的 18 歲以上的志願者鑒定研究協議。

對於 18 歲以下的研究對象則約見其家長，並與家長鑒定研究協議書。第四步，

進入正式的訪談階段。第五步，訪談結束後通過面談、電話或郵件等方式對訪談

对象進行回訪，如對方有需要，在研究結束之後提供若干次义务的心理輔導（由

笔者在研究结束后提供或由其他人提供心理輔導）。 

那麼，透過上述過程筆者是否和研究對象建立起了良好的研究關係呢？先分

享一個訪談中的小故事。 

               “只要有一個人理解我就夠了＂ 

在我對小 B 第二次訪談結束後的某一天，我以一個實習教師的身份帶學生

在 Y 醫院實習，在督導學生的過程中，我偶然發現小 B 因第二次病發再次入院

                                                              
6  Y 醫院精神科常有一些社區志願者參加大組治療活動並為住院患者提供服務，患者對志願者比較接納。 



 

  111

治療。社工告訴我她的情況似乎比首次入院時要糟糕，除了吃藥打針之外，她不

與其他病人接觸，不參加她第一次入院時很喜歡的大組治療，也不與醫院的社

工、心理治療師交流。知道她的情況後，我感覺好像是我的一個朋友病了，想去

探訪她一下。於是，我請醫院的社工向小 B 轉達我的願望，並預約見面時間。

小 B 答應見我了，我們見面時她對我說的第一句話是：“高老師，你的研究論

文寫好了嗎？＂。我對她說：“還在修改中。＂接著，我們像拉家常一樣的說了

很多，主要內容是她出院後的情況。她告訴我她媽媽不久前突然去世了，她承擔

了照顧家庭的責任。在這個過程中，我很少提問，只是聆聽她的生命故事，並向

她回饋一些聽故事中的一些感受，以及對她的讚賞。這次見面後的某一天，醫院

社工小李對我說：“高老師，你太厲害了（指技術高明），小 B 和你見面後她的

情況大有改觀，主任查房時她說：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一個人理解我就夠了。現在

她願意來參加活動了。＂ 

這個偶然發生的小故事常常讓我思考，如何才能與研究对象建立比較好的信

任關係呢？ 

首先，研究者對被訪者的態度十分重要，研究者要有一種人文關懷的態度、

一顆聆聽的心、真誠的積極回應；同時，也要和服務对象分享自己的感受。與小

B 關係建立過程中筆者也有很多的掙扎。記得剛開始接觸小 B 時，我能明顯感受

到她的回避、不信任和敷衍，我對小 B 也有一些不舒服的感受，覺得她是一個

很難弄的訪談对象。我也和醫院的社工和心理治療師分享我的這些感受，她們在

與小 B 的接觸中也有同感。第一次的訪談也不夠深入，當時我也不能肯定小 B

是否可以成為正式的訪談對象。在後面的幾次訪談中，我把上述感受與小 B 分

享，慢慢理解到這是小 B 被學校的老師和同學傷害後的一種自我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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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者要有對另外一個生命的好奇和欣賞。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獨

一無二的，對生命的好奇和欣賞，才能讓你真正理解被訪者在其生命過程中如何

被型塑的人格和個性特徵顯現，也才能瞭解訪談者賦予訪談內容和場景的意義。

第一次訪談結束後，在整理訪談資料的過程中，我常常問自己，是什麼力量讓一

個山區的少數民族女孩成為一個令人羡慕的名牌大學的學生；又是什麼樣力量讓

她成為一個精神病患？這其中有怎樣的艱辛和挑戰？面對她承受壓力時的表

現，我常常由衷地發出欣賞和感慨。 

第三，研究者在面對他人的質疑中不斷地進行自我反省。在與我的導師討

論訪談資料時，他常常問我，為什麼你這段訪談做得很流暢？這段訪談好像很緊

張？仔細思考後我發現，當我把自己當做一個學者、老師時，我和研究对象之間

的張力很大，距離很遠，自己也很緊張；而當我把研究对象作為一個需要關心和

瞭解的朋友時，雙方的互動是最順利的，就像上面提到的我與小 B 之間發生的

故事。因此，放下研究者、教育者的身份，放下“先見＂，才能遊刃有餘地深入

事實的內部，訪談也才能成為你和你的訪談對象共同的產物。 

（四）、訪談的主要內容 

1、以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個人成長歷程為訪談的切入點。如請說說你的個

人成長歷程。個人成長史是深度訪談的最佳切入點。首先，個人的生活史，基本

上等同于舒茨的“生平情景＂概念。舒茨認為，個體自童年開始，就通過自身的

經驗和父母、同伴、朋友、老師的言傳身教獲得應對各種事件和生存所需要的各

種知識。這些知識由日常語言和方言的命名而類型化。對個體來說，這些關於日

常生活事件的類型化知識不斷積累，把這個世界既作為現存对象來接受，也作為

具有過去和未來的對象來接受。這樣的類型化知識和個體生活過程中獲得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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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沉澱為經驗儲備；這種經驗儲備就是個體此後理解社會現象、採取相應的社

會行動的基礎，舒茨稱之為“生平情景＂（biographical situation）。“生平＂是

指個體經驗儲備形成的歷史性（霍桂恒，1996）。其次，個人成長史體現了個體

在其生命過程中形成的人格和個性特徵，對被訪談对象的個性和人格特徵的瞭解

有助於我們理解被訪談者賦予訪談內容和現場的意義。 

以個人生活史為切入點的深度訪談隱含了這樣的假設：宏觀的社會變遷以及

社會文化會以不同的方式投射到不同的個人身上，從而影響個人的生命歷程。由

此，對於個人生活史的訪談本身就顯現出一種社會意義，我們可以由此去透視社

會文化對個體的影響，通過被訪者的講述去進一步發現這樣的社會文化和變遷最

後在個人身上留下了什麼。由個人生活史去瞭解被訪者的另一層意義在於，每個

人的生命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對個人生活史的訪問，在某種程度上意味

着被訪者在其生命過程中被形塑的人格和個性特徵的顯現；而被訪者賦予其訪談

內容的意義與他的人格和個性特徵是密切相關的（楊善華  孫飛宇， 2005）。因

此，瞭解被訪者的人格與個性特徵無疑有助於我們理解被訪者賦予訪談內容和場

景的意義。 

2、在訪談的過程中注重挖掘被訪談者的生活事件（重大事件），以及被訪者

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和感受。 

在有關生活史的訪談中，異常事件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所謂異常事件,

就是被訪者在日常生活中經歷的與常態不符的事件。被訪者一般都會對此類事件

記憶深刻，並以故事的形式講述出來。一般來說，普通人的經驗只有在與“故事＂

交融在一起的時候才會獲得意義。通過被訪者生活史中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日

常生活中的反思、決斷和行動，以及被訪者想要賦予故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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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年講述個人生命歷程的過程中，筆者注意深入瞭解屬於被訪談者自己

和家人的重大事件，如：青少年與父母的衝突事件、父母之間的衝突事件、家人

之間的衝突事件、學校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親人去世、青少年個人角色的轉變（如

轉學、進入重點高中、上大學等）。透過這些重大事件，有助於筆者去瞭解青少

年抑鬱症患者如何在一種具體的社會情景中去應對和處理他們面臨的問題。在這

樣的一些事件中，青少年一方面會有自己的理性認知，行動中透露出明顯的主觀

意圖，另外一方面這些事件背後又有着社會和家庭的影響，研究者需要理解和解

釋的意義因此也會凸顯出來。 

3、訪談提綱與提問的方法 

在提問之前，筆者有先擬訂了一個初步的半結構式的訪談提綱（見附件 2），

以作為自己收集資訊的範圍。訪談提綱的主要內容包括：請介紹一下你的成長歷

程；在你的成長過程中發生過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你與父親（母親）的關係如

何？你與同伴和老師的關係如何？生病後你和父母的關係是否有一些變化（請舉

例說明）？住院過程中對你幫助最大的人或服務內容有哪些？ 

在實際的訪談過程中，筆者從訪談对象的個人生活史開始，將訪談引入一種

自然的狀態，以傾聽為主，隨着受訪对象的敍述以追問的方式展開較為深度的訪

談。一般是先請訪談对象說說自己的成長歷程，當受訪者談到自己小的時候是爺

爺奶奶帶大的，筆者就會去追問，爺爺奶奶和受訪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回到父母

身邊後和父母的關係如何？這二者之間有沒有什麼關聯？為什麼小的時候被送

到爺爺奶奶家？這樣，受訪者的父母婚姻關係、家庭關係、婆媳關係、父母職業

和文化水準等特徵就會逐步地展現出來。這樣得到的訪談資料非常豐富，對和本

研究關係密切的信息通過追問等方式也能夠看到，同時，在訪談中也體現了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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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的主體性的尊重。 

    要特別說明的是，本研究的資料除了來自於對抑鬱青少年本人的訪談外，一

部分資料還來自於其個人自傳和家長對患者的介紹材料7，以及一些抑鬱青少年

出院後和我繼續保持聯繫時採用的手機短信和電子郵件資料。訪談的次數多少主

要根據收集研究資料的充分程度來確定，最少的 2 次，最多的 5 次，每次訪談時

間大約在 1.0-2.5 個小時之間。深度訪談與否取決於資料的深度和效度、研究者

和訪談对象的關係、互動、理解等，訪談次數的多少和訪談对象的個數只是為深

度互動提供了條件或者說減低了效度威脅。 

除了访问抑郁青少年之外，筆者还对 11 位受訪者中的 5 個家長（4 位母親，

1 位父親）进行了访谈，面談資料也是本研究中的資料來源之一。需要說明的是

家長提供的資訊主要用於與青少年呈現的資訊的相互印證，以便辨別被研究对象

對於事實的敍述是否真實或者用於理解“假的意義＂。從訪談結果看，家長提供

的資訊和青少年提供的資訊基本一致。 

由於 Y 醫院在治療過程中要求每位患者由一位家屬在其住院期間提供 24

小時陪護，以保證患者的安全，通常情況下，抑鬱青少年的陪護主要是其母親，

因此，筆者在醫院能接觸到的患者家長主要是青少年的母親，除了訪談對象 L

因父母離異，陪護是其父親。 

三、研究倫理 

（一）、保密和減少傷害 

為了秉持社會工作中最基本的保密原則，本研究對受訪者和研究田野進行了

                                                              
7  Y 醫院精神科分院的治療模式是生物‐心理‐社會治療模式，要求每個來住院的病人要寫個人成長記錄，家

長也要寫對病人的看法，以便對患者開展心理治療時使用。筆者在征得醫生和病人的同意下，查閱了這些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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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處理。在受訪地點的選擇上，主要在受訪者熟悉的醫院的心理治療室進行訪

談。對於出院或門診的抑鬱青少年，筆者一般選取就職的大學的校園為主要訪談

地點。如果是在大學做訪談，訪談時間一般在週末人比較少的時候。對訪談資料

的整理由筆者獨立完成，並對每個受訪者進行編號，對其居住地等身份背景資訊

進行化名或比較粗的分類，使其不容易被辨認。 

   當訪談過程中碰到一些與性有關問題或者涉及到受訪者比較深的個人隱私

時，筆者會根據受訪者當時的感受和身體反應來做出相應的調整，如筆者發現受

訪对象有一些為難情緒時便主動提出：“如果你覺得不方便或不願意說可以不

講，如果你願意講，我承諾這部分不錄音，也不作為研究資料＂。類似的做法還

有很多，恕不再逐一列舉。 

總之，本研究希望最大限度地減少對受訪对象可能帶來的傷害。在訪談之

前，筆者告知訪談对象，如果他（她）在訪談的過程中有不良的感受，他有充分

的自由隨時終止研究關係，如果他決定離開，可以通過面談、電郵、手機短信告

知筆者，也可或通過医院社工、家長、醫生轉告筆者。 

（二）、尽量讓被研究对象從中獲益 

社會工作的研究不僅是為了研究，研究的目的是為了服務。筆者認為深度訪

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傾聽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筆者儘量給予受訪者以同理和

讚賞，使患者得到一些人文關懷。同時，在知情同意書中，筆者也承諾研究結束

後，每位受訪者如有需要，將得到若干次的免費的心理輔導服務。為了避免筆者

與研究对象的關係過早地轉變為治療者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免費心理輔導一般在

筆者論文初稿完成後提供。對短期內有需要的研究对象，筆者委託其他人完成心

理輔導。但是，本研究發現，即使沒有回報，大部分研究对象仍然願意參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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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束後要求進行心理輔導的個案也不多。這一方面是因為大部分研究对象認

為，研究過程本身對他們來說就已經是一種回報了。他們很希望與人交流，被人

理解，但現實生活中他們很難找到能理解他們的人。很多被訪对象參與訪談後的

感受都比较好，因为已經很久沒有人願意耐心地聆聽他們的故事，他們在與笔者

的交談中，長期淤積在心裏的壓力得到了一定程度的釋放，並從交談中找到了一

些新的生活希望，這或許就是對研究參與者的一種回報了吧。另外一方面是因

為，研究对象之所以願意參與本研究，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其他青少年不要活得像

他們那樣辛苦。 

 

（三）、簽署“知情同意書＂ 

對接受訪談的每個受訪者，筆者都與其或家長簽定了“知情同意書＂。受訪

者年齡已經超過 18 歲，筆者直接和其簽署研究協定；如果其不滿 18 歲，筆者則

與其父親或母親簽訂知情同意書。知情同意書的主要內容包括研究者有義務對研

究对象的核心信息保密，在公開發表時將對其基本信息做適當的修改使其不容易

被辨認；研究对象提供的面談、文字、手機短信、email 的內容都將作為研究的

內容；研究对象有權在任何時候提前中止參與研究（具體見附件 3）。 

 

四、資料分析過程 

 深度訪談之後，進入對資料的整理、分析、解釋及有所發現的過程。在本

研究中資料分析的過程和資料收集的過程是交叉和同步進行的，做到在整理資料

的基礎上分析和在分析框架內的整理。在深入分析資料的階段，筆者按照 Struass

和 Corbin(1990)對“理論飽和＂（theorietcal saturation）的界定來尋找核心概念並

形成理論，在開放性編碼的階段注重概念的飽和，在縱向編碼的階段強調充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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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編碼模式的各個要素；在選擇性編碼階段側重於主線故事下各概念之間關係的

驗證。 

（一）、分析前的初步整理 

在訪談結束之後，及時整理資料非常重要。不僅要對錄音資料進行逐字逐句

的整理，還要注意記錄下受訪者在受訪過程中的喜怒哀樂，因為質性研究相信，

這些都是可以用來分析的資料。因此，每做完一個訪談，我就及時對錄音資料進

行轉錄，並用備忘錄的形式寫下我在訪談中的觀察、感受和初步分析，並决定下

一次訪談的問題和需要補充收集的資料。 

（二）、開放式登錄（coding） 

尋找訪談資料的意義的過程是通過登錄來完成的。在登錄的過程中，研究

者要以開放的心態，儘量“懸置＂個人的研究“傾見＂和研究界的“定見＂，將

所有的資料按照其本身所呈現的狀態進行登錄。登錄的目的是為了發現概念類

屬，對類屬加以命名，確定類屬的屬性和緯度，然後對研究的現象加以命名和類

屬化（陳向明，2000）。 

在對訪談資料分析的基礎上，一些概念的類屬逐漸浮出水面，如“談不

來＂、“害怕＂、“不親＂、“凶＂、“被打罵＂，筆者把這些概念類屬歸納為

“父母權威＂、“情感＂、“溝通＂三個上位概念，在這三個上位概念的基礎上，

形成了青少年視角下的“親子關係＂概念的三個主要緯度。再用這三個維度來分

析青少年在不同年齡階段與父母互動時，分別呈現出哪些特徵（概念的類屬），

這樣，一幅生動的、動態變化的不同年齡階段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特徵圖就呈

現出來了。 

（三）、尋找本土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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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本土概念(in vivo codes)就是被研究者經常使用的，用來表達他們自己看

世界方式的概念,他們常常是被研究对象自己的一些獨特的詞語。比如，大部分

受訪者不認為自己是抑鬱症，認為自己只是有一些抑鬱傾向、抑鬱情緒，只是有

一些心理問題，不是精神疾病，因此，筆者就採用“抑鬱青少年＂這個本土概念

來替代“青少年抑鬱症患者＂這個醫學術語。又比如，筆者在分析資料的過程中

發現受訪者常常使用“買學＂這個概念來說明父母通過關係和金錢來讓孩子進

入重點學校讀書，“買學＂比起“擇校＂一詞更真切和有內涵。又比如在談到和

父親的關係時，受訪者常常用“怕＂、“不親＂比起學術界常常用的“嚴厲＂和

“情感溫暖＂等詞要形象和生動，並突出了孩子對父親的情感反應。 

（四）、建立編碼和歸檔系統 

第一輪登錄完成以後，就可以把所有的編碼集聚起來，形成一個編碼本，以

反映資料濃縮以後的意義分佈和相互關係。第一次建立起來的編碼不一定是唯一

的、正確的、最好的，必須在對資料不斷分析的基礎上加以調整和檢驗、修正或

拋棄，並增加一些新的編碼。 

在建立編碼和歸檔系統部分，筆者採用了時間取向圖表、事件清單、事件網

狀圖等圖表來幫助完成上述工作，具體詳見以下各章節中的圖表。 

（五）、深入分析並得出研究結論 

在對原始資料進行了登陸並建立了編碼本和歸檔系統以後，便可以開始深入

分析和歸類。歸類主要是指按照編碼系統將相同或相近的編碼合在一起，將相異

的號碼區分開來。深入分析主要是指將資料進一步濃縮，找到資料中的主題或概

念，並建立主題或概念之間的聯繫，得出研究的初步結論。如筆者在分析資料後

最終找到親子關係的“非親化＂和青少年抑鬱症“多重失去＂的本質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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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者的本位和反身性思考 

     質性研究與採用實證主義範式的量的研究不同，不認為研究者可以站在一

個客觀超然的立場上去觀察和瞭解研究对象。因為這種方式拉開了研究者與研究

对象的距離，限制了瞭解的深度，一方面削弱了觀察者對被觀察對象的關懷、接

纳、瞭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距離之遠也使得研究对象欠缺意願與機會幫助研

究者瞭解現象。況且，我們是通過我們的價值、使用我們的語言、概念以及我們

在社會上的位置去看世界，並沒有一個觀察者可以站在一個客觀超然的位置上去

進行價值中立的觀察研究。重要的是研究者能不斷反身自己的立場、社會位置和

價值觀對認知世界的限制，以提升研究的可信度。正如一些研究者所說，“研究

者應該反省自身的主體性，並檢討它對研究的影響＂（畢恒達，1996:45）；“研

究者必須堅持自我反身性，要有反思科學的精神，祈盼通過對話不斷地自我理解

與建構，認清在知識建構中自我的位置和局限，以及各種不同的社會--權力關係

對知識建構的影響＂（古學斌，2004:467）。可見，自我反身性不僅應該反思研

究者的身份、角色如何影響了研究關係、研究過程和知識的建構，而且批判反思

也應該成為建構主義質性研究的品質標準（陳向明，2000）。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有三重的身份：1、青少年的母親。筆者的女兒目前 17

歲，生活中如何去處理與女兒的關係，化解與其的衝突也是筆者最為頭痛的問

題。因此，在研究中，筆者常常會不自覺地去比較抑鬱青少年與父母的關係與自

己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有什麼相同和不同的地方，目的是能更深入地理解抑鬱青少

年親子關係的特別之處，同时也提醒自己不斷調整自己和女兒的互動關係。第二

個身份是心理學取向的社會工作者。我在國內讀碩士時受到的是心理學的訓練，

從 1988 年到 2000 年一直在大學從事心理學的教學工作並在學校開展一些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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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諮詢服務。2000 年，筆者轉入到社會工作專業從事教育工作，因為不知道

什麼是社會工作，就把社會工作當作心理學工作來做，自嘲為“一個心理學取向

的社會工作者＂。因此，最初的研究視野比較窄，只是關注親子關係是如何導致

青少年抑鬱症產生。隨著本研究的深入，筆者個人的研究視角也發生了很大的轉

變，從一個微觀取向的心理學的視角逐漸轉變為社會工作多維度的視角。第三個

身份是社會工作教育者和實踐者。2005 年筆者獲得香港理工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MA in China）課程畢業證書後，笔者才理解了心理學和社會工作有什麼不同。

2006 年進入香港理工大學讀 PhD 學位之後，才真正開始學習如何做社會工作的

研究和服務。在本研究中，筆者嘗試儘量放下原來習慣的定量研究的邏輯，從一

個所謂的客觀觀察者的角度努力轉變到從抑鬱青少年的角度，通過與青少年的互

動交流來共同建構其生活場景，並達到一種視域融合。通過本研究，筆者的視野

開闊了很多，看到了一幅多維度的、鮮活的抑鬱青少年的生活世界畫面，筆者身

上的社會工作者的味道濃了，心理學的味道淡了。這時筆者身邊又想起了我的導

師葉錦成教授常常說的一句話：“博士畢業才是你社會工作研究的開始＂。本研

究的過程也是筆者研究視角轉變的過程，它幫助筆者實現了從一個心理學教育工

作者向社會工作教育者的轉變。 

     反身性（reflexivity），是從哲學概念進入社會學、人類學、心理學的一個

概念，不同學科的學者對其的認識和理解也不相同。反身性是質性心理學中的基

本議題之一，Parker（2005）認為，反身性是指研究者正對研究關係中，關於研

究的體制位置中，個人及歷史層面的關注和回觀。Parker 認為反身性是一個不斷

辯證展開的過程，是與他人（環境）互動的歷程研究，本身也是一個不蛻變的生

成過程，分為以下幾個層次：1.我是誰？指研究者自身的脈絡。研究者有自身的



 

  122

個人歷史、社會歷史、身份認同等。自我是問題的起點，是研究者首先要面對的。

2.我的位置，指研究者自身的脈絡，我的位置在哪里？我要做什麼？機構的特

權、體制的限制是什麼？在這些限制中我如何選擇？3.研究者的立場：指研究者

的意識形態的立場。研究者的立場可能是不自覺的，通過反思而有自我意識，再

經過深思熟慮後採取立場。4.為了誰而去溝通與發表：指研究者對研究对象的承

諾，和研究報告的呈現。研究者對研究对象有其自身承諾：研究者要如何詮釋？

如何呈現？這些都涉及到研究者與研究对象之間的同盟關係，也是其社會實踐中

的一環。研究者在與研究对象的協商過程中，建立各自的主體性。 

       而人類學中對於反身性的理解則不同，認為反身性是一種關於对象知識

的生產反回到關於自我（文化自我）的知識生產的取向，我們原來習慣的思維是

從自我到他者，從主體到客体，這是一種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由熟及生的思緒，

而反思性取向則反轉過來，從他者到自我，從对象到主體，是一種轉而由比及彼，

由遠及近、由生及熟的複雜程式。概括而言，人類學的反思性是使作為我們出發

點的自我反而成為認識興趣所指向的对象，按照拉保爾.利科的說法就是“通過

對他者的理解，繞道來理解自我＂。在人們熟知的意義上，反思性是指研究者對

他所處的整個環境及其他與環境的相互影響的必然性的明確認識（引自高丙中，

2005）。如果從定量研究來說，研究者既然已經意識到了對於研究的人為影響，

就要克服它對研究結果的影響，以達到科學的認識。而反思人類學的知識創新的

思路則人為，既然研究者的背景和研究活動發生的環境必然要以各種形式出現在

研究中，那反過來把原來作為干擾因素的要排除的而實際上只是懸置起來的“影

響＂寫出來，是否也是一種知識呢？（高丙中，2005）。按照拉圖爾科學人類學

所建構的科學圖景而言，以“是否真實＂、“真理或謬誤＂這樣的字眼去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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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時宜的，而只能是從它的敍事和構造是否有道理、是否有意義、是否最終能

被人們所認可、是否最終影響並塑造了我們的科學實踐這些方面來展開評價，知

識並非僅僅去表像某種東西，而是去塑造某種東西（曾曉強，2003）。筆者比較

認同人類學對反身性的理解，即研究者可以通過對他者的理解，繞道來理解自我。 

社會工作界的 Roni (2004)指出，反身性是指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持續不斷的自

我對話和自我檢查的過程，也是一個對研究結果的清楚的認知，這個研究結果的

呈現在收集、分析和寫作的過程中都受到了研究对象本人和研究者的個性、價值

觀、學識基礎和已有研究結果的影響。社會工作者的反思性有三級水準：第一級

水準，是從一個臨床實務工作者變為研究者，並開始探索研究者對於這種角色轉

變的認識；第二級水準是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是如何影響對研究資料的分析

和解釋；第三級水準，也是最重要的水準，也就是再次返回實踐中來看，訪問自

己“研究發現對實踐有什麼意義和作用。 

不可否認，作為一個母親的身份固然讓我會比較容易站在父母的立場上去理

解親子關係。比如，在我和一些研究对象的家長接觸的過程中，我很快就發現他

們都很愛孩子，很關心孩子，為了給孩子治病可謂費盡心力。可是，研究对象認

為父母不愛自己，自己感受不到愛，缺乏愛，為什麼父母與子女之間的對同一個

問題的認知和感受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呢？從一個研究者的角度來看，如何突破這

種家長身份的限制呢？首先，要突破自己身份和年齡的限制去理解青少年，就要

用“為什麼會這樣？＂去引領自己尋找新的解釋。通過問青少年“你理想中的親

子關係是怎樣的？＂我發現原來父母和子女對“愛＂的理解不同，父母的對愛理

解是“愛就是對孩子生活上的關心，學習上的關心，讓他吃好、穿好、上好的學

校，為孩子好。＂這種愛是一種居高臨下的給予，比較強調愛的經濟層面和社會



 

  124

層面的特徵；而青少年對愛的理解是“尊重、平等、關懷＂，強調一種平等的互

動，精神上的溝通、理解和交流，突出了愛的心理屬性。其次，作為一個青少年

的母親，從與孩子的衝突中去自我反省，也可以加深對青少年的理解。 

女兒進入高中以後，我和她常常發生衝突，衝突過後的反思也讓我增進了對

女兒的理解，改善了我們之間的關係。比如，我的女兒常常對我說：“你對你的

學生說話那麼溫柔、有耐心，而你對我常常是凶巴巴的，沒有耐心，你愛你的學

生多過愛我。＂我覺得自己很冤枉，在我的意識裏面，我認為自己愛女兒多於愛

學生，心想：“我對你嚴格要求，都是為你好啊＂。衝突後的進一步思考讓我明

白了，女兒認為尊重她，和她說話要看著她，聽她講完想說的話是最重要的。我

也漸漸明白了青少年對親子關係的理解與父母之間的差異。可見，筆者的多種身

份既對理解青少年的主觀經驗有一定的限制，同時，也為深入理解研究对象的經

驗提供了幫助，就像一個硬幣的兩個面向，不可能把它們分開。田野中的經驗告

訴我，只要我們願意多問“為什麼會是這樣＂，“這對研究对象有什麼意義＂，

“我的研究對現實真的有用嗎？＂這樣一些反思性問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間

的距離會越來越近，在一定程度上達到“視域融合＂，從而共同建構出新的知識。 

     作為一個社會工作教育者，教师的身份、地位和專業權威常常使我們與服

務对象之間有較遠的距離，影響我們去深入瞭解服務对象。同時，社會工作專業

的理念、理論、知識在實踐中的應用也常常促使我們以平等、尊重、關懷的原則

對待服務对象，對服務对象以同感的理解和關懷。在香港理工讀社會工作碩士期

間，在督導指導下的 800 個小時的以青少年精神病患者為服務对象的專業實習、

筆者近 10 年的青少年心理輔導的經驗以及 10 年的社會工作實習督導的經驗，使

我能部分超越身份和年齡的限制，比較深入地理解青少年的主觀經驗，比較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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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其生活世界。例如，2010 年夏天，筆者督導學生實習的過程中，一個在精

神病社區康復俱樂部實習的學生對我說：“這些會員太笨了，機構的督導讓我們

教會員學會接聽電話，向來訪者介紹我們康復俱樂部的服務，可是我怎麼教他們

也學不會，我都快失去耐心了，又不能罵他們＂。我對這個學生說：“你是一個

做事情很認真、很有條理的人，在生活中你是不是希望別人都能聽從你的教導，

像你一樣做人做事？實習中你是否也用這種態度來對待這些會員了呢？！＂聽

完我說的話，這個實習學生的眼淚嘩嘩地流了下來。但是，這次對話並沒有拉開

我和她的距離，反而拉近了我和她的關係，她也更願意和我說心裏話了，而不是

僅僅把我當做一個老師。實習結束後她對我說：“以前覺得你很嚴格，有點怕你，

這次實習後覺得你挺親切的，也很能理解我。＂。我之所以能得到青少年和學生

的認可，在於我能從一個較為寬泛的個人、家庭、社會歷史多維度去理解人的行

為，這得益於我從 2002 年開始的社會專業訓練與實踐。不可否認，一個教師和

教育者的身份對訪談也是有影響的，在訪談中我明顯地感到，當受訪对象在講述

父母之間的衝突、自己在衝突中的感受和對父母的評價時用詞是十分小心的，儘

量不去貶低父母，努力在我的面前呈現一個“好學生＂的形象。 

      從研究中筆者也發現，個人的三重身份對理解抑鬱青少年主觀經驗的最大

限制是文化背景的限制，作為一個青春期在改革開放前的傳統中國社會度過的一

個成年人，比較難以理解現代青少年對自由、平等、尊重的追求和嚮往的程度，

也很質疑父母能從多大程度上去滿足青少年的需要並和子女進行良好的互動。毫

無疑問，我的研究的整個過程是受我的多重身份的影響的，我建構出來的社會

“事實＂或者再現的抑鬱青少年的主觀經驗，既受制于社會歷史文化，也受制於

研究对象在特定的訪談環境（如醫院）中的主觀能動性，還與筆者的身份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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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究发现是這樣一些因素交織作用折中的結果，但它不是隨意建構出來的。 

本研究對現實有什麼意義？筆者能從研究中獲得什麼？讀者又能從閱讀中

獲得什麼呢？ 

在分析和書寫的過程中，筆者常常會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筆者為什麼會選

擇這樣一個研究題目，可能並不僅僅是出於做一個博士論文，也有期望深入瞭解

自我的動機。在分析和寫作過程中，筆者常常會不自覺地把自己的成長歷程和這

些青少年做比較。在某些方面，他們的經歷和很筆者相似；在一些方面又有不同。

比如，筆者也有一個很權威、嚴厲的父母，小時候和父母的溝通交流也比較少，

在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的時候自尊和自信也不足夠，在進入令周圍很多人羡慕的

香港理工大學學習的過程中也經歷過從內地西部城市到香港这个國際大都市的

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諸多不適應，甚至是障礙；在博士論文開題和寫作的過

程中也有焦慮和抑鬱。一個正常人與一個精神異常的人也有很多相同之處啊，精

神病只是一種病態嗎？病態中也有常態。筆者之所以幸運地成為一個“正常

人＂，和他們的差別在於筆者的同伴和人際關係比較穩定，與理工的同學和老師

的關係還不錯。筆者成長于毛澤東領導的計劃經濟時代，服從權威、服從家長是

文化主流，個人權利的凸顯意識比較淡漠，不太會去強調個人的權利、地位以及

與父母的平等。筆者常常在想，為什麼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病人越來越多？家庭、

社會和個人在其中又扮演什麼角色呢？社會大眾常常把精神病人處境和遭遇歸

咎於其自身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這是否是在推卸各種大小環境的責任呢？要介入

青少年精神健康的服務中改變宏觀社會環境是重點，還是改變微觀家庭與個人是

重點呢？同樣，筆者相信每一個讀者在閱讀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和

自己密切相關的東西，能通過理解抑鬱青少年的過程，加深對自己的理解和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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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世界的理解，對未來人生發展多一些啟示吧，這也許就是筆者的寫作的價值

所在。例如，當你明白了對抑鬱青少年來說，“抑鬱症是應對壓力的一種方式＂，

不是每個人都一定用主流價值觀中的“知恥而後勇＂來解決自己的問題時，你對

精神病人的歧視和偏見或許能夠減少，對他們的包容和接納就會增加。 

 

六、研究中的可信性問題 

不同的範式的質性研究對“什麼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回答是不同的，因而對如

何增進研究的品質或嚴謹性的策略也是不同的。建構主義認為，研究是著重於理

解與參與研究的各方對現實的共同塑造，是一個參與建構現實的過程。因此，對

建構主義範式的質性研究的檢驗原則是：主體各方達到的共識是否對他們自己有

“解釋力度＂、“資訊豐富性＂與“複雜精緻性＂，而檢驗的方式也是一個開放

的、不斷演化的、通過實踐而逐步修正的過程。各方通過對共識進行進行對比，

直到找到各方認為最豐富、最複雜、精緻的結果（陳向明，2000）。 

            儘管大多數質性研究者認為，科學方法的嚴謹性策略（如隨機抽煙，推論、

信度與效度）是不容易應用到質性研究中的，科學化的重新複製研究在質性研究

中就成為一個不可能也不受歡迎的目標了，但是，追求質性研究的嚴謹性必須作

為質性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在質性研究中，“可信性＂就成為一個替代“嚴謹

性＂的一個關鍵性議題。而回應性、研究者的偏差和被研究者的偏差是影響研究

確實性與可信性的關鍵（Lincoln &Guba,1985）。回應性是研究者在場域中的出現

而產生的潛在的扭曲效應。研究者的偏差是指即使再最嚴密的設計與具有善良意

向的質性研究中，研究者透過自己的預設與主張的誘惑，會過濾研究的內容。被

研究者的偏差的威脅主要是指研究物件可能不願意給資料，甚至用說謊來保護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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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隱私，或者避開一些不愉快的事實，更極端的是研究物件甚至會想著如何對

研究者有幫助而給予一些我們想聽到的答案，或者我們讓被研究者帶領而離題

了。 

      質性研究認為，客觀的、固定不變的實體是不存在的，研究是一個主體間

不斷互動的過程。因此，效度不是一個商品，可以用方法買到，效度就好像是品

質，只能在一定的目的和環境中加以檢測（Brinberg & Joseph, 1985）。為了提高

本研究的可信性，本研究主要採用了長期投入、偵查法、三角檢驗、收集相反案

例、回饋法等方法來增進本研究的可信性。 

 

（一） 、長期投入 

長期投入是指延長在研究場域的時間策略，這個技巧源於早期人類學家在外

地田野中的工作經驗。長期的投入可以改善回應性和被研究者的偏差，可以使被

研究者拒絕提供資訊和說謊的概率下降。在本研究中，由於研究田野點是我們的

實習基地，研究者從 2002 至今每年都帶學生實習，與患者的接觸時間比較長，

與醫生、心理治療師、社工的關係較好，有利於減少回應性和從多方瞭解被研究

者的資料。同時，由於大部分抑鬱青少年與筆者所督導的社工實習學生有很好的

信任關係，使得被研究者對筆者也產生了一定的間接認同。在訪談過程中，筆者

還有意識地讓社工實習學生參與旁聽訪談，以減少回應性。 

由於長期投入，筆者在論文的撰寫和修改階段又碰到了 2 個曾經訪談過、因

病情復發再次入院的抑鬱青少年，有機會對其進行更深入的瞭解，獲得了更為豐

富和細緻的資料。此外，由於筆者承諾訪談結束後對被訪對象提供義務的心理輔

導服務，有 3 個被訪對象（2 個是抑鬱青少年，1 個是抑鬱青少年的母親）至今

還是筆者的服務物件。長期的服務讓筆者能瞭解到研究對象的深入的資料並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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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訪談資訊的真實性。從結果來看，沒有出現明顯的回應性，還證實了研究發

現的有效性。例如，在訪談論文撰寫初稿完成後，筆者對 L 進行了 4 次心理輔導，

使其病情得到明顯改善。後來，由於 L 考上了外地的一所大學，服務中斷，筆者

一直擔心 L 在新環境中病情會復發（研究者偏差的表現）。2011 年底，L 的母親

來找我做心理輔導，告訴我 L 上大學後適應學校生活的情況良好，交了一個女朋

友。筆者問 L 的母親，其兒子在不服藥的情況下為什麼康復得那麼好？L 的母親

告訴我，最主要的原因是 L 上大學的第一年就談了一個女朋友，這個女孩很優

秀，人際交往的能力很強，對 L 也很好，同時，L 上大學之後，因為這個女孩的

出現，L 的同伴關係、父子關係、母子關係也得到了改善。L 康復的案例也說明

了本研究對青少年抑鬱症本質特徵是多重失去的理解及其康復服務中多重給予

的策略的合理性，以及抑鬱青少年同伴關係、親子關係的之間存在交互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長期投入而延長研究時間的缺點是容易產生“研究者的偏

差＂，如“因親密產生疏忽＂從而導致偏差地看待被研究者，這就需要我們不斷

自我反省或通過收集相反案例、回饋法等方法來克服。 

（二）、偵察法 

該方法類似于偵探人員在偵破案件時採取的方法。研究者按照研究問題的性

質、目的和所依據的理論不斷地對研究的各個層面和環節進行搜尋，找出有可能

影響效度的“威脅＂，對其進行檢驗，然後想辦法將其排除。筆者在對被研究对

象進行訪談的過程中，為了瞭解抑鬱青少年談到的一些重要資訊是否屬實，我會

在訪談後和一些受訪者的母親或父親進行交流時核對。比如，對於受訪者 G 說

自己很怕父親以及自己患病過程的情況等重要內容，我在訪談 G 的母親時對這

些資訊進行了核查，情況基本屬實。此外，對受訪者和其父母的關係的談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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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會找一些機會和受訪者的主管醫生、精神科心理治療師進行核查。核實的結

果，受訪者所談的資訊和主管醫生、心理治療師的看法大致相同。當然，由於對

研究對象住院資訊保密的需要，筆者對於受訪者所談到的與同伴、老師相處的資

訊，沒有進行核查。  

（三）、三角檢驗法 

三角檢驗法是將同一結論用不同的方法、在不同的情景和時間裏，對樣本中

不同的人進行檢驗，目的是通過盡可能多的管道對目前已經建立的結論進行檢

驗，以求得獲得結論的最大可信度。在本研究中，筆者主要通過訪談、觀察，以

及參看受訪者個人自傳等方法來對訪談資料進行相關檢驗。在訪談每一個受訪对

象的過程中，筆者觀察到受訪者所談的資訊和其談話時情緒反應基本是一致。同

時，對一些核心資訊我也會在第 2 次或第 3 次訪談時反復提問，以核查其前後的

一致性。從結果來看，受訪者對這些資訊呈現的前後的一致性比較高。比如筆者

在對受訪者 D 的訪談資料進行轉錄的同時，我在征得 D 的主管醫生和 D 本人同

意的情況下，查閱了 D 的個人成長自傳和其父母分別寫的 D 成長情況說明，結

果發現這些關鍵資訊基本是一致的。 

（四）、注意收集相反的案例 

尋找矛盾證據與負面案例，是判斷結論有無錯誤的主要方法，某些無法特別

解釋的，可能就是重要的缺失。此一策略就是研究者必須嚴格檢查是否有矛盾的

資料，用以評價這些資料對修改和保留結論是否有所幫助。 

例如，筆者在對 F 進行訪談之前，觀察到 F 與其母親的關係似乎很好，母

親非常關心 F，隨時守候在女兒身邊，可謂寸步不離，F 也很順從母親，大事小

事都要請示母親，這似乎與其他訪談对象與父母關係不好形成了鮮明的對比。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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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訪談的深入，特別是後期我和 F 建立了比較好的信任關係後，F 才告訴我，她

與母親的關係在生病之前其實並不好，生病後她覺得母親對她的“關心＂和

“好＂都是裝出來的，如果這是一種愛的話，這種愛讓她喘不過氣來，好像要窒

息了。 

這個相反案例的分析讓我突破了把親子關係定型化的視角，看到抑鬱青少年

親子關係在生病前後有一個轉變的過程，親子關係的轉變也就成為研究中的另外

一個核心的概念。儘管我也試圖去尋找一些親子關係比較好的案例，以便收集更

多的資料來看看“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一定都不好嗎？＂但結果發現我的努

力都是失敗的，患病之前青少年與父母關係不好是一個共同的現象。 

（五）、回饋法 

回饋法是指：研究者得出初步結論後廣泛地與自己的同行、同事、朋友和家

人交換意見，聽取他們的意見。在本研究中，我從資料整理和分析中得出研究結

論之後就開始不斷與其他人討論，聽取他們的意見。這些意見回饋者一部分是對

研究对象比較熟悉的醫生；另外一部分是我的朋友和在香港理工讀書的室友。 

當我把研究的初步結論與 Y 醫院的醫生交流時，他們初步認可我的研究結

論。在與朋友和室友等不熟悉研究对象情況的人交流的過程中，我的研究結論也

得到了认同。比如，2010 年 1 月份時，我到深圳和我的一個老朋友談了我的研

究發現，這位朋友立刻給出了一個與我的研究發現有驚人相似之處的案例。他告

訴我，前不久他的同事的兒子自殺未遂。自殺事件的當事人是一個在深圳某重點

中學讀書的高中生，其父母在孩子上幼稚園的時候就離開江西老家來深圳打拼，

兒子便留在老家由爺爺奶奶撫養長大。這個孩子在老家和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好，

成績也還可以，還有跑步的特長。在他讀初中時，父母的事業有了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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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孩子今後有一個好的前程，父母便把他從江西老家接到自己身邊。可是孩子

到了深圳後和自己的父母不親，與父母的溝通也比較少，學習成績也不好，經常

被老師批評。由於孩子的中考成績不理想，父母花錢托熟人走後門終於把孩子送

進一個重點高中。幾天前，孩子又被老師留校批評，回家很晚。父母知道後對其

進行批評教育，可能因為說了幾句重話刺激了孩子，孩子突然從四樓自己家的窗

戶上跳了下去。幸運的是由於二樓的住戶在窗子外面搭了一個雨棚，孩子被雨棚

兜住了，撿回了一條命。事發之後其父母透露曾經帶孩子去看過精神科大夫，被

診斷為抑鬱症，但父母和孩子都不認同這個診斷結論，孩子回家後也就沒有吃藥。 

我的室友 Z 聽了我的研究發現後問我：“我也是一個在老家由爺爺奶奶撫養

長大的孩子，到初中後才來到廣州和父母住在一起，剛開始的時候和父母的關係

也不好，為什麼我沒有患上抑鬱症？＂。我仔細瞭解了她的成長經歷後發現,儘

管 Z 的親子關係不好，但她有較好的社會支持網絡，如 Z 有 4 個姐姐，她們 5

姐妹的關係很好，從小也生活在一起，良好的手足關係部分替代了親子關係。Z

在讀小學和中學都幸運地遇到了幾個比較關心她的老師。我問她為什麼和同學、

老師的關係不錯？她說自己能夠和同伴、老師有很好的關係，一方面是因為自己

有錢，可以讓小朋友很聽自己的話；另外一方面自己比較聰明，很善於從同學和

老師身上學習。在聽完了我的解釋後，她也基本同意我的觀點，還主動提醒她的

一個姐姐不要讓老人看護孩子，要自己帶孩子。她的這個姐姐因為最近工作比較

忙，再加上要過年了，就把 1 歲多的孩子交給自己的父母照看了一個多月。 

醫生、朋友和室友的意見回饋使我研究發現的可行性有了較高的自信，也看

到了本研究的社會意義和價值，生活在精神病高風險中的兒童青少年群體絕不是

一個小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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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質性研究方法的限制 

    質性研究不適合在宏觀層面上對規模較大的人群或社會機構進行研究，也不

擅長對事件的因果關係進行直接的辨別，研究的結果不具備研究意義上的代表

性，不能推廣到其他地點和人群，也無法對研究結果的可信度進行工具性的、準

確的測量。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結論並不追求代表性和推廣性，但並不排除本研

究與其他同類型的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可借鑒性，深度的案例

研究，有助於與其他案例進行比較，形成相關性，從而形成新的理論範疇。 

 

第三節    研究田野與研究对象 

 

一、研究田野點介紹 

（一）、Y醫院介紹 

Y 醫院是雲南省一所設備先進，科室齊全，集醫療、教學、科研、保健於

一體的綜合性省級教學醫院，始建於1941年，有近70年的歷史。1993年1月，它

成為首批被國家衛生部評定為“三級甲等 ＂醫院。Y醫院的精神科成立於20世

紀50時年代，當時叫神經精神科，也收治少量的精神病患者。1966年內地的文化

大革命開始以後，由於當時精神病被看作是個體的意識形態出了問題，必須通過

政治思想工作來解決，所以就把精神科關閉了，只保留了神經科。直到上世紀70

年代末、80年代初，中國內地恢復高考後，國家衛生部要求在醫學院開設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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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這門課。作為教學醫院的Y醫院就從神經科分出一部分醫生，成立了神經精神

病學教研室。到了1985年，由於教學的需要，精神科正式從神經科分離出來，成

為一個獨立的科室，1986年開設專門的精神科門診，1987年在Y醫院的分部開設

了16張開放式管理的病床8。1993年Y醫院又在其總院開了一個精神科病房，目前

分部和總院兩邊加起來共有150張病床，是國內為數不多的、在綜合醫院中設有

精神科住院部的醫院之一。服務对象除了本地患者外，還有來自廣西、四川、貴

州、重慶等省（市）的患者，一些沿海地區的患者也會慕名前來求醫。 

Y醫院精神科的常規服務主要是臨床門診和住院治療服務，也開展一些臨床

心理治療和心理測量（主要是智力和人格方面的測量）。作為一個設在綜合醫院

的精神病科，Y醫院的服務对象定位於既有精神疾病又伴有軀體疾病的患者。由

於它是綜合醫院，又實行開放式管理，精神疾病患者到Y醫院沒有太大的壓力，

正如Y醫院的精神科主任說的：“實行開放式的管理，不把服務对象關起來，而

是使他們感覺受到平等、人性化的對待，和其他科室的病人是一樣的。因此，很

多患者都很樂意到我們這來接受治療。我們這的住院病人的構成和傳統的精神病

院不同，他們那80%是精神分裂症，我們這除了精神分裂症之外，還有酒精中毒、

各種軀體不適、情感障礙、焦慮等神經症患者，病種比較雜。由於醫院地處城市

的中心，具有社區服務的功能。昆明城區的病人很容易來院隨訪，每週來一次也

沒有太大的困難。另外，作為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很多其他科的病人也很容易產

生精神疾病，我們能夠提供及時的會診。我們每年的會診量在200-300人，使其

他科室病人的精神方面的問題能得到及時的治療，我們的醫院具有對病人提供身

心整合服務的功能。＂此外，Y醫院的精神科還是中國精神衛生網的核心成員單

                                                              
8所謂開放式管理是指對精神科的病人的管理方式與其他科室的病人一樣，不同於大多數精神病專科醫院對

病人進行隔離式、封閉式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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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積極利用網络開展精神疾病的諮詢和宣傳服務。在中國，即使是在大城市人

們對精神疾病的知曉率也比較低，Y醫院的精神科主任說：“目前，在大城市中，

我個人認為前來就診患者只占全部患者的30%，因此，宣教工作很重要。＂Y醫

院精神科還是國家心理治療師專家委員會的成員，與德國合作成功舉辦了三期中

德心理治療師的培訓工作，為推動心理治療在中國衛生醫療領域的開展做出了重

要的貢獻。 

（二）、機構的服務特色：精神科社會工作 

Y醫院精神科的主管和醫生們普遍認為精神疾病的治療和康復，不是只靠醫

生就能完成的工作，需要多學科參與和合作。但是，由於目前衛生醫療體制的限

制，無法在精神科設置心理諮詢和社會工作者的專職崗位，精神科的一些醫生接

受了較為系統的心理治療的訓練後，也開展少量的心理治療服務。由于患者對心

理治療和社會工作服務的需求很大，Y醫院精神科採用在體制外聘用社會工作者

和心理治疗师的方式，於2001年在其分部嘗試開展精神科社會工作服務，把醫

學、心理學和社會工作結合起來，用生物-心理--社會醫學模式，服務精神病患者，

受到了服務对象的充分肯定，病人的來源地也不斷在擴大。一些在大城市大醫院

治療效果不理想的病人也常常慕名前來就醫。Y 醫院精神科的主任說：“很多

精神疾病患者在人際溝通和交往上的困難，比如精神分裂的患者不願意與人交

往，社交恐怖症的人害怕與人交往。把他們集合在一起，讓他們進行相互的溝通，

培養其團隊精神。這樣做下來的結果，病人特別滿意，今後等病房擴大後我們還

要繼續把它作好，如按病種進行分類指導等。” 

精神科社會工作最早的服務形式是大組治療。其創辦人梁主任說：“早期開

展大組，是考慮到住院病人早上要打針，但下午的時間就是完全空閒的，這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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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康復沒有積極的作用，於是萌生了開展大組活動的想法，並于 2001 年付諸

實踐。＂剛開始大組治療的主要內容是一些關於精神健康的知識講座和工娛活

動，大組治療的服務提供者是科里的一些醫生和護士，當時的活動也開展得有聲

有色，獲得了病人的一致認可。後來，一些境外的專家來精神科參觀，他們看過

之後談到大組治療和社會工作中的小組工作方法有類似之處。＂後來，梁主任也

開始學習社會工作的知識，並參加了香港理工大學和北京大學合作的社會工作碩

士課程並獲得 MSW 的學位。2005 年之後，Y 醫院分部精神科病房開始聘用社

會工作專業的本科畢業生來提供大組治療和其他社會工作服務，Y 醫院也成為了

雲南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實習基地。每年都要接待國內外一些高校社會工作專業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來實習或交流。與高校的合作也擴大了 Y 醫院精神科社會工

作的範圍，提升了服務的專業化水準和品質。 

目前精神科社會工作者的主要服務內容是： 

1、以改善患者認知能力和社交技能為主要目的小組工作（或大組治療）。目

前的小組工作已經比較成熟，社工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歸納出了愛、生命、

家庭等幾個比較成熟的主體活動，圍繞這些主題開展各種形式的小組工作，讓患

者在活動中體會到生命的可貴，愛的力量。小組活動的具體內容是：愛的語言，

善待自己，情緒管理，我和我的家，相信別人，我可以……，美麗人生，幸福之

歌，希望之舟和藝術人生等。每個星期做一個主題，每個主題下面又分為五個小

主題，一天做一個小主題。全部的範本輪流做完一次又從第一個範本開始做。小

組工作通過遊戲、聊天、畫圖、唱歌、角色扮演等方法，改變患者的一些錯誤的

認知，提高人際溝通和調節情緒的能力，增強其戰勝疾病和積極面對未來的生活

信心，最終對患者恢復社會功能，成功重返社會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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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大多是先前帶領大組的醫生、護士、老師和社工經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制

定出來並經過多年的實踐後得以完善和成型的，有較好的服務效果。正如受訪者

L 說：“住院中我比較喜歡大組治療，那裏的氣氛比較好，大家很平等＂。受訪

者 A 也說：“我喜歡大組治療是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自己的社會

地位，到了大組，原則是平等，也不會向外洩漏（隱私），所以到了大組，人們

暢所欲言，部分人還是會有所保留，但是把自己的煩惱說出來，其他病友和陪護

都會開導你嘛，就讓人感到返璞歸真。就像我同病房的一個阿姨，雖然說 40 多

歲的人，和我們這些年紀比較小的人在一起，也會感到活力四射。＂ 

2、配合醫生開展門診和住院查房服務 

每週一上午，社工要配合精神科主任醫生看專家門診，主要工作是維持看病

秩序；做好門診登記；安撫那些候診時有負面情緒的患者與家屬；向病人和家屬

講解如何撰寫個人自傳；解答有關服藥相關知識的諮詢等。社工參與專家門診，

可以使病人得到較為人性化的服務，也能使精神科專家能專心看病，增加門診服

務对象的數量。 

每週二上午，社工要配合主任查房。查房之前由醫生、心理治療師和社工組

成的治療小組要先開會，通報住院患者的近況。之後，社工跟主任進行查房。查

房後，治療小組成員針對查房中遇到的重點和特殊案例，開展討論並提出解決和

改善問題的方案。社工則根據主任醫生的要求配合其他醫生、心理治療師完成相

應的工作。 

3 其他工作：幫助心理治療師與患者聯繫預約治療時間；接聽一些諮詢電話；每

天向主任反映一些患者的特殊情況並配合醫生、護士和心理治療師解決一些突發

的危機事件，在有必要時也會為服務对象做一些簡單的個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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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A說：“住院過程中比較有效的服務嘛，比如大組治療是每個病人都

提到的，那我就不說了。比如說醫生、社工和病人交談。比如我和韓社工（實習

研究生）交談，我就得到很多啟示，我很感謝她，沒有和她的交談，我沒有今天

那麼開朗。和她交談後我意識到其實像我們這樣的人還是挺不錯的，該開心的時

候還是要開心，該難過時也會難過。因為我以前性格過於悲觀，但是我現在就不

會那麼悲觀。社工不求回報，只求奉獻，去幫助一些弱者，好像天使。＂ 

 

二、研究者與研究田野的關係 

2002 年，筆者以香港理工大學社會工作碩士研究生的身份進入 Y 醫院精神

科，完成了持續 3 個月共計 260 多個小時的社會工作專業實習（一）。對青少年

精神疾病的產生和治療有了進一步的瞭解，不斷思考社會工作如何介入青少年的

精神健康服務。第一期實習結束後，我以志願者的身份在 Y 醫院精神科做了一

年的義工，定期到醫院為患者提供心理輔導服務。2004 年夏天，我和碩士班的

其他 3 個同學在香港理工大學實習督導老師的指導下，在 Y 醫院精神科開展了

碩士課程的第二期專業實習，實習時間持續 2 個半月，共計 400 小時。第二期實

習中，我們嘗試把個案、小組、社區整合的工作模式用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服務中，

通過家訪與個別心理輔導，開展青少年患者小組和陪護（主要是患者家長）小組

等形式，開展精神疾病患者的康復服務。同時幫助服務对象在小組結束後建立一

個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络。我們的工作得到了患者及其家人的肯定和支持，也得到

了醫院的充分支持和肯定，精神科的醫生們對社會工作表現出了極大的興趣並給

予了充分的肯定。 

2005 年，Y 醫院的精神科成為雲南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實習基地，我作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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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督導老師帶領第一批實習學生到精神科實習，指導學生用小組工作的方法開展

青少年患者家長小組，指導家長改善與孩子的關係並取得了較好的效果。畢業實

習結束後，2 位實習學生以義工的身份繼續在精神科服務。2006 年，這 2 位同學

被聘用為精神科社工。從 2005 年以後，每年我都帶領 2-3 位實習學生到 Y 醫院

實習，他們除了配合精神科社工開展日常工作外，還要針對不同人群的需要開展

專業服務。實習學生先後開展了人際溝通小組、親子溝通小組、陪護小組、音樂

治療小組、壓力管理小組等服務，促進了患者的康復。透過實習、義工服務和實

習督導工作，我和精神科的醫生、心理治療師和社工都建立了很好的合作關係，

筆者的研究訪談也得到了他們的積極配合。 

 

三、研究对象簡介 

本研究共訪談了 11 個被 Y 醫院精神科醫生診斷為抑鬱症的青少年患者，其

年齡範圍在 15-21 歲之間，男性 5 人，女性 6 人；中學生 7 人，大學生 4 人。受

訪者的具體情況參見表 3.1 和附件 1。 

1、年齡特徵：最大的 21 歲，最小的 15 歲；平均年齡 16.6 歲。 

2、性別情況：男性 5 人，女性 6 人。 

3、身份特徵：中學生 7 人，大學生 4 人。 

4、獨生子女情況：獨生子女 7 人，非獨生子女 4 人。 

5、家庭所在地：城市 5 人，農村 4 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 2 人；雲南省內

9 人，貴州 1 人，重慶 1 人。 

6、民族：少數民族 2 人，漢族 9 人 

7、父母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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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職業：企業管理人員 4 人，公務員 3 人，個體戶 2 人，教師 2 人。 

母親職業：農村家庭婦 5 人，教師 2 人，公司普通職員 2 人，個體戶 1 人，

醫生 1 人。 

8、父母文化程度： 

父親：大專以上 5 人；中學（中專）5 人，小學 1 人；母親：大專以上 4 人；

中學（中專）5 人，小學 1 人，文盲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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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对象基本情況表 

 

編號 性別 民族 患

病 
年

齡 

身 
份 

父 親 的 職

業、文化程

度和職務 

母 親 的 職

業、文化程

度和職務 
 

疾 病

類 型 
 

家 庭

所 在

地 
 

備 
注 

A （ 小

玉） 
女 漢 15 重 點

中學 
初三學

生 

商 人 、 大

專、總經理

普 通 職

員 、大專、

抑 鬱

症 
城市 隔代

撫養

B （ 佳

佳） 
女 苗 21 重點大

學 
大二學

生 

教 師 、 中

專、業務骨

幹 

農村婦女、

小學 
抑 鬱

症、適

應 障

礙 

農村  
隔代

撫養

C （ 小

施） 
女 漢 20 重點大

學 
大一學

生 

公務員、中

學、科長 
農村婦女、

小學 
抑 鬱

伴 焦

慮症 

從 農

村 到

城市 

祖父

母參

與撫

養 
D （ 小

芳） 
女 漢 20 重點大

學 
大一學

生 

公務員、大

專、處長 
做小買賣、

中學 
抑 鬱

症 
從 農

村 到

城市 

祖父

母參

與撫

養 
F （ 小

萍） 
女 白族 18 重點中

學高三

學生 

農 民 、 初

中，做小買

賣 

小學文化、

農民、在家

務農 

抑 鬱

症 
農村 父母

照顧

K （ 小

玥） 
女 漢 17 高二學

生 
公司行政人

員，大專 
幼兒教師、

大專 
抑 鬱

症 
城市 隔代

撫養

G （ 小

豹） 
 
 

男 漢 18 重點中

學高三

學生 

農民，運輸

個體戶，初

中文化 

農民、初中

文化，在家

務農 

抑 鬱

症 
農村 祖輩

參與

撫養

H （ 小

強） 
男 漢 18 重點中

學高三

學生 

商 人 、 大

專、經理 
醫生、大專 抑 鬱

症 
城市 父母

照顧

L （ 小

明） 
男 漢 18 高三學

生 
公務員、大

專、處長 
公司職員、

大專 
抑 鬱

症 
城市 隔代

J （ 小

睿） 
男 漢 16 重點中

學初中

學生 

教 師 、 中

專、教學骨

幹 

教師、中專 抑 鬱

症 
城市 隔代

M（小

斌） 
男 漢 20 大二學

生 
小 學  煤 礦

工人 
文盲  農民

在家務農 
抑 鬱

症 
農村 父母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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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個人成長看青少年抑鬱症 

 

第四章和第五章將用從青少年個人成長的微觀維度來闡述其親子關係的形

成變化過程及其與抑鬱症之間的關係，這是本研究的重點。從青少年成長這個維

度看，親子關係的變化與抑鬱症產生相依相伴，如同“一個硬幣的兩面＂，由於

涉及的內容較多，故分為兩章來敍述，第四章從青少年個人成長（親子關係）看

抑鬱症，第五章從抑鬱症看親子關係。 

第一節    抑鬱青少年的成長歷程 

本節採用個人成長大事記的方式，以個體發展的年齡階段為分界點，闡述抑

鬱青少年成長過程中的主要的生活事件及其對事件的感受和理解。 

一、幼兒期：在祖輩的照顧下長大 

幼兒期是個體發展的最初階段，幼兒最主要的生活場所是家庭，最親密的人

際關係是和父母和主要照顧者的關係。本研究發現抑鬱青少年幼兒期最突出的一

個特點是他們大部分是在祖輩的照顧下長大的。有些由祖父母獨立照顧長大；有

些由祖輩參與照顧下長大，在這個過程中抑鬱青少年有自己獨特的感受。本研究

中的 11 個抑鬱青少年中有 9 個孩子在其幼兒時期有隔代撫養或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參與撫養的經曆。他們對這段經歷的感受是比較正面的，充分感受到了祖

父母（外祖父母）的對自己的愛，並從中體會到個人的價值感和存在的意義。同

時也對父母對自己的忽視表示出一些失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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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代撫養或祖父母參與撫養 

11 個受訪對象中有 5 個抑鬱青少年（A、B、K、L、J）在其幼兒階段有一段

時間是由祖父母獨立撫養長大的，被祖父母照顧時間最長的 5 年，最短的 1 年。

有 3 個抑鬱青少年（C、D、G）在幼兒階段是由祖父母（其中一個是外祖父母）

參與撫養長大的。祖父母獨立照顧孩子，意味著此時孩子的父母基本上是缺位

的，他們沒有履行自己照顧孩子的責任，孩子很少能見到自己的父母，有的孩子

半年或一年才能見到自己的父母一次。即使是在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參與照

顧孩子的家庭中，照顧孩子的主要責任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承擔，孩子對爺

爺奶奶的情感依戀比較強，和父母的關係比較疏離。 

受訪者 A：“我小的時候是由奶奶照顧的，上小學才回到父母身邊＂。 

受訪者 B：“我一歲時便被送到爺爺奶奶家，上小學一年級時回到自己家。＂ 

受訪者 K：“我上幼稚園之前被送到蘭坪的爺爺奶奶家住了 3 年，每半年可

以見到父母一次。＂ 

受訪者 L：“我一歲前由母親帶，一歲至大約五歲由爺爺奶奶帶。＂ 

受訪者 J：“上小學之前是在外公那裏長大的，長到 2 歲被接回來了，在外

公家住了 1 年。＂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參與照顧孩子的情況主要發生在幼兒期生活在農村的

抑鬱青少年的家庭中。從時間上來看是 80 年代初期，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

大部分中國農村家庭還保留著傳統的三代同堂的生活習俗。家庭中的內部分工是

老人負責看護孩子，兒子在外工作或打工賺錢養家，兒媳在家幹農活並操持家

務。如果是由外婆外公照顧的孩子，一般三代人不同住，由於女兒和娘家的關係

不錯，且和娘家離得很近，娘家人才會願意幫忙照顧外孫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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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爺爺奶奶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爸爸在外面工作，我媽媽沒有

工作，在家幹農活。爸爸在縣城做警員，我們在農村，在小學 5 年級的時候才轉

到城裏面。＂ 

受訪者 G：“從小奶奶就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爺爺去世得早，爸爸在外面開

車，很少回家。媽媽主要是幹農活，我是由奶奶帶大的。＂ 

受訪者 D：“我小時候白天由外婆照顧，晚上送回自己家，外婆家離我家很

近，十分鐘的路。基本上就是晚上才能見到我媽，有時候晚上都見不到我媽，她

做生意特別忙。＂ 

（二）、 隔代撫養或祖父母（外祖父母）參與照顧孩子的主要原因 

這些孩子被隔代撫養或祖父母（外祖父母）參與撫養的主要原因是：一是

父母忙於為工作和事業打拼，沒有時間和精力照顧孩子，便把照顧孩子的責任暫

時交給自己的父母或請父母幫忙照顧孩子。二是父母婚姻關係比較衝突，疏于對

孩子的照顧，使祖父母有機會參與照顧孫子女。三是在一些家庭中祖父母還是家

庭的權力中心，有能力控制兒女的生活，把孫子看作延續家族的香火和心肝寶

貝，很樂意照顧孫子。 

受訪者 J：“我媽媽要轉公辦教師，要準備參加考試，就把我送到外公家

了。＂ 

受訪者 A：“我從小在爺爺奶奶家長大的，那個時候我爸爸媽媽都忙工作，

把我放在奶奶家。＂ 

受訪者 B：“我上小學之前在我爺爺奶奶家比較多，那個時候父親工作的

地點離家比較遠，我爺爺奶奶也喜歡小孩，因為斷奶嘛就被送到爺爺奶奶家。＂

從 B 的主管醫生那兒，筆者瞭解到 B 的父親是上門女婿，和妻子、岳父母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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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都不太好，常常吵架，B 的母親精神狀態不是很好。 

受訪者 L 的母親說：“那個時候我來昆明讀書，孩子就交給他奶奶帶了。

後來我讀書結束回去了，他奶奶也不讓我管，把孫子當作心肝寶貝，不能受一點

委屈，碰都碰不得。＂ 

受訪者 G 的母親說：“這個娃娃小時候乖得很，聽話得很，喊他坐著、喊

他不准去玩，他都聽話，他奶奶脾氣有點怪，管教得嚴。他奶奶說我喊你（G）

做那樣，你（G）就做那樣，你（G）只要聽我的話，我樣樣都幫你（G）做。

在家裏面我和他奶有意見，最後還是要聽她的，老人嘛，你肯定要讓著她，不可

能跟她吵嘛。＂ 

（三）、被祖父母照顧或有祖（外祖）父母參與照顧的心理感受 

祖父母的照顧或參與照顧一方面讓孩子有了情感依附的客體，與祖父母建立了

安全的依戀關係，感到很幸福；另一方面，他們主觀上也開始感到失去了父母的

愛，主觀失落感也由此開始產生。具體見圖 4-1：抑鬱青少年幼兒期的成長經驗

與感受 

1、被祖父母（外祖父母）照顧的幸福感 

（1）被愛 

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幼兒階段與祖父母比較親，覺得祖輩很喜歡自己，疼自

己，充分體驗到了被愛的感受。 

受訪者 G：“我從小是奶奶帶大的，我和奶奶的關係相當好＂。 

受訪者 B：“我上小學之前大部分在爺爺奶奶家生活，我和他們還有叔叔們

的感情特別好。我剛會走路就被送到爺爺奶奶家了，一年回自己的家 1-2 次，每

次回家的時間都不長，又回到爺爺奶奶家了，直到上小學才回到自己的家。＂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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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時，B 臉上開始有了笑容。 

受訪者 L：“我 1 歲之前是母親帶我，1 歲時媽媽去讀書，我就跟奶奶一起

生活了，直到 6 歲上小學時才回到父母身邊，我和爺爺的關係比較親。＂ 

受訪者 C：“我從小是由奶奶帶大的，爺爺奶奶和我們住在一起，爸爸在外

邊工作，媽媽在家務農。我和奶奶的關係比較好，比較親我的奶奶，在家裏面我

和奶奶的關係最好。＂ 

受訪者 D：“我從小是外婆帶大的，白天在外婆家，晚上才回到自己家。外

婆家離我家不遠，外婆比較疼我。＂ 

受訪者 A：“我小的時候就是在爺爺奶奶家比較多，那是我爸爸媽媽都忙工

作，把我放在爺爺奶奶家，我比較喜歡我奶奶，她對我比較寬容。＂ 

受訪者 K：“我小時候是媽媽帶大的，有一段時間跟爺爺奶奶住了兩年，半

年回一次自己的家，我在爺爺奶奶家很開心。＂ 

受訪者 J：“小的時候在外公家呆了 2 年，上小學的時候才被接回來，在外

公家小夥伴比較多，就是玩，很開心。＂ 

（2）被關懷 

生活中祖父母細心照料兒孫們的生活，兒孫們對這些無微不至的關懷感受頗

深。 

受訪者 K：“我外公參加過抗美援朝，小時候我生病得了肺結核，吃了半年

的中藥，一天都不能落下，不然就前功盡棄了,每次都是外公為我熬藥。爺爺奶

奶也對我很好，小時候我就把蘭坪（爺爺奶奶家所在點）當成家，每次回到蘭坪

我都高興地說我到家了。＂ 

受訪者 G：“小時候我奶奶照顧我比較多，每天按時起來，睡覺的時候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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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喊我，就是很細微那些,生活上的要求比較嚴，其他就沒有哪樣要求了。＂ 

受訪者 B：“我小的時候可能是因為爺爺奶奶都很喜歡小孩，我那個時候在

爺爺奶奶家裏感覺特別幸福，叔叔們比較喜歡我，我有 4 個叔叔，三個姑姑，父

親家有 8 個兄妹，那個時候，他們都很喜歡我，對我很照顧。我爸是老二，一家

人只有那麼一個孫女，大家都很喜歡。＂ 

（3）被保護 

祖父母如同孫輩們的保護神，處處為孫輩們排憂解難，營造一個安全的成長

環境，使抑鬱青少年在幼兒期安全的需要得到了滿足，覺得自己受到了大人的保

護 

受訪者 A：“我在奶奶家比較開心，她能理解和包容我，還有奶奶家親戚多，

一大家人在一起很開心，他們還會替我排憂解難。＂ 

受訪者 G：“小時候我奶奶怕我被欺負，不喜歡、有點討厭我和小夥伴長時

間呆在一起，我和小夥伴玩的時候，奶奶大部分時間都在（旁邊）。＂ 

從以上敍述中可以看出，抑鬱青少年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很稱職的照

顧者，他們對第三代給予了無微不至的關懷、保護和愛，讓孩子們充分體會到幸

福感。抑鬱青少年說起他們幼兒階段的經歷時，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長期籠

罩臉上的愁雲似乎暫時被一陣暖風吹走了，讓人感覺到這是他們生活中最幸福的

時光。 

2、父母關愛缺失導致的失落感 

祖輩對孫輩的關懷、保護和愛，並不能夠滿足兒童健康成長的所有需要，父

母和子女之間的親情是無法被替代的。抑鬱青少年的父母在把孩子交給老人照顧

或讓老人參與照顧孩子的同時，並沒有能夠承擔好自己對孩子的照顧責任，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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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與孩子的情感比較疏離，孩子有一種父母之愛缺失的失落感。在得到祖父母

之愛的同時，這些孩子也模糊地意識到了自己被父母忽視，從而感到孤獨、寂寞

和不安全，主觀失落感也由此開始產生。 

受訪者 A 說的：“由爺爺奶奶照顧嘛好的方面就是我和爺爺奶奶的關係比較

好，但如果小孩子一直在奶奶家長大就會和父母的關係不那麼好，因為我就是這

個樣子嘛。還有老人比較寵愛孩子，有時候孩子的一些壞毛病會被寵出來了。但

是呢老人帶孩子比爸爸媽媽有經驗，知道怎樣讓孩子不得病，健康成長。心理上

應該跟父母比較好溝通一些，奶奶那輩又老了一些。＂說話時 A 流露出一種對

幼兒期父母關愛缺失的失望和無奈。 

受訪者 D：“從我記事起就經常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父母都忙得沒有時間陪

我，晚上只能讓我一個人在家。在我童年的記憶裏，每當夜幕降臨的時候，害怕

和孤獨就同時向我襲來，我無處躲藏，只能把家裏的燈都打開，把電視的聲音開

大，仿佛這樣孤獨就不會將我吞噬。＂受訪者 D 白天由外婆照顧，晚上被送回

自己家，可是爸爸在外工作，媽媽忙於自己的生意，D 基本上見不到自己的母親。 

受訪者 B 在回答她如何看待自己幼兒期被送給爺爺奶奶撫養而自己的弟弟

則是一直生活在父母身邊時顯得有點躲躲閃閃，剛開始說:“恩，不知道。＂後

來又解釋說可能爺爺奶奶比較喜歡小孩，還有父母工作的原因和自己要被母親斷

奶等。筆者從她的目光中看到有一種怕被遺棄，不願意面對的感受。 

 

 

 

 

                 圖 4-1 抑鬱青少年幼兒期的成長經驗與感受 

祖父母 
幼儿期 

照顾或参与照顾 

幸福感

失落感



 

  149

 

幼兒期社會性發展的中心任務是與父母建立安全型的親密關係（依戀關

係）。抑鬱青少年幼兒期成長經歷中父母不同程度的缺位，使得他們很難與父母

建立親密關係，與祖父母建立的親密關係成為父母親密關係的暫時替代。當孩子

與父母沒有親密感的時候，孤獨、寂寞、不安全的感覺會出現，愛的失落感也就

走了出來。從抑鬱青少年的成長經歷看，他們在幼兒階段沒有能夠與父母建立起

安全型的依戀關係，這將對其今後的情緒和社會性的發展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

國外學者研究發現，父母與孩子的依戀關係對兒童的今後的生理、心理和社會性

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同時，兒童依戀的類型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一些偶然的波

動常常是環境影響的結果，這主要是因為不安全型的依戀關係往往導致負性的社

會情緒（如憤怒、敵意、退縮、高度依賴、不順從等）和負性認知以及身體和心

理健康狀況不佳且這些情況很不容易改變（Kenna et al，2008）。 

 

二、兒童期：遭遇各種人際關係衝突 

童年期是人生發展的奠基時期。進入童年期（指小學階段）時被祖父母獨立

照顧的孩子都回到了父母身邊並開始進入小學學習。此時，他們本應該重建與父

母的親密關係，可是，他們的生活軌道並不像其他同齡孩子那樣筆直，在他們本

該無憂無慮的童年生活中充滿了各種各樣的家庭和社會關係的衝突，如父母婚姻

關係的衝突、家族關係的衝突、親子關係的衝突、學校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的衝

突。根據鮑爾比的依戀理論，人類在面臨壓力時會自然地尋求親近。依戀可以被

看作是擁抱媽媽柔軟、溫暖的身體並被回以擁抱；凝視媽媽的眼睛並被憐愛地回

望，這些體會會使人由衷地感到舒適與安全。根據鮑爾比的理論，父母和孩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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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聯繫建立在尋求親近的生理動力上，是自然選擇過程中的進化。依戀受強烈

的情感控制，擁有它而沒有外在威脅是一種幸福，失去的威脅會帶來焦慮，真正

的失去會帶來悲傷。由於幼兒期沒有能夠與父母建立起安全的依戀關係，這些孩

子在面臨各種人際衝突所導致的壓力時，感受到的是失去人際互動中親密關係的

焦慮，體會到的是悲傷、失落和憤怒情緒，使幼兒期已經初見藐端的抑鬱情緒進

一步被深化。 

（一）、遭遇各種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衝突 

從筆者對 11 個受訪对象的分析來看，每個孩子至少遭遇了 2 種以上關係的

人際關係衝突，有的甚至遭遇了 5 種人際衝突。具體見表 4.2： 

表 4.2 抑鬱青少年兒童期的人際關係衝突統計表 

代碼\項目 
父母關係 

衝突 
家族關係 

衝突 
師生關係 

衝突 
同伴關係 

衝突 
親子關係 

衝突 
衝突總量 

A √ √   √ 3 
B √ √   √ 3 
C  √   √ 2 
D   √  √ 2 
F  √  √ √ 3 
G    √ √ 2 
H √    √ 2 
L √ √   √ 3 
M √ √ √ √ √ 5 
J √    √ 2 
K √    √ 2 

“√＂表示有衝突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抑鬱青少年在兒童期遭遇最多的是親子衝突；其次是父

母婚姻的衝突和家族關係衝突；同伴和師生衝突相對比較少。 

（二）、兒童期所遭遇的家庭和社會關係衝突類型 

1、親子衝突 

學者對衝突一詞未必有相同的看法（葉光輝，1999）。Shantz（1987）曾給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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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下一個定義：衝突是一種相互間的對立和攻擊，就像是意圖去傷害的行為一

樣。本研究從青少年的視角看親子衝突，將親子衝突界定為青少年知覺其父母對

某人、事、物（衝突內容）有不同看法，而與父母有心理、言語和肢體上的對立。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所有受訪者在兒童期都與父母發生過衝突。他們談到的

親子衝突中絕大部分是父子（女）衝突，只有 M 是與母親的衝突，M 的母親在

家庭中的地位最高。M 說：“我們家是我母親一手撐起來的＂，其父親除了在

本地打工賺錢外基本不管家，家庭的權力掌控在 M 的母親手中。而其他家庭中

權力掌控者都是父親，父親不僅是家庭中的經濟支柱，也是家庭中最有權力的

人。可見，這種親子衝突的本質是孩子與家庭中權力掌控者之間的衝突。 

受訪者 C：“小的時候爸爸經常罵我，說我不聽話，他讓我去做什麼，我不

願意去做，就頂嘴。還有一次是我爸讓我把放在前院的澆水的糞桶拿到後院去，

我不聽他的話，我不拿，那時候我才 7-8 歲吧，他就直接捏著我的脖子，很痛，

那個時候，我直接嚇得尿褲子。＂ 

受訪者 G：“我從小到大和我爸爸的關係都不好，他經常不在家，脾氣有點

怪，在家裏面就是怕他，關係處理得不好。＂ 

受訪者 M：“上小學的時候我媽經常罵我，有一次我的一個堂弟來我家玩，

我媽就叫那個堂弟幫忙拿東西，她就說：｀你看你堂弟多有本事，你不如他，沒

有本事＇，我聽了很不服氣。＂ 

受訪者 B：“我爸爸脾氣急躁，比較喜歡動手打人、罵人，小的時候會因為

一點小事就打我罵我，實際上是他自己不高興。＂ 

受訪者 D：“在我童年的記憶中，很少見到爸爸，他不會主動跟我說說話，

溝通太少了。我從小就特別怕他。我上小學了還一直尿床，尿到小學畢業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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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我爸媽不知道是病，就因為尿床的事經常打我。我爸爸有時不打我，但他

打我一次就特別厲害，記得有一次，他一耳光就把我鼻子打出血了。＂ 

2、父母婚姻關係衝突 

回到父母身邊後，父母本該成為孩子的情感依戀對象，給孩子安全感和幸福

感。可是，11 個受訪者中有 7 個孩子的家庭生活中充滿了父母婚姻衝突，孩子

回到自己的家庭中不僅沒有得到父母的關愛和照顧，還常常成為了父母關係衝突

中的“犧牲品＂或“替罪羊＂，這使他們感到不安、恐懼和憤怒。 

受訪者 A：“我特別記得小時候有一次他們吵架，兩個人站在床的兩邊，我

在中間睡著。爸爸在左邊，媽媽在右邊。媽媽拿著刀。爸爸拿著椅子，就站在旁

邊，兩個人對峙 。那時我讀 1 年級，當時我特別害怕，特別緊張，生怕他們發

生什麼事情，連哭都不敢，連呼吸聲都不敢重，生怕如果打破了他們的對峙，他

們真的動起手來怎麼辦？＂ 

受訪者 B：“上小學的時候父母常常吵架，那個時候他們關係不好，大家都

不高興，又容易發火，就把氣撒在孩子身上。＂ 

受訪者 K：“小學 3、4 年級之前我還是很外向的，也愛鬧，只是到了高年

級就變得內向了。那個時候父母常常吵架，摔東西。＂ 

3、家族關係的衝突 

家族關係的衝突主要是指擴展家庭中成員之間的衝突。本研究中抑鬱青少年

在兒童期面對的家庭衝突主要是父輩與祖輩之間的衝突，如母子衝突、婆媳衝

突、翁婿衝突等；父母和其手足之間的衝突相對較少。 

受訪者 A：“我上小學 3 年級就住到老師家了，沒有太多機會和家人在一起，

回家常常看到奶奶和爸爸吵、爸爸和叔叔吵，我作為家庭成員，常常為他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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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叔叔感到難過。＂ 

受訪者 F：“我的奶奶不喜歡我們家，父母也常常和他們的兄弟姐妹吵架，

我從小見到我們家的親戚就只是叫一聲，臉上沒有任何笑容。＂ 

受訪者 M：“家裏面有一些，就是兩個叔嘛，經常和我家鬧矛盾。主要是

為錢，然後我有一個叔打過我媽，當時他也打了我。我當時大概六年級。當時打

了我以後我就去找我爸爸，我爸去外面了（不在家），他也打了我姐。＂ 

受訪者 B：“我爸爸和我奶奶、爺爺的關係都不好，常常吵架。＂B 把媽媽

和爸爸的父母都叫做爺爺奶奶，因為其父親是上門女婿，這裏的奶奶爺爺實際上

是媽媽的父母。 

4、師生衝突 

兒童期是孩子從家庭走向社會的第一階段，學校成為兒童社會化的主要場

所，教師則成為除了父母之外的最重要的他人，老師對學生的關懷和愛，是兒童

健康成長的養分。可是，一些老師的不良行為卻給剛走入學校不久的孩子，帶來

了深深的傷害，讓抑鬱青少年至今難以忘懷。 

受訪者 D：“小學呢，就是小學一個老師曾經嘛給我帶來過一些傷害。就是

上三年級我們換了一個數學老師，我數學成績就特別差。那個新來的數學老師就

把我們分為兩個組，一組是（成績）好的同學，一組是差的同學。每天就經常會

罵我們差的同學。我從小自尊心就特別強，就覺得心裏面特別不舒服。然後每次

考試下來，老師就總是會經常特別罵我們這邊的。＂ 

受訪者 M：“上小學的時候發生過一件事，就是農村的教育嘛，那些老師

每天晚上基本上都在混日子，我這個人可能有點完美主義或者是很認真吧，就對

那些老師不滿，我就寫了一封信去告那個老師，結果信還沒有寄出去就被那個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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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發現了，發現以後就被罵了一頓，罵得很慘，這件事斷斷續續持續了一個月吧，

這個事情之後我的性格也改變了很多。＂ 

5、 同伴衝突 

進入小學後，處於童年期的抑鬱青少年也開始遇到一些同伴之間的衝突，但

他們往往不知道如何去化解這些矛盾和衝突，衝突之後，他們選擇了自我封閉和

退縮。 

受訪者 M：“小學時我和一個同學吵架，吵著吵著他就開始用髒話罵我媽，

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哭了，然後我就和那些同學疏遠了。在學校裏面沒有好朋

友，常常是一個人玩。＂ 

受訪者 F：“我從小都不跟村子裏面的同學來往，我不信任他們。＂ 

受訪者 G：“小學的時候比較內向，靦腆，感覺不太會處理與同學的關係，

經常只跟幾個同學玩。＂ 

對抑鬱青少年來說，童年期所遭遇到的各種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衝突的結果

是：一是孩子失去了情感依戀的客體，主觀上失去了父母的關愛、老師的關愛和

同伴的支持；二是親子關係的疏離，孩子沒有辦法和父母建立良好的依戀關係；

三是悲觀、失落、憤怒的負面情緒開始出現，這些負性情緒如果長期存在，將導

致個體對愉快感和愉快資訊的注意喪失，最終引發抑鬱。 

（三）、抑鬱青少年兒童期面對各種人際關係衝突的主觀感受 

1、悲傷、悲觀 

悲傷是一種被某個事件所引發的負性情緒，是一種對喪失感的情緒反應。 

受訪者 M：“小學 5 年級寫告狀信被老師（也是校長）罵了以後，感覺壓力

比較大，頭很痛。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悲觀情緒也是從那時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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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爸爸打我是他自己不高興，拿我撒氣，我很難過，哭過就算了。＂ 

受訪者 D：“小學被老師罵的時候心裏特別難過，然後自己也哭過＂。 

根據“悲傷=病痛＂假說，人類在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傾向就是經受病

時表現出低活動性和回避性；同時人類把這種經驗擴大到日常生活中，我們對各

種失去和失敗也以同樣的方式進行反應。失去了父母的關愛，面對各種人際關係

的衝突自己的無能和失敗，抑鬱青少年用悲傷情緒來做出回避性反應。根據“悲

傷=求助＂假說，悲傷的情緒和行為能引起其他人對你面對壓力時的注意，提高

了他人對你幫助和關注的機會。抑鬱青少年童年期的悲傷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向自

己的父母親人、朋友和老師發出求救的信號，希望得到幫助。但遺憾的是，在兒

童期，抑鬱青少年的周圍的人們卻對這些求救信號無動於衷。 

 

2、失落 

失落了父母、親人對自己的愛，感覺到害怕和孤獨。 

受訪者 F：“我奶奶不喜歡我們家，奶奶只喜歡舅舅家的男孩，親戚也不喜

歡我們，連自己的親戚朋友都不愛自己的話，別的人就更不會愛自己了。＂F 感

到失落了奶奶的愛，也就失去了其他人對自己的愛。 

受訪者 C:“爸爸不喜歡我，常常罵我，我覺得爸爸不愛我，只愛我小妹。＂

C 在和妹妹的競爭中感覺被父親遺去，失落了父愛。 

受訪者 K：“父母吵架時常常摔東西，我感覺很害怕，很不安，希望他們快

點結束。＂ 

受訪者 D：“尿床常常被父母打，感到特別孤獨、寂寞。＂ D 到 12 歲還在

尿床的行為是一種心理退化，希望回到被父母的關懷與照顧的幼兒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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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憤怒 

憤怒是一種強烈地希望傷害某人或是將其趕走的情緒狀態。多數情況下，憤

怒產生于某人有意的或疏忽造成的傷害。面對成長過程中對自己造成不同程度傷

害的父母、老師和同伴，兒童期的抑鬱青少年無法用自己的力量去正面回應，而

是用憤怒的情緒來表達自己的不滿，希望將這些給自己帶來痛苦的人或事趕走。 

受訪者 F：“小學的時候，有一次一個女生故意踩了我一腳，我從此看她很

不順眼，到初中時我找機會打了她一次才解恨。＂ 

受訪者 M：“我媽拿我和堂弟比較，說我不如堂弟有本事，我聽了感覺很不

好受，不服氣，很憤怒，但我不出聲。＂ 

受訪者 A：“看到爸爸媽媽為一些小事而爭吵，我就會覺得好煩躁，因為我

本來就不是一個心理健康的孩子，你們還在我面前吵。雖然我從很小很小就看到

他們吵架，看了 10 多年，我現在仍然有感覺，不是說看多了就麻木了，看到他

們吵架就會難過，有時會憤怒嘛。＂ 

三、青少年時期：社會流動開始並患上抑鬱症 

（一）、 抑鬱青少年的社會流動 

11 個抑鬱青少年中有 9 個孩子有社會流動的經歷，有 7 個在青少年早期（12

歲左右）就開始了個體的社會流動，有 2 個甚至在小學階段就開始了個體的流

動。其他的兩個孩子也分別在初中和高中階段進入當地寄宿制學校，開始獨立生

活。 

這些孩子小小年紀就開始社會流動的原因：一是為了讀書。因為大部分的優

質教育資源都在城市（或城鎮），成績優秀的孩子可以通過考試拿到公費名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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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裏的重點中學讀書，其他的孩子要想到城裏重點學校讀書就只有靠父母的金

錢和權力關係“買學＂9了。二是隨家庭流動。即自己的戶籍隨著母親戶籍改變

而落戶到城鎮（或城市），開始了在城鎮（或城市）生活的經歷。受訪对象社會

流動的具體情況參見表 4.3. 

表 4.3  抑鬱青少年社會流動情況 

編

號 

第一次社會流

動時的年齡、

原因 
流動地點 流動方式

第 二 次 社 會 流

動時的年齡、原

因 
流動地點 

流 動

的 方

式 
備註

A 
10 歲，父母出

錢買學，上寄

宿制貴族學校 

城鎮—中

等城市 
個體流動

13 歲父母出錢

買 學 到 大 城 市

讀初中 

中 等 城 市

---- 省 會 城

市 
個體  

B 
12 歲，父母出

錢買學，讀貴

族學校 

農村—城

鎮 
個體流動

18 歲自己考上

了大學 
從 縣 城 到

直轄市 
個體  

C 

10 歲，到爸爸

工作的城市讀

小學，也是一

種“買學＂  

農村—城

鎮 

小學階段

個 體 流

動，初中

家庭流動

18 歲考上大學

到 大 城 市 讀 大

學 

從 縣 城 到

省會城市 
個體  

D 
12 歲隨母親改

變戶籍到縣城

讀中學 

農村—城

鎮 
家庭流動

16 歲父母出錢

買 學 到 省 會 城

市讀重點中學 

從 縣 城 到

省會城市 
個體  

F 
16 歲父母出錢

買學到縣城讀

高中 

農村—城

鎮 
個體流動     

M 
12 歲考入寄宿

制重點中學 
農村—城

鎮 
個體流動

19 歲考入省會

城市上大學 
從 城 鎮 到

省會城市 
個體  

G 
16 歲考入寄宿

制重點高中 
農村—省

會城市 
個體流動     

H 
12 歲父母出錢

“買學＂上重

點中學 

城鎮—城

市 
個體流動     

J 
16 歲父母出錢

買學讀大專 
城鎮---大
城市 

個體流動     

從上表中可見：1、大部分抑鬱青少年的社會流動是在父母的推動下，通過

“買學＂的方式完成的，他們開始社會流動時的年齡普遍比同齡人小，社會流動

                                                              
9  買學：指父母出錢、託人情讓自己的孩子到教育品質較高的學校上學，買學是受訪者 D 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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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承受著父母較高的外在期望和個人成長內在需要較高的雙重壓力。筆者問

受訪者 A：“你覺得一個孩子比較小就離家到外地讀書，過早接觸社會好不

好？＂A 說：“我覺得是他沒有心理準備，每個人的成長都有一定的規律，一定

的速度，就像我這種，就是因為我過早地看到了一些社會不好的方面，導致對我

心理產生打擊，我就開始討厭社會。小孩從小應該在家庭中長大，家庭的關係比

社會成員之間要純潔得多，然後讀小學的孩子不懂事，也不會為了利益而發生衝

突，之前生活的環境比較純潔。但是像我這樣，突然從一個很純潔的環境中來到

一個很污濁的環境中，就會承受不了。＂2、由於種種原因，在子女流動的過程

中大部分家庭並沒有隨子女一同流向城市，這樣的流動方式使得孩子在面臨壓力

時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同時，青少年個人和家長處在兩種不同的地域和文化環

境中，父母與子女的溝通比較困難，這無疑都加劇了親子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二）、離家讀書期間患上抑鬱症 

由於抑鬱青少年在兒童期無法採用有效的手段解決成長過程中的親子衝突

和其他人際關係衝突，到了青少年期隨著抑鬱青少年的社會流動，各種家庭和社

會矛盾不斷被激化並相互交織在一起，給青少年以巨大的壓力，亲子关系和人际

关系的冲突成为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外在诱因。此外，青春期也是青少年追求獨立

和建立自我認同的階段。外在的環境壓力和內在的成長需求從兩個相反的方向同

時擠壓著他們，當壓力超過其承受的極限時，抑鬱症就走了出來。而社會流動過

程中的各種競爭壓力（如學業壓力）和人際關係衝突常常成為引發抑鬱症的“導

火線＂，具體見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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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抑鬱青少年患病時間與主要誘發因素 

受訪者

編號 

患病時

年齡 

發病時就讀學

校、年級 

發病時是否

獨立生活 
主要引發因素 

A 15 中學初中三年級 是 學業壓力、親子、師生、同伴衝突

B 20 大學二年級 是 師生、同伴衝突 

C 20 大學二年級 是 同伴衝突 

D 20 大學二年級 是 師生、親子衝突 

F 18 中學高三年級 是 學業壓力、同伴衝突 

K 17 中學高二年級 是 學業壓力、親子衝突 

G 18 中學高三年級 是 師生、親子衝突 

H 18 中學高中三年級 是 學業壓力、同伴衝突、親子衝突 

L 18 中學高三年級 是 親子衝突、學業壓力 

J 17 中學高二年級 是 學業壓力、同伴衝突 

M 20 大學二年級 是 學業壓力、同伴衝突 

 

四、抑鬱青少年成長經歷的特點 

從以上敍述中可以看出，抑鬱青少年的成長經歷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幼兒

期隔代撫養的經曆，以及在此過程中父母缺位，尤其是父親缺位，與父母的接觸

少，感受不到父母的關愛，爱的失落感開始產生；二是幼兒期遭遇了很多人際關

係衝突，特別是親子關係衝突；三是在兒童期或青少年早期比同齡兒童較早地開

始以教育為階梯的社會流動，成長中的各種內外壓力和人際關係衝突交織在一

起，使其在離家讀書的過程中患上了抑鬱症。以上這些特點反應出青少年成長經

歷（包括抑鬱症的形成）和中國社會轉型以及轉型過程中家庭和人際關係的變化

有著密切的關係，要理解抑鬱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及其親子關係，必須有一個多

維度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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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抑鬱青少年對抑鬱症的理解 

 

從青少年對抑鬱症的敍述中可以發現，他們很少用“生病＂這個詞來訴說自

己的主觀經歷和感受，而用“改變、傾向、壓力大、應付不來、不適應＂等詞來

理解抑鬱症。他們把抑鬱症建構為個人在面對壓力情景時的一系列生理、心理改

變及其對改變的主观感受。在抑鬱青少年看來，抑鬱症不是病，而是一種壓力應

對方式。 

 

一、抑鬱症是應對壓力的一種方式 

在抑鬱青少年看來，抑鬱症並非一種疾病，是自己不適應外部環境時的一種

身體和心理的改變，而是他們在面臨壓力環境時的一種應對困難的方式。 

（一）、抑鬱症是不適應環境時的一種生理和心理上的改變 

受訪者 A：“抑鬱症，就是（停頓），我的改變就是上初一以後就不愛說話

了，興趣愛好也減少了。做什麼事情對什麼都沒有興趣，脾氣容易衝動，發脾氣。

然後，有些時候，一個人，不知道為什麼就哭起來了，有自殘、自殺的傾向。＂ 

受訪者 C：“我的情況是剛進大一的時候就有了，剛進大學生活不適應，然

後又加上在宿舍有矛盾，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有緊張、焦慮和抑鬱那些反應。一開

始我不知道（是抑鬱症），我是後來才知道的，剛開始就是很恐慌很害怕。人際

交往中的緊張和孤獨感吧，經常覺得不適應，不想呆在學校，想和家人在一起，

經常打電話回家，特別容易哭，情感比較脆弱，做什麼事感到很吃力，經常緊張

到夜晚睡不著，一個人在宿舍也會莫名地很緊張和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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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我覺得抑鬱症就是一個心情、心態導致的身體、心理上的不舒

服、不適應。＂  

受訪者 H: “我被診斷為抑鬱症是高三的時候，父母帶我去醫院，在那裏，

他們認為這種傾向就是抑鬱，之前我知道有點抑鬱，但是我不認為我是得了病。

我感覺我初三時就有這種傾向，那段時間有點抑鬱情緒，但不認為是病，自己可

以調整過來的。在初三之前都很好，以後感覺不怎麼樣，我自殺過 2 次。一次是

初三，一次是高二。＂ 

受訪者 G：“到了高三莫名其妙，認不得是哪樣,不知道是哪方面壓力特別

大，有些事情就緩不過來。就像跟同學的關係啊，和父母的關係啊，就突然感覺

應付不過來,特別累、特別煩,一句話都不想講。＂ 

（二）、改變的主要內容 

抑鬱青少年認為抑鬱症是自己在不適应外部環境時的一種身體、心理上的改

變，改變的主要內容包括： 

1、情緒(mood)改變：指情緒呈現出高低起伏的不穩定狀態，或情緒極度低

落，表現出抑鬱的一面；或情緒極度亢奮，表現出情緒狂躁的一面。這種情緒的

不平衡性在被訪的每個抑鬱青少年的身上都有體現，有些情緒低落的特徵明顯一

些，有些青少年情緒亢奮的特徵明顯一些。這主要是因為其處於抑鬱症的不同階

段，情緒特徵表現有所不同。抑鬱中的情緒越是低沉、內向，抑鬱越是嚴重；低

沉的時間越長，患者的情緒會越低沉和內向，鬱悶的情緒就越濃烈（葉錦成，

2004），如: 

受訪者 A：“有時容易衝動，愛發脾氣；有時不愛說話，做什麼事都沒有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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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H：“有時情緒波動大，愛發火，不能控制自己，有時疲憊不堪。＂ 

受訪者 G：“特別累、特別煩，一句話都不想講。＂ 

2、感受(feeling)改變：指個人主觀的內在感覺，也就是指人最基本的喜、怒、

哀、樂、愛、惡、欲（焦慮）情緒反應狀態發生改變，負面的感受比較多，具體

包括： 

（1）悲傷（sadness）：即對自己的遭遇感到難過和悲哀和對未來的悲觀。 

受訪者 A：“我無論聽歌或是寫作，都喜歡特別悲傷的，看書也喜歡悲劇，

像安妮寶貝（作者名）寫的書。我也是很悲觀，比如預測沒有發生的事情，我就

經常會哭，又喜歡一個人呆著，特別不開心。不開心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那種，

不開心的時間占了我生命中的 2/3。＂ 

受訪者 D：“我來到了大學的校園，剛進校園對學校非常失望，學校環境很

差，隨著我對學校的慢慢瞭解，我開始對這個學校有很多看法。首先是晚上經常

有人從樓上丟啤酒瓶、熱水瓶下來。接下來就是老師上課的問題，大一上學期基

本是看電影過來的，英語老師更是單詞經常寫錯，比我們高中英語老師不知道差

到哪裏去了。有一個老師上課常常說一些消極、悲觀的東西。最誇張的是，他公

然鼓勵我們退學。後來又有老師和我們說，我們選擇了這個短命的專業，只有忍

受著。慢慢地許多同學開始消極起來，經常聽到同學們說｀鬱悶＇。我開始感覺

越來越不喜歡這個學校，開始鬱悶起來。後悔當初自己為什麼不多努力點，把分

數考高點，也不至於來到這個學校。＂ 

受訪者 G：“即使老師不講為哪樣不能談戀愛，也不應該這樣在全班，即使

是不點名地批評我，我心裏還是覺得特別委屈。＂ 

（2）失去：覺得失去親人、朋友、社會身份、地位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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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 常常和母親發生爭吵，使她覺得失去了父（母）愛和自尊。她說：

“我承認我不夠堅強，媽媽罵人又難聽，就會傷到我的自尊心，我的自尊心又強。

反正我回憶自己和她過去的生活，都是一路吵著過來的。在父親面前就顯得我很

卑微，我無非就是脾氣比他好點，其他方面都相差很遠，可能在爸爸心目中，我

也沒有那麼重要吧。＂ 

受訪者 G：“老師告訴我父親我在學校談戀愛的事情，我就想父母能跟老師

講,跟老師講以後,老師能理解我,但是（父親）反倒過來打我電話罵我,我太難過

了。生病那段時間很想我的女朋友，一天到晚都在心裏面喊她的名字。＂ 

（3）憤怒（anger）：由於無法接納失去，而變得非常憤怒，怨天尤人。抑

鬱青少年在與父母、同學和老師的互動中，失去了理想中的好父母、好同學、好

老師和好的自我形象，從而產生憤怒情緒，憤怒有時投向自己，有時投向他人。 

受訪者 A：“你說我們這些青少年，雖然只有 15 歲，但我們的內心已經不再純

潔了，社會不斷發展，對人性的追求已經忽略太多太多了。我們 15 歲的孩子、

青少年，內心世界已經不再像以前那麼純潔，開始為了學習上的利益或者老師心

目中的形象，同學之間相互勾心鬥角，我看多了。那到我們下一代，才幾歲的孩

子心靈就不純潔了。我也是特別失望，我覺得現在說的什麼花季，真的不會出

現。＂ 

受訪者 G：高三以後,我和我們班另外的一個同學就在校外租房子住，12 月

20 號還是 19 號，我們班的另外一個同學跟我借了四百塊錢,是我的房租錢，他講

22 號他就會還的，他叫我 22 號在學校裏面等著,他拿錢還給我。可是，他那天沒

有來還我錢，自己就回家了。害得我到了交房租那天我交不了（租金）。我很氣

憤，覺得被朋友欺騙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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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我發病以來，性格有點改變，愛發火，經常疲憊不堪。在 2006

年底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情緒低落，不想和同學交流。之前曾和父母有些不開心

的事情，就是父母突然控制我的生活費，這使我一下無法接受。因為以前，父母

從沒有限制我的生活費，當時我很生氣、難過。也曾賭氣說永不用父母的錢，後

來通過父母的解釋，我理解了他們是想要我學會生活。我還是用父母的錢，可是

從這件事情後，我用父母的錢就特別節省，還很苛刻自己，苛刻到吃飯從不打肉。

每當看到其他同學吃肉，想吃什麼就吃什麼，我總是又難過又氣。難過的是我好

想吃好多好吃的，可是為了省錢，為了不讓父母說我用的錢多，只好忍住。氣的

是為什麼，為什麼父母現在才教我節約用錢，為什麼小時候不教；現在都形成習

慣了，又突然叫我改，讓我有好多的不適應。＂ 

受訪者 H：“之前就跟他（父親）講過，跟他講我讀書是為了學到東西，在

哪里讀書都一樣，我感覺他能理解我，但那天他把我的考試成績展開給我看，特

別生氣的砸過來，感覺他之前說的話都是假的，他騙我。＂ 

（4）沒有價值感 

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很糟糕，這種沒有價值感往往產生于青少年達不到父母

等重要他人的要求或自我要求時。如： 

受訪者 D：“我讀警校是父母的決定，雖然我喜歡那身制服，但我也很清楚

我自己的實力，我連跑步都跑到最後，身體素質也不好，體弱多病的，我今後追

犯人都追不上。再加上我又是屬於那種抑鬱質的人，我能行嗎？我的未來在哪

里？＂ 

受訪者 A：“在父親面前好像我就是個弱女子，一天就只會像林黛玉那樣花

落了也要難過，成不了大事，只能做些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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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H：“尤其是到高三的時候，我認為自己很弱，有些時候和女生比起

來…，我打電話向別人傾訴，因為有些人跟我講如果你不舒服就打電話向人傾

訴。我給一個女生打電話，她就講為什麼我每次都抱怨，之後我就開始想我與女

生比較，我連一個女生都不如。＂ 

（5）孤獨無助 

受訪者 D：“我很討厭我的現在，我很迷茫，很無助，感覺自己從來沒有那

麼不堪一擊。＂ 

     受訪者 A：“我生活得好辛苦，完全是為我的家人活，很痛苦，想找人來

救我。我常常回憶我的生活，但我找出我的煩惱所在，我都無法解決。＂ 

受訪者 G：“因為談戀愛，老師批評我、罵我，我希望父母幫我和老師說說

話，讓老師理解我，但是父親也不幫我和老師說說，還打電話罵我。＂ 

受訪者 H：“那段時間我特別空虛、寂寞、害怕、恐懼。＂ 

（6）生命一片空白，沒有意義 

受訪者 D：“在突然發病的那個晚上，我睡在床上，感覺心驚肉跳，大腦一

片空白，無比的恐慌。＂ 

受訪者 H：“我從姨媽家搬出來之後，那段時間也是空前的絕望，讓我感覺

到很多很多以前沒有感受到，包括我第一次自殺時之前也沒有感受到，那種很恐

怖，就像吸毒犯，曾經吸毒但是死不了之後，慢慢一天比一天更加精神萎靡。但

是我和他們的區別是他們有一天可能因為吸毒死去，而我這種還要繼續下去，痛

不欲生。＂ 

受訪者 A：“我生活的好辛苦，完全是為我的家人活，很痛苦，想找人來救

我。但是，沒有住院之前我只有 2 條路，一條是為家人痛苦的活著，另一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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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我已經死過（自殺）2 次了。＂ 

（7）罪疚感：覺得對不起自己的親人，也對不起自己 

受訪者 D：“當我再次堅決地想要退學時，母親哭了，急哭了、氣哭了。這

無疑像在我心上劃了一刀一樣難受。我相當難受，再讀下去，我真不知道能撐到

什麼程度，不讀書，我又對不起父母和親人的期盼。慢慢地，我開始失眠，一想

到不能離開這個學校，就有種生不如死的感覺。＂ 

受訪者 A：“我覺得家裏的事情就是我的事，畢竟我是家庭中的一個成員。

比如，他們吵架，爸爸罵叔叔，我就會替叔叔想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是我個人能

力有限，我確實什麼都做不了，有的時候我就會很無奈，無能為力，也很心痛他

們。我擔心家庭中那些吵架者讓人家罵，但我又沒有能力改變什麼。＂ 

3、感覺(sense)改變：主要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發生了一些生理上的變化如

沒有力氣、失眠、胃口不好等，沒有活力。 

受訪者 D：“自發病以來，入睡困難，飲食時多時少。還會出現便秘、時熱、

時冷、情緒波動大，不能自控，反應力和記憶力下降，體重時增時減，臉色不好，

臉上開始長痘痘。＂ 

受訪者 G：“去學校上課，覺得一點力氣都沒有。＂ 

受訪者 H：“之前就感覺有焦慮和失眠，從姨媽家搬出來後，對那個空間（自

己租的房子）有抵觸，睡中午覺的時候，（房子的）一邊吵（嘈雜），一邊熱，中

午覺睡不好，晚上也睡不好。＂ 

4、情感(affect)改變：指對他人或事件等外部環境因素的反應改變，主要表

現為對自己內在的感受很濃烈，對外在的感受很淡漠。有時會把自己內在的感受

投射到他人身上，顯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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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那段時間在學校，我覺得就是那樣的環境影響我，感覺特壓抑，

常常封閉自己，和同學在一起時我都不大想講話。我變得很敏感、很多疑。＂ 

受訪者 A：“那段時間我無論聽歌或是寫作，都喜歡特別悲傷的，看書有時

喜歡悲劇，像安妮寶貝（寫的書）。我想的也是很悲觀，比如預測沒有發生的事

情，我就經常會哭，又喜歡一個人呆著，特別不開心。我看我身邊的那些同學都

不像我這樣，我覺得我和他們有出入，我就開始懷疑我是不是得抑鬱症了。＂ 

受訪者 H：“在那種情況下感覺什麼東西會銘記在心，那種痛苦銘記在心之

後還會越來越多。＂ 

 

二、抑鬱青少年的壓力應對方式 

抑鬱症的英文是“depression＂，由 de（意思是往下）和“pression＂（意思

是壓力）兩部分構成，合起來的意思就是被壓力壓下去。抑鬱青少年成長過程中

承受了怎樣的壓力，他們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一）、什麼是壓力和壓力應對 

 壓力一詞在英語中為“stress＂，原是物理學中的一個概念。上世紀中葉加

拿大物理家漢斯·塞利開始將壓力的概念引進醫學和心理學，在他的研究中“壓

力＂是指令個體緊張的威脅性事件、突如其來的危險刺激情境。從心理學的角度

出發，壓力並不僅僅指這些事件或環境，還包括個體在與這些事件或環境的相互

作用過程中，通過個體的認知與評價而在心理上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如臺灣學

者張春興（1994 ①）認為：“壓力一詞有三種解釋： 指環境中客觀存在的某種具

② ③有威脅刺激。 指某種具有威脅性的刺激引起的一種反應組型。 指刺激與反應

的交互關係。個體對環境中具有威脅性的刺激，經認知其性質後所表現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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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理學上多數學者採用第三種解釋，把壓力看作是刺激與反應之間的交互作

用。 

社會工作比較強調從人類行為和社會環境互動的角度來理解人的壓力和行

為反應。從這個角度來看，人被看成是在環境中與各種系統持續互動的人。這些

系統包括家庭系統、朋友系統、工作系統、社會服務系統、政府系統、職業系統、

宗教系統、各種服務系統和教育系統。系統理論認為，人們是極具活力地參與各

個系統的。“人在情景＂中的理論啟發我們確立一種新的看問題的方式，應該把

人的需要和問題看作是人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根據這樣的思想，我們可

以把青少年的壓力產生看作是與以下的三個相互關聯的領域有關：一是人生發展

的各個轉折時期，在這些轉折時期，容易產生難以應對的壓力；二是適應不良的

人際關係；三是社會轉型中的各種環境障礙，即對青少年的需要和問題無動於衷

(沒有反應)的社會環境。人生發展的轉折時期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它包含著潛

在的挑戰和成長，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帶來痛苦和破壞性的壓力。例如，在人生發

展的各個轉折時期，人們會經歷地位、角色和社會環境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引

起角色衝突和角色失敗，會使人們感到某種強烈的需要，會迫使人們去完成從未

經歷過的適應性任務。在人生轉折時期產生的問題和壓力可能影響人們成功地解

決這一時期的各種問題，而未解決的問題又會在家庭生活或團體生活中引起適應

不良的人際關係，從而進一步阻礙個人或集體對環境資源的使用。適應不良的人

際關係本身能夠給人帶來困難、嫉妒、誤解、歧視、替罪羊、壓制、衝突等，不

良的交流方式使許多人感到壓力，這些壓力可能使人們難以順利度过人生轉折時

期，或者使人們無法有效地使用環境資源。社會環境也可能對人產生破壞性的壓

力——它可能不提供社會支持；隱瞞相關的資訊；阻礙人們接近資源；對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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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願望不做出反應；剝削和壓迫某些人等。這些問題可能導致不良的人際互

動，使個人、家庭和團體難以成功地完成人生過渡，最終使以上三個領域中的壓

力都加大了。 

壓力應對是指個體在處理來自內部或外部超過自身資源負擔的生活事件時

所作出的認知和行為上的努力。而壓力應對方式則是指在應對過程中繼認知評價

之後所表現出來的具體的應對行動，具有一定的跨情景一致性和穩定性（全莉娟

等，2009）。 

（二）、壓力應對方式的形成過程 

在應對壓力的過程中，抑鬱青少年經歷自我應對、求助他人、自我標籤、應

對失敗四個階段。最終結果是被送到醫院接受治療，在治療過程中壓力解決或部

分解決，具體見圖 4.5。 

1、第一階段：自我應對 

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在被醫生確診為抑鬱症的 3、4 年之前就感覺到了自己無

法應對環境，出現一些不適應的症狀，如情緒低落等，他們最初採取的應對方式

是積極自我調節，但效果不好。 

受訪者 K：“我心情不好的時候主要是到處閒逛，或是找一些自己感興趣的

事情做，如聽音樂、看書。我一般自己解決，不想把壞心情傳染給其他人。但自

己調節似乎沒有什麼效果，然後就冷處理（不去管它）＂ 

受訪者 H：“我初三時，每個月都要月考，有一段時間心情很壓抑，我想

可能可以調節過來，就自己想一些辦法調整了，第一次調整過來了。但是後面幾

次好像就調整不過來了。＂ 

受訪者 D：“剛進大學生活不適應，然後又加上在宿舍有矛盾，從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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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有緊張、焦慮和抑鬱那些反應。好像自己一直在調節，雖然說可以控制，

但一直反復困擾，讓我覺得很難受。因為有這方面的困擾，就經常去圖書館看心

理學方面的書，我會去看一些心理學、醫學方面的書。＂ 

受訪者 M：“心情不好的時候就上網打遊戲，打的時候很開心，打完遊戲

後還是不高興。＂ 

經過第一階段的自我應對，抑鬱青少年的壓力暫時得到緩解，同時，也產生

了對自己和他人失望、不開心、自責的主觀感受，抑鬱症的一些特徵初步出現。 

2、第二階段：向他人求助 

在自助無效的情況下，一些抑鬱青少年會向自己最信任的人，主要是好朋友

和親戚求助。由於抑鬱青少年的同伴關係和家庭關係不太好，可以求助的對象不

多，求助效果也不好。 

受訪者 K：“我高中的時候我感覺自己那一段經歷，特別空虛之類的，不夠

堅強，尤其是到高三的時候。我打電話向別人傾訴，因為有些人跟我講如果你不

舒服就打電話（求助）。往後我給一個女生打時候，她就講為什麼我每次都抱怨。

之後我就開始想與女生比較，我連一個女生都不如。她理解不了我，因為她沒有

經歷過，只能是客氣地敷衍。＂ 

受訪者 G：“老師在全班批評我，我覺得很委屈，就和一個跟我比較好的朋

友講，講了以後他也安慰了我一下，也不會想那麼多問題，當時平靜下來了。但

是，當我再回到學校，又看到老師的時候，還是覺得特別心煩。＂ 

受訪者 A：“我覺得我是得了抑鬱症了，第一次去看心理醫生是我提出來

的，我告訴我的阿姨（爸爸的妹妹），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家中阿姨比較通人情的。＂ 

向他人求助沒有能夠化解自己的壓力，還產生了自卑、自責和看不到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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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感受，也強化了第一階段的負面感受。 

3、第三階段：自我標籤為“抑鬱症＂或“有心理問題＂ 

    在壓力應對無效的情況下，一系列不良症狀開始出現並越來越強，抑鬱青少

年敏感到自己出問題了，通過看書或網絡查詢，他們自我標籤為“抑鬱症＂或

“有心理問題＂。外在的壓力沒有消除，同時，內在壓力也開始產生。 

受訪者 K：“初中時我就懷疑自己得抑鬱症了，看了一些雜誌描寫的症狀，很多

都很符合。所以當醫生說我得了抑鬱症的時候，在我意料之中。＂ 

受訪者 A：“我很小就知道抑鬱症了，不知道我是從哪里知道的。我上初一

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抑鬱的症狀了，好像是我不開心的時候。因為我無論是聽歌或

是寫作，都喜歡特別悲傷的，看書也是喜歡悲劇，像安妮寶貝的書。我想（問題）

時也是很悲觀，比如預測沒有發生的事情，我就經常會哭，又喜歡一個人呆著。

特別不開心，我看我身邊的那些同學都不像我這樣，我覺得我和他們有出入，我

就開始懷疑我是不是得抑鬱症了，於是就自己上網查了，就覺得我自己是抑鬱症

了。＂ 

受訪者 D：“上高中時候的學習壓力特別大，就覺得有一點抑鬱傾向，我就

去看一些心理學的書籍，但那個時候覺得自己有了心理問題不是很嚴重，只是心

情低落時特別抑鬱。＂ 

4、第四階段：壓力應對失敗 

當青少年自我標籤為抑鬱症患者或有心理問題時，他們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了，採用自虐和自殺的手段來減輕自己的痛苦，並與壓力做最後的抗爭。在這個

抗爭的過程中，父母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在生命不能承受壓力之重時，家庭關

係不好的抑鬱青少年通常選擇自殺、自虐來減輕痛苦；而家庭關係尚可的抑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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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則會在最後的時刻向父母求助。這時，父母才意識到孩子出事了，趕緊把孩

子送到醫院去看醫生。在醫生、心理治療師和社工的幫助下，有些青少年的壓力

得到化解，有些青少年的壓力得到緩解。但是，被標籤為精神病人的事實又給抑

鬱青少年帶來了新的壓力。 

受訪者 A：“我父母吵架時就覺得好煩，我看了十多年了，很多時候我不講，

隨他們吵去。對於這些不開心的事情，現在想想，我什麼也做不了，難過的時候

我就乾脆虐待自己，讓自己難過到麻木，就不會再痛苦了，第一次自殺是初一時

在學校用剪刀刺自己，後來被室友發現，就告訴我的父母，父母帶我到醫院看病，

醫生說我得了抑鬱症。＂ 

受訪者 J：“初三升學時沒有考好，很自卑，呆在家裏看電視，十多天都不

出門，怕出門人家問你考得怎麼樣。後來就出現睡不著，不快樂，難受。我寫了

一封遺書，被父親發現後，父母就帶我去醫院看病，醫生說我得了抑鬱症。＂ 

受訪者 B 說：“那件事情（戀愛失敗）之後覺得學校裏面的人都在議論我，

嘲笑我，我不願意和人相處。加上要面臨期末考試，感到難受、無助，曾用過刀

片劃手一次。後來我就休學回家。回家後，父親發現我懶散，不願意做事，常常

發呆，情緒煩躁，感覺情況嚴重才帶我來看病的。＂ 

受訪者 G 的媽媽說：“娃娃在外面受了委屈，想不開，自己買了一瓶克感

敏就吃下去了，他的同學發現後就趕緊把他送回家裏面，我們就趕緊領著他上醫

院去，洗了胃才救過來的。接著就過年了，他在家老是發火，情緒一點也不好，

我們怕他再吃藥，過完年後就趕緊帶他去醫院看病，醫生說是抑鬱症。＂ 

受訪者 H：“高二的時候，我和父母吵架後，我當時是跑出家了，買了一瓶

藥（克感敏）吃完之後，（天）就下雨，感覺全身特別軟，那時候就忘了我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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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這個念頭，忘記之後，我跑到野外，跑到最近的村裏面找人求助，說是要避雨，

當時我就忘記了我要自殺的念頭，之後就特別痛苦，特別痛苦，過了一段時間就

有人問我是哪里人，之後又問我的電話，我當時就忘了我要自殺，就把我爸爸號

碼給了他們。後來我爸爸就把我帶進醫院去看精神科，醫生說我是抑鬱症。＂  

受訪者 K：“初三的時候我對生活沒有信心，就有了自殺的想法。我先割腕，

由於學校不准帶刀子，我用剪刀來割腕，剪刀很鈍，沒有割出血來，又吞了 2

塊紐扣電池。但吃下去沒有什麼反應，我就打電話告訴媽媽，我吃了 2 顆電池，

但還是沒有死。＂ 

受訪者 L 的父親說：“L 高三面臨高考壓力，由於成績不佳，不想去學校，

要求在家請家教幫助復習功課。在家裏面他焦慮、煩躁不安，常常和我吵架。有

一天晚上他對我說他沒有個人空間，活著沒有意思，想自殺，並帶著自己的行李

要離開家。我強行把他攔了下來。第二天就帶他來醫院，醫生說是抑鬱症並讓住

院。＂ 

受訪者 D 的父親說：“小 D 放假回家來我們就覺得有點不對頭了，一天就

只在家不和外面的人接觸，她母親提出要帶她去醫院，她也不去。開學後回到學

校不久，有一天她打電話給我說是實在堅持不住了，大腦一片空白，像有什麼東

西壓著一樣。第二天她母親趕到昆明帶她去醫院檢查，才發現是這個病（抑鬱

症）。＂ 

受訪者 C：“讀大一的時候我和同宿舍的人相處不來，我就打電話告訴我媽

媽，第二天父親就上昆明來看我，鼓勵我，帶我到醫院看病。醫生說我是抑鬱伴

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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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抑鬱青少年對專業化治療的理解 

當青少年被醫生診斷為抑鬱症的時候，解決壓力的途徑由個人應對進入專業

化的應對階段。在醫院中，他們接受的主要治療是藥物治療，輔之以心理治療和

社會工作服務。那麼，他們對藥物治療和心理社會治療的感受如何呢？ 

（一）對藥物治療的理解 

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對藥物治療持一種排斥甚至拒絕的的態度，他們一般在只

是在身體和心理很痛苦的情況下才吃藥，一旦身心痛苦有所緩解，他們就自行停

藥。因為藥物的作用有限，不能幫他們解決所有的困惑，藥物的副作用也令他們

難以承受。 

H：“我吃過兩種藥，現在吃的是那種叫博羅星，之前吃的是戴笠星，戴笠

星那種吃完之後不吃的話心裏面特別難過（有癮）。早上起來（醫生）規定我八

點吃藥，如果我九點才吃，如果到了八點之後忘記吃藥，之後慢慢地上課之後，

我會感覺有點痛苦，有點壓抑，之後才想起來要吃藥，吃完藥之後感覺要好，但

是我感覺會（藥）讓我產生癮，（藥的作用）就是情緒提起來一點，提起來之後

還是會落下去。＂ 

A：“我吃了藥就是想睡覺，但是我的狀況還比較好，很多病友（吃了藥）

都看不進去書，我還可以。＂ 

C：“因為我上個假期的頭痛很厲害，壓著頭都抬不起來的感覺，剛開始吃

藥有一點效果，但頭痛、牙床緊張的感覺還是沒有消除，剛開始吃藥的效果比較

明顯，後期就不怎麼明顯了。＂ 

M：“服藥後我的情緒改善了，過去比較煩躁，焦慮、情緒低落，服藥後情緒比

較平穩，但藥物不能改變我胡思亂想，比如見到拾荒的老太太我就會想到自己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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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老了也會像這樣比較淒涼，以撿垃圾為生。＂ 

值得一提的是，藥物並非對所有的抑鬱青少年都有效果，對有的抑鬱青少

年來說，藥物治療完全沒有作用。L 住院後吃藥打針 10 多天，症狀沒有減輕，

父子倆在醫生反對的情況下強行出院。K 住院後打了幾天的針感覺效果不大，吃

藥只是對睡眠有幫助。 

（二）對心理治療的理解 

大部分的抑鬱青少年比較認可心理治療及其效果，認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和不

開心與專業人士交流後能得到改善，心理治療能夠緩慢地起效。 

D：住院後還有就是心理治療。開始那幾次，沒有多大的感覺。但後來幾次，

她跟我提到那個學習模式那些，我覺得開始慢慢地我越來越喜歡做這個心理治

療。我覺得做這個心理治療，它使我有些東西，有些想法開始就會慢慢地改變。 

H：“我到昆明後做了心理治療，前面有 5 次，那是第一個療程，還有第二

個療程，總共已經做了 6 次，感覺自己的情緒慢慢慢慢地在往上升，但是有段時

間還是會下降，但是總的來說是在往上升。” 

M：“心理治療剛開始效果不如藥物的效果，但是你能感覺它在慢慢起效，

一旦效果出現了，能持續很長時間。＂ 

（三）對社會工作服務的理解 

相比較而言，抑鬱青少年比較認可 Y 醫院提供的的社會工作服務，因為社

工比較能理解他們，社工提供的大組治療服務能讓他們回到一個最原始的人際關

係狀態，令他們感到開心和安全，同时，他们也希望社工服务能开展的更深入一

些 

A：“說到這裏（Y 醫院）的服務，比如大組治療（社工開展的教育性小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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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每個病人都提到的，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自己的社會地位，

到了大組，原則是平等，也不會向外洩漏（隱私），所以到了大組，人們暢所欲

言，部分人還是會有所保留，但是把自己的煩惱說出來，其他病友和陪護都會開

導你嘛，就讓人感到返璞歸真。就象我同病房的一個阿姨，雖然說 40 多歲的人，

你讓她來玩遊戲，但和我們這些年紀比較小的人在一起，也會感到活力四射。比

如社工和病人交談，比如我和韓微（社會工作實習生）交談，我就得到很多啟示，

我很感謝她，沒有和她的交談，我沒有今天那麼開朗。社工不求回報，只求奉獻，

去幫助一些弱者，好像天使。＂ 

B：“我在這裏很開心，這是我人生一個新起點。在學校覺得整個人失去自

我，周圍的人我誰也不敢相信，連老師我都不感相信，在這裏我重新建立起自信。

參加大組活動感覺很溫暖吧，比較真誠，然後大家都互相理解，不管你過去做什

麼，都沒有關係。＂ 

      K：“大組治療我參加過幾次，還行，就是簡單了一點，再深入點就好了。＂ 

從抑鬱青少年的壓力應對方式來看，當他們面臨各種壓力時，他們首先會利

用自己原有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去應對，如上網查閱相關資料，告訴自己信任的親

戚、朋友等，但效果不理想；隨著壓力的不斷上升，主觀自我感受越來越差，出

現害怕、自卑、絕望、孤獨等抑鬱症狀，抑鬱青少年根據這些症狀對號入座，自

我標籤為“有心理問題、抑鬱症＂，外在壓力內化為對疾病的焦慮，新舊壓力交

織在一起最終使他們不堪重負，自我應對完全失敗，甚至出現自虐和自殺，不得

不向父母求助。壓力的大爆發後，抑鬱青少年在父母和家人的陪伴下到醫院尋求

專業人員的幫助。在醫院中，醫生的藥物治療並不能解決他們所有問題，藥物的

副作用讓他們對生物化的治療比較排斥；心理治療能夠幫助他們逐漸解決一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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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問題，但見效比較慢，服務提供也少；社會工作服務能很快得到他們的認

同，但在深度和個別化方面明顯不能滿足其需要。面對這樣的專業服務，他們對

自己能否順利康復比較擔心，渴望能夠得到高品質的生理、心理、社會方面的綜

合服務。同時，在專業化服務過程中父母和家人的陪伴讓他們感到了一些情感的

溫暖（見表 4.5）。 

               表 4.5 抑鬱青少年壓力應對的階段圖 

 特點 具體方式 結果 主觀感受（抑

鬱症症狀） 
第一階段 自我應對 做喜歡做的事

情：上網打遊

戲、逛街、聽

音樂、看小說

暫時緩解，產

生自責等內在

壓力 

情緒低落、難

受、自責、不

開心 

第二階段 求助他人 向好友傾訴；

告訴最信任的

親戚 

暫時緩解，產

生內在壓力 
沒有希望，害

怕、自卑 

第三階段 自我標籤 根據醫學、心

理學知識將自

己的主觀感受

界定為“有心

理問題＂“抑

鬱症＂ 

產生內在壓力 害怕、絕望 

第四階段 自我應對失敗 自殺、自虐 被同學或父母

發現後送往醫

院 

害怕、絕望、

孤獨 

第五階段 求助專業機構 得到父母、家

人的支持和陪

伴 

壓力得到緩解 溫暖、對疾病

能否康復的擔

憂、對高效的

心理治療和社

會工作服務的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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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抑鬱青少年壓力應對方式的形成機制 

總體上看，抑鬱青少年在面對各種內外壓力時，剛開始的階段主要是希望自

己能夠解決，但因為缺乏有效的壓力應對方式，問題往往難以解決。此時，有一

部分抑鬱青少年會向自己信任的同學、朋友和親戚救助，但由於其人際關係不

佳，能求助的对象不多，求助效果不好。這時，他們對自己產生失望、自責、自

我否定，並出現抑鬱症的病症。病症出現後，有些抑鬱青少年感受到自己可能患

上了精神疾病並通過上網或看相關醫學、心理學書籍的方式進行求證，求證的結

果往往驗證了其主觀感受，此時，他們自我標籤為抑鬱症患者或心理有問題。在

自我標籤為抑鬱症患者或有心理問題的情況下，他們往往採用回避的方式，默默

地承受著疾病的困擾。當疾病發展到較為嚴重的程度時，家庭不和睦的抑鬱青少

年開始自虐甚至自殺，當其自殺或自虐行為被同伴發現并告訴家長后,才引起家

長的足夠重視并到專業醫療機構求助。而家庭關係相对和睦的青少年是最後在難

以堅持下去的情況下會主動向父母或亲戚求助，父母往往成為抑鬱青少年患病的

最後知情人和最後的求助人。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們最後來到醫療衛生機構求

助，在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幫助下，疾病得到治療，壓力得到緩解。 

總之，從抑鬱青少年的角度來說，抑鬱症的產生過程是其應對壓力的一個過

程，在應這個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讓其逐漸產生情緒低落、難受、自責、

感受，這些負面的情緒不斷累積起來，讓抑鬱青少年看不到未來、自卑、對前途

感到害怕，以至於他們不願意面對現實，自我封閉和退縮，孤獨、害怕和絕望的

情緒日益濃烈。因此，從青少年的主觀經驗來看，抑鬱症是他們壓力應對的一種

方式，是壓力應對過程中的一種改變的過程，從客觀的角度來看，抑鬱症是他們

壓力應對失敗的結果，具體見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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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抑鬱青少年壓力應對方式與抑鬱症關係圖 

四、相關討論 

青少年時期是人生的一個轉折時期,在這個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時期，青少年

面臨日益增多的各種壓力，主要有學習壓力、人際關係壓力和生活中的突發事件

等。青少年面對壓力時出現適度的抑鬱情緒，是一種常見的心理困擾和正常的反

應。美國青少年自我報告中有略少於 10%的青少年有中度或重度的抑鬱情緒；5%

的人表現出了抑鬱綜合症的症狀；3%的人符合抑鬱症的診斷標準。（勞倫斯.斯滕

伯格，2007）儘管大部分青少年有能力應對這個階段的壓力，但是也有一些青少

年缺乏有效應對壓力的能力。對於後者來說，如果壓力長期得不到有效的解決，

就會引發青少年抑鬱綜合症和抑鬱症。國外學者 Gilbert（2001）也把抑鬱症看作

是將短期適應性防禦機制延長使用所導致的不適應效應。 

從壓力應對方式來看，國外關於應對方式的很多研究都涉及到壓力應對的資

源及應對努力，並提出“資源＂的概念，它是指應對方式的基本材料。它們可能

是個體的、社會的或物質的，其中最重要的個體資源是自尊、自謙、控制感和自

自我伤害 

求助专业机构 

自我确认患病 

求助父母 

青少年
抑郁症状出现 

自助无效
求助亲友

化解 

或减缓 

外在压力 

内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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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舒爾茨和塞科夫斯基提出應對壓力時重要的是社會支持的品質而不是數

量。麥克爾希爾和查理斯卡吾爾的研究認為，樂觀主義是關於好的事情會發生的

期待，是一種感知篩檢程式，它使許多情境都改變了原有的色彩，從而使壓力變

得不是很大。班杜拉的“自我效能理論＂認為自我效能是我們對需求與應對應激

的能力之間的感知，較高的信心能使應激體驗減少。國內的許多研究都證明，普

通青少年在面臨壓力時更多採用一種積極的應對策略，如問題解決、計划、傾訴、

情緒調節、幻想等，同時，隨著年齡的增長，其應對策略的類型和數量逐漸增多，

靈活性增大，並存在女性比男性更積極主動的特點（王淑敏，李雪，2004；李金

釗 2004）。一些研究表明消極應對方式對中學生的心理健康影響較大，而社會支

持對心理健康的影響同時具有主效應和緩衝效應，心理壓力與心理健康之間存在

顯著相關。 

與健康青少年相比，抑鬱青少年的壓力應對資源比較少，無論是同伴支持還

是家庭支持都比較少。一方面抑鬱青少年的同伴交往比較少，知心朋友不多；另

外一個方面是其父母對子女的情感溫暖和關懷也比較少。如小 A 說母親對朋友

比對自己要好；小 K 視父母就像自己身邊的陌生人。全莉娟（2009）等人的研

究表明，親子關係和子女的壓力應對方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係。當父母給予

子女更多的情感關懷和理解時，子女在應激狀態下選擇解決問題和向父母求助的

概率比較高。抑鬱青少年由於親子關係疏離，親子衝突比較多，加上其本人也缺

乏自信，他們在面對壓力時往往選擇消極的應對方式，如逃避、自責、退縮等。

即使他們不得不採用求助他人的應對方式時，最先求助的是最信任的同學和親

戚，父母成為其最後的求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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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抑鬱症的形成 

一、影響抑鬱症形成的因素 

根據抑鬱青少年的理解，抑鬱症是其應對壓力的一種方式，是其不能有效應

對壓力的時候身體和心理的一系列改變。那麼壓力來自何處？為什麼他們不能有

效應對呢？ 

（一） 壓力來源 

抑鬱青少年認為，其壓力主要來自以下幾個方面（具體見圖 4.7）： 

1、社會轉型帶來的個體不斷向上的社會流動過程中的巨大的學業競爭壓力

和經濟壓力 

隨著青少年自我成長，進入中學後學習的內容和難度都加大了。父母出錢

“買學＂的結果是孩子進入競爭較強的重點中學，面對激烈的學業競爭，抑鬱青

少年普遍感到壓力很大，力不從心。大多數抑鬱青少年初次發病時間要麼是在面

臨中考或高考壓力最大的時候；要麼是在剛進入高中或大學面對新的學習和人際

關係時。 

受訪者 G：“到了高三莫名其妙，認不得是哪樣,不知道是哪方面，壓力特

別大，有些事情就緩不過來，突然感覺應付不過來、特別累、特別煩、一句話都

不想講。＂ 

受訪者 K：“生病主要是因為不適應高中的學校，在學校不開心，不適應學

校的生活規律，就是覺得睡不夠，上課的時候打瞌睡，所以那段時間落下的課程

比較多，我對數學沒什麼興趣，落下來也就再也補不上去了，壓力很大。＂ 

受訪者 A：“就是從初一開始，就有生病的苗頭，然後下學期就真的生病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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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一直到現在。我曾經看過 4 次心理醫生（精神科大夫），本來第 2 次，看病

的主任醫生就讓我住院，但我怕耽誤課程就沒有住院，就一邊服藥，一邊念書。

但是，現在因為念不下去了，初三的學習壓力比以前大多了，就辦了休學來住院

了。＂ 

2、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家庭和人際關係衝突帶來的壓力 

很多研究發現，家庭環境的品質與青少年的心理健康（精神病、生活滿意度、

希望及自尊）、學校適應和問題行為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中國文化反對親子之間

的衝突，認為孩子應該孝順父母，“家和萬事興”，因此，親子之間的衝突常常被

青少年壓在心裏，從而對其心理健康和社會適應產生影響。（Shek,1997）。從本

研究發現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抑鬱青少年家庭關係衝突比較多。這些矛盾和

衝突一方面給青少年造成了很大的壓力，另一方面人際關係不佳也使青少年在應

對壓力時缺乏相應的社會支持，無法有效緩解或消除壓力。 

(1)、學校人際關係衝突 

由於本研究中的抑鬱青少年都是在校大中學生，除了學習壓力之外，離家在

外獨立生活的過程中人際關係不和諧往往成為引發抑鬱症的一個導火線。 

受訪者 A：“我生病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來自學校。現在學校老師和學生的

關係真的很差。他們罵學生真的很難聽，我成績比較好，沒有罵我，但我看她罵

其他成績差的學生特別特別的難聽，還有老師打學生，有一次就直接把我嚇哭

了。＂ 

受訪者 B：“我們學校那種風氣，女生之間鬥爭都比較厲害、互相攀比什麼

的，女校嗎。優秀的、漂亮的，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我會壓抑，心裏會有失衡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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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我的情況是剛進大一的時候就有了，剛進大學生活不適應，然

後又加上在宿舍有矛盾，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有緊張、焦慮和抑鬱那些反應。＂ 

受訪者 D：“發病的主要原因我覺得是學校壓抑，還有其他原因我就說不清

楚了。我就讀的那個學校，特別不好，讓我覺得在那渾身都不舒服，就覺得特別

壓抑。＂ 

(2)、親子關係的疏離和衝突 

中國人常說：“家和萬事興＂，家庭和睦、家人健康是大多數中國家庭的理

想和追求。然而，在對抑鬱青少年的訪談中我們聽到的卻主要是家庭關係不和諧

的描述，親子關係疏離、衝突較大，而學業壓力過大，學業成績不能令父母滿意

則加劇了親子之間的衝突和對立，親子關係不佳成為引發抑鬱症的又一個“導火

線＂。 

受訪者 H：“我生病的原因是被父親高度關注，而關注的方式就是批評我的

成績（不好）。有時候我回到家看到父親抽著煙，看著電視，他不招惹我，我也

覺得煩。＂ 

受訪者 L：我生病主要是父親對我干涉太多，讓我很難受，我沒有自己的私

人空間。父母關係不好，母親很自私，只關心自己。＂ 

受訪者 G：“我得病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和我爸爸的事，我和爸爸的關係從

小都不好，他一般都不在家，脾氣也很怪，我很怕他。那天老師發現我談戀愛的

事情後就打電話告訴我爸爸，我爸爸就打電話嘈我（罵我），講得都是粗話，我

覺得很委屈。＂ 

(3)、其他家庭關係衝突 

主要是指除了親子衝突之外的其他家庭關係衝突，如夫妻衝突、父母與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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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父母與其兄弟姐妹的衝突等。這些衝突讓抑鬱青少年長期處於痛苦、焦

慮、壓抑等負面情緒的包圍之中。 

受訪者 A：“我生病第三方面原因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雖然這些吵架的

事情不是發生在我身上。比如是爸爸和媽媽、爸爸和叔叔、爸爸和奶奶，之間吵

架，不是罵我，不是我跟他們吵，但是我作為家庭成員，常常為他們擔心，我都

看在眼裏。他們都說我操心太多，不是我的事情，我一樣扛到自己身上了。＂ 

受訪者 K：“我生病還有家庭環境的關係，我覺得這是一個病態的家庭，他

們倆個（父親和母親）每天說話不超過兩句，我在家裏覺得很壓抑。＂ 

受訪者 B：“我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讓我感到很壓抑，從小積累起來的東

西，到爆發的時候了，其實壓在心裏越久，就越容易出問題。我家的經濟情況不

好，父母還常常吵架，吵架時就把兒女當作出氣筒，從小的環境讓我心裏特別不

舒服，回家就感覺很壓抑，這種壓抑到現在基本上都有，我基本上不回家，能不

回家就不回家。＂ 說到這，小 B 難過得哭了。 

 3、將競爭壓力和人際衝突壓力自我內化後形成的內在壓力 

抑鬱青少年對外部世界非常敏感，或者說對外部壓力的吸收比較快，外在壓

力轉化為內在壓力的能力比較強，具体见表 4.7。 

受訪者 A：“看到家裏人衝突很多，我總想替他們解決，但我也做不了什麼，

我只是一個弱女子。比如，看到爸爸罵叔叔，我就替叔叔難過，看到爸爸媽媽吵

架，我就很害怕他們打起來。＂ 

受訪者 M：“1998 年，亞洲金融危機爆發，我的姐姐輟學了，小學沒有讀

完，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是什麼原因。姐姐後來結婚了，剩下的農活全部由媽媽

來做，我媽苦啊，可我確拿不出像樣的成績讓她高興、高興，我內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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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之前曾和父母有些不開心的事情，就是父母突然控制我的生活

費，這使我一下無法接受。因為在此之前，父母從沒有限制我的生活費，當時我

很生氣、難過，也曾賭氣說永不用父母的錢，後來通過父母的解釋，我理解了他

們是想要我學會生活。我還是用父母的錢，可是從這件事情後，我用父母的錢就

特別節省，還很苛刻自己，苛刻到吃飯從不打肉。每當看到其他同學吃肉，想吃

什麼就吃什麼，我總是又難過又氣。難過的是我好想吃好多好吃的，可是為了省

錢，為了不讓父母說我用的錢多，只好忍住。＂ 

 

 

表 4.7 抑鬱青少年壓力形成圖 

 

（三）、抑鬱青少年成長過程中形成的性格缺陷導致其不能有效化解各種壓

力 

在強調學業壓力、家庭和社會關係對自己的心理健康的負面影響的同時，一

些抑鬱青少年也意識到了自己長期在這樣一些不利處境下所形成的性格缺陷也

是抑鬱症形成的最主要的內部因素。這些性格缺陷主要是：自卑、緊張、膽小、

內向，敏感，多疑，不善於處理人際關係等。心理學上的性格是個體對現實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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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度和習慣化了的行為方式，具體表現為態度特徵和行為特徵兩大方面。態度

特徵包括對外部世界（對學習、工作和社會等）和對自我的態度。抑鬱青少年強

調了其性格特徵中自我態度體驗中低自尊的一面，如：緊張、膽小、敏感；以及

行為特徵中人際交往能力弱，不善於處理人際衝突的一面。從社會學的角度來

看，性格是個體社會化的結果，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比較大。從心理學的角度來看，

家庭氣氛、父母的教養態度和方式等對兒童的性格塑造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良

好的性格是兒童精神健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保護因素，而性格的缺陷卻是兒童成

長過程中引發精神疾病的重要風險因素之一。 

受訪者 D：“原來就主觀的認為學校這樣那樣（不好），就害我這樣壓抑，

然後就得了這個病。後來我客觀分析，有一些是我自己的原因。我這個人可能性

格就從小嘛就比較驚慌、膽小、有點內向。＂ 

受訪者 C：“我生病可能跟性格方面也有關吧。比較容易緊張，可能在人際

交往方面有緊張感，怕自己表現不好。讀大一之前，我的性格比較內向，不怎麼

愛說話。之前也沒有什麼，但讀到大學，在宿舍裏出了那件事（和舍友吵架）之

後…＂ 

受訪者 B：“我覺得從小的家庭環境讓我比較壓抑，心理有點扭曲，看到比

我優越的人我心理就特別的不舒服，比較自卑，生病和我的性格有一定的關係。＂ 

二、抑鬱青少年對抑鬱症形成機制的建構 

根據抑鬱青少年的敍說，抑鬱症是當他們不能有效應對外界環境壓力時的

一種個體改變。壓力形成的原因主要來自兩個方面：學業壓力和人際關係壓力（包

括親子關係、同伴和師生關係）。青少年的首次發病常常出現在他們新進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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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面臨中考和高考時。進入一個新學校對他們來說比較難適應的是同學關

係，包括如何建立新的同伴關係以及如何化解同伴關係中的衝突。另外一個方面

是家庭中的人際衝突，主要是父母的婚姻衝突和親子衝突。而家庭衝突對他們來

說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導致人格的一些缺陷，如膽小、自卑、內向等。性格的缺陷

使他們不能有效應對外界的壓力，導致個體發生一系列的改變，包括：1、情緒

的改變，主要是情緒不穩定，愛發火。2、感受的改變：最初是悲傷（sadness），

即對自己的遭遇感到難過和悲哀；接著是失去，即覺得失去自己的親人、朋友、

社會地位和自尊；繼而是憤怒，即由於無法接受失去而變得非常憤怒、怨天尤人；

最後是沒有價值感和罪疚感，即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很糟糕、孤獨無助；覺得對

不起自己的親人，也對不起自己，生命沒有意義。3、感覺的改變：出現患病的

生理症狀：如失眠、沒有胃口、沒有力氣等。4、情感的改變：對自己的情感強

烈，而對周圍人的情感則比較冷漠。這些改變體現出了青少年抑鬱症的主要病

症，具體見（圖 4.8 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機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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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中社會流動為背景 

 

 

 

 

 

  

 

 

 

 

 

 

 

 

 

圖 4.8 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機製圖 

從抑鬱青少年對抑鬱症的主觀建構中可見，抑鬱症的形成不是某個或某幾個

因素導致的，它的形成是社會、學校、家庭和個人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要

深入理解青少年抑鬱症，必須有多維度的視角（見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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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  表 4.9 多維度下的青少年抑鬱症 

 

三、本章小結 

     本章從青少年的成長歷程來理解青少年的抑鬱症的產生，發現了青少年抑

鬱症的成長歷程的複雜性，隔代撫養、與父母不親、家庭、師生、同伴等各種人

際關係中衝突不斷，社會轉型中競爭性加大使得青少年過早開始了以教育為階梯

的社會流動，成長中的各種壓力與自身的性格缺陷使得他們難以靠自身的能力來

化解壓力並走出成長困境，抑鬱症成為了一種應對壓力情景的策略和方式。 

   與健康青少年相比，抑鬱青少年的壓力應對資源比較少，壓力應對過程中向

同學求助失敗導致抑鬱青少年產生自卑、自責和無用感，引發“失去自我”的主

觀感受；在壓力應對過程中得不到父母和家庭的關心和支持導致其感到悲傷和難

過，認為“我不好、父母不愛我”，引發“愛的失去”的主觀感受；在壓力應對

過程中的長期自我奮鬥讓抑鬱青少年感到體力、精力被耗盡，導致其“失去身體

的活力”；最後，面對成長道路上的重重困難，由於得不到父母、家庭、老師和

同伴的支持，讓抑鬱青少年覺得自己的人生願望無法實現，從而對現實世界產生

悲觀、絕望，導致其產生“生命意義的失去”的主觀體驗。研究中的初步發現提

示我們從多維度理解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抑鬱症非常重要。 

        

 

 

第五章     從青少年個人成長維度看親子關係 

 

本章主要從抑鬱青少年的成長的微觀維度，瞭解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在其不

同成長階段的特徵，用一個發展和變化的視角看抑鬱青少年與父母的互動過程。

研究發現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內涵有三個維度：一是情感維度；二是權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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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三是人際關係維度。 

  

第一節    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變化過程 

 

簡單的說親子關係就是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是以血緣為基礎，以撫養贍

養為特點的人際關係，是人的一生中第一個形成的人際關係。這種人際互動模式

對子女的其他社會關係的形成乃至其一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影響。本研究通過

對抑鬱青少年患者的訪談資料分析，發現了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三個重要內

涵：權力關係、情感關係和人際關係。這三個親子關係的內涵與中國人際關係的

基本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學者認為（翟學偉，2005）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基

本模式是由人緣、人情、人倫構成的三位（維）一體，他們彼此包含又有自身的

功能。如果把人情還原為人格中的情感來分析的話，它就是構成態度三成分之一

的情感，情感穩定，關係就穩定；情感不穩定，關係也就發生變化。人倫是傳統

倫理思想對人情的規定，從親子關係的角度來看，就是對父母權威的服從與順

應。人緣是一種機遇和緣分，是對現實人際關係的歸因，它把人的一切偶然遭遇

與他人發生的關係都看成是一種無可奈何的事前定好的必然性。 

親子關係的權力內涵體現了親子關係作為一種縱向關係，在中國文化中表現

為：父母因其特定的角色地位及其所支配的資源而擁有的對孩子施加影響的力

量；傳統倫理道德所賦予父母的權力，表現為親子互動中以父母為主導的地位次

序，以及孩子被要求尊敬和服從父母的社會道德習俗，具體體現為父母對孩子的

教導和控制和孩子對父母權威的順從。親子關係的情感內涵較多的體現了親子關

係的自然屬性，表現為天然的、無條件的情感投入，體現為父母與子女交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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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反應。親子關係的人際關係維度體現了親子關係作為一種最基本的人際關係

的屬性，用“人＂的眼光來看待父母和孩子之間的交往和互動，用基本人際交往

原則來看待親子關係，此時，親子關係的品質體現為人際溝通中的狀況，如溝通

的多少、親合或衝突。總之，親子關係中這三個內涵從三個不同層面詮釋著抑鬱

青少年親子關係。在抑鬱青少年成長的不同階段，親子關係的這三個內涵也在悄

然發生著變化。 

 

一 、幼兒期親子關係特點 

抑鬱青少年在幼兒階段的隔代撫養的經曆，使得孩子與祖輩建立了親密溫暖

的祖孫關係，祖孫關係部分替代了親子關係在青少年的成長中發揮著積極作用。

但是，抑鬱青少年幼兒時期的親子關係與祖孫關係形成了鮮明的對比，當祖輩代

替父輩承擔了較多的照顧孩子的責任時，親子之間的互動和交流也明顯減少，甚

至出現父母缺位（特別是父親缺位元）的情況。幼兒期的親子關係呈現出情感疏

離；孩子害怕父母，特別怕父親；親子溝通較少的特點。 

（一）、情感疏離 

親子之間的情感疏離突出地表現為孩子與父母不親，孩子不太能體會到父母

的愛，內心的孤獨感比較強烈。 

1、與父母不親 

受訪者 C：“在家庭中奶奶最愛我，奶奶對我的愛很多。小的時候我媽經常

幹農活，很小都是由我奶奶領帶大。從小我們睡一張大床，直到奶奶去世，感覺

很親很親，媽媽有很多活要幹，不太有時間管我，我和媽媽也不太親。＂ 

受訪者 H：“我上幼稚園的時候父親常常不在家，在外邊跑，很少見到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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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和我母親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媽媽更喜歡哥哥一些。我不太感受得到父

母對我的愛。＂ 

受訪者 A：“從小由奶奶照顧，上小學才回到父母身邊，與父母不親。 

2、孤獨 

抑鬱青少年的父母們忙於為自己的工作和事業打拼的同時，忽視了對孩子的

關愛，與孩子的溝通交流也比較少，導致孩子產生孤獨感，甚至形成了孤僻的性

格特徵。 

受訪者 D：“小時候，父母忙於工作，爸爸在外邊工作，很少回來，媽媽忙

於做生意，那時候他們希望為我創造一個好的物質（環境），對心靈和精神上的

這些，都很忽視。從我記事起就經常只有我一個人在家，父母都忙得沒有時間陪

我，晚上只能讓我一個人在家。在我童年的記憶裏，每當夜幕降臨的時候，害怕

和孤獨就同時向我襲來，我無處躲藏，只能把家裏的燈都打開，把電視的聲音開

大，仿佛這樣孤獨就不會將我吞噬。＂ 

（二）、害怕父母，尤其害怕父親 

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中的權威性具有“父強母弱＂的特點。這與中國文化中

的父母權威具有一致性。在中國文化中，父母權威主要體驗在父親身上。儘管很

多抑鬱青少年在幼兒期，父母都存在不同程度的撫養缺位，尤其是“父親缺

位＂。父親缺位是指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很少得到父親的關愛或父親在子女教育

中參與很少，甚至孩子得不到父愛或父親沒有參與到子女教育中。但是，孩子仍

然懼怕父母權威，尤其是懼怕父親。 

1、害怕父親 

抑鬱青少年在其幼兒階段父親缺位的現象比較普遍。由於父親在外工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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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或跑運輸，他們很少有機會見到父親。而大部分抑鬱青少年的父母，特別是父

親對孩子的教養中表現出高控制的特點，對孩子的要求高、控制嚴。導致抑鬱青

少年對父親比較排斥，不願意接受父親，不願意父親走進自己的生活，面對父親

時常常感到恐懼和害怕。 

受訪者 G：“爸爸很少在家，脾氣也不好，愛發火，我很怕他＂。 

受訪者 D：“小的時候和爸爸交流比較少，而且那個時候感覺也很少見他，

很怕他。＂ 

受訪者 C：“爸爸在外邊工作，我從小就和他溝通不來。我和爸爸在不發生

矛盾的情況下，儘量不交流，感覺有什麼事說出來不會被罵，才會跟他交流，感

覺不很親、怕他。＂ 

受訪者 B：“小的時候父親常常為一點小事就打我罵我，實際上是他們自己

不高興，我很怕和父親溝通＂ 

受訪者 K：“父親性格比較內向，與我和不來，發起脾氣來很嚇人。＂ 

2、害怕面對父母婚姻衝突 

在受訪的抑鬱青少年中，約有 50%的青少年的父母的婚姻關係不佳，婚姻關

係衝突或冷漠，這些孩子害怕但卻不得不面對常常發生的父母婚姻衝突，主觀感

受是害怕和壓抑。 

受訪者 B：“小時候在爺爺奶奶家，很親切、自然，不用顧忌什麼；回到自

己家，很難受，那個時候他們（父母）關係不好，大家都不高興，又容易發脾氣，

就把氣撒在孩子身上。＂  

受訪者 A：“小時候很少回家，父母常常吵架，回到家感到很壓抑。＂ 

受訪者 K：“父母經常吵架，摔東西，我很害怕，不安，希望（父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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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結束。＂ 

（三）、與父母溝通少 

親子溝通是指父母與子女進行資訊、思想和情感交流的過程。親子溝通的次

數和品質是親子關係的一個重要維度，良好親子溝通對青少年的心理健康有重要

的影響。良好的親子溝通表現為積極的傾聽、同感和相互尊重。對於抑鬱青少年

來說，從幼兒階段開始，親子之間的溝通就比較少。 

受訪者 K：“我小的時候上的是媽媽工作的幼稚園，她平時很少和我溝通交

流。＂ 

受訪者 H：“從小我父親就在外邊跑車，很少回家，我很少和他講話，媽媽

忙農話，小的時候和我交流也不多。＂ 

受訪者 F：“我有什麼心事從來都不告訴父母，告訴父母他們處理不好，還

會招惹來更大的麻煩，所以從小我就學會什麼事情自己解決。＂ 

受訪者 B：“我從小到大和父親很少交流，跟他沒有辦法溝通，他不理解你，

有些事情就是說不通＂（說這番話時，B 傷心地哭了）。 

孩子在幼兒階段不僅需要父母的精心餵養、照顧和保護，情感上也很依賴父

母，幼兒經由父母得到安全感和信任感，而父母經由孩子得到幸福與滿足感。由

祖父母照料長大的孩子，很難與父母建立安全型的依戀關係，在日後與父母的相

處過程中，良好親子關係的重建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二、童年期親子關係的特徵 

中國家庭比較注重孩子的學校教育，抑鬱青少年的祖父母家大多生活在農村

或小城鎮，當地的教育資源也很有限。當孩子進入學齡期時紛紛被接回到父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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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在進入小學接受正規教育的同時，兒童期的抑鬱青少年也開始重建親子關

係。遺憾的是，親子關係重建的過程並不順利，抑鬱青少年兒童期的親子關係呈

現出情感冷淡，害怕父母權威，親子衝突初現的特點。具體表現為： 

（一）、情感冷淡 

抑鬱青少年在幼兒期形成的親子關係中情感疏離的狀態在其進入童年期以

後並沒有得到改變。如果說幼兒期孩子還渴望得到父母的關愛，那麼到了童年

期，儘管和父母生活在一個屋子，但他們對父母的關愛已經不再有期待了，表現

為不願意和父母說心裏話，與父母的情感關係比較冷漠。 

1、不願意和父母說心裏話 

受訪者 D：“上小學的時候在學校被老師罵，回家也不和父母講，我也不知

道那時候（為什麼）就不願意和父母講。父親他工作特別忙，都很少和我主動說

說話。母親做生意又特別忙，根本就很少見。就是很疏離，他們那時候就是想給

我創造好一點的物質條件，心靈上精神上的這些都很忽視。＂ 

受訪者 B：“我上小學回到父母身邊以後，和父母的關係，基本上說心裏話

的時間比較少，我小的時候父母關係不好，經常在吵架，也談不上說什麼心裏

話。＂ 

受訪者 K：“上小學時，父母對我的教育幾乎是空白，就是生活上比較照顧，

和他們的交流比較少。＂ 

受訪者 F：“儘管我的父母很疼愛我，但我有什麼心裏話也不會告訴他們，

怕他們為了替我解決問題而招來更大的麻煩。＂F 的母親也說：“我家這個娃娃

從小就是這樣，回到家來很不說話。我也不知道是為什麼。聽老人說這個娃娃是

在外面（在醫院）生的，所以和家裏的人不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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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父親沒有情感反應 

受訪者 H：“上小學的時候大部分時間我和母親在一起，爸爸經常出差或幹

別的，對爸爸沒有太大的感覺。＂ 

受訪者 K：“父親就像生活在我身邊的陌生人。＂ 

（二）、害怕父母權威，逆反和抗拒初現 

在中國家庭中，父子關係是最主要的成員關係，此時，抑鬱青少年對父母的

害怕和恐懼已經從對父母具體的形象的害怕轉變為對父母所擁有的權力、對父母

權威的害怕。 

1、怕父親權威 

受訪者 G：“上小學後父親也不常常在家，他回家來，脾氣怪，有點怕他，

慢慢地，看見他，就很不想和他講一些事情，在家裏反正也是怕他，關係處理得

不好。在和小 G 的媽媽交談中，她也證實了兒子害怕其父親的事實。小 G 的媽

媽說：“他爸呢脾氣有點嚴肅,對子女就是說嚴肅,對子女嘛就是拿出那種長輩的

作風，說咋個麼就要咋個。他爹說一,兒子不敢說二。＂ 

受訪者 K：“他們（父母）的個性和我很不和，我爸爸性格很內向，但發起

脾氣來很古怪，很嚇人。＂ 

受訪者 D：“我上小學時有尿床的毛病，當時父母不知道這是一種病，每當

我尿床的時候父母總會罵我、打我，這件事讓我的童年蒙上一層陰影。＂ 

受訪者 C：“上小學的時候父親在外邊工作，基本上和他溝通不來，怕他。

因為我爸經常罵人。他說我不聽話，比如他讓我去做什麼，我不願意去做，或者

是他說什麼，我頂嘴。＂ 

2、對父母權威的逆反和抗拒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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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孩子漸漸長大，父母加強了對孩子的控制，控制的焦點主要是學习和行

為。由於大部分抑鬱青少年智力上比較聰明，在小學階段的學業成績都很不錯，

父母對孩子的控制主要是在行為方面，如要求孩子服從父母的安排。由於親子之

間缺乏情感溫暖和必要的人際溝通交流，面對父母的要求時，一些孩子開始對父

母權威產生逆反和抗拒。 

受訪者 A：“父母常常吵架，我覺得很煩，大部分時候我不講什麼，隨他們

去吵，有時實在忍不住了，就會大聲對他們說別吵了。＂ 

受訪者 C：“比如說小的時候有一次家裏煮付片（一種中藥）吃，他們煮出

來讓我吃，說對身體好，我吃了幾口就想吐，不想吃，我爸就罵我，樣子很凶，

我是邊流眼淚，又怕，把反胃出來的東西又咽回去了。還有一次是我爸讓我把放

在前院的澆水的糞桶拿到後院去，我不聽他的話，不拿，那時候我才 7-8 歲吧，

他就直接捏著我的脖子，很痛，那個時候，我直接嚇得尿褲子。（小 C 說道這裏

時哭了，很傷心） 

受訪者 H：“上小學時候，我父母離婚，我和爸爸生活。因為之前我一直和

媽媽生活，爸爸不常在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就感覺自己的生活習慣被打亂

了，感覺家裏特別亂，那段時間為了表示對我爸爸的抗議，我就不吃飯，後來就

用別的方式，比如只吃菜，後面階段就只吃菜，最後，父親讓老師強迫我吃，那

時候很害怕老師，老師說什麼就幹什麼，老師要求我吃飯就吃飯了。＂ 

儘管孩子們與父母權威對抗的結果常常是孩子失敗，甚至被打罵。但父母的

控制和權威阻擋不了子女追求獨立和自主的發展需要，這就是子女與父母進行權

力較量的動力，也是權力較量的最終目標。 

（三）、親子溝通依然缺乏，一般性衝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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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期的親子溝通中除了繼續保留著幼兒期已經形成的與父母溝通少的特

點，同時，親子溝通中的一般性衝突也出現了。一般性衝突主要發生在母子之間，

衝突的內容主要是一些生活小事，衝突的方式為吵架或賭氣。 

受訪者 A：“我上小學 2 年級就被送到老師家了（寄宿在小學老師家），4 年

級轉學到住宿學校。我和爸爸的關係是建立在物質基礎上的，我們一年見面的次

數不超過 10 次，我要什麼他就給我買什麼，很少溝通。＂ 

受訪者 G：“爸爸要找我講哪樣，他就先跟我媽講，然後我媽再跟我講；他

有時候也會來主動跟我講話，我就跟他講講，我從來不主動跟他講。我有哪樣要

跟他講的，也是先告訴我媽。我有時候也會想主動跟他講一下，但是，一見到他，

還是覺得很緊張，有點懼怕。＂在和小 G 的媽媽交談中，她也說道自己常常成

為孩子和丈夫溝通過程中的“傳話筒＂。 

受訪者 A：“上小學時候常常和媽媽吵架，媽媽罵人又難聽，常常傷到我的

自尊心。回憶自己過去和她的生活，都是一路吵著過來的，吵架也主要是為一些

小事情。＂ 

受訪者 M：“小時候我們做錯了什麼事情，媽媽不會打我們，主要是罵，上

初中以後就基本上不罵我了。她罵我時我也不怕她，只是感覺心裏不服氣，因為

她常常拿我和別人比較。有一次我的一個堂弟來我們家玩，我媽就叫那個堂弟拿

東西或幹什麼，然後她就對我說，你看看你堂弟怎麼樣，你怎麼樣。＂ 

 

三、青春期的親子關係：生病前的親子關係 

 雖然大部分孩子在進入青春期以後都會有一段時間與父母衝突很多，但如果

衝突是建立在父母愛子女，子女能體會和理解父母之愛的基礎上，也就是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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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是以情感溫暖和親子之間的溝通和交流為基礎，那麼，親子衝突不會對良好

親子關係造負面的影響，甚至會有積極的影響。當孩子能夠知覺或揣摩到父母並

不是高壓型的父母時，這種衝突對親子關係不僅沒有負向影響，甚至還有正向的

影響（如深情不減）；在衝突過程中，如果父母並非一味控制，而是和孩子之間

能夠相互協商，甚至妥協，那麼對於親子關係是有積極的影響的（如增進瞭解：

父母不可替代）；相反地，如果孩子知覺到父母堅持對孩子高控制，而孩子本人

無法抵擋而抑己順親，則對其親子關係有極其不利的影響。（林昭榮、林惠雅，

1999）。本研究發現抑鬱青少年與父母之間的衝突的性質屬於後者，與父母的衝

突對青春期良好親子關係的形成具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進入中學階段，大部分抑鬱青少年被父母通過“買學＂的方式安排到重點中

學學習，也開始了住校生活，與父母第二次分離。如果說抑鬱青少年幼兒期與父

母的第一次分離造成的是與父母情感的疏離，那麼進入青春期後與父母的第二次

分離，導致的是與父母的情感隔閡。儘管父母與子女的空間距離遠了，但是，為

了讓子女能考上好的大學，有一個好的前程，父母加強了對孩子的控制，控制的

焦點是子女的學業成績。但是，這種高控制是建立在親子之間情感冷漠、缺乏溝

通交流的基礎之上，必然導致子女的反抗。抑鬱青少年最初採用一種無聲的反

抗，即抑己順親。當這種無聲的反抗不能解決問題時，青少年就開始與父母對抗，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以自虐、甚至自殺的方式來與父母抗爭，抑鬱症狀也就在這

個階段開始出現了。 

（一）、與父母，尤其是父親的情感隔閡比較大 

孩子與父母情感隔閡，尤其是與父親的情感隔閡比較大，且情感隔閡的表現

方式呈現出一定的性別差異，女孩子對父母的的負性情感反應是朝向自我，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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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把內心的痛苦放在心裏面不對父母說，面對父母時有冷漠和壓抑感；男孩子的

情感反應是朝向外的，表現為對父親的抱怨和反感。 

受訪者 A（女）：“可能我爸爸經商 15 年，什麼樣的場面都見過了，對我們

的那些痛苦司空見慣了，感覺對我們的痛苦，司空見慣，根本就不在意，沒有辦

法理解我的那些痛苦，所以就覺得跟他溝通情感上的問題不好溝通。如果我哪里

說的不是那麼明確、說得不好聽，他就要罵我。所以我一般不和他溝通。＂ 

受訪者 C（女）：“初中的時候我和妹妹到爸爸工作的城市讀書，那個時候

媽媽還在農村。爸爸經常出差，不在家，特別是到了晚上，我很害怕。爸爸回來

後，我也不會跟他說這些（事情）。＂ 

受訪者 K（女）：“回到家和父母在一起沒有話講，感覺很冷，很壓抑。＂ 

受訪者 A（女）：“有一段時期，初二下學期的時候，我對誰都沒有感覺。

對我父母沒有感覺，對我最好的朋友也沒有感覺。但後來過了一段時間又有感

覺。＂ 

受訪者 M（男）：“中學我住校，放假也不想回家，家裏氣氛不好，一家人

在一起也沒有話講，感覺比較冷。我父親比較懶散，除了上班挖煤，別的什麼事

情都不管。＂ 

受訪者 L（男）：“我討厭父親和他的朋友，討厭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在

一起感到難受、心煩。＂ 

受訪者 H（男）：“我和我爸的關係可能小學階段沒有太大感覺，初中階段

就感覺他有點…，尤其是初三的時候他半退休，可能經常呆在家裏面，感覺有點

不適應，我不喜歡他呆在家裏，那個時候才開始對他有反感，初中階段和他的關

係都是不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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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抗父母權威 

由於中學階段，特別是進入高中後學習難度加大，同學之間的競爭加劇，抑

鬱青少年已經很難取得令父母滿意的學習成績了，加之青少年自我意識的覺醒，

面對父母過高的學業和行為要求，抑鬱青少年不再抑己順親，開始對抗父母權

威，甚至用自己的生命來抗爭。女孩和男孩與父母權威對抗的焦點和方式有所不

同。男孩與父母對抗的焦點主要是學業成績和行為出現偏差（不願上學、早戀

等）；女孩與父母對抗的焦點是“不聽話＂。 

1、對抗的焦點 

（1）學習成績達不到父母的要求  

受訪者 H（男）和父親的關係在中學階段都不太好，衝突最激烈的 2 次分別

發生在初三和高二的時候，兩次衝突均以 H 的自殺未遂而告終。受訪者 H 說：

“我讀初中的時候，感覺如魚得水那樣，成績還是不錯的，就因為這樣所以父親

不太管我，但是到初三的時候，第一次月考的時候，我考年級 11 名，當時我沒

有給我爸媽講，因為第一次是校內月考，當時我感覺這個(名次)不算什麼，應該

中考才算真的，我就掖下來了。第二次我們縣月考的時候，那次因為感冒我就考

了好像年級 25 名。那段時間因為我爸當時處於半退休狀態，他就特別關注這個

（名次）。那天原本他拿著我的成績單出來，不太想講話，情緒不怎麼好，當時

看他（不滿意）憋在心裏面不想說出來。之後我有一次和他吵的時候，他就拿出

這件事來，說你考成這樣還有臉說，就感覺他特別在乎這個（成績）。我被我爸

罵了之後就感覺他只看重分數。我和父親對學習的認識上開始有分歧，再加上有

時考試偶然考得不太理想，父親表示不滿後，那種對抗就真正一觸即發＂ 

（2）早戀、不願意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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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G 說：“我們老師發現我談戀愛的事情以後,就跟與我戀愛的那個女

生打電話後，當天晚上就打電話給我爸爸, 然後我爸爸還直接打電話嘈我。他講

的都是粗話，他講我太傷他的心, 還罵了很多句髒話。我當時也是很委屈，我希

望父母能跟老師講,跟老師講以後,老師能理解我,但是（父親）反過來打電話罵

我。就算是我做錯了，他應該也是跟我好好的講,（我）哪里錯了，不應該說粗

話罵我。＂ 

小 L：“快高考時，我向父親提出不去學校上學，讓他請家庭教師幫我在家

復習功課，父親不同意，我和他就吵了起來，我覺得他給我很大的壓力，我沒有

自己的空間，心情很煩躁，活著沒有意思。＂ 

（3）“不聽話＂ 

“不聽話＂是指孩子（主要是女孩）的行為達不到父親的要求，如不夠堅強，

不能吃苦、不能體諒父母、不聽從父母的安排等。 

受訪者 A（女）的父親希望女兒像自己一樣堅強，看到女兒為家庭關係不和

而哭，就罵她：“你看看你，又淌什麼貓尿了，太沒有用了，大人的事情你不用

操心，自己的事情都沒有管好。＂對小 A 來說“太沒有用了＂這句話對她是個

巨大的刺激，讓她感覺自己是個弱女子，成不了大事，沒有什麼個人價值。 

受訪者 B（女）的父親為了讓她將來能有一個好的前途，把她送到縣裏的教

學品質最好的一所“貴族中學＂10讀書。由於家庭經濟條件不好，她每天要走一

個多小時的路回家吃飯，每天來回 4 次。她說：“讀中學時，因為晚上要上自習，

就居住在親戚家裏面，但吃飯還是要走路回家吃，很辛苦，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太陽又大，路上有很多灰塵，累的時候有時回家會發脾氣。父親就會罵我，他覺

                                                              
10  小 B 把自己就讀的中學稱為貴族學校，因為同學的父母大多是自有錢人或有權力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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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家裏就那個條件，小孩嘛，要多吃一點苦。＂ 

受訪者 C（女）：“我記得有一次我上高中的時候，我和小妹有一天沒有上

課，下午 6 點多的時候，我們在看電視，沒有煮飯，他（爸爸）一進門，看到我

們在看電視就罵我們，我們趕快把電視關掉，去廚房煮飯。他進廚房來，看到我

們什麼也沒有弄，就罵我們｀怎麼你們都那麼大了，連大人的辛苦都不知道，也

不知道做飯＇，當時就把鍋鏟砸在地上了，那次他的火氣很大。＂ 

受訪者 D（女）說：“讀高中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情緒低落，不想和同學交

流，具體是什麼原因我也不清楚了。只是之前曾和父母11有些不開心的事情，就

是他們突然控制我的生活費，這使我一下無法接受。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從沒有

限制我的生活費，當時我很生氣、難過，也曾賭氣說永遠不用父母的錢，後來通

過父母的解釋，我理解了他們是想要我學會生活，我還是用父母的錢。可是，從

這件事情後，我用父母的錢就特別節省，很苛刻自己，苛刻到吃飯從不買肉吃。

每當看到其他同學吃肉，想吃什麼就吃什麼，我總是又難過又氣。難過的是我好

想吃好多好吃的，可是為了省錢，為了不讓父母說我用得錢多，只好忍住。氣的

是為什麼，為什麼父母現在才教我節約用錢，為什麼小時候不教，現在都形成習

慣了，又突然叫我改，讓我有好多的不適應。＂ 

2.、對抗的方式 

進入青春期後，孩子與父母權威的對抗達到高潮，可謂孤注一擲，對抗的方

式也很極端，要麼離家出走，要麼以死亡相威脅。 

（1）離家出走 

受訪者 L：父親給我的壓力太大了，我沒有個人空間，感覺活著沒意思想自

                                                              
11  小 D 父母的夫妻關係很好，屬於夫唱婦隨型的，在小 D 看來，在教育自己的過程中父母立場一致，是一

體的，所以她對和父母互動的方式是不用性別來區分的，而總是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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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那天晚上我帶著自己的行李要離家出走，被父親強行攔了下來，第二天他就

帶我到醫院來了。 

（2）用生命抗爭，自殘、自虐甚至自殺 

受訪者 K：我不喜歡去現在的學校上學，心裏不高興，有一天我割腕和吞了

2 塊電池。之後父母對我的方式有一些變化，之前我要什麼，她說要考慮一下，

她不滿意的話就不買。之後就儘量滿足我的要求，我想吃什麼她就買，我要什麼

她也買。 

受訪者 A：我生活得好辛苦，完全是為我的家人活著，很痛苦，想找人來救

我。住院之前我只有 2 條路，一條是為家人痛苦地活著，另一條就是死亡。我已

經死過（自殺）過 2 次了，但是我現在不會這麼想了。 

受訪者 H：那天晚上，可能 12 點左右，我和我爸吵起來了，特別激烈，我

就破門而出。原來就有過自殺的念頭，那天吵架激化了我們之間的矛盾，讓我更

堅定了死亡的念頭。我就買了一瓶克感敏，把它們都吃了下去。  

受訪者 G：我談戀愛的事情被父親知道後，他就用很粗的話罵我。我回到家，

心情很不好，就出去買了一瓶克感敏，一瓶礦泉水，把藥全部吃了下去。 

    由於缺乏親子溝通和父母的關愛，抑鬱青少年與父母權威的抗爭不是通過溝

通和協商來解決問題，而是逃避（離家出走）和自我放棄，甚至放棄自己的生命。

國外的一些研究表明當青少年和他們的父母語言交流增加時，親子衝突的次數較

少，親子關係的和諧度也更高（Tseng & Fuligni, 2000）。有研究表明(Jochen et 

al,2011）影響青少年自殺意念的兩個最直接影響因素是抑鬱症與父母的愛，抑

鬱症是導致青少年自殺意念產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缺乏父母的關愛，其他

因素都是間接的，它們是通過親子關係這個仲介變數來影響青少年自殺意念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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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缺乏父母關愛可以導致青少年產生自殺意念，可是缺乏母親的關愛要通過抑

鬱症這個仲介因素導致青少年自殺，而缺乏父親的關愛可以直接導致青少年自

殺。有關依戀的研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孩子與父親和母親的依戀方式是不同的，

這些方式不僅影響孩子的對自己的看法，也會影響其對挫折防禦機制的選擇和利

用。 

 

（三）、溝通的次數少，效果差 

進入青春期後，大部分抑鬱青少年開始了從鄉村到城市或從小城市到大城市

的住校生活，與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少了，親子溝通的次數也更少了。同時，青少

年進入城市後視野的開闊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加劇了父母和子女之間的代際差

異，溝通的品質也更差了，不良的溝通效果又進一步阻礙了親子之間的溝通交

流，形成了溝通次數與溝通效果之間的惡性循環，導致青少年產生父母不愛我的

主觀感受。 

從溝通次數上看，抑鬱青少年進入青春期後與父母的溝通很少。受訪者 M：

“上高中後很少回家，每個週末放假都不回去，一個人在學校裏面。不喜歡回家

主要是和父母沒有什麼話講，就是吃飯、睡覺、寫作業，每天還要幹其他的事，

麻煩。＂受訪者 A：“上中學後我到了昆明，在很多事上和爸爸的看法不同，很

難溝通。＂受訪者 F：“上中學住校週末回家就是寫作業、吃飯、睡覺，和父母

也沒有什麼話可說。＂ 

從溝通品質上看，父母處於強勢和控制地位，以說教為主，缺乏對青少年的

肯定、理解、尊重和接納，容易對青少年的自尊心、自信心造成傷害，使青少年

無法感受到父母的情感溫暖和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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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B：“其實我心裏話基本不對我父母說的，我說了都是被他們否定的，要

麼就是因為他們吵架，我不對他們說，我回家覺得很壓抑的，這種壓抑感一直到

現在都有，我基本上不回家，我能不回家就不回家。＂ 

小 A：“我覺得和爸爸沒有辦法溝通情感上的事情，他做事的確很好。我哭

都不敢當著他的面，他希望別人都像他一樣堅強。我又是一個女生，我可能她的

一半都做不到。我哭，他就會罵我，就像這個星期，他來接我和媽媽回家，他在

車上又開始罵我叔叔。我就開始哭，他就罵我｀你看看嗎，又淌著什麼貓尿了，

太沒有用了，動不動就哭，大人的事情你操什麼心，自己的事情都沒有管好＇ 。＂

小 A 說爸爸最刺激自己的話就是“動不動就哭，太沒有用了＂，好像自己就是個

弱女子，一天就只會像林黛玉那樣花落了也要難過，成不了大事，只能做些小事。

父親對自己價值的否定讓小 A 覺得很難過，自信心也比較低。 

小 K：“我父母對我的教育方面幾乎是空白，就是生活比較照顧，我從小比

較聽話，也比較乖，我做得好，他們也不會表揚我，做得差，他們偶爾會說兩句。

我考得好希望收到禮物、得到語言的鼓勵，考得不好的話我也不希望他們什麼表

示，我自己就會加倍努力。＂在這樣一個缺乏溝通交流和肯定的環境中，小 K

感受不到父母的關愛，她說“父母就像生活在我身邊的陌生人。＂ 

 

四、青春期的親子關係：患病後親子關係的變化 

悲傷和痛苦的進化论價值是幫助人們重新建立關係（特羅西羅爾，2000，轉

引自 Paul Gilbert，2002）。孩子患上抑鬱症以後促使家長和孩子思考彼此之間的關

係，親子關係開始出現一系列變化，甚至是逆轉，呈現出一種暫時的“和諧＂，

抑鬱症成為撬動親子關係改變的杠杆。在此之前，抑鬱青少年的父母中往往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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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孩子的教育是對的，所做的一切都是為孩子好。但是，當他們面對孩子成

為精神病人的事實時，自以為是的父母們像一個泄了氣的皮球，突然軟了下來，

開始意識到自己對孩子的教育出了問題，感到內疚和自責，並開始主動改變和孩

子的互動方式，親子關係出現暫時的和諧。 

（一）、親子關係的改變 

1、情感上：從疏離、恐懼到情感溫暖 

情感溫暖的主要表現是抑鬱青少年和父親的見面機會多了，感覺到了父母對

自己的關心和愛。 

受訪者 L：“以前父親只是在物質上滿足我的要求，情感交流少。生病後，

父母輪流來醫院照顧我，感覺很溫暖。＂L 的父親也說：“孩子生病後我才發覺

自己的教育出了問題，感到過去忽略了他，比較內疚，希望能和領導說說，換一

個工作崗位，多一點時間照顧他。＂ 

受訪者 A：“1、2 年前，我還一直認為我和爸爸的關係是建立在物質基礎

之上的。因為我想從小學到生病之前，我要什麼爸爸就給我買什麼，很少溝通。

直到我生病了，他陪我的時間才多一些，之前我們一年相見的時間不超過 10 次，

然後，現在還多一些了。＂ 

受訪者 C：“因為大一出事後12，我爸爸經常上昆明來看我，我才感覺爸爸

關心我，之前我沒有這種感覺。他變得很鼓勵和關心我，之前很挑刺了。他說我

要活潑樂觀一些，我感覺父愛存在，我敢說一些東西了，我感覺樂觀了很多，愛

說話了很多，開朗很多，我們的關係有了 180°的轉變，有什麼話也敢跟他講了。 

受訪者 J：“我得抑鬱症的時候，我想過自殺，連遺書都寫好了，我爸爸看

                                                              
12  指小 C 上大學一年級時因為人際關係緊張、不願呆在學校，特別容易哭，晚上失眠。去醫院看病被診斷

為抑鬱症並伴有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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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他就哭了，他之前從來沒有在我的面前哭過。我爸爸就說了一句｀你死了

你媽怎麼辦？她怎麼活！＇當時我就堅持下來了，就正常了。＂ 

受訪者 G：“我生病後，我爸爸對我的態度明顯好轉，以前他（父親）有哪

樣事情,他會沖我發火,最近一個月來不朝我發火了，每次見我都是笑呢。以前不

是（這樣），我有了病,他應該是考慮到我的病，才注意一下子對我的態度，感覺

他還是愛我的。＂ 

2、人際關係上：溝通次數增加，彼此能有一些理解 

受訪者 F：“我生病後覺得跟父親溝通容易了，父親比較能理解我了＂。 

受訪者 K：“生病後，他們（父母）好像有一陣子有特別的交流，媽媽回家

的時間多了，有時會和我多說幾句。＂ 

受訪者 H：“我生病後父親每天都會打個電話過來，好像感覺是他和我的關

係導致了我得抑鬱症，每次都是他問，我答。＂ 

受訪者 C：“生病後父母對我的生活、飲食方面也比較關心了，我不自信的

時候也會和他們講講了，他們也會給我加油打氣。像我回家，有時很灰心，就會

跟我媽媽說自己得了這種病，連談戀愛的資格都沒有了，她說，你連自己都看不

起的話，誰會看得起你呢！＂ 

3、權力關係上：從控制到尊重、甚至遷就子女（或被子女控制） 

子女患病後，父母在處理孩子的問題時，開始考慮子女的意見，尊重孩子的

願望，親子之間的權力關係開始走向平衡。有的父母甚至放棄了自己的父母權

威，遷就子女，子女也會利用生病的契機來控制父母。 

受訪者 D：“從小（父母）就比較專制，爸爸說什麼就是什麼。我得了這個

病以後，很多時候他們（父母）不像以前那樣，雖然有時候他們還是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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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他們還是多少會徵求我的一些意見，比如是否回這個學校讀書，他們不會

再勉強我，這次是我自己決定我一定要回學校把書念完，我自己決定的。＂ 受

訪者 D 的父母在孩子得了抑鬱症，出現心情壓抑、不想讀書，想退學回家、自

我封閉的抑鬱症狀時，不再堅持過去對女兒壓服的方式，依從了女兒退學回家的

決定。他的父親說：“根據女兒出現的情況，我們做出決定，對她讀書的事情由

她自己決定，我們不在過多干預，女兒已經是大人了，不想讀，堅持不了就回來，

我們不再強壓她去讀了，她有自己的思維能力了。＂ 

受訪者 L：“生病後，爸爸同意在附近單獨給我租房子，給我空間，不再要

求我和他出去應酬了。＂ 

受訪者 K：“我媽媽在我生病後儘量滿足我的要求。以前我要她買什麼她要

考慮才買，現在我要什麼她都買給我。＂  

受訪者 B：“生病後，父親請了三個月的假並送我到昆明住院，特別遷就我，

他越遷就我心裏面就越痛苦。＂ 

（二）、抑鬱青少年面對親子關係轉變的態度 

對於青少年患病後親子關係出現“暫時的和諧＂，抑鬱青少年的反應也不完

全一致。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抑鬱青少年對此的態度是積極接納；而父母婚姻關

係不和諧或婚姻關係已經破裂的抑鬱青少年對這種改變並不認同，對父母也沒有

積極的期待。 

1、積極的反應：接納 

對於生活在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抑鬱青少年來說，親子關係的改變使父母與

子女的關係從對立變為支持，孩子能積極接納這種變化，親子關係的改變成為孩

子康復最有力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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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在我康復的過程中，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家庭環境、父母和小

妹給我的支持。我悲觀的時候父母會安慰我，身體不舒服的時候媽媽給我按摩，

感覺自己開朗、樂觀了很多。” 

受訪者 D：“我生病之後，我爸爸媽媽為我做了力所能及的，特別是我媽媽，

幾乎為了我基本上她把所有的精力、所有的愛貢獻給了我。住院的時候她來醫院

陪護，也常常開導我，基本上每次我一難過，我媽媽都會特別傷心，好幾次我一

哭，她也跟著我哭，覺得心裏面特別感動。” 

2、消極的反應：不認同父母的改變，對父母也沒有新的期望 

生活在父母婚姻關係不和諧甚至破裂中的抑鬱青少年由於失去了對父母的

信任，對這種突如其來的親子關係“改變＂並不認同，對父母也不抱有什麼積極

的期望。 

受訪者 A：“我覺得即使我說出理想中的親子關係也沒有用，因為很多道

理，許多關係理想和現實差距很大，因為現在社會就是這個樣子，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會因為社會的一些因素而達不到他們的理想中的狀態。比如現在大人的工作

壓力比較大，競爭比較激烈，如果還讓他們回到家保持一個很好的脾氣的話，應

該有難度。大人在外面遇到不順心的事情，因為家是一個能最清靜的地方，讓自

己自由的地方，可以在家裏讓自己放鬆心情，因此有時就會拿家人出氣，就容易

吵架，所以我說出理想中的家庭關係也不現實。＂ 

受訪者 K 在被問到“你希望父母和你的關係發生哪些變化呢？＂時，她說：

“我都不去想這些問題了，因為想了也沒有用，沒有辦法改變現實，跟自己的經

歷比起來更不平衡。＂ 

受訪者 L：“對父母也沒有什麼希望了，他們身上的毛病也改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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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抑鬱症的父母交談中，許多父母對如何與孩子相處也缺乏信心，正如受

訪者 F 的父親說：“孩子生病後，我才意識到對他的教育出了問題。對孩子既不

能夠軟弱，也不能夠控制，但不知道該如何掌握這個度。＂基於父母和孩子兩方

面的原因，我們認為這種親子關係中的和諧是暫時的。 

  五、對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變化過程的小結 

從抑鬱青少年的成長歷程來看，親子關係並非一成不變，在其成長的過程中

親子關係的某些維度在發生著變化，某些維度則變化不大。在這個過程中，不變

的是親子之間始終缺乏愛與情感溫暖，父母對孩子的權威和控制；變的是隨著青

少年的自我發展和社會流動，個人獨立意識的增強和覺醒以及平等、民主意識的

提升，青少年對人人平等的人性發展的追求，親子之間的權力對抗明顯增加，這

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最終以子女患上抑鬱症而終結，具體見下表 5.1。 

1、情感維度變化 

從抑鬱青少年的自我敍說來看，其親子情感關係維度始終處於低情感溫暖狀

態，青少年對父母情感溫暖的體驗越來越低，從疏離到冷談，再到隔閡，只有當

疾病出現的時候，父母的對孩子的親情才被喚醒，抑鬱青少年才體會到了父母對

自己的關愛。 

2、權力維度的變化 

權力維度的變化是比較大的，由最初對具體的父母的害怕，發展為對抽象的

父母權威的害怕並產生逆反和對抗，與父母權威的對抗在青春期達到高峰狀態，

此時，精神疾病也出現了。 

3、人際溝通維度的變化 

這個維度的變化最小，基本上一直處於溝通比較少的情況。直到孩子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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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父母才開始重視與孩子的溝通交流，親子溝通增加。但是，這種溝通只是停

留在表面上，孩子的心靈始終對父母關閉著。 

 

 

表 5.1 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變化過程 

親子關係特徵 
成長階段 

權力關係 情感關係 人際關係 

幼兒期 
怕父母、尤其

怕父親 

疏離：與父母

不親、孤獨、

愛的失落 

溝通少 

兒童期 

（小學） 

怕父母權威 

對抗初現 
冷談 溝通少，有衝突 

青少年時期 

（發病前） 

對抗權威加

劇、離家出

走、自殺、自

虐 

隔閡：壓抑、

反感 
溝通少，有衝突 

青少年時期 

（發病後） 

權力趨向平

衡，甚至子女

控制父母 

溫暖 溝通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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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特點 

一、父母不親 

從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親子關係的三個維度中最強的是

權力維度，體現出“權大於情＂或“以權壓情＂的特點，而情感維度和人際溝通

維度一直比較弱，催生了抑鬱青少年“父母不親＂的主觀感受。具體表現為： 

第一，權力主要體現在父親身上，是傳統中國社會父權制的體現。儘管抑鬱

青少年害怕甚至討厭父親，但在他們的心目中的父親的位置依然最高，父親事業

成功，在家庭中也掌握著大權，是家庭中真正的一家之主，有關自己學業、就業、

婚戀等人生發展大事，都是父親說了算。 

受訪者 A 的父親是一個貿易公司的老總，談到對父親的認識時，她多次說

道:“爸爸的事業比較成功，他會做很多事情。有些時候，他在我心中很了不起，

很完美，他大事小事都做得很好，家務事也做得很好，爸爸家有三個兄妹，他是

最成功的。＂在家庭中，小 A 的爸爸也有很高的地位，她說：“我爸爸媽媽經

常吵架，每次吵架都是爸爸取勝；爸爸也會和奶奶吵架，他們倆只要誰認為自己

是對的，都不會讓步。他們常常為叔叔的事情13爭執，因為我奶奶會幫著我叔叔

說話，然後我爸爸就會說我奶奶老了，連是非觀念都不明確了。爸爸常說你叔叔

雖然是我的親兄弟，他這樣做事就是對我不尊重、不負責，那我也沒有必要去尊

重他，為他的工作做出什麼保證，我父親希望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個人都能夠非常

尊重他，最好能服從他。＂ 

受訪者 B 的父親是一位農村小學教師，她說：“我的父親有八個兄妹，日

                                                              
13小 A 的叔叔是其父親公司的職員，叔叔因做事不認真而常常被小 A 的父親責駡，奶奶常常站在叔叔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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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過得很緊張。他是家中唯一考上中專的，畢業後做了小學老師。我家的經濟情

況不好。我父親把一個農村女孩培養到大城市上重點大學，他很驕傲和自豪，周

圍的人也都認為他很成功。在我們那種農村，能考上重點大學的沒有幾個。＂ 

受訪者 D：“我爸爸媽媽關係還是好的，雖然有時也會吵嘴，但對夫妻關係

沒有大礙。家裏面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父親說了算，重大事情都是父親說了算，

至於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媽媽說了算；她一個人能做決定的，有些重大事情，她

一個人要和我爸爸商量一下。高考填志願時，我和爸爸有矛盾，我想學學前教育

專業，因為我喜歡和小朋友玩，我喜歡小孩的天真和單純，喜歡快樂、簡單的生

活，那時我還研究過兒童心理學。可是，爸爸說這個專業出來後不好找工作，要

我讀警官學院，畢業後考公務員。加上我當年高考時，沒有考好，沒有選擇的餘

地，就只好同意了，報了警官學院。＂ 

受訪者 C：“爸爸認為大學裏面要以學習為主，不能談戀愛，畢業後考上公

務員，有了一份正式工作才能談戀愛。我現在談戀愛了也不敢跟他說，如果我現

在跟他說，只會被他挑剔、不同意，從中干擾，只會自找麻煩。＂ 

受訪者 G：“我從小就怕父親，在他面前很緊張，不知道該怎樣做，可能是

我比較在乎他對我的態度吧。＂ 

第二、父母情感表達不足，孩子很少得到父母的肯定和讚美。 

抑鬱青少年的父母對孩子的情感表達不足，當孩子學業成績較好時，父母也

希望孩子“百尺杠頭，再進一步＂，他們不太會肯定和讚美自己的孩子。 

受訪者 C，從一個邊遠的西部農村考入上海的重點大學，父母卻從來沒有表

揚過她。 

受訪者 D 也說：“自己做的再好，也得不到父母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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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K：“我考試得了年級第二名，父母也沒有說什麼。＂ 

受訪者 A：“考試考得好，爸爸也不會表揚我，只是帶我去買東西。＂ 

第三、體會不到父母的關愛，尤其是父愛 

在抑鬱青少年的眼中，父母更多地是一個教育者、說教者，而不是一個關心

者和支持者，很多青少年體會不到父母對自己的關愛。在筆者與受訪者 L 的第

二次訪談結束的當天晚上，他給我發了一條短信：“高老師，你好！我想我大概

是缺乏父母的關愛吧。＂而我在與其父親的接觸中，感覺父親很在乎兒子，為兒

子前途很擔憂，L 的母親也很在乎與兒子的關係，常常打電話諮詢我如何化解與

兒子的衝突。為什麼孩子感受不到父母的愛呢？ 

受訪者 F 有一次對我說：“我總懷疑母親不愛我了，生病後我也不敢跟她說

什麼了，我一說什麼她就會發抖，我爸爸對我說以後有什麼事情不要跟我媽媽

說，跟他說就行了。我在家見過她發抖有 2 次，她可能是怕我的病再發吧。我媽

媽過去生病我爸爸就請人來家裏面給我媽媽看病，一般要幾天病才會好，而現在

她生病也沒有去看醫生，休息半天就好了，我懷疑媽媽是裝病。＂ 

受訪者 C：“我小妹和爸爸有時也會頂嘴，但爸爸不會打她，我覺得自己好

像不招爸爸喜歡，爸爸不愛我，他只愛我妹，我和他的關係很遠。我不喜歡我爸。

還有，他老是提醒我說要改變我的性格，好像是嫌棄我的性格那種，然後讓我覺

得自己的性格不好，好像就是嫌棄我這個人。＂ 

由於親子關係中“權大於情＂，父母更多地用父母權威來與孩子互動，使孩

子體會不到父母的愛，積極有效的溝通自然很難進行。抑鬱青少年對父母權威的

主要反應是：與父母，尤其是與父親情感疏離，恐懼權威人物，對於權威人物的

要求採取沉默、逆反與消極抗拒的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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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關係的主軸是父子（女）關係 

本研究中的訪談对象主要來自西部省份的雲南、貴州和重慶，中國社會轉型

中西部省份的開放和發展程度相對較低，中國傳統文化保留得多一些。本研究分

析抑鬱青少年的家庭關係的主軸仍然是親子關係，而非夫妻關係。而親子關係中

的主軸則是父子（女）關係。 

這個發現與香港學者 Tsang（1997：7）的研究發現比較一致，Tsang 的研究

發現，92%的香港中國家庭的青少年認為，父子關係非常重要，影響父子關係品

質的最主要的因素不是父子衝突，而是雙方價值觀的差異、青少年對父子關係重

要性的認識和雙方解決衝突策略的應用。本研究認為，父子關係之所以成為抑鬱

青少年親子關係的主軸，這一方面是由抑鬱青少年對親子關係的認識決定的，他

們認為父親是家庭權力的中心。訪談中筆者最大的感觸是受訪者談得比較多的是

父親而不是母親，儘管抑鬱青少年認為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好于父親，但他們更重

視父子關係，因為他們認為家庭權力由父親掌控，母親只能管一些小事，對母親

的評價也比父親低。 

受訪者 D：“家庭中重大決定是我爸爸說了算，有些重要的事情媽媽要跟爸

爸商量一下才能決定，媽媽只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受訪者 C：我母親文化不高，在家務農。我只跟媽媽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像工作、結婚、戀愛這些大事一般不跟她說，因為家裏面的大事我父親做主多一

些，即使我跟媽媽談了這些事情，我媽媽還是會去跟我爸爸講的。＂ 

受訪者 A：“我媽媽像個小孩子，還沒有我成熟，就像我第一次自殺的時候，

她第一次來學校看我，最後變成她來罵我：｀我為什麼不一生下你來，就把你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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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她怪我為什麼會有輕生的念頭，後來還要打電話告訴我爸爸，因為我更怕

我爸爸，我無法描述那時的感受。我想這個和她的性格有關係，是長期形成的，

一時也改不了。（我）就把心放寬一點，包容著她一點吧。而且我媽媽不是那種

特別喜歡學習的人嘛。＂ 

受訪者 K：“媽媽平時好像沒有什麼愛好，就是喜歡打麻將、喜歡玩。＂ 

另外一個方面是因為抑鬱青少年與父親的衝突的程度強于母親，導致他們對

父子（女）關係的感受比較深。父子（女）關係的衝突之所以強於母女關係，

與抑鬱青少年的父親參與子女教育活動的程度有密切的關係。從本研究看，抑

鬱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父親缺位的情況十分普遍，子女對父親的普遍感受是

“怕、不親＂。國外的相關研究表明，雙職工家庭中，父親參與照顧子女的程

度與父子關係的衝突有密切的關係，父親參與照顧子女的程度較高，則父子（女）

關係較為親密和諧。父親參與子女教養活動和角色分享可以提供父子（女）之

間彼此表達和感受愛和情感的機會（Almeid and Galambos，1991）。 

三、親子關係中的性別差異性問題 

從總體上看，到了青春期以後，抑鬱青少年的父子與母子關係在權力、情感

和溝通維度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差異，但在某些內容上的表現方式有一定的性別

差異。 

（一）、女性對父親：既愛又怕 

女性青少年在和父親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情感反應和他們對父親的認識是

截然不同的。從認知上看父親很成功、偉大，具有“王者風範＂，在家庭和社會

中都有較高的地位，對這樣一個父親的情感應該是積極、正面的。但在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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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儘管她們和父親見面和接觸的機會不是很多，但和父親互動的經驗常常是比

較負面的，如被父親傷害、害怕父親，被父親否定、拒絕，負面情緒的長期積累

就會變成抱怨和憤怒。但是，這種抱怨和憤怒在具有王者風範的父親面前是不敢

發洩出來的，憤怒和抱怨只能轉向自己，變成對自己的自責和不滿，從恨父親變

成恨自己，並產生對自己憤怒的憤怒（二級憤怒）。值得指出的是，女性青少年

對父親的愛不是情感上的愛，更多地是對父權的崇拜和欣賞。 

受訪者 A：“因為爸爸事業比較成功，他會做很多事情，大大小小，不管家

務還是工作，他都能做得很好，我就覺得他雖然不是萬能的，但是他在我心中很

偉大。我們之間社會地位真的相差很大。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我是一名普通的

學生。有時候溝通情感方面的問題，2 個人的觀點都會有很大的不同，很大的差

距。反正，他認為是對的，絕對就是對的，他經歷了那麼多風風雨雨，什麼場面

都見過，我一個小女生，當然要服從他了。長期受父親的影響，我的一些價值觀

已經被他改變了，有一段時間我變得和爸爸一樣現實。＂在崇拜的同時,受訪者 A

也很害怕父親，並常常受到父親的傷害，她說：“我最怕父親，他常常會罵我，

罵我時最刺激我的說法是：｀你動不動就哭，太沒有用了。＇好像我是弱女子，

像林黛玉那樣花落了也要難過，成不了大事，只能做小事＂ 。我覺得和爸爸沒

有辦法溝通情感上的事情，他做事的確很好。我哭都不敢當著他的面，他希望別

人都像他一樣堅強。我又是一個女生，我可能連他的一半都做不到。我哭，他就

會罵我。可能就像這個星期，他來接我和媽媽回家，他在車上又開始罵我叔叔。

我就開始哭，他就罵我｀你看看嘛，又淌著什麼貓尿了，太沒有用了，動不動就

哭，大人的事情你操什麼心，自己的事情都沒有管好＇＂。 

受訪者 B 的父親是當地村裏的小學老師，在當地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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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 9 個兄妹中也是最有出息的。B 的父親在她上小學時就把她送到鄉里、縣裏

條件最好的小學中學讀書。她能理解父親的苦心，她說：“我非常理解父親的做

法，他想讓下一代擺脫農村，擺脫他們那一代的命運。這就是他最偉大的地方＂

同時，受訪者 B 也說道：“父親常常為一點小事就打我罵我，實際上是他們自

己不高興，我很怕和父親溝通＂。 

受訪者 D 的父親在當地是一位政府官員，這讓其他小朋友都很羡慕，她一

方面很崇拜自己的父親，一方面也常常受到父親的傷害，尤其是在上初中之前。

她說：“小時候很少見到父親，我從小就覺得和他的交流比較少，比較怕他。父

親從來不主動和我說話，然後，有時候我爸爸不打我，但他打我一次就特別厲害，

我記得一次，一耳光就把我鼻子打出血了。我上中學之前一直有尿床的毛病，父

母不知道這是病，每當我尿床的時候，父親總是打我、罵我，這件事讓我很難過，

我的童年也被蒙上了一層陰影。＂ 

（二）、男性對父親：不愛且怕 

男孩對父親的認知和父子互動過程中的情緒情感體驗都比較負面。認知上比

較多地強調父親不好的特徵，如脾氣不好、性格古怪等，與父親互動的情感體驗

也比較負面，常常感覺到對父親的不滿、害怕和憤怒。 

受訪者 G 說：“從小我爸爸一般都不在家，他是跑運輸的,不常在家。然後，

他回來以後,脾氣有點怪,從小就是他脾氣怪,就有點怕他，慢慢地，看見他,就很不

想跟他講一些事情,在家裏反正也是怕他,關係處得不好。＂ 

小 L：“我父親脾氣不好，愛發火，有時候我和他交流對社會的看法，他說

我看問題太偏激了。他工作壓力大，回家時抱怨對別人的不滿。我達不到他的要

求，就會被罵、被打；小的時候是打，大了是罵。我討厭父親和他的朋友，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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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生活方式。＂ 

受訪者 H：“我和我爸的關係可能小學階段沒有太大感覺，初中階段就感覺

他有點…，尤其是初三的時候他半退休，可能經常呆在家裏面，感覺有點不適應，

我不喜歡他呆在家裏，那個時候才開始對他有反感，初中階段和他的關係都是不

太好。＂ 

 

（三）、母子關係相對好于父子關係 

大部分抑鬱青少年的母子關係好于父子關係，主要表現為：1 與母親的權力

對抗比較少，對母親的懼怕比較少；2 與母親的溝通多一些；3 情感上更願意接

近母親。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母親對子女的照顧多於父親，抑鬱青少年家庭分

工中基本上延續著中國傳統的“男主外，女主內＂的模式。國外的一些研究發

現，造成青少年父子和母子關係差異的主要原因是父親參與照顧子女的程度比

較低，對那些參與照顧子女比較多的父親來說，其子女對他們的接納程度與對

母親的接納程度是比較一致的（Almeid and Galambos,1991）。 

受訪者 G：“我和我媽的溝通多一些，會講一些事情，但也是有限度的，有

些事沒有講，只講學習上的事情，談戀愛的事情不講，跟我爹的溝通很少。＂ 

受訪者 M：“跟父親的關係不好，跟母親的關係一般點。” 

受訪者 D：“我跟媽媽的關係，就是初中以後，慢慢地交流才多的，也是從

媽媽不做生意以後，我媽媽在我上初中之後就不再做生意了，那時候我考上了初

中，然後他們慢慢意識到學習的重要性，我媽媽覺得不能這樣整天忙於做生意，

她留些時間管我，來照顧我，然後和媽媽交流開始多了。我和媽媽的關係比爸爸

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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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與石丹理（石丹理、韓曉燕、李美羚，2007：189）等學者對上

海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研究結論中的母親對孩子的控制更強及中國青少年親子

關係中“嚴母、慈父＂的結論有所不同。從本研究來看，抑鬱青少年與母親的衝

突只是一般的人際衝突，用青少年的話說就是“母親管生活瑣事，父親管思

想＂，而與父親的衝突則是對父親權威的反抗，父親對孩子的心理影響和控制超

過母親。 

 

               四、與祖輩的情感關係由強變弱，直至斷裂 

由於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在幼兒期由祖輩照顧，他們與祖輩正面交往的經曆使

其與祖輩建立了良好的情感關係，但是，隨著他們個人成長和家庭的流動，他們

與祖輩的情感關係也發生了一系列的變化。 

（一）由強變弱 

  幼兒期隔代撫養的經驗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是積極正面的，在祖輩的關懷、呵

護和保護之下，他們與祖輩建立了安全的依戀關係，充分體會到了愛和幸福。但

是，隨著年齡的增長，特別孩子是開始上小學之後，孩子被接回到父母身邊，離

開了爺爺奶奶。與祖父母分開居住後，祖輩對孩子的生活照顧和情感支持逐漸由

強變弱，但祖輩與孫輩的關係在孩子面對壓力和困難的時候發揮了積極的作用。 

小 A 說：“我小的時候和奶奶關係好，她對我比較寬容，回到自己家後常常

和媽媽吵架，我會哭著打電話告訴我奶奶，或者回到我奶奶家去，媽媽不讓我回

去奶奶家。＂小 A 讀小學二年級就開始離家住校，奶奶離她越來越遠了，她從

奶奶那裏得到的支援和關懷越來越少，直到生病住院之後，奶奶才重新回到她的

身邊，到醫院來照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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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B 一家在農村的時候和奶奶一家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起居也是由奶奶照

顧，祖孫倆個睡一張大床，很親。上小學四年級時，她們一家搬到城市，也常常

回去看奶奶。她說：“小時候我媽媽常常幹農活，不太有時間管我，我很小就是

奶奶帶，奶奶對我的愛很多很多。後來我和小妹到爸爸工作的城裏上學，就離開

了奶奶，剛開始的時候爸爸出差時，奶奶和媽媽有時還來照顧我們，到了小學六

年級我和小妹就是自己照顧自己了，到了晚上，會擔心和害怕，很想奶奶。＂ 

小 C：“我從小在爺爺奶奶家長大，每年過年時才回到自己家。上小學的時

候回到父母身邊。小的時候和父母的關係不好，經常吵架，基本上不說心裏話。

我只要回到爺爺奶奶家，我就會覺得很開心，感覺他們很親，很自然，不用去顧

忌什麼。＂ 

（二）祖輩離世，依戀關係斷裂，引發抑鬱 

與祖輩良好關係的建立，對孩子的成長有著積極的作用，儘管孩子離開了祖

輩，但是祖父母對他們的情感支持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他們來說，最痛苦

的事情是祖父母的離世，因為祖輩的去世也是依戀客體的消失，使他們感到十分

悲傷和孤獨，祖輩的離世也就成為了抑鬱青少年成長中最難忘的事情之一，甚至

成為引發抑鬱症的的突發事件。 

C：“我讀小學三年級的時候，外婆去世，我很傷心。我和外婆的關係很

好，外婆是個很勤勞善良的人。＂ 

受訪者 B 在介紹自己的家庭時，首先說道的不是父母而是奶奶，奶奶的去

世對她的影響也很大。她說：“我家的話，以前和奶奶的關係比較好，我比較親

我的奶奶。我家還有一個妹妹，現在奶奶去世了，是在我上高二的時候去世的，

我奶奶去世對我的影響比較大。＂B 在奶奶去世不久上高三的時候就出現頭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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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狀，她認為是高考壓力大的原因，沒有太在意。大學一年級時症狀加重，被診

斷為抑鬱症。 

     L：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儘管後來他離家求學，開始寄宿學校，但沒到

假期和週末都會回到爺爺奶奶家，他與爺爺的關係也比較親密。高二時，患者信

任的爺爺去世，對患者的情緒影響很大，高三開學不久，L 就被診斷為抑鬱症。

L 的父親認為，L 的爺爺的去世是引發孩子抑鬱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受訪者 B 與 L 的相同之處是在祖父母去世不僅就發病，而 B 的奶奶和 L 的爺

爺都是與之關係很親的家人，對他們來說，祖輩的離世是依戀客體的消失。按照

精神分析的觀點，抑鬱是客體失落所導致的內射性反映，內在客體的失落導致個

體對某個客觀目標的憎恨，隨著憎恨的擴撒，個體也許從悲傷中復原，無法復原

則產生抑鬱。 

          四、親子關係中的互動：抑鬱青少年對父母的影響 

國外的研究顯示，在親子關係的形成過程中，影響親子互動的三個主要因素

是：孩子的個性特徵、父母的個性特徵以及他們的社會支援。在抑鬱青少年成長

的過程中，面對父母較強的權威控制，較少的情感溫暖和親子溝通中的衝突，抑

鬱青少年在年幼的時候常常表現出無助和無耐，當他們進入青春期後，隨著自我

意識的發展，他們開始採用自己獨特的應對方式來對抗父母的控制和情感冷漠，

改變著親子關係的發展方向。 

（一）、用倔強或叛逆對抗父母權威和控制，以贏得尊重 

在抑鬱青少年的敍述中，他們都認為自己的性格特徵對親子關係有一定的影

響，其性格特徵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倔強，到了青少年期，倔強常常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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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己理解為反叛或叛逆，當父母的要求和控制達到讓其無法忍受的程度時，他

們開始用倔強和反叛來回應父母的控制，以期能贏得尊重。 

小 C 父親對她的學習和言行要求比較高，如果達不到父親的要求就會受到打

罵。小 C 的應對策略就是“叛逆＂，即在不發生矛盾的情況下，儘量不交流，感

覺有什麼事說出來不被罵，才會去跟父親交流。 

小 A 說：“我爸爸是一個希望別人尊重他，最好服從他的人，在他看來可能

我也有點倔，比如說他把花放在電視機的櫃子上說好看，我說放在餐桌上好看，

我不會聽他的，除非他能說服我，講得清道理，我就會聽他的。＂ 

小 D 高中畢業後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幼兒教師，但父母認為這個工作專業

畢業後很難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一定要讓她讀警官學院，因為警官學院畢業的

學生大部分將來都能當警員，有公務員的身份，儘管自己很不願意，但她還是遵

照父母的意願考上了警官學院。但入學不久她就出現學校適應問題，被診斷為抑

鬱症後。她認為自己生病的原因之一是來到這所不該來的學校，於是，她向父母

提出退學回家的想法，父母終於第一次同意她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出院後，她

休學在家，後來，她到一家電腦公司打工，半年後，她自己做出了回學校繼續讀

書的決定。她說：“我生病後向父母提出不想回學校上學了，我爸爸說只要我健

健康康的，做什麼都行。出院以後，我還沒有決定是否要退學。在家休息時有點

時間我去我們家樓下的一個電腦公司打了一段時間工，我就幫他們零零碎碎地做

一些雜工，這樣就改變了我的想法，後來，我就想還是要回學校念書的，父母也

支持我的決定。＂ 

H 的父親在其幼年時就在外經商，上初中時其父親退休在家，對 H 的學習要

求比較高，他說：“之前我就有點叛逆，不過因為他們（父母）沒有和我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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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叛逆不太大，到了中考的時候，有一次我沒有考好，他就罵我，我覺得他很

虛偽，就和他大吵了一架。＂ 

（二）、用生病、自殺、自虐來應對父母的情感冷漠，以贏得關愛 

抑鬱青少年成長過程中情感溫暖的缺乏，使其感到與父母不親，與父母有隔

閡，產生悲觀、害怕、孤獨和憤怒的主觀感受，當這些負面的情感反應堆積到一

定程度的時候，不能自我控制、自殺、自虐的病態行為也才引起了父母的關注和

關心，從某種意義上來說，抑鬱症也就是青少年對抗父母情感冷漠，喚醒父母情

感溫暖的手段。 

小 D 說：“在我讀初中的時侯，有一次我生病，就是突然就暈倒了，在衛生

間裏暈倒了，從那次以後，我覺得我爸爸對我會主動和我交流，會主動關心我，

會表現出來，以前從來沒有。＂ 

小 G 說：“我生病後，爸爸對我的態度明顯好轉，以前比如說有些事情,他發

火呢噻,以前他有哪樣事情,他會沖我發火,最近一個月來不從朝我發火.每次見我

都是笑呢。以前不是，以前嘛有哪樣事情立馬就發火了,但現在每次見到我就笑。

我想應該是是因為我有了病.考慮到我的病，他才注意一下子。＂ 

三、用沉默、爭吵對抗父母的說教，以贏得理解和尊重 

抑鬱青少年親子溝通中的突出特徵是溝通時間少，溝通中的不平等。從青少

年的角度看，他們之所以不願意與父母溝通交流，最主要的原因一是“說不

來＂，即父母說的與青少年想的東西差距很大，常常出現“你說東我說西，雙方

說不到一起＂的情況。筆者問抑鬱青少年，父母要怎麼樣做，你們才願意與之溝

通？他們的回答是如果父母能理解和尊重他們，能換位思考，他們還是會與父母

溝通交流的。正如小 A 說的：“父母應該多接受一些 21 世紀的新元素，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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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問題的時候換位思考一下，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的意見和自己的意見，互相求

同存異。可是現在很多大人認為我的閱歷比你多，我的社會經驗比你多，你遇到

什麼事情，我們家長的意見肯定是正確的，你現在還是一個小孩子，所以你要聽

我們的，我們是長輩。＂二是“不敢說＂，即親子溝通中權力不同等，父母處於

強勢的一方，企圖用說教的方式來控制和壓服子女，子女很害怕與父母溝通，於

是，抑鬱青少年常常用沉默來對抗父母的說教、批評和指責，在無法忍受的情況

下，他們會採用爭吵的方式來表達自己的心聲，以期望能得到父母的理解和尊重。 

筆者問抑鬱青少年：“自己的感受，你有沒有與父母說過？＂，小 A 說：“沒

有，可能我爸爸經商 15 年，什麼樣的場面就見過了，對我們的那些痛苦司空見

慣了，更本就不在意，沒有辦法能理解我的那些痛苦，所以就覺得跟他溝通情感

上的問題不好溝通。如果我哪里說的不是那麼明確，說得不好聽，他就要罵我，

所以我一般不和他溝通，他做事的確很好，我哭都不敢當著他的面，他希望別人

都像他一樣堅強。我又是一個女生，我可能他的一半都做不到，我哭，他就會罵

我：｀太沒有用了，動不動就哭。＇＂。小 H 說：“有些時候有些東西我會悶

在心裏沒說，但父親會認為我心理的想法是這樣這樣的，但是實際上他說出來的

和我的想法根本不是一樣的，這時我也不會跟他說什麼，但是如果他越說越多，

越說越離譜的話我們倆個就會產生衝突，就開始吵架。＂ 

    可見，從某種角度看，抑鬱症是青少年應對不良親子關係的一種手段。國

外相關研究也發現，導致青少年抑鬱症患者親子關係疏離的主要原因不是父母而

是孩子。Ryan et al,(2011)對異卵雙生子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儘管母子關係疏離

與青少年抑鬱症關係密切，但是，進一步的研究表明，親子關係疏離主要由孩子

造成的，之前的相關研究普遍認為是母親的社會化水準導致兒童抑鬱，而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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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研究認為，母親的社會化水準不是導致青少年抑鬱症的原因反而是結果。 

五、本章小結 

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在其成長的不同階段呈現出不同的特徵，在親子關係的

三個維度中，變化最大的是權力關係，孩子年齡越大，與父母的權力鬥爭越激烈，

親子衝突越多；變化比較小的是情感維度和人際溝通維度。情感維度基本上一直

處於低溫暖狀態，直到抑鬱症產生後，冰冷的親子關係仿佛才開始融化；人際關

係維度上，親子溝通始終很少，也不順暢。到了青春期，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

總體呈現出“權＂大於“情＂，衝突多，情感少，缺乏溝通的特點，催生了抑鬱

青少年“父母不親”的“親子關係非親化＂感受，即青少年感受不到父母之愛，

沒有與父母親密的感覺。總體上看，抑鬱青少年對母子關係和父子關係的感受差

別不大，都覺得與父母的關係不太好，但在表現方式上有一些差異。值得指出的

是，面對父母的高權利控制，低情感溫暖和溝通缺乏，抑鬱青少年常常採用沉默、

爭吵、叛逆、生病甚至自虐自殺等手段來表達自己的不滿，以期望獲得父母的理

解、尊重和關愛，使親子關係朝著積極、健康的方向轉變。從這個角度看，抑鬱

症是青少年應對不良親子關係的一種手段，抑鬱青少年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影響著

父母及親子關係發展的方向。 

本研究發現與一些海外學者有關親子關係與青少年抑鬱的研究發現也有所

不同。Branje 等學者（Susan et al,2010；Liu, 2003）對親子關係與抑鬱症的研究

表明，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對抑鬱症的影響較大，尤其是母親對青少年的過度控制

或放任與青少年抑鬱之間有較強的關係，母女（母子）關係的品質與抑鬱症之間

的關係強于父子（父女）關係。儘管青少年感受到的親子關係品質與抑鬱症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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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係，但這種關係受父母的性別和青少年性別的影響。對男孩子來說，其感受

到的與父親關係的品質對抑鬱症有顯著的影響。從本研究的結果來看，儘管男孩

與父親的關係較之與母親的關係有更大的衝突，但對於女孩而言與父親的關係對

其抑鬱症的形成同樣具有較大的影響，所以本研究認為，父子（父女）關係的品

質在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強於母子（母女）關係，這是本研究發

現與國外有關研究發現的不同。 

臺灣學者 Liu（2003）對臺灣青少年的研究發現，青少年的抑鬱情緒與其

感受到的來自父母的資訊有密切的關係，女孩的抑鬱情緒更多來自其對母親所發

出的信號的理解；而男孩的抑鬱情緒更多來自對其父親所發出的信號的理解。而

本研究的結論是，男女性抑鬱青少年對來自父母的資訊都有較高程度的關注，尤

其是對來自父親發出的資訊的關注強于母親，從理性上看他們更為重視父子（女）

關係，對父子關係的情感體驗更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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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從人際關係的維度看抑鬱青少年的師生、同伴和親子關係 

 

本章把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放在中觀的人際關係層面，通過親子關係、師

生關係和同伴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來進一步加深對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在其它

人際關係形成中的作用的理解。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是青少年最基本

的人際關係，良好的人際關係對個體的心理健康具有積極意義。從發生時間上

看，親子關係形成最早，同伴和師生關係是隨兒童的年齡增長而逐漸發展起來

的。許多研究表明親子關係作為兒童最早形成的社會關係，對青少年的同伴關係

和師生關係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身體化理論告訴我們，抑鬱症是個體用身體情

況表達人際關係中的衝突、迷茫。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其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

有何特點呢？親子關係對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又有怎樣的影響呢？這是本章要

討論的問題。 

 

第一節    抑鬱青少年的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是指教師和學生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係,包括彼此所

處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對待的態度等。對師生關係內涵的認識是一個不斷變化和

發展的過程，它依賴於教育自身的發展和人們對自身價值的不同認知。原始社會

不存在獨立形態的教育，師生關係以師傳徒，父傳子的自然方式存在。而以教育

和改造形態為特徵的經驗形態的師生關係往往又強調了教師的權威，忽略了師生

之間的人與人關係，忽視了師生間的情感需求和人對自身生命的追求。20 世紀

90 年代中後期，體驗形態的師生關係受到重視。目前，關於師生關係觀在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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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占主導的觀點是主張師生應該是民主、平等和對話的關係，並從交往理論、後

現代理論和現象學的視角出發對這種觀點進行了論述（邵曉楓，2007）。體驗型

師生觀的提出是在 20 世紀 90 年代中後期，這種觀點受西方思潮的影響較大，體

現了以人為本的思想，順應了民主平等的時代潮流，並與長期以來我國已經形成

的教師為中心和師生主客體二元對立的思想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師生關係以師

生交往為基礎，以學生主動發展和終身發展為目的，強調教育過程中師生之間的

相互尊重、理解和信任。但是，從目前來看，上述對師生關係的描述顯然只能是

一種理想狀態，與現實中的師生關係，特別是抑鬱青少年體驗到的師生關係有較

大的差距。抑鬱青少年所面對的師生關係與其親子關係很相似，學校裏的老師似

乎是其父母形象的延續或替代。 

 

 

一、抑鬱青少年的師生關係特點 

中國社會的師生關係的內涵與親子關係非常接近，傳統文化中常常把老師比

作學生的父母，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理解抑鬱青少年的師生關係，也

離不開人際溝通、情感和權力三個維度。抑鬱青少年的師生關係呈現出在人際溝

通維度上的衝突多；情感維度上的疏離和權力維度上的被控制的特點。 

（一）、衝突較多 

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中最突出特點是衝突較多，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都體驗過師生之間的衝突。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衝突並非肢體的碰撞，而是一種

雙方心靈的撞擊，青少年往往處於弱者的位置，被老師謾駡、指責。受到傷害的

青少年並非用肢體或言語去對抗老師，而是更多地表現為情感上的抗拒，繼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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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悲傷、害怕、憤怒和失望的情緒。衝突後面反映出抑鬱青少年在與教師的互動

中的被控制、不被尊重和不平等的關係，從某種角度來看，可以視之為其親子關

係在學校這個社會領域中的翻版或複製。從抑鬱青少年的角度看，師生衝突具體

表現為： 

1、被辱駡 

被辱駡是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衝突最常見、最突出的表現。這種辱駡常常是

公開進行的，對青少年的心靈產生了很大的衝擊，對其心理健康產生了很大的負

面影響。 

受訪者 D：“小學時一件事讓我幼小的心靈受到極大的創傷。那是我上小學

四年級的事情。四年級時我們的數學老師突然換了，新來的老師很嚴，而且經常

罵我們。當時我的數學成績不好，她把我分到差組，經常罵我們差組的同學，而

且罵得很難聽，老師的這種做法讓我幼小的心靈留下了傷痕。更讓我難過的是任

憑我怎麼努力，也得不到她一句鼓勵的話，老師這樣區別對待學生，讓我覺得很

難過＂ 

受訪者 A：“在學校裏面老師經常罵學生，罵得很難聽。舉個例子，看到成

績差的女學生上課打瞌睡，她就說：你昨晚是不是去上夜班了（從事性服務）；

如果上課聽到成績差的學生的手機響，她就說，你們的生意這麼早就來了，還沒

有到時間嘛。我太驚詫了，這樣的情況太多了，老師怎麼會這樣罵學生，即使學

生有太多錯，但老師畢竟是學生的長者，教育學生不應該是這樣。這樣的情況真

的很頻繁，然後，我就失望，開始討厭老師。我覺得大多數老師和學生的關係難

道就是這樣的嗎，就開始對學校絕望。＂ 

受訪者 G：“去年 12 月份我談戀愛的事情被班主任認得了，他把我叫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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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聲音很大地吼了我幾句，後來還在全班不點名地公開批評我。我很討厭他，

慢慢地就討厭所有的老師。原來我特別喜歡學歷史、地理，覺得上他們的課很愉

快。但是自從班主任像那種（吼我）以後，慢慢地我就討厭他了，認不得是哪樣

原因，對全部的老師我都覺得煩。＂ 

受訪者 F：“上初中時，有一次考試，周圍的同學抄我的試卷被老師看到了，

他也不問清楚情況就把我的試卷撕了，還當著同學的面罵我。＂ 

受訪者 K 的母親說：“初三開始那年 K 就有點不想上學，不想去學校那種。

我當時也沒有太在意。後來她說她們學校的一個老師了嘛，就是一個同學打掃衛

生的時候潑不小心潑了那個老師一些水，那個老師以為就是我姑娘（把水潑在她

身上），就罵我姑娘，還用髒話來罵。這個事我姑娘隔了好長時間才說出來，那

時候她還哭，她說｀明明不是我搞的，為哪老師還用髒話來罵我。＇從那個時候

開始她就不喜歡學校，不願去上學。她說你（指母親）讓我在家自學，我保證考

重點高中。你（指母親）要我去學校，我就考一個倒數第一。＂ 

2、被排斥 

被排斥是指學生得不到老師的理解、接納和喜歡。 

受訪者 F：“上高二時有一次班主任通知成績前 10 名的同學去開會，我就

去了。可是老師見到我說：我們是讓本廠的子弟來開會（F 借讀於某廠子弟學

校），我很難過和氣憤。＂ 

受訪者 D 的父親說：“上高二以後 D 的學習跟不上，很吃力，學校老師對

成績差的學生關心不夠，指導得不夠，只管學習好的學生。＂ 

受訪者 M：“老師只關心成績好的學生，不太理會我們這些成績不好的學

生，不被罵已經是很好的待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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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老師反感和失望 

衝突中抑鬱青少年的主觀感受是對老師的失望和反感，反感是憤怒的一種表

達方式。 

受訪者 D：“我上高一的時候來到昆明，學習很吃力，成績也不好。學校的

老師特別是班主任對學習不好的學生基本不管，只管成績好的學生，我很反感這

些老師，他們根本沒有師德情懷。我除了上課外，不參加學校組織的任何活動。＂ 

受訪者 A：“學校裏面老師常常罵學生，罵得太難聽了，老師她這樣罵學生，

她把學生當作一個什麼？還是她的學生嗎？還是書本上寫的所謂老師把學生當

成孩子？我們學到的那些政治課上學的東西都是理論上的，在社會中不可能存

在，有時侯我就會覺得特別可笑，理想中的師生關係真的不存在。＂ 

（二）、情感疏離 

除了人際衝突之外，情感上的疏離平淡也是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的主要特

徵。抑鬱青少年在與教師的交往中對教師態度冷漠，沒有期待。學校中師生交流

最常見的方式是學生向老師請教學習中的問題，而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卻很少主動

與老師交流，即使在學習上碰到困難也不願意主動問老師，因為他們從小已經習

慣了“自己解決＂問題。早期經歷過師生衝突的抑鬱青少年在進入青春期以後與

老師的關係比較疏離，情感疏離的突出表現是與老師不親，關係很一般。與老師

保持一定的情感距離也是抑鬱青少年害怕再次受到老師傷害的一種自我保護方

式。 

受訪者 B：“和老師的關係表面上還行，但沒有一個老師能瞭解我，走進我

的心裏。＂ 

受訪者 A：“和老師的關係很一般，現在的老師都很功利，不關心學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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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分數。＂ 

有學者（姚計海、唐丹，2005）根據把師生關係中的四個維度：衝突性：指

師生關係之間在情感和行為上的不一致性；依戀性：指學生非常關注老師和欽慕

老師的態度和行為；親密性：指學生與老師親密相處，在態度和行為上能相互接

納；回避性：指學生在態度和行為上回避與老師的溝通和交往，把青少年師生關

係的類型分為矛盾衝突型、親密和諧型和疏遠平淡型。並根據實證調查得出了目

前中國青少年師生關係中三種類型的分佈情況是：最多的是疏遠平淡型

（43.3%），其次是親密和諧型（34.8%），最後是衝突矛盾型（21.9%）。而本研

究發現，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中最多的是衝突矛盾型，其次是疏遠平淡型，沒有

看到親密和諧型。 

（三）、被控制 

抑鬱青少年與教師的互動不是平等的交流和對話，而是一種被控制的關係，

導致抑鬱青少年對教師權威產生害怕和恐懼感。 

受訪者 H：“高二文理分班後我不是討厭同學，而是討厭班主任，可能是她

的管理方式特別，很多學生都不接受。她是那種半軍事化的管理方式，很嚴格。

她是教化學的，高一沒有分班之前，我對化學一直都有興趣，被她教以後，我的

化學就只及格過一次，之前我的化學從來沒有不及格過，她的那種方法讓人覺得

比較暈。舉個例子，上課的時候，她有一次連續叫了我 5 次課堂回答問題，後面

的同學說老師怎麼那麼喜歡我，但我看那種不是喜歡，一堂課點你 5 次，感覺很

恐怖，那種神經就是緊張的狀態，不快樂，不輕鬆。＂ 

受訪者 G：“世界上我最怕我們班主任和我爸爸，班主任常常板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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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的因素 

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的形成受到社會轉型、親子關係和個人成長等多因素的

影響，要理解抑鬱青少年的師生關係，也需要有一個多維的視角，具體見圖 6.1。 

（一）、社會轉型中的教育市場化 

社會—生態理論告訴我們，個體心理活動的影響因素不是孤立的，而是與其

他幾個方面有機地聯繫在一起，處於複雜的關係系統中。社會轉型對教育系統比

較大的影響之一是教育市場化，教育市場化的結果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人—人

關係＂被異化為“人—物＂關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師生關係已經不是改革開放

前那種“老師是園丁，學生是花朵＂的關係。在教育市場化的過程中，分數已經

成為連接師生關係的紐帶，師生關係從某種意義上已經異化為“人—物＂關係。

學生考分高，學校的名氣才大，教師的收入也就能得到相應的提高，老師看重的

是學生的分數，而非學生這個“全人＂。因此，現實生活中師生之間的大部分的

交流也是圍繞著考試分數進行的，學生考分的高低決定著與師生關係的親疏，分

數高的學生常常成為老師關注的重點，分數低的學生則常常被老師忽略甚至是排

斥。正如受訪者 A 說的：“對科技的追求越來越多，而忽略了對人性的追求，

社會比較污濁，老師這個職業也不可能像以前那樣還把學生當作孩子。他們只是

建立在工資拿高一點，自己班裏面的學生成績好一點，優秀率高一點而已。因為

現在社會競爭比較激烈，人不為己，天誅地滅。現在這個因素（想法）對我們來

說要更加深刻。比如一開始我也想和老師相處得很好，建立像課本上那樣的新型

師生關係，建立在民主平等的基礎上。但事實上根本做不到，中國人口太多，辦

教育要像大浪淘沙一樣，你成績好才能上名牌大學。＂ 

社會衝突理論把師生關係當作是制度化了的“支配—從屬＂關係，教師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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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式是由社會情境預先規定的。教師代表的是成人世界，他與學生的自然欲

望、自發活動產生了對立情感。由於師生彼此之間的社會地位、擁有的價值觀和

資源、遵守的目標和規範等方面都存在差異，師生衝突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衝突。 

（二）、不良親子關係的影響 

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的形成除了受到社會轉型的影響之外，還受到抑鬱青少

年親子關係的影響。不良親子關係對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的形成具有直接和間接

的影響。直接的影響主要是不良親子關係導致抑鬱青少年個性上有缺陷，如不自

信、懼怕權威，敏感，多疑等，這些個性缺陷阻礙了他們與教師之間良好關係的

建立。間接影響是青少年與父母互動的負面經驗在與教師互動的過程中也常常被

喚醒，阻礙抑鬱青少年與老師的互動和交流。發展心理學家提出的依戀理論認

為，孩子與父母之間的安全的依戀關係建立對兒童的師生關係建立具有重要的影

響，如果孩子不能與父母建立安全的依戀關係，常常會把依戀的客體轉向生活中

的其他重要他人，如老師、同伴，但遺憾的是孩子們很難與這些替代品建立安全

的依戀關係，最終很難對他人產生信任併發展出積極的，充滿熱情的與成人的關

係。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中對父親的恐懼和害怕常常遷移到對學校中一些外形或

脾氣性格與父親類似的老師身上，阻礙抑鬱青少年與這些老師交往，繼而擴大到

與其他老師的交往。 

受訪者 K:“我在學習上碰到困難也不問老師，一般是自己解決，自己解決

不了就放著唄，我從小就習慣了這樣，被爸爸媽媽關在屋子裏面，從小就跟人接

觸不多。＂K 在家庭中與父母的關係比較疏離，她對父親的評價是“一個住在我

身邊的冷冰冰的人＂。上高一時，學校派一個剛從外校調來的老師給他們上數學

課，K 最不喜歡的就是這個老師，主要原因就是“她每次上課都是不高興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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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嘟著嘴、冷冰冰的。＂老師身上有父親的影子，影響 K 與老師的互動交流。 

（三）、個體成長中早期師生交往中的負面經驗 

動機理論說明，人有交往的需要、成就的需要、社會贊許的需要和求知的需

要。這些需要的滿足能促使人致力於滿足需要的对象和活動上。同時，自我效能

感作為動機水準的直接決定因素在很大程度上來自於環境和支持的因素。抑鬱青

少年個人成長早期經驗中被老師辱駡、不公平對待的經歷使得抑鬱青少年在師生

交往中的成就、社會贊許的需要得不到滿足，自我效能感也比較低，因此，抑鬱

青少年不會花太多的時間和經歷去促進師生交往和情感支持，導致師生關係的疏

離和平淡。正如受訪者 D 說的：“小時候我就覺得數學老師對我造成了一些傷

害，後來儘管我特別地努力，回家做數學作業，我都提前預習，然後每一課後面

的練習我都提前做完，爭取每次上課我都第一個上去交作業，但是我再努力都沒

得到老師一句肯定的話，也沒有得到老師的一句鼓勵，當時我是多麼的渴望老師

的一句鼓勵、肯定。直到現在我怎麼都不會忘記這段經歷，對老師也不會有太大

的期望，與老師的關係很一般＂。 

 

 

 

 

 

 

 

 

 

 

          圖 6.1 多維視角下的抑鬱青少年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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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抑鬱青少年的同伴關係 

 

同伴關係是指同齡人之間或心理發展水準相當的個體間在交往過程中建立

起來的一種人際關係。瑞士著名心理學家皮亞傑認為，兒童發展過程中有二個世

界，一個是成人兒童世界；一個是具有統一文化的同伴世界。這兩個世界對於兒

童未來的發展有著不同的貢獻（Carol.著，2003，陳英和譯，2009）。與同伴交往，

青少年既可以實踐從父母那裏學會的社會技能，又可以學到一些在與成人交往的

過程中無法學到的新的社會技能。青少年只有在同伴交往中才能學會與他人相

處，學習基本的人際交往技能。因此，同伴關係是師生和親子關係都無法替代的，

具有獨特的性質和功能。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居住環境的變化，使青少年的同伴

關係發生的場所變為以學校為主，同學關係和同伴關係基本上合二為一。同伴關

係的本質表現為同伴接受性和友誼，從這兩個維度上看，抑鬱青少年在同伴接受

性上有困難，同伴關係疏離、衝突，很難與同伴建立友誼和親密關係。 

 

一、抑鬱青少年的同伴關係特點 

抑鬱青少年的同伴關係突出的特徵是情感維度上的疏離、行為衝突較多、人

際親和的能力弱，難以與同伴建立親密關係和友誼關係，這與其親子關係的特徵

有很多相似之處。其同伴關係的主要特點是： 

（一）、情感疏離，行為衝突多 

抑鬱青少年與同學和同伴交往的過程中，情感上比較疏離，行為上容易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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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具體表現為： 

1、朋友比較少 

大部分受訪者的同伴關係比較疏離，好朋友比較少。特別是進入高中或大學

階段後，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得比較被動，很少主動與同學交

往，朋友比較少，交往中孤獨、寂寞感比較強。 

受訪者 C：“上高中時只有一個好朋友，上大學後和一個男同學比較好，和

女同學很處不來。＂ 

受訪者 M：“我從小就習慣一個人獨處，沒有太親密的朋友。＂ 

受訪者 L：“在學校不太喜歡和同學交流，上高中後忙於學習，和同學的交

往就更少了。＂從與 L 父親的交談中，這一點也得到了證實。 

受訪者 D：“上高中後同學之間的友誼不是那麼單純，或多或少帶有功利性

的，彼此之間沒有真誠的關心和愛，我很少和同學交流，只有一個好朋友。＂D

的父親也說：“由於成績不好，D 比較自卑，覺得對不起父母，放假回家也很少

出門，與同學的交往也很少，只跟一兩個要好的女同學在一起玩。＂ 

受訪者 B：“我和同學的關係表面上還行，但從小到大，沒有一個人能走進

我的心。我性格有點孤僻，就喜歡一個人呆著，一個人在屋子裏看書、學習，出

去交流很少。＂ 

受訪者 A：“上中學後，我只有 2 個好朋友，一個成績好，一個不好。＂ 

受訪者 K：“我只有一個要好的朋友，去年她也轉學走了。＂K 的母親也說：

K 的人際交往太差了，平常在家，她也不主動去找哪個朋友啊，偶爾出去一兩次。

朋友也不是很多，她自己喜歡在她自己的世界裏面啊，她覺得和朋友鬧矛盾就是

她覺得朋友個個都要拋棄她一樣呢，她就可能會鑽牛角尖呢嘛。像我們覺得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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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鬧一下矛盾很正常呢，她可能就會想成是同學不好呢。＂ 

2、怕與同伴交往 

害怕與同伴交往是抑鬱青少年被同伴拒絕的一種表現，也是一種逃避同伴交

往的自我防禦。 

受訪者 B：“小學、中學都沒有特別好的朋友，我也不太出去跟人交往，比

較內向，因為一想到家裏面的那個條件，自己心裏很難受，不想跟別人說話。我

讀的大學是女校（外國語大學，女生多），女生之間鬥爭比較厲害，互相攀比什

麼的，女校嘛。優秀的、漂亮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我很壓抑，心裏會有失衡的

感覺。＂ 

受訪者 C：“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從來不早早去教室，一般都踩著鈴聲進教

室，因為去教室早了，覺得坐在那裏挺無聊的，不知道怎樣和其他人交流。＂ 

受訪者 G：“我從小性格比較內向、靦腆，害怕與女生交往，只跟比較熟悉

的那幾個同學玩。＂ 

（二）、同伴衝突較多 

受訪者 C：“我和一個天津來的同學有矛盾，對她說話的語氣或者方式不太

喜歡，經常被她說，感覺很壓抑，有被歧視的感覺，容易和她起衝突。＂ 

受訪者 D：“進入高中後，當時與同學之間多少會發生一些小矛盾、小摩擦，

剛進去嘛，從不同的地方來，磨合期還沒有過，然後我覺得他們有些習慣啊！比

如我晚上睡覺時習慣安靜，她們就在那講話啊，或者搞這個搞那個的，然後我就

覺得不舒服、不喜歡，我（住校）只住了一星期，然後和一個好朋友在外面租房

子住。慢慢慢慢地，和同學的交流就限於上課那一段時間，後來我晚自習也不去

（教室）上，就一個人在家裏（出租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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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我和同學相處不來，很久都不和他們交流了，有時候自己也想

主動和同學交流，但他們看到我主動與他們交流時反而會覺得我很奇怪，用一種

異樣的眼光看著我。我想換一個宿舍，不想和原來的那些人住了。他們很虛偽，

聽說我病了，都要來看我，但實際上一個也沒有來，我就知道他們不會來的。我

們宿舍 8 個女生，其他人都在談戀愛，我就像個電燈泡，有時候她們還把男朋友

帶到宿舍裏面來，有一次我中午想睡覺，爬到自己的床上一看，躺著一個男生，

我很生氣，就和她們吵起來了，但我一張嘴說不過她們七張嘴。＂受訪者 F 的母

親也說過，自己的女兒生病後，她去過孩子的宿舍，也問過同學：“我的娃娃生

病了，你們相處快兩年了，我家娃娃平時怎麼樣？她們說，你家女兒回來就看書，

寫作業，我們說什麼她都不理。＂ 

（二）、與同伴建立友誼和親密關係比較困難 

雖然抑鬱青少年沒有和父母建立起良好的親子關係，但他們內心很渴望得到

愛，特別是當他們長大後，他們非常渴望和同學建立友誼，和異性發展親密關係。

正如小 A 說的：“一代人比一代人早熟，現在早戀很普遍。還因為大家都是獨

生子女，如果有些時候心裏很空，對某個異性有好感，他身上有什麼閃光點，吸

引你的話，你可能就會想把他當做一個情感溝通的人，或者，甚至是把他當做一

個自己的心靈可以去依靠、依賴的人。＂但遺憾的是，抑鬱青少年很難與同學建

立起友誼和親密關係，渴望愛而得不到愛。 

受訪者 F：“我很想交知心朋友但是交不到，自己老是疑心別人與我交往是

為了利用我，抄我的作業，我的成績在班上排前十名。我也有心裏喜歡的男生，

但看到班上談戀愛的同學常常哭哭啼啼，沒有什麼好結果，就不想談了。＂ 

受訪者 M：“大一的時候認識了一個女孩，我剛和她說了一些我的情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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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了就故意疏遠我，我有點叛逆，也就不想再聯繫她了。＂ 

受訪者 L：“我初中時和一個女生好過（談戀愛），可是她變心了，和別的

男生好了，我很氣憤，她背叛了我。＂ 

受訪者 B：“我生病前有個男生追求我，我們處了一段時間他就提出和我分

手，我很氣憤。＂ 

受訪者 G：“我從小性格上就比較靦腆，特別怕和不熟悉的人交往，上中學

以後，感覺“男女有別＂很不敢，很不願意和女生主動交往。＂G 的媽媽說：“G

高三和學校的一個女生談戀愛，他們一下好，一下不好，G 吃藥（自殺）那天，

那個女生說不理他了，不理嘛，G 又難過。＂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在現實中無法與同伴建議友誼和親密關係，一些抑鬱青

少年採用上網的形式和異性相處，甚至對異性產生了“依戀＂。抑鬱青少年過度

使用網絡，甚至產生病理性互聯網使用的情況也並不罕見。有關研究表明，個體

的某些人格特質，如神經質人格（雷靂 2006）、孤獨和抑鬱情緒等消極情緒（雷

靂，2009），缺乏社交技能和社會支持（Griffiths,1997）有可能使青少年捲入“病

理性的互聯網使用＂。 

受訪者 K：“我上網主要是用 QQ 和別人聊天，我很真誠地對待他們，也找

到一個好朋友，他是電大畢業的，現在一個公司做銷售，跟他聊天的時候感覺很

溫暖、很激動。＂ 

受訪者 M：“我在網上認識一個福建的朋友，年齡和我差不多，認識兩年

多吧，我想休學然後去她那裏，我們也常常打電話，沒有見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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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抑鬱青少年同伴關係的因素 

（一）、社會流動過程中的文化衝突 

青少年在社會流動過程中,個體的思想和精神日益受到傳統與現代、城市與

鄉村、團結與競爭等各種的衝擊，傳統的鄉土文化日漸旁落，市場經濟規律幾乎

成為所有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的基礎，同學之間相互關係、幫助和真誠的友誼已

經日漸消失，種種爭鬥、算計、欺騙使得他們感到恐懼、害怕、孤獨、憤怒和失

望，於是，拒絕逃避同伴交往成為其最好的自我保護方式。正如小 A 說的：“我

們這些青少年，雖然只有 15 歲，但我們的內心已經不在純潔了，社會不斷發展，

對人性的追求已經被忽略得太多太多了。我們 15 歲的孩子、青少年，內心世界

已經不再像以前那麼純潔，開始為了學習、利益或老師心目中的樣子，同學之間

相互勾心鬥角，我看多了。那到我們的下一代，幾歲的孩子心靈就不純潔了。我

也是特別失望，我覺得現在說的什麼花季，真的不會出現。＂此外，客觀存在的

貧富差距和受成人社會不良金錢觀和價值觀的影響，青少年人際交往中也存在階

層、派別和相互攀比，來自鄉下和小城鎮的抑鬱青少年常常成為被排斥的對象。 

（二）、不良親子關係對建立良好的同伴關係有消極影響 

積極的親子關係有利於青少年感到愛與尊重，對同伴有積極樂觀的認知，對

積極的同伴關係有積極的期待和反應。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不良的親子關係不

僅影響了親子互動，也對其建立同伴關係也有很多消極的影響。不良親子關係的

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對抑鬱青少年個性的影響。不良的親子關係容易導致神經質的性格特

徵，缺乏自信和信任，敏感、多疑，他們往往對人際關係過分敏感、害怕被拒絕，

害怕被傷害，常常使用過度的心理防禦機制（賈嘵賓，2007）。抑鬱青少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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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同伴接受性比較困難反過來又加重了其自我保護，妨礙其與同伴建立積極的

人際關係。 

二是對父母權威的懼怕會遷移到同伴交往中。如受訪者 C 說：“小時候爸

爸經常罵我，我的膽子特別小，在因為跟大一的宿舍女生發生矛盾後，她氣勢洶

洶地亂叫亂喊，這個時候覺得有點小時候我父親對我的感覺。發生這件事後她說

什麼我就很不自然的笑笑，但心裏面又很在意的樣子。＂有趣的是隨著受訪者 C

和父親關係的改善，她與男生之間的關係也發生改善。她說：“初中以前基本上

不敢跟男生說話，覺得男生不好，會打擊你，隨便亂說。上了大學後，我和爸爸

的關係改善了，和男生的關係也好了很多，也有幾個男性朋友了。＂受訪者 K

說：“我和同學交往，如果他們主動找我講話我還是會和他們講的，但是我很少

主動跟他們說話，我跟我爸爸也是一樣的。＂受訪者 G 很懼怕父親，當他有什

麼事情需要與父親溝通時常常是請母親出面做“傳話筒＂，高三時，他與一個女

生談戀愛，發生一些小摩擦，G 也是請母親做“傳話筒＂打電話與女友溝通。 

三是與父母的互動溝通交流少，導致抑鬱青少年在同伴交往中容易形成消極

回避的交往行為，不利於其與同伴的正常互動。如受訪者 M 說：“在和同學交

往的過程中，如果我感覺你故意疏遠我時，然後我就有對你叛逆，然後我就也不

想在聯繫你。＂ 

（三）、早期同伴交往中的負面經驗使得青少年在建立同伴關係時有障礙 

    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早期生活經歷中同伴衝突和社會流動過程中的被同伴

歧視的經驗，對他們在青少年階段建立同伴關係有負面的影響。國內一些學者（胡

書之、吳新慧、李洪軍，2009：33）對流動兒童的同伴關係的實證研究也表明，

兒童自身生活體驗越消極，在同伴交往選擇面上就越窄。從本研究結果來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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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青少年的同伴交往面比較小，他們一般只和平時“處得來＂的同學交往，長期

固定交往的同學在 1-2 個之間，有的抑鬱青少年甚至沒有朋友，如同“獨行客。＂ 

（四）、個體成長中的性格缺陷直接影響同伴關係的建立 

個體發展中形成的缺乏自信和信任的個性特徵使抑鬱青少年在同伴交往中

容易產生衝突並難以解決，導致其同伴關係疏離，產生悲傷，憤怒和沮喪的情緒

體驗。這些負性的情緒體驗使得青少年在同伴交往中害怕被忽視和拒絕。同時，

進入青春期後，青少年產生了異性交往和建立親密關係的需要，但在交往過程

中，自卑、敏感和缺乏社交技能都容易導致抑鬱青少年在異性同伴交往建立親密

關係中出現衝突和被拒絕的經驗，使得他們對異性缺乏信任，產生憤怒甚至恐

懼。但是，同伴交往中積極的經驗也有助於抑鬱青少年同伴關係的改善。這種積

極的經驗主要是同伴交往中被肯定後，抑鬱青少年的自信心隨之提升，個性的改

善又促進了同伴關係的改善。受訪者 C：“我剛上大學時在學校碰到一個男生，

是我們原來高中一個學校的，他先跟我打招呼，交往後感覺各個方面都很不錯，

跟他的關係處的挺好的，然後心裏面就會有點高興，有點自信，後來又認識另外

一個男生，也挺談得來的，好像在男生面前挺自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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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伴關係的相互影響 

 

一、親子關係影響同伴關係的原理分析 

 

 

圖 6.2 抑鬱青少年同伴關係形成機製 

 

第三節    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伴關係的相互影響 

 

一、親子關係影響同伴關係的原理分析 

受訪的抑鬱青少年普遍認為，與父母的關係不好對自己的同伴交往具有一定

的負面影響。親子關係對其同伴關係影響是以青少年的個性缺陷和社交技能的缺

乏為仲介的。不良親子關係導致抑鬱青少年有一些性格的缺陷，如缺乏自信和信

任感、敏感、多疑；並缺乏解決衝突的技能，具體見圖 6.3。 

（一）、缺乏自信，害怕與同學交往 

抑鬱青少年與父母交往的方式影響了與同伴的交往方式，與父母互動失敗的

陰影蔓延到與同伴交往中，抑鬱青少年因為怕被罵、被欺負而不願意與同學交往。 

受訪者 C：“自己不太會處理人際關係，主要是膽子特別小。膽子小的原因

是就是從小就怕被爸爸罵，在外面也是這樣，跟同學相處，在初中之前，基本上

不敢跟男生講話，不知道什麼原因，反正不敢跟男生講話。覺得男生不好，會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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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打擊你，隨便亂說。＂受訪者 C 與父親互動中“被罵，被打擊＂的負面經驗，

嚴重影響了其與同伴的交往，特別是與異性的交往。她說：“我在男生和老師面

前很拘謹，不會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和真實意願。＂ 

受訪者 G：“因為家裏要求比較嚴，我從小性格比較靦腆、內向，不太會處

理和同學的關係，不喜歡跟不熟悉的人交往＂ 

受訪者 K：“和同學交往時如果他們和我講話，我還是會說的，但我很少會

主動和同學交往，這一點像我爸爸。＂ 

（二）、缺乏對人的信任和解決人際衝突的技能，發生人際衝突時內心充滿

憤怒 

一些抑鬱青少年的父母家庭衝突比較多，不善於處理與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

妹的關係，導致子女從小在人際交往中缺乏信任，回避同伴交往。同時，由於缺

乏積極處理人際衝突的父母榜樣示範，導致子女也缺乏處理人際衝突的技能，在

人際衝突中常常無意識地複製與父母相處的經驗，表面波瀾不驚，內心暗流湧

動，充滿不滿和憤怒。 

受訪者 L：“與父母的關係對我影響好的一面是父母愛我，我也愛他們；不

好的一面是他們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矛盾衝突太多，讓自己從小就學會記仇，不信

任人，不願意與人相處。 

受訪者 M：“我母親話不多，我父親基本不說話，我也不善於表達，上中

學時有一次我的同學和我吵架時（用髒話）罵我媽，我又不是那種善於發洩的，

我就當著全班人的面哭了，當天晚上就失眠了，有一種想殺他的念頭，然後我就

和那些同學疏遠了，我就離他遠一點。＂M 的父母與其兄弟家有很多衝突，有

一次 M 的叔叔還打了 M 的母親、姐姐，M 的父親得知此事後要去找其弟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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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的母親不讓去。M 在同伴交往中與同伴發生衝突後主要處理的方式就是不出

氣，忍著，儘量回避和同學的交往，常常獨自一人，沒有好朋友。 

受訪者 L 的情況與 M 類似，與同伴交往中產生衝突後先忍著，然後再找適

當的機會報復同學。她說：“上小學的時候一個女同學踩了我一腳，我從此看她

很不順眼，一直到初中我找機會打了她一次。＂M 認為父母不善於處理和親戚

朋友的關係，自己也很怨恨親戚，認為連父母的兄弟姐妹對自己都不好，任何人

都是不可信任的。 

受訪者 K：“我和同學交往的時候如果出現矛盾一般是冷處理，就是先不處

理，等一段時間。＂ 

受訪者 C：“大一的時候和同宿舍的一個天津同學鬧矛盾，沒有吵架，有 1、

2 次頂嘴，她說什麼我很不自然地笑笑，但我心裏面其實很在意。＂ 

K 與 C 的處理人際衝突的方式與親子交往中處理問題的方式是一致的，親

子交往方式遷移到了同伴交往中。 

（三）、敏感与多疑 

與父母交往中的負面感受，導致抑鬱青少年在人際交往中顯得比較敏感、多

疑。 

受訪者 C：“他們（父母）老是提醒我說要改變我的性格，好像是嫌棄你的

性格那種，然後讓我覺得自己的性格不好，連我的家人都這樣嫌棄我的話，外人

就更會嫌棄我，別人會因為你的性格不理你，嫌棄你，這讓我覺得很鬱悶。我都

不知道我的價值是什麼，因為有這種擔心，每天就刻意去和別人套近乎。雖然也

能做好，但不是自然而然的感覺，有點刻意，每天都在努力努力，太累了。假如

在宿舍裏，外面都是人在講話，開心地笑，我就會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融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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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感覺，就是在那個時候，情緒容易跌落下來。＂ 

受訪者 B：“我從小到大的性格比較自閉一點，缺乏自信。我們學校的女生

都是很霸道的，看不起人，互相攀比，穿的都是名牌，你不像她們那種就會被孤

立。我現在的問題是我感覺別人也不壞，我也不壞，為什麼我和她們之間溝通會

出現問題，我沒辦法去解決，她們不信任我。＂ 

受訪者 M：“我出事（自殺）以後，同學們都故意疏遠我，原來我和宿舍

裏的一個同學比較好，現在他也疏遠我了，他們故意疏遠我，我反而也更疏遠他

們。＂ 

圖 6.3   親子關係影響同伴關係的原理 

 

 

 

 

 

 

 

 

 

 

 

 

二、親子關係影響師生關係的原理分析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師生關係的理解最經典的一句話是：“一日為師，終身為

父＂。在很多青少年看來，老師和父母在權力方面是一樣的，老師甚至比父母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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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權威。抑鬱青少年與老師互動的過程中，很多與父母互動的負面經驗被喚

醒。由於抑鬱青少年與父母的關係出現情感疏離、被控制和反抗的特點，當他們

與教師的關係比較疏離時，他們會感覺比較安全；而當教師對抑鬱青少年進行控

制時，他們很容易和老師產生衝突，變得恐懼和不安；學校中師生關係的矛盾與

衝突，又加劇了親子關係的矛盾與衝突，具體表現見圖 6.4。 

（一）、不良親子關係導致抑鬱青少年產生個性缺陷，師生互動中得不到老

師的肯定，師生關係疏離、衝突 

不良的親子關係導致抑鬱青少年具有不自信、膽小、敏感和多疑的個性特

徵，在師生交往中很難得到老師的肯定，因此，抑鬱青少年一般不主動和老師交

往，與教師的關係比較疏離。 

受訪者 D：“因為父母，那時候他們對這個教育也不是很懂嘛，就是經常採

取打罵啊這種態度，對我幼小的心靈產生一種，就是很沒有自信，然後膽子又特

別小，得不到大家、父母和老師的肯定，也就不願意與人交往。＂ 

受訪者 K 與父母的關係比較疏離，父母對她採用放任的態度，她不願意被

老師管教和約束，進入高中後，學校的封閉式管理令她很反感，她對學校管理的

看法比較偏激。她說：“這種管理對我沒有任何好處，只會限制我的愛好，剝奪

我的時間。＂ 

（二）、師生關係的疏離和衝突強化了抑鬱青少年對自己的負面認知和負面

情緒 

受訪者 D：“上大一時，，給我們上課的一個老師，那個老師經常講，他直

接就一直講這個學校如何如何不好，說我們進到這個學校簡直就是掉進一個糞坑

裏面，把這個學校貶得特別特別低，當時我本來就不喜歡這個學校，來這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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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的意願，加上這個老師又一天給我講消極的東西，他還直接勸我們退學，

每次上他的課我都會覺得鬱悶、難過，對生活的信心慢慢減弱，加上我自己本來

又那個（不自信），還特別敏感，那段時間還有我皮膚開始長痘痘，因為我心情

（抑鬱）的影響，這些感受一下子心裏面承受不了，就出問題了。＂ 

受訪者 G：“我談戀愛的事情被老師知道了，他就吼了我幾句，聲音比較大，

還當著全班的面批評我，我感到很委屈，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對上課不感興趣，

對學校也不感興趣了，後來看到老師就特別心煩。＂ 

（三）、抑鬱青少年的負面自我認知和負性情緒又引發了新一輪的師生和親

子衝突 

受訪者 D：“發生這件事情（老師貶低學校、貶低學生）後，我越來越不喜

歡這所學校了，學生也不喜歡學習，許多同學都是喝酒、打牌混日子，我很後悔

當初為什麼來到這個學校。後來，我看了一本書《做自己想做的人》，我想退學

回去重新參加高考，考一所好一些的大學。我向父母提出這個想法時把他們嚇了

一跳，母親被我氣病了，沒有辦法我只有忍下去。後來我感覺到越來越壓抑，感

覺連呼吸都是沉重的，心慌、焦慮，會莫名地難過和恐懼，身體也很不舒服，感

覺哪都痛，有種生不如死的感覺。＂D 與父母的衝突最終以患病（抑鬱症）而告

終。 

受訪者 G：“我們老師把我談戀愛的事情告訴我爸爸，他就打電話罵我，我

原本希望父母能幫我跟老師講講，讓老師能理解我，但是我爸爸反而打電話來罵

我。＂G 與父親衝突後服藥自殺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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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親子關係影響師生關係作用的原理 

 

 

 

 

 

 

 

 

 

 

三、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師生關係的相互影響 

關於個體的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等社會關係之間關係的論述學術

界有三種不同的觀點（葉子、龐麗娟，1999：51-52）：一是主從式觀點。即一種

關係比另外一種關係更重要並在很大程度上影響和決定其他關係，居於最高地

位，其他關係受此影響，從而構成了兒童人際關係的主從模式。主從式觀點又分

三派：一派認為親子關係最重要，起決定作用；另外一派認為同伴關係居最重要

地位，起決定性作用；還有一派認為隨著兒童與父母交往的減少，與教師交往的

增加，師生關係在兒童人際網络中的重要性最高。二是獨立式觀點。認為親子關

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不存在主從地位的差別和彼此決定，而是相對獨立的，

即三者之間沒有必然的聯繫。三是整合式的觀點。受系統論和生態理論的影響，

整合式觀點認為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是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三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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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即對兒童發展有重要影響，又同時相互作用，彼此影響，構成整合式的系

統。國內學者左占偉、王文靜（2009：89）對初中生的調查表明，儘管初中生的

社會交往狀況發生了巨大的改變，即親子交往和師生交往下降，同伴交往增加，

但其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內在品質的一致性仍然顯示出顯著的一致

性，並且這種關係受年齡和性別的影響很微弱；另外，相對而言，初中生親子關

係品質和師生關係品質的一致性程度顯著高於其與同伴關係品質的一致性程度。 

本研究表明：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之間的相互作用原理

是：親子關係作為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是同伴關係、師生關係形成的基礎，親子關

係一方面通過影響兒童的個性特徵對其他社會關係產生影響。同時，親子交往中

的經驗在其同伴交往和師生交往中會被喚醒，從而對同伴和師生關係產生影響。

抑鬱青少年親子、同伴和師生關係的形成是以社會轉型為背景的，轉型過程中家

庭核心化與父親的缺位、教育市場化、同伴交往的類型化與階層化、社會文化的

衝突等對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同伴關係和師生關係都有影響。這三者之間的

關係並非直線因果關係，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整合式關係。同時，這三種

關係的品質的內在一致性很高，具體關係見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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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相互作用 

 

 

國外的大量研究表明，青少年抑鬱的形成與其社會生態環境有密切的關係，

研究者發現，青少年的抑鬱受到家庭關係、學校和社區關係的顯著影響。（Matos 

et al,2006）。Sheeber et al（2007）等人的研究發現，與父母、手足有比較好的關

係的青少年不太有可能有抑鬱情緒、問題行為或自殺。父母支持對青少年自我控

制感的形成有重要的關係，自我控制感是青少年是青少年做出自我選擇與決定從

而控制行為結果的一種主觀願望。父母支持強的青少年其自我控制感較強，從而

幫助他獲得和家庭以外的較高的同伴支持（Surjadi et al，2011）。 

很多研究都表明，家庭功能失常與青少年抑鬱之間有明顯的關係（Allen et 

al,1994;Delaney,1996）。此外，兒童的學校關係是影響其情緒發展的重要因素，

並且學校環境和教師關係對兒童心理健康與學業成就的影響力日益加大（Lynn  

er al,2003）。教師的支持可以減低青少年的心理壓力並促進學業成績的提升，教

師的支持和好的學校關係是青少年問題行為和抑鬱的保護因素（Vedder et al，

2005）。國外也有學者研究了兒童與父母的關係、同伴關係和情緒適應之間的相

互關係，發現：低品質的童年期親子關係與青少年期親子關係的衝突和溝通缺乏

有密切的關係；青少年與父母溝通較少、衝突較多會導致青少年的同伴關係不

良；而青少年期的抑鬱和同伴關係不良甚至會導致其成年早期的同伴關係不良

（Overbeek et al,2007）。 

本研究發現與上述研究的結論比較一致，抑鬱青少年的親子、師生、同伴關

係等主要社會關係與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有密切的關係。抑鬱青少年的同伴和師

生關係欠佳，呈現情感疏離、衝突較多的特點，人際關係的衝突強化了抑鬱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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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對自己的負性認知，並使他們在適應環境和遇到困難時很難從同伴和老師那裏

得到及時有效的幫助，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不良是導致其抑鬱症形成

的主要人際關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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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社會轉型看抑鬱青少年的家庭、親子關係與個人成長 

 

本研究發現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形成不僅受到個人發展階段的影響，還

受到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影響。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及其本

人的生活道路都發生了很多變化，這些變化對其親子關係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

響。本章將從宏觀的中國社會轉型的脈絡來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和抑鬱症

的形成。 

 

第一節    社會轉型中的抑鬱青少年家庭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特點 

社會轉型是上世紀 90 年代出現的一個概念，它最初的含義是指經濟體制的

轉型，即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在國內社會學學者的論述中，社會轉

型主要有三個含義（宋林飛，2002）：一是社會體制在短期內的急劇的轉變。自

從 1992 年中國宣佈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來，中國社會的轉型就建立在

明確的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上。這種轉型是社會體制的轉變，是社會制度的創新。

是從一種超“穩定的、封閉的社會＂向急速變化的社會轉變。二是社會結構的重

大轉變。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整體

的和全面的結構狀態過渡，而不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社會轉型的具

體內容是結構轉換、機制轉軌、利益調整和觀念轉變。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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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它不僅僅是一場經濟領域

的變革，而且是一場全社會、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理等各方面的革命。

三是指社會形態變遷，即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

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也有的學者從權力、社會管

理方式的角度分析中國社會轉型，認為我國正從集權社會向分權社會、民主社會

轉變（王思斌，2001）
。。 

綜合以上幾個方面的論述，社會轉型是指人類社會由一種存在類型向另一種

存在類型的轉變,意味著社會系統內在結構的變遷,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

方式、心理結構、價值觀念等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變革。社會轉型一方面

加速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改善了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劇烈的社會變革也給人

們帶來了多重的壓力。主要有：第一，利益再分配的壓力。改革必然使一部分人

失去既得利益，付出一定的代價，感覺到陣痛。第二，社會結構分化的壓力。改

革給中國人帶來了實惠，也形成了新的社會階層，每個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社

會階梯，但從下一個階梯向上一個階梯的邁步並不容易，形成了社會階層分化的

壓力。第三是競爭的壓力。保姆式的計劃經濟被自主型的市場經濟所替代的過程

中，競爭之風吹向社會的各個角落。第四是規範重組的壓力，約束人們行為的規

範體系也在重組過程中，存在局部的失範狀態。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抑鬱青

少年的家庭和個人成長的道路都受到了較大的影響，面臨很多問題和挑戰。 

 

二、社會轉型中抑鬱青少年家庭面臨的挑戰 

從抑鬱青少年個人成長的敍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轉型抑鬱青少年

的家庭有著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突出表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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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規模小型化，加重了抚养子女的負擔，隔代撫養或祖父母參與

撫養孩子成為必然的選擇。 

隨著生育率的持續下降和生活品質的不斷提升，家庭規模日漸縮小，2005

年全國戶均人口 3.38 人。當家庭處於家庭生命週期的早期時，照顧未成年子女

是家庭的最主要的抚养負擔。本研究中的 11 個抑鬱青少年家庭中有 6 個獨生子

女家庭；有 3 個家庭在孩子處於幼兒期時與老人同住，孩子進入青春期後，只有

一個家庭是由祖輩、父輩和子輩組成的直系家庭，其他都是由父母和子女組成的

核心家庭，家庭平均人口數量為 3.45 人。職業競爭壓力的增加和家庭規模的小

型化使得父母在孩子幼小時照顧責任加重，不得不尋求其他家庭成員的幫助。在

本研究中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在其幼兒階段之所以被隔代撫養，主要就是因為父母

忙於為工作和事業打拼，沒有時間和精力照顧孩子，便把照顧孩子的責任交給自

己的父母或請父母幫忙照顧孩子。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隔代撫養的直系家庭

並不少見，這類家庭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口遷移受戶籍約束較

多，往往是男性外出工作，女性留在當地的充分就業，使得照顧孩子的責任需要

其他直系家庭成員來共同承擔。在一些城市化水準不高的地區，傳統大家庭仍然

是一種主要的家庭形式，祖父母便成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 

受訪者 J：“我媽媽要轉公辦教師，要準備參加考試，就把我送到外公家了。＂ 

受訪者 A：“我從小在爺爺奶奶家長大的，那個時候我爸爸媽媽都忙工作，

把我放在奶奶家。＂ 

受訪者 B：“我上小學之前在我爺爺奶奶家比較多，那個時候父親工作的地

點離家比較遠，我爺爺奶奶也喜歡小孩，因為斷奶嘛就被送到爺爺奶奶家。＂從

B 的主管醫生那裏，筆者瞭解到 B 的父親是上門女婿，和妻子、岳父母的關係都



 

  259

不太好，常常吵架，B 的母親精神狀態不是很好。 

受訪者 L 的母親說：“那個時候我來昆明讀書，孩子就交給他奶奶帶了。

後來我讀書結束回去了，他奶奶也不讓我管，把孫子當作心肝寶貝，不能受一點

委屈，碰都碰不得。＂ 

受訪者 G 的母親說：“這個娃娃小時候乖得很，聽話得很，喊他坐著、喊

他不准去玩，他都聽話，他奶奶脾氣有點怪，管教得嚴。他爸爸在外面跑車，我

要忙家裏的活計，大部分時間是他奶奶領著。＂ 

（二）、對子女的教育期望和職業期望提高，教育支出增加 

在中國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對子女在非農領域就業預期

的和對子女未來就業競爭增強的預期使得很多家庭將有限的收入向子女教育傾

斜。同時，教育投入的增加也提高了家庭對子女未來的職業預期。家庭在農村的

抑鬱青少年早早地被送到城裏上學，主要目的是希望孩子將來能離開農村在城裏

找個好工作。而家庭條件更好一些的，原本生活在小城鎮的抑鬱青少年家庭則希

望孩子將來能留在大城市工作並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如當公務員。為此，父母不

惜花重金送子女去城裏上學，提前為其職業發展和社會階層向上流動做準備。 

受訪者 F 的母親說：“我和孩子他爸爸把掙來的每一分錢都存起來給她上

學，家裏只有一個獨娃娃，又是女的，想著給她多讀點書，將來有個工作。＂ 

受訪者 M 說：“家裏為了供我上學，花掉了所有的積蓄還欠了一些債，父

母期望我好好讀書，將來有個好工作。＂ 

受訪者 B：“我爸爸從小就送我到好的學校上學，就是想讓下一代擺脫農

村，擺脫他們那一代人的命運。＂ 

受訪者 D：“我爸我媽送我到昆明讀書，就是希望我能考上重點大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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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考個公務員，就是覺得一個女孩家，不要做什麼像出去創業（的事情）啊，

比較艱辛，而且風險比較大，我爸媽一致認為讓我考個公務員，好像有個鐵飯碗，

這樣他們比較放心。＂ 

受訪者 C：“父親就覺得既然我在昆明讀書，將來畢業了就一定要回我們家

那邊去考上公務員，一定要進行政部門工作。不管我和小妹報考哪所學校，學什

麼專業，他都要考慮到以後進政府行政部門。其他的都不考慮，認為其他的都不

是正兒八經的工作，沒有保障。＂ 

對於大多數中國家庭來說，最大的經濟壓力來自住房、教育和醫療這“三座

大山＂。對於孩子處於上學階段的家庭來說，最大的經濟負擔無疑是教育的負

擔。儘管本研究中的受訪者的家庭在當地都屬於經濟收入比較好的家庭，但其家

庭的經濟收入的增長的速度，遠遠趕不上他們每隔 3-6 年就會發生一次通過教育

而進行的社會流動所需費用的增長速度，家庭的經濟壓力比較大，尤其是生活在

農村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和其本人對的經濟壓力的感受非常大。 

受訪者 B 說：“現在覺得經濟壓力很大，很沉重。我上大學的費用主要是

家裏供，叔叔他們也給一點。爸爸工資很低，2 千元不到，還是很緊張。爸爸每

月給我寄 500 元生活費，學費每年一萬多，交學費主要是靠國家助學貸款的。＂

一個月 500 元的生活費對在上海讀書的 B 來說，確實是比較少的，但這已經是

其家庭能夠負擔的極限了。 

受訪者 M 在自傳中寫道：“我家在農村，收入主要靠我爸爸給人家挖煤和

我媽媽在家養豬。我爸的文化程度是小學畢業，我媽只認識阿拉伯數字。西元

1998 年，亞洲金融危機爆發了，最難過的還是農民，我姐姐輟學了，小學沒讀

完，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原因是什麼。2004 年，即我讀初三那一年，我開始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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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有些不對頭：我常失眠，感覺自己很痛苦，但我讓這種事情發展下去，原因

有幾個：一是我不瞭解有這樣一種病；二是沒錢，我連吃飯的錢都沒有了。初三

畢業後，我和我媽說了頭痛的事，我媽給我買了一些治頭痛的藥，不足 100 元。

吃完藥，我去上高中了。順便說一下我小時候常生病，但是我媽很傳統，買藥、

打針從不去大醫院，藥是吃了很多，可就是不見效，後來生病給我留了點紀念，

慢性支氣管炎。＂其實，M 的母親在其生病時不帶他去醫院看病的主要原因不

僅僅是傳統，更重要的是承擔不了高額的費用。對於大多數農村家庭來說，不到

病入膏肓時，他們是不會上醫院看病的。作為來自西部農村家庭的孩子，M 與 B

一樣，上大學的學費主要來自國家助學貸款。 

（三）、家庭對子女社會教化的功能弱化 

家庭是人最初的社會化場所，與學校、社會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

和終身性的特點。在傳統社會中，父母與子女的互動頻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言

傳身教更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對人、社會和自然的認識和態度，家庭教育對子

女是非、善惡、美丑觀念形成的影響更直接、更大。然而，在現代社會中，由於

激烈的市場競爭增加了父母外出工作的時間和雙重負荷，以致不少兒童接受幼托

機構和大眾媒體教育的時間比與父母共處的時間還多，它們也日益成為兒童社會

化的主體，對孩子價值觀和行為方式的形成的影響已不亞于父母。此外，在現代

資訊社會和數字化生存時代，父母原有的知識和經驗往往失去資源優勢和傳承價

值，他們的話語權地位也下降，家庭在教化角色規範、促進青少年健康成長方面

的作用顯著削弱。與此同時，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出現了教育者與被教育者關係模

糊甚至顛倒的“反向社會化＂現象。年輕人憑籍對新事物所具有的敏感性和接受

能力，以自己的信息量、知識面和社會適應能力優勢獲得了對日漸力不從心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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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進行“文化反哺＂的話語權，在消費意向、審美情趣、生活方式和社會態度層

面都不同程度地影響和改變著他們的長輩（周曉紅，1997）。 

在本研究中，很多受訪者比較早地離家並進入寄宿制學校也是其家庭在兒童

教化功能上減弱的一個突出表現。兒童過早離家不僅是使其家庭社會化過程提早

結束，同時，尚未完全修復的親子之間的情感聯繫再次斷裂，抑鬱青少年在繼續

社會化的過程中將面臨缺乏父母情感支持的挑戰。正如小 A 說：“我從上小學 2

年級他們就把我送到老師家，每週接接我送送我，然後一直到 5 年級，就住全封

閉的學校，到初中我又住校。就說，我除了 1-2 年級是在家裏度過的，其他大部

分時間都是在學校住的。他們說是想培養我的獨立能力，但是，在學校當那些無

助感來的時候，我又找不到人可以傾訴和幫助。＂ 

（四）、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支持功能被削弱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個體對家庭情感支持和陪伴功能需求的不斷增強。首先是

因為物質生活品質的提高後，家庭不再僅僅是經濟共同體，而更多地滿足成員隨

之提升的對感情生活、心理支持的需求；其次，激烈的社會競爭和快節奏的生活

方式，使緊張、焦慮成為現代人普遍的心理重負，當人們在職業舞臺竭力拼搏、

疲憊不堪或壓力重重乃至傷痕累累之際，家庭無疑成為他們暫時遠離塵囂、逃避

世俗的寧靜港灣，是他們卸卻雙重面具而回歸自然、享受輕鬆的溫馨暖巢；再次，

居住條件的改善使封閉型的獨門獨戶住宅成為主流，鄰里相見不相識，而社會競

爭使親戚朋友也更多陷入緊張、繁忙之中，人際互動減少、關係疏離，家庭成員

則更多地期待私密空間的情感支持和相互陪伴，依賴家人的相互理解和關愛而減

少生活壓力。 

儘管社會轉型過程中個體對家庭情感支持功能的需求在增加，但家庭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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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滿足個體情感需求呢？在本研究中答案是否定的。抑鬱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普

遍面臨家庭情感支持不足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父母過分注重家庭的經濟保障功

能，而忽略了情感支持功能。正如受訪者 D 說的：“小時候，我就是許多人羡

慕的对象，爸爸疼、媽媽愛。爸爸有穩定的工作，媽媽的生意在當地也很紅火。

從小爸爸媽媽就給我提供了很好的物質條件，在當地小有名氣。可從沒有人知道

我要什麼，包括父母。雖然父母很疼我，可是他們很忙，只是想著多賺錢，能給

我吃好、穿好就行了，卻忽略了我的內心世界。＂ 

（五）、家庭關係調適難度加大 

社會轉型帶來的職業競爭激烈、工作節奏加快，使大多數人的就業和工作壓

力顯著增大，在夫妻和家庭生活投入的時間和精力日漸減少。而職業流動的遞

增、終身教育的普及和資源的重新配置，使一些夫妻的職業、收入和社會地位發

生明顯的分化，雙方的價值目標、興趣愛好、婚姻需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不一

致使夫妻關係衝突趨增甚至難以協調。而在信息爆炸和網络時代，數字化的鴻溝

也橫亙在代際之間。父母與子女在價值目標、興趣愛好、消費意向和生活方式等

方面的差異，將不斷加劇代際衝突。 

在本研究中，有 8 個抑鬱青少年的父親職業流動比較頻繁。父親的職業流動

不僅影響了親子關係，還影響了夫妻關係，而父母婚姻關係的衝突又加劇了親子

之間的衝突。父親的職業流動一是地域的流動，二是社會地位的流動。這 8 個孩

子的父親都在外地工作，職業和經濟收入也處於不斷上升的過程中。父親的職業

流動，導致其無法參與日常的子女教育中，與孩子的接觸和互動比較少，父子（女）

關係疏離。但是，父親的缺位並不意味著家庭中父親權力的被削弱，反而是父親

在家庭中權力的強化和提升，因為父親職業流動的結果是增加了家庭的收入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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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了家庭的社會地位，父親對家庭社會的貢獻更大，其在家庭中的權力地位也更

加穩固。但是，由於缺乏父子之間的情感連接，父親對子女的要求和控制常常得

不到孩子的理解和認同，特別是孩子到了青少年期，父子溝通日益困難，矛盾和

衝突較多，親子關係的調式難度比較大。同時，一些抑鬱青少年的父親由於長期

在外工作，與配偶之間的價值目標、婚姻需求、生活方式等的差異加大，婚姻衝

突也增加了。父母婚姻關係的衝突又加劇了親子關係的衝突。這 8 位受訪者都認

為自己生病和家庭中的父母婚姻關係衝突和親子衝突有關。 

如受訪者 H 說：“幼兒期間和讀小學期間，爸爸經常在外面跑來跑去的，

就很少見到父親。學習這方面也好，生活這方面也好他都不太管，當他處於半退

休狀態14的時候，特別是他開始管我的時候，與我之前的印象有很大落差，而且

可能他管理的方法也不得當。比如有些時候有些東西我會悶在心裏沒說，但他就

認為是那樣的話，他就直接跟我講出來，我認為他是錯的也不說的話，他再繼續

講下去就很容易和他爭吵，爭吵激烈的時候有時還會打架。＂受訪者 H 的父母

在其讀小學高年級的時候婚姻衝突也比較大，並在其讀小學 4 年級時離婚，3 年

後，父親不再外出工作，回到當地工作後父母又复婚。 

受訪者 B：“我爸爸在外面工作，媽媽是農村家庭婦女，他們之間的差距比

較大，常常為一些小事而爭吵。年起的時候我爸有過外遇，上大學之前我媽媽才

告訴我她和我爸爸吵架是因為我爸有外遇，之前她都沒有跟我講，怕我受影響。＂ 

受訪者 A：“我爸爸在外邊做生意，跑得地方多，見識比較多，比較追求完

美，而我媽媽是比較隨意的那種，這樣就會產生摩擦，常常為一些小事而爭吵。＂ 

受訪者 K 的母親說：“K 十歲之前，她爸爸在外面跑車，一個月嘛 20 來天

                                                              
14  指 H 的父親不再外出工作而留在當地工作，工作比較輕鬆，常常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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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外頭，我們吵架可能是影響著她了，我想嘛可能就是這個對她有點傷害。她

對醫生說我們每天吵架，我們吵過幾次，他爸爸習慣摔東西，我覺得可能嚇到她

了。＂ 

三、社會轉型對抑鬱青少年家庭關係的影響 

（一）、父輩與祖輩的衝突增加 

改革開放以來，長者為尊、長幼有序的傳統代際關係受到西方民主平等的思

想的衝擊，生育率下降和家庭規模的小型化使得代際之間的互動簡化，兩代人經

濟上的獨立也減少了彼此之間的依賴，這無疑都有利於家庭代際關係的平等和獨

立（徐安琦，2001）。然而在本研究中，情況並非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

權力和經濟的關係日益密切，誰是家庭的經濟支柱，誰就是家庭中的權力中心。

由於抑鬱青少年的父母大部分都是當地的“能人＂，也就成為了家庭權力的中

心。此外，一些家庭開始從由農村到城鎮或城市的社會流動，父輩和祖輩生活環

境和生活方式的不同使得兩代人之間的衝突加劇。 

受訪者 A：“我爸爸常常在奶奶面前抱怨叔叔對工作不負責15，奶奶聽著有

時會流淚，會幫著叔叔說話，和爸爸發生爭吵，然後我爸爸就會覺得我奶奶老了，

是非觀念都分不清了。因為奶奶不屬於那種會聽爸爸話的人，爸爸也不屬於會聽

奶奶話的那一類人。反正他們兩個只要認為自己是對的，就不改變，他們誰也不

讓步。＂ 

受訪者 K 的母親說：“我和 K 的爸爸性格差異很大。有一年，就是我媽媽

挨著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她很不愛乾淨了嘛，就是把外面的垃圾撿回來，堆在

                                                              
15  A 的叔叔在其父親的公司工作，主要礙于其奶奶的面子，A 的爸爸常常抱怨其叔叔工作不負責，對其不

尊重，並在其母親面前罵自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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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裏拿出去賣那種了嘛，很不講衛生那種。我家老公就看不慣這種，而且我又喜

歡打麻將，有一天他就當著我媽媽的面，大罵我，髒話連天的罵我了嘛。＂ 

（二）、親子衝突，特別是父子衝突加劇 

本研究發現抑鬱青少年的家庭特徵比較偏向于傳統和保守，“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傳統家庭觀念依然很強。儘管抑鬱青少年的父親常常“缺位＂，但

父親在抑鬱青少年的成長中的影響力並沒有減弱，仍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抑鬱青少年在敍說他們的生命故事和親子關係時，比較多的談到的是和父親的關

係，這足以顯示出父親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性明顯超過母親。在他們的眼中，無論

從生活的社區還是從家族內部來看，父親都是“成功人士＂。父親在社區中經濟

收入較高並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家族中也是最有成就或“最成器＂的人士。

從抑鬱青少年父親的職業身份來說，有商人、公務員、教師、農村個體戶；從職

務上看，有公司總經理、經理；機關中層幹部；小學校長。儘管個別抑鬱青少年

的父親僅是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民，但在當地也是見多識廣、聰明能幹的賺錢能

手。總之，抑鬱青少年家庭的大權都掌握在父親手中，父親是家庭中真正的權力

中心、一家之主，有關自己學業、就業、婚戀等人生發展大事，都是父親說了算。 

受訪者 A 的父親是一個貿易公司的老總，談到對父親的認識時她多次說道:

“爸爸的事業比較成功，他會做很多事情。有些時候，他在我心中很了不起，很

完美，他大事小事都做得很好，家務事也做得很好，爸爸家有三個兄妹，他是最

成功的。＂ 

受訪者 B 的父親是一位農村小學教師，她說：“我的父親有八個兄妹，日

子過得很緊張。他是家中唯一考上中專的，畢業後做了小學老師。我家的經濟情

況不好。我父親把一個農村女孩培養到大城市上重點大學，他很驕傲和自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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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人也都認為他很成功。在我們那種農村，能考上重點大學的沒有幾個。＂ 

受訪者 C：“爸爸認為大學裏面要以學習為主，不能談戀愛，畢業後考上公

務員，有了一份正式工作才能談戀愛。我現在談戀愛了也不敢跟他說，如果我現

在跟他說，只會被他挑剔、不同意，從中干擾，只會自找麻煩。＂ 

受訪者 D：“我爸爸媽媽關係還是好的，雖然有時也會吵嘴，但對夫妻關係

沒有大礙。家裏面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父親說了算，重大事情都是父親說了算，

至於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媽媽說了算；她一個人能做決定的，有些重大事情，她

一個人要和我爸爸商量一下。高考填志願時，我和爸爸有矛盾，我想學學前教育

專業，因為我喜歡和小朋友玩，我喜歡小孩的天真和單純，喜歡快樂、簡單的生

活，那時我還研究過兒童心理學。可是，爸爸說這個專業出來後不好找工作，要

我讀警官學院，畢業後考公務員。加上我當年高考時，沒有考好，沒有選擇的餘

地，就只好同意了，報了警官學院。＂ 

 大多數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在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家庭文化和代際關

係依然比較傳統，親子之間的垂直互動比較多，平等的溝通交流比較少，幾乎看

不到“文化反哺＂的反向互動。因此，親子之間的衝突也較多。親子衝突在青少

年進入青春期後更加突出。同時，抑鬱青少年個體社會流動與家庭流動的不同步

也加劇了親子之間的衝突。社會轉型過程中，個體的社會流動機會增多，但由於

種種原因，中國人的社會流動常常是個體流動，而非整個家庭的流動。在本研究

中，抑鬱青少年的社會流動是在教育推動下完成的，主要以個體流動為主，由於

青少年的流動是從農村到城市，或從小城市到大城市。兩代人之間所處的社會文

化環境的差異也加劇了親子之間的衝突。 

受訪者 M：“我初中到縣城讀書以後就很少回家，回到家看到家庭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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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不好很難受，和父母也無話可說。＂ 

受訪者 C：“來昆明讀大學後覺得很多事情和父母講不通，他們的思想觀念

很保守。＂ 

受訪者 B：“我覺得和父母之間始終有隔閡，他們那種生活方式還有那種見

識吧，也就是生活的那種環境啊，不像大城市裏面那麼開放、接觸的多，他們那

種小範圍裏面的那種思想，要閉塞一點，他們常常覺得你就是應該這樣。所以我

從小就想離開那個地方。並不只是說物質上，精神上我也特別痛苦，看見那些人，

有時候特別愚昧，特別可笑。但是我沒辦法改變他們，就一直想離開。＂ 

從社會學的角度看，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代際關係衝突的本質是經濟利益的

衝突、權力衝突和價值觀的衝突。家族關係的衝突主要集中在經濟利益方面，主

要是為了“錢＂。權力衝突主要發生在親子之間和祖輩與父輩之間。親子的衝突

突出體現為權力的衝突，孩子想得到家庭中權力掌控者的關愛，但無奈的是他們

的父親大部分時間在外為事業、工作和賺錢打拼，很少有時間和他們相處，孩子

得不到父愛，很容易把對父親的“愛＂轉變為“恨＂，恨父親不愛自己，不關心

自己。由愛到恨是一種心理受挫後的一種反向或逆反作用。祖輩和父輩的衝突也

是權力的衝突。現代家庭中的權力掌握者往往是中年父母而不是祖輩，抑鬱青少

年的父母大部分都是當地的“能人＂，比較早地開始了由農村到城鎮或城市的社

會流動，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父輩與祖輩之間的價值觀念衝突加劇。 

本研究認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中的“父權＂、“孝道＂等思想，

依然對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產生著影響，尤其是在順親、悅親等方面。本研究

支持張文新（2004）等學者的觀點，青少年認為傳統孝道仍然在當今社會有其存

在的必要性，傳統孝道的核心內容，如尊親、悅親至今保持不變，青少年對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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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度比較高。但是，本研究也發現，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對現代家庭中的

親子互動也有消極的影響，由於青少年更加注重家庭關係的平等化、代際關係的

民主化，青少年不僅局限于對父母的孝，更追求父母對自己的慈和愛，在一些較

為傳統保守的家庭中，對父母傳統孝道的內化將導致與孩子互動中的較多的權力

控制和較少的尊重、關懷和理解。 

本研究支持黃華（2008）等人的觀點，即新孝道從傳統的忠孝的單一義務價

值觀轉向為親子人格平等的雙重價值取向，這些轉變體現在親子互動中,從父母

的角度看,意味著對子女個別差異和分化過程的尊重和接受;而從子女的角度看,

則是重視自己內在獨立同時也正確看待和維繫對父母的感情依戀。因此,這種個

體主義孝道可以促進親子關係的健康發展。在強調關係親密的同時,也重視子女

的內在獨立，協助子女成長為在內在獨立和關係親密之間的維繫平衡與和諧的成

熟個體。如果只有對子女的控制而缺乏情感支持，將導致孩子內在獨立性難以建

立，產生心理問題或心理疾病。 

（三）、祖孫之間的情感支持減少甚至斷裂 

雖然抑鬱青少年在幼兒階段和祖輩建立了親密的關係，心理健康發展的情感

需要暫時得到了滿足，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家庭的權力中心從祖輩轉移

到父輩，核心家庭逐漸從直系家庭中分離出來，祖輩對孫輩的情感支持不斷下

降，加上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從上小學起就開始了從農村到城市的個體流動，祖孫

之間的情感支持日漸削弱；同時，一些抑鬱青少年的祖父母的去世，使得他們完

全失去了情感依附的客體，與家庭的情感支持紐帶徹底斷裂。 

受訪者 A：“小時候我和媽媽關係不好，她常常罵我，我那時就吵著哭著要

到我奶奶家去，我媽媽不讓我去，她和我奶奶的關係不好。我就哭著打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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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說她（媽媽）不讓我去。＂A 從小由奶奶帶大，和奶奶最親。 

受訪者 C：“我上小學 5 年級就和妹妹到爸爸工作的城裏面讀書，上中學時

媽媽也來到城裏了，奶奶沒有來，從那個時候我們就分開了，只是週末回去看奶

奶。＂C 從小在家主要是奶奶帶大，奶奶是她最親的人。 

受訪者 L 的父親說：“L 上高二時我父親去世了，L 和我父親的關係比較好，

小時候我父母帶了他 5 年。父親去世那段時間 L 的情緒十分低落、話很少。＂L

的父母已經離異多年，父親整天忙工作，爺爺幾乎是他唯一的情感支柱。 

受訪者 B：“小學階段最難忘的事情就是我讀小學 3 年級的時候，我外婆去

世了，我和外婆的關係很好，外婆是個很勤勞善良的人。＂B 與父母的關係比較

疏離，外婆是其生活中最主要的情感支持者。 

 

第二節    社會轉型對抑鬱青少年個人發展的影響 

 

一、教育成為個體社會流動的動力和階梯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國的教育開始逐步走上正軌，教育作為現代

社會流動的機制重新開始發揮作用。教育機會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態，相當程度上

決定了社會分層的基本特徵。正如 Deng et al,（1997）所指出的，“在現代社會

中，教育是社會流動的動力機制。在我們能獲得資料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業化或

正在工業化的國家中，對‘誰走在最前面’這一問題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獲得了

教育的人。＂美國社會學家費希爾和豪特在《差異的世紀》一書中的一個核心觀

點是推動美國 20 世紀社會演變的主要動力來自教育機制。他認為 20 世紀美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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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演變的一個重要機制是教育水準替代家庭地位繼承，成為各類機會和社會資源

分配的核心機制。教育程度成為現代社會一個重要的分類機制，它對即將進入社

會生產過程的男女青年加以分門別類的區分，將他們引向有著不同資源和機會的

勞動力市場和工作環境（周雪光，2008：219）。儘管學者們都認同這個命題，

但對這個命題的解釋卻很不同。人力資本理論認為，教育的功能在於提高人們的

知識、技能等工作能力，使他們能高效率地參與生產過程。因此，教育導致的收

入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對教育投入的回報。而信號理論則認為，學校特別是大學

在很大程度上起到了將不同能力的人分門別類，引入勞動力市場和工作環境的作

用，在這個意義上教育設施扮演了發出“信號＂的角色，不一定提高人們的技能

和效率。而布迪厄則提出，人們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接受了在不同群體、工作

環境中交流的“密碼＂（codes），因此，教育過程和教育機會的分配成為階級

繼承的一個重要機制。這三個理論都能支持“教育導致向上社會流動＂或“知識

改變命運＂這樣一個命題，但其背後的因果機制卻很不同。 

1992 年以來，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立，社會分化日益深刻，

教育資源和機會分配格局複雜化趨勢明顯。一方面教育事業本身在發展，人們獲

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增加；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教育資源和機會

獲得向不公平的方向演變的趨勢。所以，這一時期中國教育資源和機會的分配格

局是複雜的（陸學藝，2004）。隨著教育機會分配的不平等程度逐步增強，家庭

背景及制度因素對孩子教育獲得的影響力不斷上升 

兒童青少年正處於受教育階段，特別是獨生子女政策的實施使得大部分家庭

對孩子的期望都很高，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過接受較高程度的教育而獲得較高

的社會地位。儘管現代教育制度的選拔過程似乎是以個人的能力為主，但很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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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非能力的身份性特徵仍然對人們的受教育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尤其是

家庭出身與教育獲得之間的聯繫，幾乎跨越國界而普遍存在。20 世紀以來，許

多國家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弱化這種聯繫，但是，幾乎毫無例外地，這種聯繫

依然存在著(李春玲，2003)。對於中國社會而言，改革開放後，教育改革的目標

之一就是提倡“精英教育＂和“教育市場化＂。前者是不再把教育作為消除階級

差別的手段，而是作為選拔人才的手段；後者則導致了地區之間和不同家庭經濟

背景的學生之間教育機會的不平等。此外，教育資源配置的不公平和戶籍制度使

得不同的人享有不平等的教育資源，客觀上也加大了教育的不公平現象。對於兒

童青少年來說，要想在未來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提高受教育的品質是唯一的途

徑，所謂“知識改變命運＂。由於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經濟條件比較差，公共教育

資源的配置又偏向教育條件比較好的城鎮和大中城市，因此，兒童要想獲得優質

的教育資源，必須流動到城市，最好是大城市。 

在本研究中，大部分抑鬱青少年的父母有能力利用自己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

本為子女在教育資源較好的城市“買學＂，同時，這些孩子比同齡孩子較早地離

開家庭，開始了以受教育為依託的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社會流動

過程。在這樣的一種社會流動過程中，孩子往往因自身能力不足和家庭支持的缺

乏而承受著很大的壓力。受訪者小 B 的父母在其讀小學的時候就捨近求遠把她

送到鎮上的中心小學，是為了孩子將來有個好的前途，這是父母能為她做的，其

他的生活條件的改善，對於生活在貧困山區的父母來說，也就無能為力了。小 B

一方面能感受到父母的良苦用心，同時也承擔了很大的壓力。她說：“我非常能

理解父母把我送到好的學校去讀書，這就是他們最偉大的地方。但是他們不瞭解

你到了這些學校，心裏是非常壓抑的，他們只是主觀認為這樣對你比較好，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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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好的前途，好的未來；但他們沒有對你的心裏、思想有一個深入的關心；

他們只關注你學習方面，忽略你其他方面的需要。＂受訪者 D：“我小學時在農

村老家讀的，初中到了州裏面（小城市），高中父母出錢把我送到昆明讀最好的

高中，學習跟不上，壓力很大。＂ 

二、抑鬱青少年社會流動中面臨巨大的壓力，家庭支持不足，負面感受比較多 

壓力是指生活中各種刺激事件和不利因素對人們心理構成的困惑或威脅，表

現為身心緊張和不適；當環境情況不能緩解過大的壓力時，個體的健康就會受到

損傷。抑鬱青少年的社會流動發生在我國正在經歷的深刻的社會轉型中，他們不

可避免地要面對社會的各種矛盾和衝突，心理上要承受巨大的壓力。由於大部分

抑鬱青少年患者的家庭條件在當地比較優越，他們的父母常常出於為其前途考

慮，讓子女去讀本地或外地比較好的學校，抑鬱青少年過早地被父母送到較為發

達地區或大城市讀書。對於青少年來講，家庭是最佳的社會化場所，過早離家獨

立生活，意味著青少年將過早地獨立面對成長中的各種壓力。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青少年沒有足夠的社會支持，承受的壓力得不到及時的化解，則患精神疾病的風

險將會很高。在接受筆者訪問的 11 個抑鬱青少年中，小學階段離開父母獨立生

活的 2 人；初中階段離家的 4 人；高中階段離家的 5 人。此時，他們的同齡人大

部分正和父母在一起度過自己的青春期。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抑鬱青少年的社

會流動是一個從農村（或小城鎮）流向中等城市（或大城市的過程）。他們社會

流動過程也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縮影，體現了個體實現自

身價值途徑多元化。他們的社會流動是由低競爭、相對封閉的傳統中國鄉土社會

向高競爭、開放、多元的現代社會的過程，抑鬱青少年社會化過程中外部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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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變化，必然對其心理發展造成巨大的壓力和衝擊。 

而在本研究中，由於抑鬱青少年幼兒時期隔代撫養或祖父母參與撫養的經

驗，使得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長期處於缺乏父母情感支持的困境中，一方面孩子

過早開始社會流動，需要更多的來自家庭的情感支持；而另一方面，缺乏親子之

間的情感連接又使其處於缺乏家庭情感支持的尷尬處境中。當孩子開始社會流動

時，其祖父母已經相繼離開人世或脫離了青少年的生活世界，不能再給予孫輩以

相應的情感支持，親子之間情感的疏離使得孩子在向上流動的社會過程中得不到

相應的情感支持，無法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壓力。 

（一）、外部壓力與感受 

精神分析學家霍妮（Horny, K.著，1945；馮川譯，2007）十分強調一定的社

會文化環境對人施加的影響所帶來的內心衝突。霍妮強調了兩種主要的文化矛

盾：一是競爭、成功與友愛、謙卑的矛盾；二是人們不斷被激起的享受需要和在

滿足這些需要時受到的各種限制之間的矛盾。這些文化困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

難以調和內心的衝突，可以說，心理疾病患者的內心衝突是一定文化的內在衝突

的縮影。由於優質的教育資源往往集中在城市，抑鬱青少年比同齡人更早地開始

了由農村到城市或由小城鎮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社會流動過程。在這個向

上的社會流動過程中，每到一個新的環境，每進入一所新的學校，他們都面臨著

巨大的社會文化的衝突，內心充滿了很多負面感受。具體表現為： 

1、面對學業壓力的害怕和壓抑感 

社會流動過程中抑鬱青少年面臨的最大壓力是學業的競爭。大部分抑鬱青少

年來到城市後學業競爭中的劣勢地位使他們感到害怕和壓抑。 

受訪者 C：“上大學後最怕的就是競爭，競爭吧，我現在最怕競爭，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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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可能就是要看能力，要看這個人的口頭表達能力啊、性格啊、為人處事方式，

好像看的挺多的，讓你覺得你每方面都要做得很好，特別是好像現在人一直強調

就是你要很會說，你要人際關係很好，你才能做得好。自己要充分去表現，我心

裏面其實希望跟別人很好地競爭，然後表現很優秀，但是可能一開始競爭就會有

點什麼，我覺得自己表現不好就會退縮， 就會有點、有點懦弱的那種。高中的

時候是一個比較單一的環境吧，你學習弄好就沒有什麼，那時候就要整天學英

語，也沒覺得苦覺得累。＂ 

受訪者 D：“上高中的時候父母出錢送我到昆明的重點高中讀書，因為考分

沒有其他同學那麼高，一進班級裏我的成績就排在倒數了，壓力很大。＂ 

2、面對同伴採用不良競爭手段的壓抑和失落感 

轉型過程中行為失範的情況在學校中也不少見。對於來自鄉村和小城鎮的抑

鬱青少年來說，一些城裏孩子在競爭中所採用的不良競爭手段，如打小報告、說

謊話、作弊等也讓他們感到壓抑和失落。 

受訪者 H：“我開始到州裏面讀書的時候，和同學的關係還是好的，但我覺

得我們這個年級（高一）的學生和上一屆相比有很多恐怖的東西，就是作弊。他

們作弊不是一個小群體，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從我看到的情況是，就像一個分

支機搆一樣連成一個網。我們宿舍的一個同學上課玩手機被老師沒收了，老師對

他說如果期末考試他能考進前 30 名就把手機還給他。為了拿回手機，他開始想

辦法作弊。＂ 

 受訪者 A：“你說我們這些青少年，雖然只有 15 歲，但我們的內心已經不

再純潔了，社會不斷發展，對人性的追求已經忽略太多了。我們 15 歲的孩子、

青少年，內心世界已經不再像以前那麼純潔，開始為了學習利益或老師心目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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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樣子，同學之間相互勾心鬥角，我看多了。那到我們下一代，幾歲的孩

子心靈就不純潔了。我也是特別失望，我覺得現在說的什麼花季，真的不會出

現。＂ 

3、面對城鄉文化碰撞中的壓抑、自卑和失落感 

本研究中的抑鬱青少年大部分出生在鄉村或小城鎮，其父母在當地都是比較

有本事、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他們在家鄉的優越感也比較強。可是，當他們一

步步地被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大潮推向城市的時候，城鄉文化之間的差異和衝突

讓他們感到壓抑、恐懼、自卑和失落。 

受訪者 C：“我們學校那種風氣，典型的上海人的風氣，喜歡打擊別人，說

話毫不客氣。甚至當著你的面打擊你，我會壓抑，心理有失衡的感覺。其實我們

學校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被稱為全國最小資的學校。我覺得我特別受不了，我覺

得我進這個學校完全就是個錯誤。我內心還是比較質樸的那種，我不喜歡就是把

自己外表搞得很華麗，我們學校那些女生都互相攀比，穿的都是那種大品牌，一

上街就是幾千幾千的花錢，所以我去那個地方我覺得很難受。＂ 

受訪者 D：“從農村到城鎮再到大城市的生活環境對我影響特別大，我從小

長大的地方是一個小鎮，在一個小鎮上長大的，相當於像個小農村一樣。比如說

在平裏（小鎮的地名）的時候，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和同學之間特別活潑，也特別

愛玩，也比較調皮一些，天性也出來了。突然就換了一個環境，初中到縣城去以

後，我覺得周圍一切都挺陌生的，我覺得環境就有一點恐懼感。然後，做事啊就

會，就會變得小心謹慎一些，因為我特別敏感。到了昆明就更那個了，那個環境

更加壓抑，因為在昆明，感覺同學之間更加沒有地州那麼親切，而且同學之間，

我覺得他們競爭多過友誼，感覺不像初中時候友誼那麼單純。比方說住一個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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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常就是那種大家會表面上玩得很好，暗地裏就是兩個人較真，比如說她在

家裏面明明有時候她做作業到很晚，第二天她就說她在看電視什麼，不講真話，

我真的不喜歡。我從小生存的環境比較單純，我周圍的同學比較純樸，很少有這

些，到昆明以後，我就覺得很多人目的就是學習，很少有人真正會在乎友誼這

些。＂ 

受訪者 C：“我們宿舍的一個同學，從天津來，優越感很強。我這個人比較

敏感吧，對她說話的語氣啊，或者是方式啊不太喜歡，我經常會被她說，感覺被

她看不起，很壓抑。＂ 

受訪者 B：“我高中的時候過的就特別痛苦，在那種貴族學校，像我們家這

樣的家庭，父母節衣縮食地送你去讀書，他們就覺得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我就

覺得特別難受，不是學習上帶來的痛苦；而是精神上那種失落。＂ 

受訪者 F：“高中時候父母出錢讓我去海口（一個小城鎮的地名）的中學上

學，宿舍裏有的同學家裏很有錢，過年過節家裏邊的人來看她們時都會買很多東

西。我很難過，我們家沒有那麼多的錢。同學買的新衣服，我先搶過來試試，然

後才還給她們。＂（F 說話時有一點憤怒） 

3、達不到父母期望時的自責、罪疚感 

大部分抑鬱青少年向上的社會流動是在父母的較高的期望和金錢推動下完

成的，父母們利用自己的金錢和人際關係在為孩子謀得一個較好的發展空間的同

時，也意味著對孩子的期望在不斷提升。而抑鬱青少年則帶著巨大的壓力感和不

安感來接受父母的安排，當他們意識到自己達不到父母的期望時，自責、罪疚感

也就油然而生了。 

受訪者 B：“父母節衣縮食把我送到最好的小學、中學讀書，就是想讓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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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擺脫農村、擺脫他們那一代的命運，這就是他們最偉大的地方。他們只是認為

這樣對你比較好，但他們沒有對你的心理和思想有一個深入的關心，只關注你的

學習，忽略了你其他方面的需求。我考入上海的重點大學，這點他（父親）很驕

傲，很自豪的，包括周圍的人都認為他很成功。像我們那種農村，能考上重點大

學的沒有幾個。我進入大學壓力挺大的，像我們家這樣的經濟條件基本上沒有

了，我們那個大學，學費都是一年一萬元，想報那個學校的人看到學費那麼貴有

些都會後退的，所以進去的人家庭狀況都比較好。像我這樣就算差的了。我的學

習成績嘛，算是能過關吧，算不上不錯，算倒數的，但還是過關了，沒有補考。

進去的同學大家都挺優秀的，我的壓力很大。＂ 

受訪者 D：“初中我是在老家（小鎮）度過的，那時我很愉快，父母不想過

去那樣打我了，初中班主任對我很關心，讓我感到很溫暖，那時的我、活潑、開

朗、好動。可是初二結束我就轉到了州一中讀書（城鎮），並且複讀了初二。換

了環境，我的學習是變好了，可是慢慢地性格變了，不像以前那麼活潑、愛玩，

變得多愁善感，有點內向了。上高中的時候被父母送到昆明師大附中讀書，因為

是出錢進去的，考分沒有其他同學那麼高，一進到班級裏我的成績就排在倒數

了，壓力很大。＂ 

（二）、內在壓力與感受 

在流入城市之前，很多抑鬱青少年無論家庭經濟地位和個人的學業成績在當

地都是佼佼者，有較強的優越感，其自我要求也比較高。過早的社會流動，使得

抑鬱青少年開闊了眼界，他們對生活的理解也更為豐富，物質和精神欲望都提升

了，人生發展目標定位也更高了。同時，社會流動過程中父母的較高期望也逐漸

內化為抑鬱青少年自我的要求。但是，其社會競爭能力的提升的速度顯然無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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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需求提升的速度相匹配，理想和現實之間的較大差距，使青少年的壓力感明

顯加大。以此同時，其應對壓力的資源和技能也明顯不足，抑鬱青少年長期處於

強大的內在壓力的包圍之中，內在感受比較負面。主要有： 

1、自我期望無法實現的退縮和失落感  

當自我期望無法實現時，逃避是人們最常見的一種選擇和應對壓力的方式，

壓力越大，退縮就越強；越退縮，個體與現實的距離就更遠，自我期望就越難實

現，對自己就越失望，個人價值的失落感自然就產生了。 

受訪者 F：“我明年就要參加高考了，我的成績在年級排名 40 左右，我想

考上雲南大學（雲南省最好的重點大學），這樣我的成績必須進入年級前 20，壓

力太大了，就生病了。＂ 

受訪者 L 的父親說：“他的成績在班上處於中等水準，他想考上北京的重點

大學，很不現實。面臨高考的巨大壓力，他不願去學校，認為班級成績不好的同

學會影響他學習，堅決要求在家學習。＂ 

受訪者 A：“爸爸送我到昆明來讀書，我們家還在昆明買了房子。我想考上

師大附中（昆明最好的高中），我初二就發病了，李主任讓我住院，但我怕耽誤

課程就沒有住院，就一邊服藥，一邊念書。但是，現在因為念不下去了，初三的

學習壓力比以前大多了，就辦了休學來住院。＂ 

 受訪者 K：“我將來想去印度的大學讀書，因為印度的高科技比較發達，

但是現在我生病了，能考上一般的大學就不錯了。＂ 

2、無法回報父母的罪疚感 

高期望往往伴隨著高回報，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努力讀書取得好成績，就

是對自己最大的期望和對父母的最好的回報，但是，他們很難做到，於是罪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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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了。 

受訪者 C：“我們讀書，爸爸就覺得我在昆明讀書，將來畢業了就一定要回

我們家那邊去考公務員，一定要進行政部門。不管我和小妹考哪所大校，學什麼

專業，他都要考慮到以後能不能進行政部門做公務員。其他工作他都不考慮，認

為不是正兒八經的工作，沒有保障。這讓我覺得很有壓力，好像自己的未來完全

由父母做主了。但是，慢慢地好像被他們（父母）的觀念所影響，我也認為公務

員是比較保險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都要自己去拼的感覺，所以我畢業後打算去考

公務員，可是現在考公務員競爭很激烈，很擔心考不上啊。＂ 

受訪者 F：“我父母把每一分錢都存起來供我讀書，他們的愛太沉重了，像

個框框緊緊地套在我身上，我只有好好讀書才能報答他們，心理壓力太大了。＂ 

受訪者 M：“我媽媽常常對我說要好好讀書，將來有個好工作。她嫁給我父

親也苦了 20 多年了，挺勞累的，就希望我能有份好工作吧；我姐姐也常常對我

說要好好學習，她是因為家裏沒有錢，只能供我一個人讀書而退學的，我特別愧

疚。我只有好好讀書才對得起他們。＂ 

受訪者 D：“我從小生活在農村，我是家族裏面第一個大學生，而且還是讀

的警校，親人們對我的期望很高，我不讀書怎麼對得起父母，怎麼向親人說呢？

還有幫我上學的叔叔們，我又怎麼向他們交代呢？，還有最重要的是我爸爸、我

媽媽會很失望、很難過！＂D 的父親也說：上高二後，她的成績跟不上，很吃力，

她覺得很自卑、很內疚，對不起家庭和父母的培養，放假回家也很少出門。＂ 

第三節    青少年抑鬱症的本質特徵 

將青少年的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和社會轉型三個維度整合起來可以發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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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是青少年與環境作用時應對各種壓力的策略或者符號，其最突出特徵是“多

重喪失＂。（具體見圖 7.1）。一是青少年成長過程中，親子交往得不到父母無條

件的關愛和接納導致的“愛的缺失＂。二是人際互動過程中得不到父母、老師和

同伴尊重而導致的“自我的缺失＂；三是社會轉型和個體社會流動過程中尋找不

到人生價值的“生命意義的缺失＂；四是以上三種缺失在生理層面的表現出的

“身體活力的喪失＂。同時，受到壓力影響的不僅有青少年本人，還有與其“母

子連心＂的母親們，青少年抑鬱症的“母子共病＂（指母親與孩子都患上抑鬱症

或其他精神疾病）現象成為另外一個突出特徵。 

一、青少年抑鬱症的本質特徵是個體發展中的“多重失去＂ 

（一）、從個體成長的角度來看，青少年抑鬱症是個人發展過程中與父母缺

乏安全依戀關係導致的“愛的失去＂時的悲傷、失落和憤怒的主觀體驗 

從抑鬱青少年的成長經驗來看，幼兒期隔代撫養，童年期和青春期經歷了家

庭關係、父母婚姻關係、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伴關係的衝突讓他們對自己的

遭遇感到悲傷和難過。在這個充滿衝突的過程中，他們無法和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建立安全的依戀關係，感受到“愛的失落＂。正如受訪者 L 有一次發短信告訴

我“我大概是缺乏愛吧＂。幼兒期和童年期與祖輩關係親密，與父母的關係冷

談，他們常常有一種失去父母之愛的失落感。兒童期回到父母身邊後與祖輩的分

離使得他們產生了失去祖父母關愛的失落感；進入小學和中學後與老師互動過程

中情感的疏離和衝突，讓他們覺得失去了老師的愛；社會流動過程中不停地轉換

學校，讓他們很難與同學建立良好的同伴關係；流動也導致原來建立起來的與少

數幾個同學的親密關係斷裂，他們失去了同伴的愛。可見，這種失落對抑鬱青少

年來說是一種主觀的“愛的全部的失去＂，失去父母、失去家人、失去同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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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老師。失去了人生中重要的人際關係，也就失去了自己的地位和自尊，也失去

了自我。愛的失落讓他們產生憤怒的情感，這種情感有時投向自己，有時投向他

人。 

精神分析學派認為，抑鬱是一種悲傷的情緒，常常伴隨著失去重要關係而產

生，抑鬱的出現是一種失落的反應。不論發生何種性質的失落，如愛、地位、朋

友的精神支持，個體會喚醒對童年期失落所發生的恐懼（得不到父母之愛）而反

應劇烈。也就是說，個體失落了客體並將這種憤怒的感覺轉向自我，產生了對失

落的脆弱性。依戀理論的創始人鮑爾比（Bowlby）認為抑鬱症是個體失去親密

關係的客體所導致的一種病態反應。很多研究依戀關係與抑鬱的關係的研究也發

現抑鬱症組有高比例的不安全依戀型態。 

需要說明的是，抑鬱青少年“愛的失落＂是一種主觀性的失去，並非客觀上

的失去。主觀性是指一個人主觀的看法、感覺和經歷。在本研究中，抑鬱青少年

常常說自己最缺乏的是父母的愛，但筆者對其家庭互動方式的觀察和與部分青少

年家長的訪談提供給我的資訊卻是他們的父母很關心他們，為了孩子早日康復，

他們請假來醫院陪孩子，有的已經離異的夫妻甚至表示如何複婚有利於孩子康

復，他們願意複婚。那麼，抑鬱青少年主觀感受與客觀現實之間為什麼會產生較

大的落差呢？第一，抑鬱青少年患病後的一個主要症狀是喪失體驗快樂的能力，

他們常常感到空虛，毫無快樂可言，但是，他們對不快樂的感受卻是與日俱增。

從生物學層面來說，喪失體驗快樂的能力是因為大腦神經功能出現異常，導致大

腦的三種主要神經遞質（多巴胺、無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不平衡的結果。他

們對外界的感受能力比較低，而其對自己內心世界的感受（如過往生活經驗中不

快樂）則比較強。第二，負性認知功能的作用。按照認知心理學家貝克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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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是因為個體有不適當的認知圖式，其認知圖式是負向的，在其輸送和選擇

資訊的時候，總是選擇負面的、不好的或對自己不利的資訊。如F把母親對自己

的細心照顧解釋為“是裝出來的＂。相反，當抑鬱青少年能從正面解讀父母的行

為，主客經驗與客觀的感受一致，主觀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時，其康復的動力

就產生了，抑鬱症狀就消失了。如J說：“以前我第一次得抑鬱症時，我想過自

殺，遺書都寫好了，我爸發現後，就說了一句話｀你死了，你媽怎麼辦，怎麼活？＇

他當時哭了，這是我第一次看見他哭。當時我堅持下來了，後來不知什麼原因，

病也就好了。”從J的談話中可以看到，父母的愛是孩子康復的最直接的動力，

類似的經歷在幾個康復情況較好的個案如小C、小D的經歷中都能看到。 

（二）、從人際關係的維度來看，抑鬱症是青少年自我發展受挫的“失去自

我＂時的自卑與自責 

米德的符號互動論可以幫助我們從社會學的範疇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自我發

展。米德從庫裏的“鏡中自我＂理論加以發展，形成了自我發展的符號互動理

論。庫裏認為，人們對於自己的感覺通過觀點采擇過程而得到發展：我們想像自

己如何被他人看待，並且為想像的結果而產生好或壞的感情。米德對庫裏的這些

思想做了極大的延伸。米德（1934）認為，個體在採用他人的觀點並且設想他們

在他人眼裏的樣子，這種觀點采擇的能力與自我的獲得具有相同的意義。米德非

常強調社會交互作用在自我發展中的作用，如果缺乏交互作用，符號溝通將不能

發生，自我也不可能通過觀點采擇過程而產生。當兒童的這種采擇他人觀點的能

力開始發展時，自我也就開始發展了。人們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不僅需要采擇特

定的個體對自我觀點的能力，還需要採用社會上大多數人的觀點，我們必須用抽

象的方式來看待我們自己，普遍的其他代表了我們所身處其中的更為廣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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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從抑鬱青少年的自我發展過程來看，他們在與父母、老師和同伴等重要

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矛盾衝突比較多，很少得到積極的認同和接納，采擇到的大部

分是負性的評價，自我體驗比較負面。同時，社會流動過程中的傳統與文化衝突，

也使他們難以建立積極健康的自我，表現出自卑和自責。 

艾裏克森的心理社會發展理論可以從社會互動中個體心理需要滿足的角度

幫助我們去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自我發展。艾裏克森認為人生的特定階段會產生特

定的需要，需要得到滿足，個體就會順利地進入下一個階段；如果這些需要未被

滿足，那麼發展就會倒退或者停滯。他認為整個人生的發展有八個階段，每一種

需要都以人們如何看待和感覺他們自己有關，也就是與自我的發展有關。第一階

段是發展信任他人的能力，尤其是對母親的信任。當嬰兒得到溫暖、持續的照顧

時，他就能建立信任感；否則就無法建立信任感。第二個階段自主和控制最重要。

當給予兒童自由地探索他們自身及其環境的權力時，自主感就形成了，否則就會

產生懷疑與羞怯。第三階段，兒童努力積極地操縱環境。當允許兒童創造、建構

和改變他們的世界時，他們的自發性就得到了發展。如果父母對孩子改變環境的

努力加以奚落和過度的批評的話，就會使孩子產生內疚感。第四階段的兒童已經

開始進入小學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勤奮和自卑之間的衝

突。勤奮是指兒童努力掌握與社會相適應的工具和技能，並開始學習承擔成年人

的責任。成功地度過這個階段的人能獲得勤奮感；否則就會獲得自卑感。第五個

階段是青春期，青少年面臨自我同一性危機，青少年都面臨同一個問題“我是

誰＂，擁有可靠和整合的特性的個體被認為是達到了同一性；無法建立穩定和統

一特徵的個體將會面臨角色混亂。從抑鬱青少年的人生發展歷程和人際關係層面

來看，幼兒期隔代撫養的經驗，與父母關係的疏離使他們沒有發展出對他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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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力；祖父母的過度保護使他們的自主性也沒有發展起來；到了上小學階段回

到父母身邊以後，面對家庭、親子、師生、同伴等多重人際關係的衝突，他們沒

有相應地解決問題的技能，使得他們無法獲得勤奮感，而是獲得了自卑感。進入

青春期以後，各種衝突和矛盾激化，他們無法建立穩定和統一的自我，角色混亂。

總之，抑鬱青少年沒有形成健康、穩定的自我，自我發展受挫其結果主要表現為

低自尊（自卑）、自責與內疚（罪疚）。正如一個抑鬱青少年所說：“抑鬱症的人

沒有自我＂。 

喬治.布朗（Brown,1986）等學者提出的自尊與抑鬱模型，認為低自尊則是

導致抑鬱的高危因素。消極的社會經歷，尤其是童年期和成年期缺乏親密的、可

以信賴的關係，導致低自尊，當消極生活事件發生時，低自尊作為一種素質作用

於抑鬱。 

奧特利和博爾特（Oatley & Bolton, 1985，轉引自喬納森.布朗,1998：207）

提出的抑鬱社會認同模型認為：人們的自我價值感通常源於其社會角色，並且扮

演這些角色需要有他人的存在。當失去一個人而使自己不能再扮演被賦予較高社

會期望的社會角色，同時又不存在其他的可供選擇的社會價值來源的時候，抑鬱

就會產生。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自己可以扮演的唯一社會角色就是“好學

生＂，在人際關係互動中，當他們發現自己不能扮演好父母、老師和同學心目中

的“好孩子、好學生、好夥伴＂角色，又找不到其他的社會價值來源的時候，抑

鬱就會產生了。 

（三）、從社會轉型的維度上看，抑鬱症是青少年發展中生命意義喪失而導

致的無價值感和空虛感 

意義療法的創始人維克多.弗蘭克爾（Viktor E.Frankl 1984/1994）認為人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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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義，是其生命的原動力。對照佛洛德精神分析學派人追求快樂的原則（或

唯樂意志）和阿德勒心理學派注重的並稱之為“爭取優勝＂的權力意志，他提出

了意義意志。意義意志不是對本能驅力的“合理化修飾＂。生命意義是獨特而具

體的，必須而且由個人獨立去實現，只有這樣，生命才有意義，才能滿足本人的

意義意志。神經症不是由於驅力與本能相互衝突而發生的，而是由於存在帶來的

問題所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意義意志受到了挫折。存在的空虛是 20 世紀

普遍的現象，它的產生或許是人成為真正的人的過程中必須經歷的雙重損失。一

是人類失去了某些動物的基本本能；二是人類行為所依賴的傳統正在迅速地消失

殆盡。人既不能憑本能知道必須做什麼，也無法遵照傳統知道應該做什麼；有時

都不知道自己想做什麼。存在的空虛表現為一種厭煩狀態，抑鬱、挑釁行為和吸

毒成癮後面的根本原因是存在的空虛在作怪。 

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他們的人生意義是父母賦予的，他們的人生道路是父

母預設和周密安排的，在親子互動中他們是一個失權者，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

力，沒有空間去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在他們努力去實現父母賦予的人生意義

時，他們經歷了巨大競爭的壓力和人際關係的衝突，當其面對困難和挫折時，他

們得不到父母、老師和同伴的情感支持和幫助，卻體會到了無助和痛苦。當他們

意識到當自己的行為達不到父母的要求，無法按照父母預定的人生的軌道（此時

已經內化為其自我發展的要求）去發展的時候，他們感覺不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認為生命沒有意義，個體沒有存在的價值。 

（四）、在生理維度上，青少年抑鬱症是其一種“身體活力的失去＂的主觀

體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青少年抑鬱症還有一個重要的維度是生理的維度，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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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身體機能的改變和身體變化：主要是沒有力氣、睡眠不好、胃口不好等，身

體缺乏快樂感。由於本研究中的青少年大部分對藥物比較排斥，不堅持服藥，常

常是病重的時候服藥，病情緩解就自行停藥。而本研究主要在抑鬱青少年病情比

較穩定時進行，主要從心理和社會因素來對其進行研究，因此，只對其生理反應

做簡單的敍述。 

从本研究的发现来看，抑郁青少年身体机能的改变主要有：1、睡眠不好，

沒有力氣。小 A 患病後入睡比較困難，多夢，白天上課沒有力氣，常常打瞌睡。

小 D 患病後入睡困難，飲食時多時少，便秘，反應力和記憶力下降，身體經常

疲憊不堪等症狀。K 的主要身体症状是没有力气，上课常常打瞌睡。小 D 說：“我

是慢慢發病的，病程半年多，自發病以來，入睡困難，飲食時多時少，還會出現

便秘、時熱、時冷、情緒波動大，不能自控，反應力和記憶力下降，體重時增、

時減，臉色不好，開始長痘痘。性格有點改變、愛發火、經常疲憊不堪。” 

2、身體的疼痛感。F 讀高二時因出現胃痛，疼等症狀，在父母的帶領下到

各個醫院看病，最後被診斷為抑鬱症。小 D 说：“生病時我感覺到越來越壓抑，

感覺連呼吸都是沉重的，心慌、焦慮，會莫名地難過和恐懼，身體也很不舒服，

感覺哪都痛，皮膚又開始狂長痘痘。＂M：“我讀初三那一年，我開始覺得我有

些不對頭，我常失眠，感覺自己很痛苦，初三畢業後，我和我媽說了頭痛的事，

我媽給我買了一些治頭痛的藥。＂；L：“高三時出現睡眠不好，頭痛加重，喉

嚨有異物感，去看了五官科，說喉嚨沒有問題。＂ 

3、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反應下降。由於身體缺乏活力，失去精神，抑鬱青

少年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反應下降。H 說：“我住在宿舍的時候，一考完試回到

宿舍，他們（室友）就拿一套卷子講，像這樣講的時候，他們就問你怎麼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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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自己一個人在那裏，就不知道什麼感覺，就感覺他們特別不真實或虛假，

可能是自己的問題。” 

 

 

 

 

 

 

 

 

              

圖 7.1 青少年抑鬱症的突出特徵“多重失去” 

   值得注意的是，抑鬱青少年個人成長、人際關係、社會、生理等維度上的“多

種失去＂與抑鬱症的產生之間不是直線因果關係，而是迴圈因果關係。即生活在

社會轉型時期的青少年在面對各種人際衝突和壓力時，他們也曾努力去應對，但

是應對的失敗讓逃避現實，不願意面對這些矛盾衝突，產生內疚、自責、憤怒、

失去等主觀體驗，這些感受日益濃烈，最終產生“愛的失去、自我失去、生命意

義失去、身體活力失去＂的主觀感受，最終成為抑鬱症患者。而抑鬱症又成為其

應對壓力的一種手段，當成為病人時，他們可以暫時不需要去面對生活中的壓力

和衝突，比如，當成為病人時，他們的親子關係得到了改善，也不需要面對學業

的壓力，他們也因為生病而獲益。但是，這種消極的應對手段很可能他們帶來更

大的衝突和挑戰，引發新的抑鬱。如“我的病能治好嗎？別人知道我得過抑鬱症

會怎麼看我？＂。 

 

个人发展维度：      人际关系维度： 

“爱的失去”            “自我的失去”      

 

 

社会维度：                生理维度： 

生命意义的失去        身体活力的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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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年抑鬱症的“母子共病＂現象 

本研究表明，青少年抑鬱症不僅是個體的抑鬱，常常伴隨“母子共病＂，是

家庭抑鬱的表現。在本研究中，比較明顯的母子共病現象在 4 個家庭中可以看

到。不少對抑鬱症兒童的父母的研究表明，患抑鬱症兒童的父母本身也有比較高

的抑鬱症的發病率。在患抑鬱症的兒童中，其父母至少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同樣患

抑鬱症，抑鬱症是一種家族的失常，遺傳與日常家庭生活模式對抑鬱症有非常密

切的影響（轉引自謝永齡，2003）。國外相關研究也有發現，青少年抑鬱與其母

親的抑鬱之間存在交互作用。一方面，母親的抑鬱很可能導致青少年抑鬱。德國

的一項對 1035 個青少年的研究發現，母親具有抑郁情緒且不能與母親建立安全

的依戀關係會導致青少年抑鬱症和自殺行為的產生（Essau，2004）。另外一方面，

青少年的抑鬱也會對母親產生影響。對父母來說，抑鬱青少年常常被父母視為困

難，並對父母造成巨大的壓力，一個抑鬱的青少年常常有一個抑鬱的媽媽。

（Glenn ，2009）。Chang  et al,（2004）對香港小學生的研究也發現，母親的

抑鬱情緒對兒童的問題行為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抑鬱情緒一方面直接影響兒童

的行為，另一個方面，抑鬱情緒導致母親用嚴厲和粗暴的教養方式對待兒童，從

而導致兒童的行為問題產生。 

除了用生物學的觀點和心理學的理論來解釋這種“母子共病現象＂外，還可

以從社會文化因素中得到解釋。在中國文化中，家庭內部屬於共生系，父母把撫

育和責任合二為一，父母一方面無條件地擁有控制權，另一方面也必須為子女負

起行為責任，他們把子女的目標（行為目標和成就目標）放在自己的身上（餘德

慧，1992）。也就是說，中國傳統文化對父母角色建構的責任義務是父母必須好

好地教養子女並使子女有合乎社會規範的成就及良好的表現，如果子女表現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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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麼責任過錯不在子女方而在父母。正如三字經所說“養不教，父之過＂。

這四個“母子共病＂的青少年家庭的突出特點是比較傳統，家庭關係基本上是一

種“男主外，女主內，夫唱婦隨＂的狀態。由於父母對孩子的控制較強，導致親

子之間很難分化和獨立，孩子的問題似乎也是父母的問題，尤其是母親的問題，

因為母親承擔著主要的照顧子女責任。孩子患病，是母親教養的失敗，母親內心

有很強的自責、內疚和自卑感，從而出現“母子共病＂現象。 

受訪者 F：“我生病後同母親講話時她會發抖，還有頭痛和背痛的毛病，和

我的症狀差不多。＂ 

受訪者 D：“但我覺得一個問題，發現我媽媽她的體質也跟我一樣，可能我

遺傳我媽，我媽她也有點抑鬱體質的，因為我媽媽沒經歷過我這麼多事情，所以

她可能還是很平穩的，沒什麼導火線導致她，她生活得挺好的，但是她遇到事情

還是會想不開，經常是我爸爸開導她，還有我也會開導她，不然她也會一個人走

到迷圈裏出不來。在我看來，可能也是，就是當時我媽媽生活環境，聽我媽講，

我媽媽小時候也是我外公教育她也特別嚴格，特別封建、保守，我媽媽也是那種

膽子特別小的那種人，還有一點我媽媽自信心還是不夠強的。通過我的經歷，我

開始好好去回憶、去理解我媽媽，去觀察她的一些行為、一些動作、一些表情，

可以看出我媽媽也存在這些問題，只是不明顯。這些都是通過我生病，然後我再

回去反思，我再去觀察我媽媽才得出的結論。＂ 

受訪者 C：“我媽也是性格內向，有什麼事情憋在心裏不說，自己一個人不

高興，整天臉上都沒有笑容，我的性格受她的影響大一些。＂ 

受訪者 L 的母親也說：“我的心理也有問題，只是我是成年人，自己能扛

住。＂L 的母親在孩子患病後自己也去尋求心理諮詢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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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看沒有發現抑鬱青少年“父子共病＂的現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個方面：首先，正如前文所述，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特徵之一是“權大於

情＂，權力主要掌控在父親手中，父親是家庭中權力的支配者，正如抑鬱青少年

所說：“家裏的重大決定父親說了算，母親只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儘管到

了青少年時期，抑鬱青少年與父權的對抗達到最高點，但對抗的結果是父親是勝

利者，孩子是失敗者。其次，從結構家庭治療的理論來看，抑鬱青少年的家庭結

構是不健康的，由於父親的權力過大，孩子為了達到個人目的，常常會與母親結

盟來對抗父權，當母子結盟失敗後，受傷的不僅是孩子，還有母親。第三，“母

子共病＂的抑鬱青少年的家庭關係中除了親子衝突之外，還存在夫妻衝突。在婚

姻衝突中，妻子為了與丈夫對抗，也會主動與孩子結盟，可是，婚姻衝突的失敗

者也是母親，當母親把婚姻關係衝突內化後，就會導致失落、憤怒、內疚、自責、

絕望等抑鬱情緒，產生“母子共病＂現象，正是這種不良的家庭結構孕育了孩子

和母親的“共病＂。 

可見，中國人的抑鬱症受文化的影響比較大，抑鬱症不僅是個體的抑鬱，而

是整個家庭的抑鬱。精神疾病不僅對青少年產生影響，更重要的是對整個家庭帶

來恥辱。因此，作為承擔主要照顧責任的母親來說，在面對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

時的羞恥感比較強烈，更容易導致抑鬱。這種羞恥感源于中國文化對精神失常的

病理觀。從道德層面來說，這暗示著家人羞恥于沒有盡到管教的責任，或者事先

沒有預防，反映出家庭的失敗。從遺傳學的觀點來看，精神疾病有辱家庭的門風，

會影響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婚姻關係。從宗教層面來看，意味著家族中的祖先失德

（林宗義、林美貞，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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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小結 

   社會轉型無疑使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和其

個人發展都受到了巨大的影響。一是對抑鬱青少年的家庭的功能產生影響。家庭

面臨的撫養孩子的負擔很重，隔代撫養成為無可奈何的選擇；對子女未來發展期

望的提高，教育支出加大；祖父母參與到孩子的照料中，父母與孩子的互動減少；

家庭社會化和情感支持的功能減弱。二是對抑鬱青少年的家庭關係產生影響。家

庭代際關係衝突增加，祖父母的情感支持減弱甚至斷裂。三是對抑鬱青少年個體

發展產生影響。以教育為依託的社會流動使抑鬱青少年面對學業競爭、城鄉文化

差異、自我期望較高和達不到父母期望等一系列外在和內在壓力。此外，家庭功

能變化、抑鬱青少年個體發展和人際關係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抑鬱青少年內

心的負性情感體驗深刻，產生退縮、壓抑、失落、憤怒和內疚感等主觀感受，巨

大的精神壓力使得青少年不得不做出最大的調整，抑鬱症作為青少年應對壓力的

策略（或符號）隨之產生（具體見圖 7.2），其本質的特徵是“多重失去＂。同時，

青少年的母親也成為受到影響的另外一個最主要的家庭成員，出現“母子共病＂

現象，抑鬱症不僅是個體的抑鬱，還是家庭的抑鬱，這是青少年抑鬱症的另一個

突出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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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2 社會轉型、抑鬱青少年的家庭關係及個人發展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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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結論與對策建議 

 

前面的第四、五、六、七章分別從抑鬱青少年個人成長的微觀維度，抑鬱青

少年人際關係形成的中觀維度和社會轉型的宏觀維度分別闡述了抑鬱青少年的

親子關係和抑鬱症的形成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本章將導出本研究的最後結論，指

出本研究中的不足，並提出預防青少年抑鬱症產生和幫助抑鬱青少年康復的對策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冷漠化”的嬗變過程 

筆者通過本研究提出了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發展變化的“冷漠化＂概念。 

所謂“冷漠化＂是指親子關係作為一種親密關係失去了其最為突出的“親＂的

情感性特徵，親子之間的情感冷漠、疏離，如同路人,親子關係已演變成非親人

之間的關係，甚至是敵對關係。本研究發現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冷漠化＂的

嬗變過程是青少年個體發展、青少年主要的人際關係、中國社會轉型等多因素綜

合影響的結果。親子關係是滲透著個人家庭、群體關係和社會發展特徵的各種關

係的複合體。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冷漠化＂的嬗變機制如下（圖 8.1）。 

（一）、從抑鬱青少年成長歷程看，親子之間長期缺乏情感溫暖、溝通交流

和日益上升的權力鬥爭，催生了抑鬱青少年對親子關係“冷漠化＂的主觀感受 

本文中親子關係的“冷漠化＂是指親子之間沒有情感溫暖，沒有溝通交流，

只剩下對父母權威懼怕恐懼和爭奪獨立自主權的鬥爭，其結果是父母不親，如同

“陌生人＂甚至是“敵人＂。這種冷漠化的感受是在抑鬱青少年成長的過程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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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形成的并被不斷強化、固化的。 

從抑鬱青少年的自我敍說來看，在其成長的過程中，親子關係的情感維度從

疏離、冷漠到隔閡，孩子主觀上感受不到父母的情感溫暖和愛，他們只能從理性

上來認識和理解父母對自己的愛，與父母之愛有一定的距離。有趣的是只有當孩

子患上抑鬱症之後，父母的對孩子的親情才被喚醒，抑鬱青少年才開始真正體會

到了被愛的感覺。在抑鬱青少年成長的過程中，親子關係中的溝通維度一直處於

溝通較少，衝突日益增多的狀態，直到孩子生病後，父母才開始重視與孩子的溝

通交流，親子溝通有所增加，而這種溝通也只是停留在表面上，孩子的心靈之門

始終對父母關閉著。可是，在抑鬱青少年的整個成長過程中，親子之間的權力鬥

爭卻始終沒有停止，由最初對具體的父母（如父母的冷漠、打罵行為）的害怕，

發展為對抽象的父母權威的害怕並產生逆反和對抗，與父母權威的對抗在青春期

達到高峰狀態，並因抑鬱症的產生而使這場沒有硝煙的親子之間的權力爭鬥暫時

告一個段落。沒有情感溫暖、沒有溝通交流，只有衝突和權力鬥爭，父母與子女

之間不像親人，更像沒有血緣和親情關係的“陌生人＂、甚至是“敵人＂，孩子

對父母的“冷漠化＂感受逐漸形成。 

（二）、從抑鬱青少年人際關係發展的維度上看，師生和同伴交往的日益工具

化和複雜化使得抑鬱青少年的人際交往的障礙增加，親子關係“冷漠化＂感受不

斷被喚醒和強化 

親子關係作為最早的人際關係，是青少年人際關係形成的基礎。抑鬱青少年

由於個體成長過程中沒有能夠與父母建立起親密的關係，當他們進入學校後期望

通過與老師、同伴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以彌補親子關係中的情感缺失。但是，他

們的努力失敗了，他們沒有能建立良好的師生和同伴關係，學校中人情的冷漠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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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親子關係“冷漠化 ＂的感受不斷被強化。 

親子關係一方面通過影響兒童的個性特徵對其師生和同伴關係產生影響。同

時，親子交往中的負面經驗在其同伴交往和師生交往中不斷被喚醒，從而對同伴

和師生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同時，社會轉型過程中人際交往的複雜化和工具化滲

透到學校中，師生和同伴關係日益複雜，人際交往中真誠情感失落、友情淡漠，

物質利益關係取代了人際關係中的心理關係，情感關係在一定程度上異化為工具

性的分數關係、競爭關係和金錢關係，使抑鬱青少年在建立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

的過程中更加困難。 

在與老師和同伴交往過程中，抑鬱青少年感受到的是情感的疏離和冷漠，被

責駡、被排斥、被控制的感受，並因此而產生的對老師的失望和反感。抑鬱青少

年在師生交往中的感受與其親子交往中的感受有較強的一致性，老師似乎是家長

的另外一個翻版，覺得“老師不親＂，親子關係冷漠化的感受被進一步強化。 

在與同伴的交往過程中，抑鬱青少年感受到的仍然是情感的疏離和矛盾衝

突，他們內心渴望與同學建立良好的關係，但現實中他們很難與同伴建立平等、

友好的親密關係，導致其對同伴關係的感受與對親子關係的感受有很強的一致

性，即“同學不親＂，親子關係冷漠化的感受再次被強化。 

總之，抑鬱青少年一方面渴望與老師、同伴交往，渴望得到老師、同學的關

心、理解和尊重，與老師建立和諧的關係，與同伴發展親密的友誼；另外一方面，

由於在早期親子互動和人際交往中受到過傷害，使得抑鬱青少年又對老師和同伴

心存戒備，在人際交往中難以應對自如，親子互動中“冷漠化＂的感受不斷被喚

醒和強化，感覺到“父母不親、同伴不親、老師不親＂，這種對人際關係冷漠的

感受不斷累積起來，使抑鬱青少年日益陷入孤獨、失落的情緒體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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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支持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之間的關係是整合

式的觀點，即三者之間不是相互決定的因果關係，但也不是彼此獨立的關係， 

三種關係在兒童人際網絡形成過程中均有相對重要的位置，又相互影響，彼此作

用（葉子、龐麗娟，1999）。需要說明是，儘管上述發現是基於抑鬱青少年的主

觀經驗而得出的一個推論，不是研究者基於對受訪對象的老師和同學的訪談資

料，從一個所謂客觀的立場上得出的結論。但是，上述推論與其他相關研究的結

論有一致性。如曾榮等人用問卷法對全國六城市（哈爾濱、北京、西安、武漢、

昆明、廣州）的 1791 個青少年的調查發現，青少年的師生關係和友誼關係品質

的大部分維度之間有較高的相關，師生和友誼品質的各維度都與社會適應中的自

我肯定、自我煩惱、社會疏離維度顯著相關，其中師生親密性、支持性、友誼信

任支持、娛樂陪伴肯定價值與青少年的自我肯定呈較高正相關，師生衝突性、友

誼衝突背叛與自我煩惱和社會疏離感呈較高正相關。證實了良好的師生關係與親

密關係對青少年社會適應有積極作用；相反，師生關係中與同伴關係中的親密、

支持、肯定的缺失可能導致青少年自我煩惱增多，對他人產生疏離感，這些態度

與行為又將加劇師生和同伴關係間的矛盾與衝突（曾榮、張沖、鄒泓，2010）。 

（三）、從社會轉型的維度上看，抑鬱青少年的社會流動過程中壓力不斷增

加，在實現人生目標的過程中需要更多的社會支持，但是他們得不到父母、同伴

和老師等重要他人的支持，親子關係“冷漠化＂的感受被固化 

社會轉型使抑鬱青少年為現實理想的人生發展目標較早地開始了以教育為

依託的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小城市走向大城市的社會流動過程。在此過程中，抑

鬱青少年面對學業競爭、城鄉文化衝突、自我期望和父母期望較高等一系列壓

力。要化解壓力，實現自己理想的人生目標，抑鬱青少年需要得到家庭、老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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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社會支持。可是，社會轉型使得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功能受損，家庭社會教

化的功能和情感支持的功能被弱化，家庭對孩子的社會支持減少。同時，抑鬱青

少年人際關係不佳使得他們面對壓力時，得不到老師和同伴的有效支持，常常陷

入孤立無援的境地，導致親子關係冷漠化感受被固化。一旦這種感受被固化或深

刻化，就很容易導致青少年形成“人生沒有意義、生命沒有意義＂的主观感受，

陷入“空虛、絕望＂的狀態，抑鬱症的症狀便走了出來。 

 

 

 

 

 

 

 

 

 

圖 8.1 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冷漠化的嬗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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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與抑鬱症之間具有雙向作用 

一方面不良親子關係推動了抑鬱症的形成；另一方面抑鬱症的產生也推動了

抑鬱青少年的親子關係朝著積極的方向轉變。很多家庭治療的理論研究發現家庭

功能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家庭功能影響青少年適應的兩種

途徑：家庭功能本身可以作為一種壓力影響青少年的情緒生活；家庭功能也可以

通過影響父母對兒童青少年社會化目標而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Shek,2003）。

本研究發現親子關係並非獨立影響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它與抑鬱青少年的社會

流動、人際關係和個人的成長等因素相互作用並導致了抑鬱症的產生。親子關係

對抑鬱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兩個方面：（1）親子關係影響抑鬱青少年的情緒

感受、個性特徵、自我發展和對生命意義的探求。親子關係中的情感疏離、冷漠

和隔閡使得抑鬱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體會不到父母的愛和情感溫暖，有失落感；

親子關係中的父母與子女之間的權力對抗以及衝突，以及對抗與衝突中青少年的

失敗導致抑鬱青少年自卑和自責；親子溝通的缺乏使得他們得不到父母的接納和

認同，不能形成積極的自我概念，缺乏自尊，有性格缺陷，如自卑、緊張、膽小、

內向，敏感，多疑等。（2）親子關係影響抑鬱青少年的人生發展目標和對生命意

義的追求。父母對子女的過度控制使得抑鬱青少年沒有自我發展的空間，他們的

人生發展目標是父母為其安排的，生命的意義就是滿足父母的要求，做一個“好

學生、好孩子＂；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競爭壓力和文化衝突，以及被父母用“買

學＂的方式推動的社會流動過程中面對種種壓力，青少年在無法應對壓力時產生

了人生意義的失落，感覺生命沒有意義。 

青少年抑鬱症的產生對親子關係的改善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它推動親子關

係朝著情感溫暖；溝通增加；尊重子女甚至遷就子女（或被子女反向控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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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展。悲傷和痛苦的進化論價值是幫助人們重新建立關係，如果我們不具備悲

痛的能力，那麼，我們就不會在乎自己與他人是否存在親密的關係。從進化論的

觀點來看，親密關係對於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種關係，我們就會變

得非常鬱悶（Paul ,Gibert,1997；宮宇軒、施承孫譯，2000）。孩子患上抑鬱症以

後促使家長和孩子思考彼此之間的關係，親子關係開始出現一系列變化，甚至是

逆轉，呈現出一種暫時的“和諧＂，抑鬱症成為撬動親子關係改變的杠杆。 

 

三、青少年抑鬱症的突出特徵是個體發展過程中的“多重失去” 

國外有學者（Christine,2010）認為，青少年抑鬱症不僅只包括認知、情感和生

理的成分；並且在抑鬱症的治療中還應該加入心靈內部的、存在主義的精神的部

分。因為青少年生活在一個不可預知的世界中，而他們將在這個世界中努力奮鬥

去證明他們的重要性和目標.，他們也常常由於不可克服困难而感到不知所措。

本研究發現，青少年抑鬱症的本質特徵是個體發展過程中的“多重失去＂即青少

年個人成長過程中“愛的失去＂；人際互動過程中“自我的失去＂；社會流動過

程中“生命意義的失去＂；生理上“活力的失去＂（見圖 8.2）。 

（一）、從個體成長的角度來看，青少年抑鬱症是個人發展過程中親密關係

的缺失導致的“愛的失去＂ 

從抑鬱青少年的成長經驗來看，幼兒期隔代撫養，童年期和青春期經歷了家

庭關係、父母婚姻關係、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同伴關係的多重衝突。在這個充

滿衝突的成長過程中，他們無法和生命中的父母、老師和同伴等重要他人建立親

密關係，情感疏離，人際衝突多，感受到“愛的失落＂，產生的悲傷、失落和憤

怒的情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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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人際關係的維度來看，抑鬱症是青少年自我發展受挫而產生的“自

我的失去＂ 

米德的符號互動論可以幫助我們從社會學的範疇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自我發

展。米德（1934）認為，個體在採用他人的觀點並且設想他們在他人眼裏的樣子，

這種觀點采擇的能力與自我的獲得具有相同的意義。米德非常強調社會交互作用

在自我發展中的作用，如果缺乏交互作用，符號溝通將不能發生，自我也不可能

通過觀點采擇過程而產生。當兒童的這種采擇他人觀點的能力開始發展時，自我

也就開始發展了。人們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不僅需要采擇特定的個體對自我觀點

的能力，還需要採用社會上大多數人的觀點，我們必須用抽象的方式來看待我們

自己，普遍的其他代表了我們所身處其中的更為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從抑鬱青少

年的自我發展過程來看，他們在與父母、老師和同伴等重要他人互動的過程中矛

盾衝突比較多，很少得到積極的認同和接納，采擇到的大部分是負性的評價，自

我體驗比較負面。同時，社會流動過程中的傳統與文化衝突，也使他們難以建立

起積極健康的自我，表現出自卑和自責。 

從艾裏克森的心理社會發展理論來看，青春期，青少年面臨自我同一性危

機，青少年都面臨同一個問題“我是誰＂，擁有可靠和整合的特性的個體被認為

是達到了同一性；無法建立穩定和統一特徵的個體將會面臨角色混亂。從抑鬱青

少年的人生發展歷程和人際關係層面來看，幼兒期隔代撫養的經驗，與父母關係

的疏離使他們沒有發展出對他人信任的能力；祖父母的過度保護使他們的自主性

也沒有發展起來；到了上小學階段回到父母身邊以後，面對家庭、親子、師生、

同伴等多重人際關係的衝突，他們沒有相應地解決問題的技能，使得他們無法獲

得勤奮感，而是獲得了自卑感。進入青春期以後，各種衝突和矛盾激化，他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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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立穩定和統一的自我，角色混亂。總之，抑鬱青少年沒有形成健康、穩定的

自我，自我發展受挫其結果主要表現為低自尊（自卑）、自責與內疚（罪疚）。正

如一個抑鬱青少年所說：“抑鬱症的人沒有自我。＂ 

喬治.布朗（1986）等學者提出的自尊與抑鬱模型認為低自尊則是導致抑鬱

的高危因素。消極的社會經歷，尤其是童年期和成年期缺乏親密的、可以信賴的

關係，導致低自尊，當消極生活事件發生時，低自尊作為一種素質作用於抑鬱（轉

引自喬納森.布朗,1998；陳浩鶯等譯，2004：205）。奧特利和博爾特（Oatley & 

Bolton,1985，轉引自喬納森.布朗,1998；陳浩鶯等譯，2004：207）提出的抑鬱社

會認同模型認為：人們的自我價值感通常源於其社會角色，並且扮演這些角色需

要有他人的存在。當失去一個人而使自己不能再扮演被賦予較高社會期望的社會

角色，同時又不存在其他的可供選擇的社會價值來源的時候，抑鬱就會產生。對

於抑鬱青少年來說，自己可以扮演的唯一社會角色就是“好學生＂，在人際關係

互動中，當他們發現自己不能扮演好父母、老師和同學心目中的“好孩子、好學

生、好夥伴＂角色，又找不到其他的社會價值來源的時候，抑鬱就會產生了（轉

引自喬納森.布朗,1998：207）。 

（三）、從社會發展的維度上看，抑鬱症是社會轉型過程中青少年尋找人生

意義時受挫而產生的“生命意義的失去＂ 

對於抑鬱青少年來說，他們的人生意義是父母賦予的，他們的人生道路是父

母預設的，在親子互動中是一個失權者，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力，沒有空間去

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在他們努力去實現父母賦予的人生意義時，他們經歷了巨

大競爭的壓力和人際關係的衝突。但其面對困難和挫折時，他們得不到父母、老

師和同伴的情感支持和幫助，卻體會到了無助和痛苦。當他們意識到當自己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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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不到父母的要求，無法按照父母預定的人生的軌道（此時父母的要求已經內

化為其自我發展的要求）去發展的時候，他們感覺不到自己存在的意義，認為生

命沒有意義，個體沒有存在的價值。 

（四）、從生理學的維度看，抑鬱症是個體生理機能改變導致的青少年“活

力的失去＂ 

對抑鬱症的生物學研究已經有 40 多年的歷史。上世紀 60 年代大多數學者把

個體產生抑鬱的原因界定為由於腦內缺乏去甲腎上腺素所導致。近年來，隨著生

物分子學與大腦影像技術的發展，對抑鬱症的生物學病因逐步深入。腦成像技術

研究表明，抑鬱症患者與正常人相比，腦內血液灌流量與葡萄糖代謝率明顯異

常。抑鬱的神經內分泌理論研究表明，抑鬱症與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亢

進有關。抑鬱的神經遞質理論研究表明，抑鬱症的發病與單胺遞質有關，特別是

5—HT（五羥色胺）遞質有關。抑鬱的免疫學研究表明，白細胞介質水準與抑鬱

症狀的程度、疾病所處的階段等因素有關（劉珺、白乙拉，2005）。上述生理指

標的改變使抑鬱青少年的身體機能發生改變，身體出現異常變化：主要是沒有力

氣、睡眠不好、胃口不好等，身體上失去精力，沒有活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

反应能力较弱。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抑鬱青少年的“多重失去＂是一種主觀感受。由於其內

在的感受比較強，導致其對外界的反應和感受下降，多重失去後面實際上是“多

重需要＂包括，生理上需要有年輕人的活力，個人發展的維度上需要得到父母、

老師和同學的愛和接納，人際溝通維度上需要得到尊重、欣賞和鼓勵，社會維度

上需要找回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這種主觀感受是“內熱外冷＂的，主觀上失去的

感受很濃烈，也就意味著內在需求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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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研究的理論貢獻 

（一）、本研究從社會環境變化、青少年個體成長及其主要人際因素之間的

交互作用多維度出發，提出了青少年抑鬱症的突出特徵是“多重失去＂的概念，

豐富了有關青少年抑鬱症的相關理論 

有關抑鬱症的理論主要包括生化理論、心理動力理論、行為理論、認知行為

理論和人際關係理論等。生化理論認為個體大腦生化因素的變化對青少年大腦神

經功能的影響是導致抑鬱症產生的主要因素。精神分析理論強調個體與父母或重

要他人互動的早期經驗所遭遇的失落或拒絕經驗所造成的脆弱性。精神分析理論

強調，抑鬱症的產生不是源于孩子與父母的衝突，而是源于與父母互動中被拒絕

或遭遇失落的經驗。以霍妮、榮格、埃裏克森、（Erikson）、沙利文（Sullivan）、

科胡特（Kohut）、溫妮卡（Winnicott）等人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學派雖然不再強

調性本能和性矛盾衝突在人的精神活動和行為中的特殊重要性轉而重視社會、文

化、人際關係在人格發展和形成方面的重要性，認為人格因素是導致抑鬱症形成

的最重要的原因。行為主義理論認為抑鬱是在應激條件下的錯誤學習，是一種習

得性無助的結果。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在應激狀態下缺乏正強化，導

致其不能充分利用其資源去解決問題，強調了個體解決問題技能的缺乏在抑鬱形

成中的重要作用。認知理論主要強調青少年負性的認知模式是抑鬱症形成的主要

原因，並認為與父母的不良互動是負性認知形成的主要因素。如貝克（Beck）

認為抑鬱青少年傾向於對自己有負性思考；用負向的方式解讀自己的經驗；對未

來有悲觀的看法。而青少年的認知圖式的形成是個體由過去的經驗所做的推論而

形成的一種持久的思考形態或認知結構。對於青少年來說，大部分的認知經驗都

是從與父母或家人的互動中獲得，因此青少年的負向的認知圖式很可能來自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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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互動的經驗。人際關係理論主要由人際互動的觀點來解釋抑鬱的產生，認為抑

鬱的某些症狀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反應-隨機正強化的比例減少所導致，也就是

說抑鬱的形成是由於個體缺乏社交技能及他人的正向反應而減低了外在環境的

增強，該理論也同時強調了抑鬱、社交功能損傷和人際關係不佳三者彼此交互的

影響。 

這些理論的主要缺點是過分強調了個體或人際因素在抑鬱症形成過程中的

作用，忽略了社會環境變化、個體因素（生理和心理發展）、人際因素之間的交

互作用。本研究則從社會工作的視角出發，整合了上述關於抑鬱症的理論，認為

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是微觀個體（包括家庭）、中觀人際關係、宏觀社會環境變

化（社會變遷）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青少年抑鬱症的突出特徵是“多重失

去＂，即個體生理上活力的失去；個體心理發展中愛的失去；與重要他人互動中

自我的失去；在走向社會過程中生命意義的失去。 

（二）、對抑鬱的人格理論進行了本土化修正 

1974 年 Blatt 提出的抑鬱的性格理論把抑鬱症分為依賴型抑鬱（anaclitic  

depression）和內射型抑鬱(introjective depression)。依賴型抑鬱的特徵是個體感到

自己無助、衰弱，害怕被拋棄，因而強烈地希望得到愛和保護，並不斷尋找支持

和贊許，以減輕自己的無價值感。因此，他們在人際關係上表現出高度的被動性，

強烈的依賴、需要他人，對他人發出的資訊比較敏感，害怕失去他人而難以表達

其憤怒。內射型抑鬱者的特徵是常常感到自己無法達到自己的期望和目標，因而

有強烈的自卑感、內疚感和無價值感。他們有很強的成就需求，對自我有過高的

道德標準，由於對自己要求過高而常常感到挫敗。這一類人很在乎自己的成敗，

很容易自責，有過度承擔責任的傾向；對自己和他人，常常產生矛盾的態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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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貝克（Beck）也區分出了類似於 BLatt 的依賴型抑鬱和內射型抑鬱的抑鬱性格

類型，他稱之為社會依賴型（sociotropy）與自主型（autonomy）,貝克認為社會

依賴型的人，需要與他人做正向互動，擔心被他人拒絕；因而時常取悅他人，以

保證自己獲得安全的依戀關係。自主型的人，十分渴望獨立並達成有意義的目

標，他們常常努力增強對環境的控制能力，以避免所擔心的失敗發生。 

從本研究來看，中國青少年抑鬱症不能簡單地被分成依賴型抑鬱和內射型抑

鬱，而是呈現出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型狀態，好似一個銀幣的兩個面，有時呈現

出依賴型抑鬱，有時呈現內射型抑鬱；有時呈現出自我批評特徵多一些。因為對

於當代青少年來說，對成就的追求和對人際關係是不能截然分開，二者是結合在

一起的。楊國樞（1992）認為，馬斯洛的自我實現概念與理論並沒有跨文化的普

遍性，僅適用于個人主義文化下的人民，是“個人主義取向＂的自我實現，而在

儒家文化圈之內的人民，則有另外一種“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並認為二者有

以下三個方面的不同：（1）自我內涵的不同；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中的自我是一

種個人內在的自我，主要由個人所珍視的內在自我來建構，而社會取向的自我的

內涵是一種社會關係體的自我，主要由個人的社會與關係性角色、地位、身份、

承諾、責任及其與之相關的想法、感受、意圖、傾向和行動來建構。前者要建立

的是一個“獨立自足的自我＂，後者要建立的是“互依包容的自我＂。（2）在實

現的途徑上，前者通過充分施展個人的潛能、天分、能力與氣質，在非社會性和

非關係性的領域中進行。後者則通過社會取向的自我修養與自我改善來達成。（3）

在自我實現的目的方面，前者是為了創造出獨特的自我，後者是創造和諧的社

會。陸洛（2003）認為，東西方文化結合是可能的，她用“折中的自我＂來概括

東西方文化中各自的自我原型概念。認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人一方面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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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互依包容的自我＂的內涵；另外一方面又從西方“獨立的自我＂中採取

部分的元素，以適應城市生活中追求個人成就、強調人我分離和現代化的價值。

中國人的自我已經不可能是文化原型中“互依包容＂的自我，也不可能全盤搬用

西方的“獨立自足＂的自我，而是一種“折中的自我＂。 

（三）、提出了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冷漠化＂的概念，認為親子關係是滲

透著個體、群體和社會關係的一種關係複合體，彌補了親子關係研究中的不足 

大部分親子關係理論都是微觀取向的，主要從家庭關係的角度，從情感關係

和權力關係來理解親子關係的本質。本研究發現，親子關係除了“權＂與“情＂

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維度是人際關係維度，隨著青少年的成長，親子關係越來越

趨向于向平等、關懷、尊重的一般人際關係的發展，並日益受到青少年的師生和

同伴等人際關係的影響。抑鬱青少年的個體成長中形成了“父母不親＂的主觀感

受；在與老師和同伴的互動過程中體驗到的“老師不親，同學不親＂的感受強化

了對親子關係的非親化感受；在其社會流動的過程中親子關係非親化的感受逐漸

被固化。總之，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與其他人際關係、社會轉型有著密切的聯

繫。親子關係不是一種簡單地以血緣為基礎的父母與子女之間的關係。而是一種

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最初形成的，受到青少年其他人際關係影響的，滲透著社會

變遷特徵的一種複雜的多種關係的複合體。 

（四）、提出中國文化處境下抑鬱青少年家庭關係的主軸是親子關係，親子

關係的核心是“父子（女）關係＂ 

本研究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文化的變遷滯後於經濟發展方式的變

遷，中國文化在家庭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抑鬱青少年的家庭關係的主軸仍

然是親子關係，而非夫妻關係，而親子關係中的主軸則是父子（女）關係。石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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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石丹理、韓曉燕、李美羚 2007：189）等學者對上海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研

究認為：母親對孩子的控制更強，中國青少年親子關係呈現“嚴母、慈父＂特點。

本研究的結論與上述觀點不一致，從本研究來看，抑鬱青少年普遍重視與父親的

關係，儘管抑鬱青少年與母親的關係好于與父親的關係，但他們更重視父子關

係。因為家庭權力由父親掌控，母親只能管一些小事對母親的評價和重視程度比

父親低。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的核心是“父子（女）關係＂，用青少年的話說就

是“母親管生活瑣事，父親管思想＂。抑鬱青少年與母親的衝突只是一般的人際

衝突，而與父親的衝突則是對父母權威的反抗，父親對孩子的心理影響和控制超

過母親，親子關係的核心是父子（女）關係。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中，“只有

嚴父，沒有慈母＂。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是筆者對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形成過程的一次探索性研究，受本人研

究能力和研究經驗的限制，存在以下不足： 

（一）本研究主要從抑鬱青少年的角度來理解親子關係，沒有能夠從父母和

子女雙向度來研究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是本研究設計時的一個主要限制。在

今後的研究中，如果能從父母、青少年兩個視角來認識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

則能幫助更好地理解其親子關係的形成過程和影響因素，為如何改善抑鬱青少年

的親子關係提供有力的證據。 

（二）由於訪談過程中是受訪談者本人的意願和願意程度來進行的，當涉及

一些家庭敏感性話題時，如父母的婚姻關係時，筆者發現受訪者開放程度不太

高，瞭解到的資訊不夠深入。另外，由於被研究对象處於青春期，部分訪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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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戀愛經歷，在研究中筆者也嘗試去瞭解其親密關係，但效果不是很理想，因此

在對其同伴關係做分析時只涉及了一般的同伴關係，沒有涉及其親密關係，這也

是本研究中的一個不足之處。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研究者用更多的時間與研究

对象交流、互動，也需要得到研究对象同意的情況下充分利用面談之外的其他資

訊，如研究对象的個人微博、與好友 QQ 聊天內容等。 

（三）在資料驗證性方面，雖然運用了三角檢驗等技術來保證資料的可信

度，但由於受訪談地點等研究條件的限制，這方面的工作也做得不夠深入。特別

是抑鬱青少年同伴和師生關係資料的獲得過程中，資訊的來源主要是受訪者，可

信度有待提高。要解決上述問題，在開展對青少年精神疾病的研究中，除了與醫

院合作之外，還需要和學校合作，這樣既有利於研究中獲得更為全面、豐富的研

究資料，同時，也能通過研究為青少年的社區康復營造一個良好的氛圍。 

（四）在資料的分析過程中，筆者曾經試圖把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分為父

子關係和母子關係來研究，但發現由於受訪者的親子關係比較疏離，很難收集到

父子、母子兩方面足夠的資訊，受訪者往往只是重點闡述其中某一方面的資訊。

因此在論文最後的呈現過程中，只是初步分析了抑鬱青少年的父子關係與母子關

係的一些不同之處，這也是本研究中的不足。如果要進行後續研究，可以從性別

視角入手，分別開展抑鬱青少年患者的父子關係和母子關係研究，使我們對抑鬱

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理解更為深刻和豐富。 

（五）儘管筆者希望從個體與宏觀社會結構變遷（包括家庭變遷）等多維角

度來理解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本文也做了一些嘗試，但對宏觀社會變遷的脈

絡如何影響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及其個人發展，如何通過深描來反映社會轉型的脈

絡，如何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來理解和詮釋青少年親子關係和其他社會關係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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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做得還不夠深入，論文中的研究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三個維度（社會變

遷、個人成長、人際關係）中社會變遷這個維度顯得比較弱。要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從社會轉型中找到某些恰當的切入點，如文化變遷、教育政策的變化等，以

其中的一條主線的變化來分析對抑鬱青少年的人際關係和個人成長影響，分析就

會較為深入。 

（六）論文的最後部分（服務建議與對策）只是從研究和分析的邏輯出發來

闡述，缺乏實證資料的支持，顯得比較粗糙。此外，抑鬱青少年精神康復的過程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需要多學科的介入，本文只是從社會工作介入角度進行

了思考，有關多學科介入這個方面的話題還需要在今後的服務中加以研究。要解

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開展一些抑鬱青少年康復的干預研究，從而提出針對性更

強的服務對策和建議。 

（七）由於本研究的田野點 Y 醫院是省會城市的大醫院，能夠進入該醫院

就醫的抑鬱青少年家庭條件相對比較好，具有一定的“中產階級＂的特點，筆者

在抽樣的過程已經通過儘量多選擇一些家在農村的受訪对象了（共有 4 位受訪者

家住農村），但無法抽取到城市及農村貧困家庭的受訪者，所以本研究的結論不

能推廣到貧困家庭的抑鬱青少年。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設計新的研究項目，如

以社區、學校為田野點，開展對生活在社會底層（如農村、城市貧困家庭等）的

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的研究，以其對這個群體的親子關係的認識更為全面和深

刻。 

但是，通過文獻研究發現，醫院中的抑鬱青少年和社區中的抑鬱青少年在很多

方面是相似的，主要表現為： 

1、親子關係的主要特徵是一致的。社區中的抑鬱青少年的父母對青少年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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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保護比較少（陳美英，2006；劉琳，2006；閆瑉 2002），懲罰和拒絕行為比

較多，對孩子的理解表比較少。這說明醫院中的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與社區中

的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很相似，即缺乏情感溫暖，溝通理解少，權力控制較多。 

    2、解決問題的方式一致，但求助對象有差異。學校中的抑鬱青少年大多採用

採用消極的應付方式,如幻想、退避及自責;而較少採用積極的應付方式,如求助

及解決問題（劉琳，2006）。本研究中的抑鬱青少年出現問題时也是採用消極應

對的方式，如冷處理，自己解決。但在求助對象方面存在差異，本研究中的青少

年求助的對象主要是自己（如看書自助），其次是同學，最後才是父母。而學校

中抑鬱症患者出現病感後求助對象依次為母親( 53.4%)、父親( 32.8%)、同學

( 29.3%)、老師( 24.1%)和親戚( 10.3%), 其他有看書自助( 8.6%) , 教堂或寺

廟( 5.2%) , 網上、熱線諮詢者分別為 1.7%（程文紅，2006）。 

    3、引發抑鬱的因素方面也是一致的。學校裏的抑鬱症患者主要的引發事件是

人際關係、學習壓力和家庭事件（周琳琳，2009；黃瑩，2006），本研究中抑鬱

症的引發事件也是同學關係衝突、親子衝突和學業壓力。 

（八）由於筆者第一次採用質性研究的理論和方法，對研究方法的理解和掌

握不夠深入，特別是在從概念上升到理論的過程中感到比較吃力，本研究初步得

出了的關於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冷漠化＂的嬗變理論和青少年抑鬱症的“多

重失去＂的理論還比較粗淺，有待于繼續研究深化。 

 

 

 

 



 

  312

第二節    預防和治療青少年抑鬱症的對策建議 

 

現代精神健康的概念源于心理衛生運動，是指對生命有積極的體會並能預防

精神疾病。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包括兩個個方面：一是預防和發展性服務，目的

在於增進和提高青少年的心理素質，提高其心理健康水準，預防各種精神疾病的

發生。二是治療性康復服務，目的在於幫助青少年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康復，回歸

家庭和學校。因此，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不僅針對患各種精神疾病的青少年，也

需要面向正常的青少年群體。從本研究來看，開展抑鬱青少年的精神健康服務，

需要從政策和服務體系建設兩個層面展開，預防和康復服務相結合。 

 

一、政策層面 

（一）、積極宣導和促進教育公平 

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是社會工作者的使命。教育公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社會公平。兒童接受基礎教育是其最基本的權利，為了讓每一個孩子能有一個比

較好的未來，國家在教育資源投放上應該向教育資源缺乏的中西部、農村、邊遠

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傾斜並逐步提高這些地區的基礎教育的品質，注意學校的合

理佈局和均衡發展，使兒童能在家就近接受品質差別不太大的基礎教育，營造一

個相對公平的教育環境，減少因擇校給父母和青少年帶來的經濟壓力和心理壓

力，使得兒童和青少年能夠在家人和父母的陪伴下快樂學習和成長，降低兒童青

少年患抑鬱症的可能性。 

（二）、儘快制定和出臺《兒童家庭政策》等兒童福利法，為父母撫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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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確保家庭功能的發揮和兒童的健康成長。 

兒童早期發展的品質決定個體一生的發展品質，這已經成為學界公認的命

題。胡錦濤總書記在党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

會建設目標，並把“重視發展學前教育＂作為“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力資源強

國的重要舉措之一＂，進一步明確了兒童早期發展對於國家、民族的深遠意義。

兒童家庭政策的制定，直接關係到家庭功能的實現，決定著兒童照顧的品質，決

定著兒童能否公平、健康地得到發展，直接關係到國家和民族未來發展的實力與

安全。目前，我國尚沒有獨立的、專門針對兒童發展的《兒童家庭政策》，只有

包含在其他政策中的相關條文。儘管 20 世紀 90 年代以後，我國有關兒童的政策

發展得很快，涵蓋了兒童早期健康、教育、法律保護和環境政策體系等方面。但

是，由於我國長期以來“家庭化＂的養育責任分配、尚不發達的社會經濟狀況

等，使現有的兒童相關政策的構成依然以“家庭支持＂為主，對家庭的支持也很

有限（徐浙寧，2009：47）。“家庭支持＂取向的兒童家庭政策，強調家庭在養

育兒童中的支持責任和義務，規定了父母或主要監護人為保障兒童的基本權利而

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而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有關兒童家庭政策已經從過去的

“家庭支持＂取向轉變為“支持家庭＂取向，注重對兒童問題的預防和早期干

預。後者更多看到家庭在支持兒童早期發展中的困難和需要，強調對家庭本身的

支持，儘管照顧子女是家庭的義務和責任，但家庭本身也需要得到支持，家庭是

政策的“權利主體和受益主體＂。 

 隨著社會競爭的不斷加劇和中國社會進入老齡化，家庭養育兒童的成本和負

擔將會不斷加大，家庭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需要得到更多的社會支持。從本研究

來看，無論是獨生子女或非獨生子女家庭在照顧年幼兒童的成長中面臨的困難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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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都多，隔代撫養孩子是很多年輕父母在不得已情況下做出的選擇。因此，中國

應該重視研究和制定專門的《兒童家庭政策》，明確國家在兒童健康成長中的責

任，為家庭撫養孩子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持、親職福利和對子女、家庭的配套服務。

在親職福利中，宣導借鑒國際經驗，設立“父親假＂、“父母假＂或“子女照顧

假＂，從立法的角度強調父母，尤其是父親對照顧子女的責任，並提供一定的法

定假期作為支持。具體的做法可以是在地方性的計劃生育條例當中增設滿足未成

年子女緊急需要或臨時需要的父親假、父母假或“照顧子女假＂，這樣做的目的

是通過休假方式的社會支持政策，不僅使父職參與成為法定的義務，同時，也讓

體驗為人之父的多元角色和豐富的人生成為男性主動爭取的權利和自覺行為。而

男性從嬰兒出生開始就與孩子的親密接觸和交流，既對之後父職參與水準的提

高、男性自身的成長和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又有利於家庭的性別

平等和婚姻的和諧，不只是雙贏，而是一舉多得（徐安琪 b，2009：15）
。。對子

女和家庭的配套服務中，要將幼兒的托育、保健和社區照顧納入公共服務體系。

這樣，一方面可以減輕父母，尤其是年輕母親照顧低齡子女的負擔；另外一方面

也能減少幼兒隔代撫養的比例，有利於孩子和父母建立親密溫暖的關係，促進孩

子身心健康發展。 

    （三）、儘快在寄宿制中學建立學校社會工作制度，開展精神健康學校社會

工作，為離家讀書的兒童青少年提供必要的專業的社會支持，促進其健康成長 

實現教育公平是一個長期的目標，短期來說，一部分兒童青少年較早地通過

教育開始社會流動是其社會化過程中的必然選擇。因此，可以通過建立學校社會

工作制度，彌補兒童青少年因家庭關係缺失或家庭關係不良而導致的社會化不

足，及時矯治其性格缺陷，預防精神疾病的發生。 



 

  315

學校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是指專業人員運用心理學和社會工作的原理、方法和

技術，幫助學校、家庭和社區之間開展協作，共建“教與學＂的良好環境，激發

學生的自我效能感，解決學生生活、學習和發展中的問題，幫助他們更好地適應

學校和社會，培養學生健全的心理素質，為學生的心理健康發展提供服務（張大

均，2007：87）。 

西方青少年精神衛生服務的經驗是：強調預防和發展性為主，治療性服務

為輔。特別是在中國兒童精神健康服務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兒童青少年患精神疾

病後，不可能有足夠的精神科醫師、臨床心理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為其服務。因此，

有效地利用學校現有的資源體系進行初級預防，以減少情緒問題的發生率是較為

實際的考慮。社會工作者在介入學校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時要有別于心理學工作

者，社會工作主要關注的焦點應該是青少年與其環境的互動，改善學校環境是推

廣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中一個不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在服務上一定要打破以“病

態＂的個人工作的介入手法和理念上的局限，用多元化和系統化的特色，在社會

層面，家庭層面、學校層面、社區層面多元介入，為青少年的健康成長營造一個

適宜的學校和家庭環境（高萬紅，2007）。 

對於需要離家到中心城市（城鎮）就讀於寄宿制學校的青少年來說，通過

健立學校社會工作制度，可以幫助他們及時處理學校生活中的各種負面情緒，教

會他們處理人際關係的技能，有效解決人際關係衝突，促進其學校適應，預防精

神疾病的發生。同時，通過學校社會工作，可以營造一個多元文化的教育環境，

讓青少年可以接納不同的文化，減低對來自邊遠地區和農村家庭學生的文化歧

視，並為來自不同文化環境中學生提供同伴支持，幫助這些學生構建人際關係網

络，促進其社會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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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倡議儘快出臺《中國精神衛生法》，確立社會工作進入精神健康服務

領域的合法性地位，開展多元化的青少年精神健康服務，預防青少年抑鬱症的產

生並促進抑鬱青少年的康復 

從本研究結果來看，青少年抑鬱症的形成原因中心理社會因素占了很大部

分。青少年抑鬱症的治療，不是僅靠醫學專業人員就能解決的問題，因此，需要

從立法的角度，使社會工作等其他專業人員能夠進入該領域為患者服務。當務之

急是儘快出臺《中國精神衛生法》，使社會工作者能以合法身份進入青少年抑鬱

症的治療和康復服務體系中。通過精神衛生立法，可以儘快在醫院建立精神科社

會工作服務制度，這將有助於青少年抑鬱症患者早日得到及時的治療和康復服

務。 

    二、實踐層面：改善抑鬱青少年的親子關係，促進患者康復 

（一）、充分利用抑鬱青少年初次患病時親子關係朝著積極方向改變的契

機，改善抑鬱青少年的親子關係 

在醫院精神科開展以改善抑鬱青少年親子關係為主題的社會工作，能充分利

用抑鬱青少年患病後親子關係改變的契機，增加親子互動中的情感溫暖，改變父

母對孩子的權力控制為對孩子的尊重和理解，使抑鬱青少年尋回失落的父母之

愛，增加親子之間的溝通，使親子關係朝著平等、關愛、尊重的方向發展。為抑

鬱青少年的康復營造一個好的家庭氛圍。  

（二）、通過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改善抑鬱青少年的同伴和師生關係，幫助青

少年重建健康的自我和積極的人際關係 

從本研究來看，大部分抑鬱青少年經過短時間的生物醫學治療，病情可以得

到緩解，但如何使他們回歸學校卻是一個難題。受訪者 F 把“想回學校又怕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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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列為出院回家後碰到的十大難題中的第一位。受訪者 K 說：“自己目前

最擔憂的就是不太有信心回學校上學，害怕自己的心情又變壞了。＂青少年抑鬱

症患者對疾病的理解中有兩個大的缺失：一是人際關係的缺失；二是自信心的缺

失。因此，在其康復階段的服務重點是通過開展學校社會工作，幫助抑鬱青少年

改善同伴和師生關係，在與師生和同伴的互動過程中重建自尊、自信，尋回失落

的自我。 

（三）、以優勢視角為指導，幫助抑鬱青少年找回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意義治療的創始人維克多.弗蘭克爾認為精神神經症不是由於驅力與本能相

互衝突而發生的，而是由於存在帶來的問題所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意義意

志受到了挫折。存在的挫折並非都是神經症，有些衝突是正常的、健康的。同樣，

遭受痛苦也不完全是病理現象，有時它很可能是人的成就，尤其是存在的挫折導

致的飽嘗痛苦，更是意味深長的成長。當一個人意識到自己無可替代的時候，就

會萌發出對自己存在的責任感，並持續充分地表達這種責任。當他深感到對熱切

等待自己歸來的人富有責任，或對未竟事業富有責任的時候，他就絕不會輕易放

棄自己的生命。他深知為何活著，幾乎能夠忍受任何“如何＂（維克多.E.弗蘭

克爾著，1984；桑建平譯 1994：62）。 

 青少年抑鬱症的本質之一是生命意義的挫折，社會工作服務要從優勢視角出

發，幫助抑鬱青少年看到生命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從學校適應的挫敗中走出來，

尋找人生發展的新途徑，找回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四）、開展家長服務，轉變父母的教育觀念，使親子關係的重心逐漸由父母

轉向青少年，充分尊重青少年自我發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天津市婦聯和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會 2008 年對天津 9 個區縣的 1054 個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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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人的父母進行的調查顯示，68.1%的家長說自己是“失敗的家長＂，折射出中

國父母對孩子過高的期望和對家庭教育認識上的偏差（關穎，2009：3）。中國人

常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如果把孩子比喻為一把鎖的話，每個孩子都是那麼

獨特，但大部分家長並不懂得如何打開孩子的心門。從本研究來看，抑鬱青少年

的父母們過度使用了親子關係中的父母權威，在孩子很小時父母就開始辛苦地為

孩子設計著將來，孩子讀哪所學校、考什麼大學，找什麼工作，與什麼人談戀

愛……一切都在父母的計劃和控制之中，使孩子作為獨立個體的主體性完全喪

失。遺憾的是，父母為孩子設計的人生並沒有成為现实，過度的操控反而把孩子

塑造成為一個抑鬱症患者。抑鬱青少年的父母需要在社會工作者的幫助下，反思

自己的教育理念和親子互動方式，從父母權威逐漸過渡到親子平等，充分尊重孩

子的主體性，培養其獨立、自信、合作的性格，減低孩子患抑鬱症的家庭風險。

父母首先要適當放下自己的權力，多給孩子一些選擇的機會和選擇的權力，讓孩

子成為自己的主人，形成獨立、自信的性格。其次，要多與孩子溝通並注意傾聽

孩子的心聲，不斷審視自己對孩子的教育要求，把對孩子的期望水準調整到一個

適當的水準，既促進了孩子的發展又不給孩子造成過大的精神壓力。第三學會鼓

勵和支持孩子，表達對孩子的愛和關懷。當孩子遇到困難時，父母首先要做孩子

的保護者和支持者，幫助孩子克服挫折；當孩子取得進步和成績時，要表揚和鼓

勵孩子，讓孩子能夠充分體會到父母之愛。總之，只有在一個平等、關懷、溝通

充分的親子關係之中，才能培養出孩子獨立、自尊、自信的良好性格特徵，減低

青少年患抑鬱症的風險。 

（五）、將社會工作服務的寬度和深度結合起來，多維度介入青少年抑鬱症

患者的康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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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需要層次看，抑鬱青少年的康復，涉及生理、心理、社會功能的恢復。但

目前他們得到的服務主要在生理層面，少數的患者能得到心理治療師的幫助。而

青少年自我身份的確定、同伴關係、親子關係、師生關係的改善，日常交往能力

的提升，都是專業服務的空白點。即使青少年患者在醫院得到良好的醫學治療，

病情得到緩解和控制，但他們出院回到家庭和學校之後，又會面臨巨大的壓力，

無法繼續上學。一些抑鬱青少年患者出院後，由於得不到同學和老師的接納，無

法繼續在原學校學習，不得不轉學，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抑鬱症很容易復發，

使他們對治療和康復喪失信心。從國外社區兒童青少年精神醫療服務的經驗來

看，強調應該把兒童青少年留在家中，並善用既有的原生支持系統。還要善用社

區資源，讓所有治療與兒童青少年的生活環境相連接，並且使社區盡可能回應他

們的需要。 

社會工作介入青少年抑鬱症患者的服務有別于醫生和心理學工作者，要將個

體、家庭、學校和社區層面的服務結合起來，從生理、人際、社會多維度介入抑

鬱青少年的康復服務。在配合藥物的治療的同時，社會工作者要把心理和社會層

面的介入結合起來，將心理輔導與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學校和社區生活結合起

來。在社區的日常生活中幫助精神疾病患者是社工介入的優勢（童敏，2005），

一旦心理輔導和治療走出輔導室進入抑鬱青少年的家庭和其所在的社區，就必然

與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方面的要求連接起來。同時，將心理和社會層面的結合還

有一個重要的優點是：工作的重點可以轉向抑鬱青少年平時的生活，輔導介入的

空間擴展了，輔導介入的難度也降低了，不需要等到抑鬱青少年發病時才介入。

特別是當青少年患者一時無法面對疾病時，這樣的介入手法會變得非常有效。總

之，青少年抑鬱症的預防和康復工作，應該更注重心理和社會層面的介入，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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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庭—學校—社區有機結合起來，配合藥物治療，從多個切入點入手，注重

青少年本身及家庭、學校、社區資源的應用，社會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有巨大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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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受訪对象的基本情況 

 

A，15 歲，女，雲南人，漢族，初中三年級學生，家庭所在地是一個中等

城市，獨生子女。A 的父親為企業家，母親為普通職員，父母文化程度為大專，

父母婚姻關係長期不和，上小學前基本上由爺爺奶奶撫養。A 在被診斷為抑鬱症

之前情緒低落 2 年，有 2 次自殘經歷，用比較燙的電熨斗燙自己；2 次自殺經歷：

一次想跳樓，一次用剪刀刺傷自己，均被同學發現。2006 年，A 從老家（中等

城市）轉學到昆明，就出現情緒低落。A 喜歡看壓抑內容的小說或寫出一些悲傷

的句子，覺得自己心理難過有“快感”“爽”的感覺。心情難過時曾用比較燙的熨斗

燙自己，覺得這樣做比較舒服，或打牆發洩。有跳樓的想法和行動並被同學發現；

有一次用剪刀自殺被室友發現。2007 年 5 月到家庭所在地的精神病院就診被診

斷為抑鬱症，服藥後效果不好，於 5 月底轉院到昆明 Y 醫院精神科就診，診斷

為抑鬱症。這次住院服藥後，A 認為沒有了“壞的想法”，一個月後自行停藥。2008

年 2 月以後出現想哭，覺得活得很辛苦，對周圍的人很冷淡，不與人交流，讀書

沒有動力，入睡困難，多夢等，并第二次入院治療。A 接受訪談時已經處於病癒

並即將出院的階段。 

 

   B，21 歲，女，貴州人，苗族，上海某重點大學二年級學生，家庭所在地為

山區農村少數民族地區，非獨生子女。父親為農村小學老師，中專學歷；母親是

農民，父母婚姻關係長期不和。B 有一個比她小 7 歲的弟弟，姐弟關係還可以。

B 在一歲時交給爺爺奶奶撫養，7 歲回到父母身邊。B 的性格比較孤僻、不愛與

人交往。B 上大二時因為發生一件很不愉快（偽造個人資料）的事情，開始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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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適應學校生活，後休學回到貴州老家。B 回家後心情很差，常常暗自落淚。

B 有很多叔叔在昆明工作，得知 B 的情況後建議其父親帶他來昆明就醫，B 被確

診為抑鬱障礙和適應障礙，並住院治療。出院半年後，B 的母親突發疾病去世，

B 的疾病復發並第 2 次入院。B 第 1 次接受訪談時處於快出院的階段，第 3 次訪

談時是她第 2 次入院病情穩定的時候。 

 

   C，20 歲，女，雲南人，漢族，雲南某重點大學大二學生，非獨生子女。父

親為政府公務員，高中學歷；母親是農民，在家務農，小學學歷，夫妻關係和睦，

有一個小她三歲的妹妹，姐妹關係較好。C 在農村老家時和母親、奶奶、妹妹生

活在一起。C 上小學 4 年級時和妹妹從農村老家到父親工作的城市上學，初中後

母親也遷入該城市，全家團圓，但是其奶奶仍然留在農村生活，C 上高中時奶奶

去世。C 剛進大學時生活尚不適應，在宿舍有人際關係矛盾，常常出現緊張、焦

慮和抑鬱的情緒並伴有頭痛、頭被壓著抬不起來的感覺和牙床緊張的軀體感覺。

C 在人際交往中常常有緊張和孤獨感，覺得不適應，不想呆在學校，想和家人在

一起，並經常打電話回家，特別容易哭，情感比較脆弱，做什麼事感到很吃力。

於是，C 到大學的心理諮詢中心求助並接受了 1 年心理治療，但效果不是很顯著。

之後，C 被轉介到 Y 醫院精神科，被診斷為抑鬱伴焦慮。接受訪談時，C 在 Y

精神科門診邊接受治療邊在校學習。 

 

   D，女，20 歲，彝族，雲南人，雲南某大學二年級學生，獨生子女。父親為

公務員，大專學歷；母親為個體戶，中學學歷，父母關係較好。D 上小學時和母

親生活在農村，上中學時轉學到父親工作的城市（小城市），上高中時出錢到昆

明某重點中學借讀。高考失敗後複讀一年，考入昆明的一所普通大學讀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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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不久，開始對大學的老師和學校環境不滿並向父母提出退學的想法。父母不

同意，於是 D 開始出現入睡困難，飲食時多時少，便秘；情緒波動大，不能自

控；反應力和記憶力下降；性格改變，愛發火；身體經常疲憊不堪等症狀。D 在

Y 醫院精神科門診被診斷為抑鬱症，並住院治療。D 通過藥物治療，有一定的效

果。D 出院後繼續在 Y 醫院精神科分部接受定期的心理治療，接受訪談時 D 還

在做心理治療，病情已經有很大好轉。 

 

   受訪者 F，女，18 歲，白族，雲南人，昆明郊縣某重點中學高三學生，家住

昆明近郊的農村，獨生子女。父親為農民，在當地做一些小買賣，初中文化程度；

母親為農民，小學文化程度，在家務農。F 初中畢業時只考上一所普通高中，F

的父母出錢讓她到家庭附近的一個重點高中讀書。F 住校期間與室友的關係不

好，高二時因胃痛，腰痛等症狀，在父母帶領下，反復到各個醫院去看病，沒有

好轉。最後被轉介到 Y 醫院精神科，被確診為抑鬱症。第一次住院 26 天后病情

好轉，F 要求出院參加高中會考，會考過程中因疾病復發第 2 次入院治療。F 的

父母與其雙方的親戚因早年發生矛盾，互相不來往。F 的家庭內部的關係不錯，

父母都很疼愛她，但 F 有事也不告訴他們，認為怕他們為了替自己解決問題而招

徠更大的麻煩，什麼事情都是自己解決。F 從小就不和村子裏的同伴來往，不信

任任何人，什麼事情都是自己解決。F 接受訪問時剛剛出院在家休息，定期到醫

院復診。 

 

      K，女，17 歲，漢族，雲南人，某重點高中二年級學生，家庭所在地為某

小城鎮，獨生子女。父親早年從事個體運輸工作，後來在一個公司做行政工作，

大專學歷；母親為教師，大專學歷。K 上幼稚園之前由於母親在讀函授大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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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K 送給奶奶照顧了 1 年。K 的父母婚姻關係長期不和，常常冷戰。K 在小學

和初中階段成績不錯，進入高中後成績一般。K 性格孤獨、內向，與父母的關係

都很疏離。K 上高一後不能適應學校的住讀生活，不想上學，要求一個人在家自

學，父母不同意。K 從此很不開心，對學習不感興趣，上課打瞌睡。F 有自殺行

為，先是用刀割腕，後來又吞了兩塊紐扣電池。父母知道後帶她到 Y 醫院看病，

被診斷為抑鬱症並入院接受治療。K 認為醫院的藥物治療對自己幫助不大，很害

怕回到學校。K 接受訪談時處於病情穩定即將出院階段。 

 

      G，男，18 歲，漢族，雲南人，昆明某重點中學高三年級學生。家庭所在

地為昆明郊區農村，獨生子女。父親從事個體運輸，初中文化程度；母親初中文

化，在家務農。G 的家中還有一個同住者是奶奶，G 從小由奶奶帶大，與父親的

關係不好，很害怕父親，父母的婚姻關係一般。G 上高中時考上昆明的一個重點

中學，開始了住校的生活。高三時 G 搬離學校宿舍與一個同學在學校附近租房。

G 高三時因談戀愛被班主任發現並當眾批評，同時又被父親責駡，於是服藥自

殺，被同學發現後送往醫院搶救。之後，G 回到學校感覺無法適應學校生活，被

母親帶到 Y 醫院就診，被診斷為抑鬱症並收治入院。接受訪談時，G 的病情比

較穩定。 

 

     H，男，18 歲，漢族，雲南人，雲南某中等城市重點中學高三學生，家庭

所在地為某中等城市，非獨生子女。H 父親大專學歷，在其讀小學時外出經商，

H 讀中學時父親因生意失敗回到家中並長期處於“半退休”狀態。H 的母親是一個

醫生，大專學歷。H 的父母在其讀小學階段曾因為感情不和而離婚，H 上初中時

父母复婚。H 還有一個比他大四歲的哥哥，兄弟之間的關係不太好。H 上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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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離家到外縣住校，高中時父母出錢送他到家庭所在城市的重點高中借讀。H 和

室友的關係不太好，於是搬出宿舍到校外租房子住。H 在初三和高二時分別自殺

過一次，兩次自殺前都和父親發生了衝突。H 上高二第二次自殺後父母帶他到當

地醫院看病，被診斷為抑鬱症，由於在當地的治療效果不是很好，H 轉到 Y 醫

院接受治療。H 接受訪問時已經出院，病情比較穩定。 

 

   L，男，18 歲，漢族，雲南人，昆明某中學高三年級學生，獨生子女。L 上

小學以前與爺爺奶奶在一個縣城生活，上小學時父母調到昆明工作，L 來到昆明

和父母團聚。父親為公務員，大專學歷；母親為個體戶，大專學歷。L 小學 6

年級時父母離婚，L 與父親一起生活。L 上初中時父親把他送入一所寄宿制私立

學校就讀，初中畢業後 L 考入一所普通高中。L 性格內向、孤僻，不太與同學交

往，也不喜歡學校。L 在高二下學期出現睡眠不好、頭痛等症狀，父親帶他到一

所綜合醫院的內科就診，醫生認為 L 沒有太大問題。高三時，L 頭痛加重，他要

求在家復習參加高考，堅決不去學校。一次 L 和父親發生激烈衝突後對父親說

要離家出走並以死亡威脅，L 的父親只好帶他到 Y 醫院精神科看病，被診斷為抑

鬱症並收治入院。L 接受訪談時，病情穩定即將出院。 

 

  J，17 歲，男，漢族，重慶人，重慶某中學高二學生，家住重慶市附近的郊縣。

非獨生子女。父親為中學教師，大專學歷；母親為小學教師，中專學歷，父母婚

姻關係一般。有一個比他大 6 歲的哥哥，兄弟關係比較好。J 初中畢業時因中考

失敗而不願意見人，整天呆在家裏並寫下遺書自殺，父親發現後及時把他送到醫

院並被診斷為抑鬱症。出院後父母出錢讓他到重慶某師範學院的 5 年制大專班讀

書，後因翹課過多成績太差而退學回家。退學回家後 J 繼續複讀高中，期間因與



 

  347

同伴發生衝突而再次發病，並轉院到 Y 醫院治療。J 接受訪談時病情穩定並即將

出院。 

 

   M，20 歲，男，漢族，雲南人，昆明某大學二年級學生，家住雲南某山區農

村，非獨生子女。父親為初中文化程度，在一個小煤窯挖煤；母親是文盲，在家

務農。M 的父母婚姻關係比較疏離，M 還有一個比他大一歲的姐姐，姐弟關係

也不太好。M 家庭經濟比較貧困，上小學時 M 的姐姐因貧困而輟學。M 小學畢

業時因成績優秀而考入縣城的一所重點中學。讀中學期間 M 很少回家，週末也

經常一個人留在學校。M 的性格比較內向，不善於與人交往，從小學到大學常

常是獨自一人。M 在讀初三時已經出現頭痛、失眠的症狀，M 說當時不知道這

是病，同時家裏也沒有錢為他看病。2008 年 M 考入昆明上大學，第一年學習成

績比較好。進入第二年後，出現情緒不穩定、焦慮、煩躁、情緒低落；注意力不

集中，上課聽不進去以及胃口不好等症狀。M 放假回家後，母親帶他到當地縣

城的一家醫院看病，被診斷為抑鬱症，M 住院治療了 10 天后就要求出院返回昆

明讀書。開學後不久，疾病再次復發，M 自殺未遂被送到 Y 醫院精神科並被診

斷為抑鬱症。由於無錢接受入院治療，M 只能一邊服藥，一遍讀書。服藥後 M

的情緒改善了，過去比較煩躁、焦慮、情緒低落，服藥後情緒比較平穩；但藥物

不能改變他的胡思亂想，如“見到拾荒的老太太就會想到自己將來老了也會像這

樣以撿垃圾為生，比較淒涼”。M 接受訪談時病情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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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訪談提綱 

第一部分：個人成長史 

1、請你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2、請說說你的成長經歷。 

3、在你成長過程中印象深刻的事件有哪些？面對這些事件你的感受有哪些？ 

第二部分：人際關係 

1、請說說你成長中的不同階段與父母的關係。 

2、你理想中的父母是什麼樣的？ 

3、 患病前後你和父母的關係發生了什麼變化？你如何理解這些變化？ 

4、你在上學之前、小學、中學階段與老師、同學關係如何？ 

5、請介紹幾個你的朋友，你和她們之間的關係如何？ 

6、在學校中你印象深刻的人有哪些？為什麼？ 

第三部分：對疾病、服務的認識 

1、你認為什麼是抑鬱症？ 

2、當你被醫生診斷為抑鬱症時，你有哪些感受？你是如何應對的？ 

3、治療過程中對你有幫助的是哪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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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研究协议（即知情同意書） 

知情同意書 

研究项目名稱: 青少年精神疾病患者康復研究 

您已被確診為          ，我們想邀請您參與一項與該疾病有關的研

究，並向您詳細介紹研究內容，請您在聽取研究者的介紹並充分考慮後決定

是否參加。 

研究项目簡介： 
青春期是多種精神疾病好發期，很多患者正是在這個期間經歷了人生第一次

精神疾病的發作。在尋求治療的過程中除了正規的藥物治療外，其他治療中最不

能被忽略的就是心理治療和社會工作服務，它们已是被證明的對多種精神疾病行

之有效治療方法。 
   參與該項目的患者如有需要可獲得 5 次以上的免費的心理治療服務（每次約

一個小時，在全部訪談結束後開展），訪談资料將以錄音的形式被保存，該資料

以及其他被訪者的資料（電郵、短息、自傳等）將在被隱去患者真實姓名及背景

資料的情況下用於科研和論文的發表。 
访谈和治療過程中您可以獲得治療者提供的更為細緻的病情評估，全面獲知

有關該精神疾患的詳細知識，提供針對個人的精神關懷有益於您的病情康復建

议。治療過程不會對您構成任何損害。 
參與原則： 

參與這項研究完全出於您自願。您可以詳細瞭解所有研究內容後再決定是否

參加，不管您的最終決定是什麼，都不會影響醫生對您的治療和關注。但如果您

決定參與，我們希望您能配合完成全部訪談，以獲得完整的資料。 
 
資料保密： 

一切有關您個人的資訊，包括身份、醫療史、病情、體檢檢查結果都將在合

法的前提下嚴格保密。研究結果會以出版物的形式發表，但您的身份不會被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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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書簽署頁 
 

 
研究者聲明：作為研究者，我                  已經向患者詳細介紹了本研究

的目的、性質、可能的風險與獲益。 
 
研究者簽名                                  日期 
聯繫電話 
 
 
患者（或監護人）聲明：我                  已聽取了研究者的介紹，並瞭解

研究的目的、性質、可能的風險與獲益。我同意參加“青少年精神疾病患者康復

的相關研究＂ 
 

患者（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聯繫電話 
 

 




